

[image: images]





没有什么是
超越
我们的覆盖范围





没有什么是
超越
我们的覆盖范围

美国的技术间谍帝国

克里斯蒂·马克拉基斯

乔治城大学出版社/华盛顿特区





© 2023 乔治城大学出版社。版权所有。未经出版商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或任何方式（电子或机械方式，包括影印和录制）或通过任何信息存储和检索系统复制或使用本书的任何部分。

出版商不对第三方网站或其内容负责。URL 链接在发布时有效。

美国国会图书馆出版物数据目录

姓名：Macrakis, Kristie, 作者。

标题：没有什么是我们无法触及的：美国的科技间谍帝国 / Kristie Macrakis。

描述：华盛顿特区：乔治城大学出版社，2023年。| 包括书目参考和索引。

标识符：LCCN 2022014383 (印刷版) | LCCN 2022014384 (电子书) | ISBN 9781647123239 (精装) | ISBN 9781647123246 (电子书)

主题：LCSH：间谍活动——美国——设备和用品。| 情报部门——美国——设备和用品。| 电子监控——美国——设备和用品。| 间谍活动——技术创新——美国。| 情报部门—技术创新—美国。

分类：LCC UB271.U5M27 2023 (印刷版) | LCC UB271.U5 (电子书) | DDC 327.1273—dc23/eng/20221221

LC 记录可在以下网址获取：https://lccn.loc.gov/2022014383

LC 电子书记录可在以下网址获取：https://lccn.loc.gov/2022014384

∞ 本文符合 ANSI/NISO Z39.48-1992（纸张耐久性）的要求。

24  23    9  8  7  6  5  4  3  2  第一版

在美国印刷

封面设计：Jeremy John Parker

保罗·霍特维特的室内设计





目录

插图清单

致谢

前言

介绍

我 基础

1 玛塔·哈里时代结束（起源故事）

2 隧道能成为双重间谍吗？

3 在脑海中

第二部分：走向全球

4 我们在哈瓦那的机器

5 海洋之下的背叛

6 特纳的技术转向

第三部分：完全全球化

7 传递全球间谍活动的火炬

8 Crypto AG

9 全球之眼

10 一个全球性的杀戮机器

 结论：信息饕餮

参考书目

索引

关于作者





插图

P.1古巴苏联导弹基地的混凝土拱门

P.2苏联SA-2导弹和U-2残骸

P.3古巴的苏联R-12模型

P.4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的游客中心标志

P.5新西兰怀霍派山谷的雷达罩

I.1约翰·布尔被描绘成一只帝国章鱼

I.2美国国家侦察局2013年卫星发射任务徽章

I.3特殊来源行动单位徽章

2.1 讽刺柏林隧道曝光的漫画

4.1 1962年导弹基地建设的航拍照片

6.1 海军上将。斯坦斯菲尔德·特纳

7.1 地图显示了1945年环球通信之旅的路线

7.2 国家安全局信号情报平台，2013年

7.3 洛克菲勒中心的阿特拉斯雕像

7.4 迪戈加西亚的鸟瞰图

7.5 阿森松岛上的猫山

7.6 东方电报公司海底电报电缆线路，1901年

9.1 国家侦察局印章

9.2 国家摄影判读中心印章





致谢

我非常感谢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伍德罗·威尔逊中心、佐治亚理工学院以及乔治城大学出版社的唐·雅各布斯慷慨地支持本书的研究和写作。在获得佐治亚理工学院伊万·艾伦学院的小额研究资助（SGR）项目的一笔种子基金后，我在中心度过了一个美好的研究员年度，开始了该项目，当时该学院由高效的院长杰基·罗伊斯特定领导。当时担任我部门主任的史蒂夫·乌塞尔曼也对这本书给予了支持。最近，SGR项目的亚伦·莱文和现任部门主任陆汉超帮助资助了索引的生成。我非常感谢唐·雅各布斯长期以来对我的研究的兴趣，并征求了手稿。唐对情报史的了解程度令人惊讶，并且在我完成手稿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我对出版社在疫情期间从审稿阶段到生产阶段的效率印象深刻；非常感谢整个团队。

我曾在多个场合展示了本书中几章的内容。我感谢邀请我的人，特别是听众。在华盛顿，无与伦比的凯西·奥莱斯科邀请我在乔治敦大学演讲，知识渊博的同事们对古巴导弹危机一章提供了有益的反馈，我也向其他听众介绍了这一章。在技术史学会会议、Sigma Xi活动、佐治亚理工学院以及奥地利维也纳会议上的同事们对“传递全球间谍火炬”一章提供了很好的反馈，包括一个图像丰富的版本。威尔逊中心在这一年结束后举办了几次会议，同事们在会上提供了有益的评论。我部门的同事要么在活动中提供反馈，要么阅读章节；他们包括Dan阿姆斯特丹、卡拉·赫罗纳、约翰·克里格、史蒂夫·乌塞尔曼和赫尔曼·维加拉。Hallie Lieberman对序言中讲述的新西兰故事提供了慷慨的编辑和反馈。威尔逊中心的两名学生研究助理Eric Zemmali和Lauren Daniels愉快地协助了研究，而图书管理员Janet Spikes特别有帮助，前台的Lindsay Collins也是如此。历史与公共政策项目主任Christian Osterman是一位热情好客的同事。中心的研究员群体是一群很棒的朋友和同事。许多人不仅对我的工作提供了反馈，而且我们还在华盛顿和弗吉尼亚州做了一些有趣的事情，比如参观当地的餐馆和博物馆，以及骑自行车和徒步旅行。最后，华盛顿的新老朋友让这一年更加愉快，包括Amy Schwartz、Eric Koenig、Laurie Hart、Nathan Stoltzfus、Gil Pimentel、Ben Fischer、David Charney、Yuval Ravinsky-Gray和Thomas Berger。





前言

有些人会花费他们的空闲时间，踏上前往马丘比丘等地的世俗朝圣之旅，以寻找神秘、历史和冒险。在准备这本书时，我需要一次类似的旅行，以便更好地理解并深入了解美国的情报秘密世界。我的旅程从华盛顿特区的郊区，到本书后续章节中描述的遥远帝国场景和技术间谍活动。这次经历既提供了信息，又令人不安。人们可以阅读关于美国的技术间谍帝国，可以采访参与者，也可以撰写关于它的文章，但这些都无法捕捉到环绕全球的设施和技术的规模和胆量。

花园里的机器

我的第一站很小，而且离得很近：古巴岛，距离佛罗里达海岸仅九十英里，但由于政治限制仍然无法进入。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我对 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的视觉印象，是由埃德莱·史蒂文森代表约翰·F·总统在联合国简报会上发布的 U-2 间谍飞机侦察照片所塑造的。肯尼迪。这张照片是一张从上方拍摄的黑白照片，扁平且一维，没有任何对比度。

在参观古巴圣克里斯托瓦尔的前古巴导弹基地之前，我花了几个小时研究这种黑白U-2间谍飞机照片。习惯了这些图像，我很惊讶地看到圣克里斯托瓦尔郁郁葱葱的地形。到2018年，古巴炎热潮湿的天气已经产生了一个树木、藤蔓和杂草丛生的丛林，覆盖了苏联导弹装置的大部分残余物。

古巴可能以其经典的20世纪50年代汽车而闻名，但在圣克里斯托瓦尔，马拉（或牛拉）车仍然是一种流行的交通方式。这就是我的民宿主人德克特和我们的司机（一位当地农民）带我去圣克里斯托瓦尔的前导弹基地的原因，因为苏联人为他们的卡车车队建造的道路现在是一条泥泞、杂草丛生的道路。马努力地拉着我们经过绿色的灌木丛和简陋的住所，以及通常由重新利用的导弹基地剩余物（如掩体中的金属）建造的鸡舍。一旦我们到达一个牧场式的圆形马匹训练区，我们就跳下马车，走到主要的导弹基地。起初，除了平原后面依偎着的山脉外，什么也看不到。在平面的照片图像中，山脉并没有被捕捉到。在我眼前，导弹发射器、帐篷和临时建筑的黑白图像消失了。除了发射台的一小块混凝土外，没有可见的导弹装置残余。唯一提醒人们这里是苏联中程导弹所在地的是一块褪色的、难以辨认的大理石牌匾，上面刻着2007年，纪念这个地点。

当我们离开这个地点，漫步穿过芒果林时，我们最终遇到了一些看起来像公共花园雕塑的废墟。混凝土拱门像毕加索小雕像一样堆积着，上面长满了灌木。这些显然是混凝土导弹发射井的残余。德克特欣赏苏联在一些剩余金属管上的焊接工艺。在花园雕塑后面，我们发现了一个由农民用改造后的混凝土模板建造的猪圈。这两件人工制品是这个关键导弹地点仅有的可见残余，美国曾在这里发现了可以在几分钟内到达美国的进攻性导弹。

尽管在地面零点几乎看不到导弹装置的残余，但哈瓦那的博物馆收藏着古巴导弹危机中最重要的技术象征的文物：U-2 间谍飞机和苏联防御性地对空导弹。最引人注目的文物在革命博物馆后面的一个公园式展览中展出，那里陈列着导弹、飞机和吉普车。这些机器在加勒比花园的中央展出。棕榈树在前面摇曳。苏联地对空导弹紧挨着鲁道夫·安德森的U-2侦察机的引擎，看起来像一种外科手术器械，它有着细长的鱼尾状机身和红色的针头前端，随时准备刺穿侵犯古巴领空的敌方侦察机。虽然安德森在被击落后遗骸被送回美国，但他飞机的残骸散落在古巴各地。这确实是从另一面看到的冲突。这些技术看起来像是被冻结在过去入侵者，与绿色花园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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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P.1 古巴圣克里斯托瓦尔苏联导弹基地的混凝土拱门。作者收藏

我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发现了导弹的复制品。在索罗亚的Airbnb casa旁边，有一个牌子写着“La Rosa”，指定为一个农业军事基地。我沿着路漫步，经过一个养鸡场、山羊、马和一个有围墙的军事基地，前面停着一辆公共汽车。再往前走，我在森林里遇到一个广告牌，上面有切·格瓦拉和一个戴着典型的古巴宽边帽的胡子男人的形象。在广告牌处，我转上一条弯曲的道路，进入一个院落，在那里我发现了一个有机农场，在院子的另一边有一个标志，上面有一个R-12（北约SS-4，一种中程导弹，也称为凉鞋）的微型复制品。该标志显示了古巴人民与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团结。该牌匾纪念该地点在1962年10月至11月危机期间作为中程导弹装置的所在地。导弹模型远非逼真，因为它的微型尺寸无法捕捉到一枚长67英尺、周长5.4英尺的导弹指向美国的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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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P.2 古巴哈瓦那革命博物馆后面的花园里展出的苏联SA-2导弹和U-2残骸。作者收藏

情报大教堂

那是一个完美的夏日——蓝天、低湿度、舒适的温度——我终于来到了弗吉尼亚州的斯普林菲尔德。我花了几个小时仔细研究谷歌地图上位于地理情报局大道7500号的神秘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NGA）建筑的图像。地图上有一个奇怪的钢锥，类似于一个碉堡外壳，连接着两座巨大的新月形建筑。仅地址就反映了在国家安全领域中，一个新的郊区分区（实际上是一个安全的园区）的一条新街道的创建。在开车通过安全门之前，一辆大型油罐车，侧面印着美国国旗，下面贴着“关键任务”字样，在286号高速公路上超过了我。在弗吉尼亚州北部这个角落里，有很多间谍机构需要关键任务燃料，包括国家侦察办公室（NRO），它位于尚蒂伊以北约二十五英里处。但NGA大楼有些不同。据说它于2011年完工，是华盛顿特区大都会区第三大联邦建筑，仅次于五角大楼和罗纳德·里根大厦。历史学家安德鲁·弗里德曼称弗吉尼亚州北部为美国帝国的“秘密首都”，尽管他关注的是中央情报局，而不是国家侦察办公室或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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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P.3 古巴索罗阿有机花园中的苏联R-12模型。作者收藏

景观，包括新种植的幼树和修剪整齐的草坪，以及最近铺设的道路蜿蜒穿过占地130英亩的校园，连接着停车场，突出了新颖性。游客中心入口处装饰着一个细长的标志，上面标明了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的名称、地址以及NGA的标志，该标志是一个偏离中心左侧的月亮照耀着地球。这个标志的两端是两块大石头。

所有访客都必须将车停在访客停车场，然后才能进入独立的玻璃访客控制中心，在那里，两名警卫在两面旗帜（一面是美国国旗，另一面是NGA的全球标志旗帜）的侧翼迎接访客，通常是承包商。NGA可能没有很多来访的历史学家。

墙上的一个标志写着：“游客中心不允许进行机密对话”，在休息区迎接客人。这将成为建筑和参观的主题——一个开放的、玻璃覆盖的空间，光线充足——但不断提醒人们建筑物内居民工作的秘密性质。所有建筑物和校园本身都是美国国家安全机构与美国开放精神共存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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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P.4 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的游客中心标志。作者收藏

在我的护送人员接我之后——我们暂且称他为吉姆——我们沿着通往主楼的室外小路漫步，路边有一些历史海报板，主楼装饰着引人注目的梯形窗户——据说有一千七百多个——这与国家影像与测绘局（NIMA）在贝塞斯达以前的无窗砖砌建筑截然不同。这些海报按时间顺序排列，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今天，记录了一些前身机构最伟大的成就，从古巴导弹危机到海湾战争再到全球反恐战争。由于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NGA）是由国家摄影判读中心（NPIC）和国家影像测绘局（NIMA）等前身组织合并而成，因此其历史是一部令人眼花缭乱的首字母缩略词的混合体。随着美国政府的地图测绘和照片判读能力的合并，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NGA）在同一栋大楼内拥有最多的员工：仅在斯普林菲尔德就有约9000人，在圣路易斯工厂还有5000人。路易斯工厂。在去博物馆之前，我们的第一站是在内部星巴克喝咖啡聊天，那里的咖啡师都经过安全许可。

当我们进入设有商店的中庭时，很难不抬头四处张望。这个空间有中央车站中庭那么大。结果发现，类似掩体的材料是中庭的屋顶。由于它的富丽堂皇和我们社会的优先事项，它看起来像一座现代的情报大教堂。。正如汤姆·恩格尔哈特所说，国家安全已经有点像一种宗教，有其神圣的战士和神圣的（机密）文本、教条和战士牧师。2

我的陪同人员把他的健身包砰地一声放在地板上，并热情地描述了最先进的健身俱乐部设施。除了享受健身俱乐部，员工还可以在中庭沙龙理发，把衣服送到干洗店，在信用社存款，在诊所进行健康检查，并在几个餐厅和快餐店用餐。在这方面，它类似于五角大楼的模式，该模式将美国生活的普通装备与最高机密的房间和最先进的设施相结合，以确保我们国家的安全。

喝完咖啡后，我们走过亚瑟·伦达尔礼堂，该礼堂以中央情报局照片判读之父的名字命名，并在国际上被称为向约翰·F·肯尼迪展示古巴导弹间谍飞机图像的人。肯尼迪展示古巴导弹间谍飞机图像的人。拐角处的博物馆里陈列着用来观看图像的普通灯桌。但是后面的落地窗显示出一个带公园长椅的池塘。然而，这些水并不是为了娱乐；它是一个水池，用来冷却运行这座24000平方英尺的建筑及其高科技塔楼、冷却器以及最先进的间谍设施所需的其他必需品的巨型机器。NGA的这种自成一体的城市特征与其他大型情报机构的情况相似。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NGA）不如中央情报局（CIA）、国家安全局（NSA）和国家侦察局（NRO）那样广为人知，它在2003年接替国家影像与地图局（NIMA）后成为了该俱乐部的一员。它现在是一个成熟的情报机构，其预算与其他情报领域的重量级机构不相上下。

当我们前往吉姆的办公室，聊关于照片判读和地理空间情报的历史时，我们乘坐三十六部电梯中的一部到达了他的办公室角落。当我们走过摆放着舒适椅子和长凳的开放式座位区时，吉姆喊出了我没有安全许可的状态：“未许可”，以防机密对话传到我们耳中。

9/11事件后的时期，美国国家安全和情报部门经历了不受约束的增长和几乎不受限制的资金。这导致记者达娜·普里斯特和威廉·M·阿金称之为“超大型.gov”，即美国最高机密领域的扩张。这包括“三十三个用于最高机密情报工作的大型综合体”。3我从未想过超大型.gov会包括一座情报大教堂和新NGA大楼中令人瞠目结舌的巨型建筑，这些建筑是在普里斯特和阿金发表他们的华盛顿邮报系列文章于2010年和书籍于2011年之后建造的。

另一个巨大的国家安全存储库，犹他州数据中心，由美国国家安全局于2013年完成，用于存储美国国家安全局在全球的设施收集的大量数据。这个“重兵把守”的价值20亿美元的综合体可以存储泽字节的数据。美国国家安全局编年史作者詹姆斯·班福德说，该中心建造的目的是“拦截、破译、分析和存储来自卫星以及通过国际、外国和国内网络的地下和海底电缆传输的大量世界通信信息”。4我喜欢告诉我的学生们，想象一下一个火星人降落在美国，遇到这样一个综合体时会说什么。火星人会怎么看待我们社会的优先事项呢？我们会建造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面积达一百万平方英尺的设施来存储世界的电子邮件、手机通话、谷歌搜索和数字垃圾？

很难想象这个过度膨胀的全球安全国家会如何萎缩。当然，这些建筑物不太可能被重新用于其他国内需求，如医疗、基础设施改善和教育。虽然情报界过去在预算上有所缩减，但这种大型建筑是一种新现象。

新西兰：葡萄园中的雷达天线罩

2020年1月，在疫情爆发前不久，我有机会在新西兰教书，我感到很兴奋，因为我开始对一个用美国技术建造的间谍基地着迷，它位于马尔堡葡萄酒产区的中心地带。虽然这个拦截站是由新西兰政府通信安全局（GCSB）资助的，但它是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组成的UKUSA联盟的一部分，也是英美信号情报（SIGINT）帝国的一部分。正如我发现的那样对于古巴和弗吉尼亚州斯普林菲尔德，谷歌地图提供了该设施的鸟瞰图，但有些平面。我开始想象将品酒自行车之旅与参观新西兰葡萄酒产区的间谍基地结合起来——为葡萄酒爱好者提供的间谍基地之旅。

我们大学留学项目的一小群人围坐在一个棕色的仿木长方形自助餐厅桌旁，在我们抵达新西兰首都惠灵顿的第三天一起吃着咖喱鸡，这时我提出了在马尔堡进行葡萄酒产区自行车之旅以及参观间谍基地的想法。两位同事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一位直言不讳的伊朗工程师，现在是美国公民，阿拉什，以及我们永远微笑的熊一样的人，一位美国生理学家，亚当。我们一起为我们的冒险做准备。我们预订了渡轮票，租了一辆车，并在布伦海姆预订了一间汽车旅馆公寓。

到达汽车旅馆并放下行李后，亚当开车送我们到现场，因为他有在道路左侧驾驶的经验。当我们沿着6号国道驶向怀霍派谷路时，我们经过了数英里郁郁葱葱的葡萄园，这些葡萄园坐落在远处山脚下。转入怀霍派谷路后，我们看到了一个用装饰艺术风格书写的标志，上面写着“间谍谷葡萄酒”。出于好奇，我们下了车，在葡萄园里漫步。这个地点可以欣赏到绿色葡萄藤与金色山脉背景的绝佳景色。通往怀霍派间谍基地（Waihopai spy base）的入口真是恰如其分。当然，这个地点也激发了它的绰号；它成为了我们间谍基地之旅的门户。酿酒师在葡萄酒的标签上用莫尔斯电码写了一条信息。解码后显示为“献给葡萄酒爱好者”。

当我们沿着怀霍派谷路（Waihopai Valley Road）行驶时，一片郁郁葱葱的绿色葡萄园在傍晚的阳光下展开。当我们靠近拦截站时，一片巨大的常绿植物树篱形成了一道约五十英尺高的天然墙，挡住了视线。当我们穿过树篱墙后，突然一个巨大的月亮出现在地平线上。但那不是月亮；那是坐落在葡萄园中的两个白色雷达天线罩之一。雷达天线罩保护着巨大的卫星天线。眼前的景色和我之前想象的完全不同。与谷歌地球卫星视图中显示的干旱、千篇一律的葡萄园布局不同，道路两旁是郁郁葱葱的绿色景观，蓝色调的山脉在我们身边飞驰而过。

亚当脱口而出：“这看起来像奥兰多的未来世界”，指的是巨大的大地测量球体，它在佛罗里达州华特迪士尼世界的公园入口处迎接游客。事实证明，这个类比比仅仅是高尔夫球状的结构更有说服力。未来世界有一个黑暗的旅程，进入人类交流的过去，从字母到现代电信。利用现代全球卫星进行间谍活动是一个很容易滑坡的事情。

在到达间谍基地之前，我们看到了一条靠近政府财产的道路。我认为这将是一个拍摄更多照片的好 vantage point（有利位置）。我们停在一栋牧场风格的房子前，我拿出相机开始拍摄。几分钟之内，亚当向我招手，“嘿，克里斯蒂，这位女士想和你谈谈。”我听到一个女人从敞开的前门尖叫着。冷酷的亚当平静地指着我说：“和她谈谈。”

当我转向门口时，我看到了那个女人扭曲的脸。我试图告诉她，和她谈谈住在间谍基地旁边是什么感觉会很棒，但她太激动了，冲我们大喊大叫，让我们离开这块地，她没有听到我的话。一个小男孩从落地窗向外窥视。阿拉什更担心她的反应，坚定地说：“克里斯蒂，你最好上车。”当我们加速离开时，那个女人喊道：“你真粗鲁。这是私人财产。”我们环顾四周，没有看到任何标志或任何障碍阻止我们进入车道。“克里斯蒂，你知道我是伊朗人，对吧？”阿拉什用他略带伊朗口音的语气惊呼道。我开玩笑地回答说：“是的，你是个双重间谍。”当然，如果我们被警察拦下，阿拉什可能会被指控是伊朗间谍，但这只会阻止我的同伴。

当我们接近间谍基地时，两个白色圆顶变得越来越大。在马路对面，我看到了一个诺比洛干草块葡萄园的标志，诺比洛是美国最普遍的长相思葡萄酒之一。在间谍站，羊群在田野里吃草。葡萄藤整齐地排列在整个庄园里。脱落树皮的树木排列在街道两旁。如果不是正中央摆放着高科技间谍设备，这里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农场。外部围栏看起来很原始；它是用来防止动物离开庄园的那种。没有看到明显的警卫。我用相机放大，看到建筑物附近有一个更粗的带刺铁丝网。当我们靠近庄园时，黄色的标志警告说：“防御区域：非公务不得入内。”

不幸的是，我想不出任何理由进入这座建筑物，但我很想知道新西兰和平运动是如何毫不费力地在国防财产上游行的。有些人甚至突破了内部围栏。有一条通往入口的路，我催促亚当为了加速驶离，但他被尖叫的女士吓坏了，他猛踩油门飞驰而去。

[image: images]

图P.5 一个卫星通信拦截站的雷达天线罩，周围环绕着葡萄园，怀霍派谷，马尔堡，新西兰。作者收藏

第二天，当我们沿着小路骑自行车，停下来在开放的酒窖门口品尝长相思时，间谍基地始终没有进入我们的视野。游客们忙于在6号公路以北的十几家酿酒厂品尝葡萄酒。在我们于葡萄园的户外露台上享用午餐时，葡萄园中的间谍基地从我们的脑海中消失了，我们放松地享用美食和美酒，鸟儿则在被遗弃的盘子上啄食残羹剩饭。

在从自行车店乘坐免费面包车返回汽车旅馆的路上，司机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他自称“麦克”，他说他曾在我们路过的New Zealand空军基地工作。他非常乐于分享关于怀霍派站的信息，并说由于天空晴朗开阔，该站的传输效果很好。美国军事基地已经关闭，即使New Zealand持有反核立场，New Zealand与美国的关系也很好。当我问他当地人对该站的看法时，他说他们并不介意。

为了更多地了解间谍基地，我在返回惠灵顿后联系了一位调查记者尼基·黑格，约他共进午餐。几周前，我就读过黑格关于政府通信安全局及其在国际联盟中的地位的非凡著作，秘密力量我们相遇在水桶喷泉，这是一个动态雕塑，在移动时将水倾倒在水桶中。它是惠灵顿在时髦的古巴街上受欢迎的户外聚会场所。

在鱼肉馅饼和沙拉的陪伴下，哈格提到，在2001年初，也就是美国遭受9/11袭击之前，他曾被要求在德国议会就全球梯队窃听系统作证。9/11事件后，暴露的梯队系统从新闻中退去，但在秘密中发展壮大。哈格反思了梯队（使用有针对性的关键词词典系统来组织信息）与斯诺登文件中揭示的系统之间的区别；美国国家安全局及其信号情报盟友开发了一种“全盘接收”系统，该系统收集了所有信息，而不仅仅是有针对性的信息。当我们吃完午饭时，我强调说，怀霍派背后的重要故事实际上是反映美国霸权主义的全球层面。

在惠灵顿期间，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漫步到市中心，参观了2011年建造的闪亮的新西兰政府通信安全局总部，现在它位于一栋九层楼的玻璃结构中，并配有安全遮阳帘。它被称为皮皮提亚大厦，靠近新西兰档案馆和图书馆，离蜂巢议会大厦仅一箭之遥。我没有联系政府通信安全局进行访问，也没有进入大楼，在那里我本应接受生物指纹扫描。相反，我看到人们进出由科哈图（或警卫石）守卫的大楼；安全遮阳帘已经拉上。

我在附近找到一家咖啡馆，希望休息的员工会在那里聊天喝咖啡。我很幸运。当我在奥维耶多咖啡馆的一张桌子旁啜饮拿铁时，我看到一个天使般、红润脸颊的年轻人，脖子上挂着挂绳，白色纽扣衬衫上弹跳着徽章，大概是政府通信安全局的，与一个留着胡子的年轻人聊天，他穿着蓝色牛仔裤、运动鞋和一件T恤，上面写着“浪费一兆兆字节的数据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他的苹果电脑上贴着一张贴纸：“Splunk”。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因为房间太吵了，但在天使般的政府通信安全局员工离开后，我简单地与Splunk供应商交谈，他说该公司总部位于旧金山，致力于搜索、监控和分析机器生成的大数据的软件。他说，它也可以应用于安全领域。

承包商与政府通信安全局的人交谈并不奇怪。美国国家安全局和其他无所不包的数据处理技术间谍机构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当市场正在为技术化的世界创造软件时，为什么还要开发自己的软件呢？这些机器隐藏在玻璃覆盖的企业情报大楼里。

但葡萄园里的机器象征着……的方式由美国国家安全局（NSA）领导的五眼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英国和美国——的间谍技术巨头殖民了世界。它对这些田园风光的入侵并不局限于新西兰的布伦海姆。在英国的门威斯山，绵羊与世界上最大的美国国家安全局设施之一共享牧场。在西弗吉尼亚州的舒格格罗夫，美国国家安全局剃光了一片茂盛的森林，种植了它的雷达罩和天线；而华盛顿州的亚基马，牛仔之乡，因其偏远而被选中。

但怀霍派间谍基地却坐落在葡萄酒产区的中心。它并不偏远。它是一个在技术殖民国家进行技术间谍活动的明显提醒。令人毛骨悚然的月球景观既神秘又严肃。并不是说它不融入风景；它以一种类似侏罗纪公园的方式融入其中。但它所代表的与沿着怀劳河的无忧无虑的自行车葡萄酒之旅相冲突。间谍机器不仅仅是对花园的侵入。多年来，对于众多的抗议者来说，该站象征着美国利用窃听技术的成果，为像美国领导的伊拉克战争这样不受欢迎的战争而进行的侵略性霸权。自从我访问后，政府通信安全局（GCSB）在2021年末决定拆除雷达天线罩，转而采用更新、隐形的拦截技术手段。5

起源

这本书的开始并非是对美国在全球的安全帝国（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探索。它开始时规模较小，并随着新的发展而壮大。作为一名对间谍活动感兴趣的科技史学家，多年来我一直在教授一门关于间谍活动中技术应用的课程，主要关注美国在这方面的努力。与此同时，我一直在撰写一本关于东德国家安全部（Ministry for State Security）科技的书，重点是其对外情报部门，即HVA（Hauptverwaltung Aufklärung）。不出所料，每个国家在间谍活动和获取秘密信息的工具方面都有截然不同的方法。当我采访像马库斯·沃尔夫（Markus Wolf）这样的东德对外情报传奇间谍头目时，他教会了我如何通过利用人性的弱点（无论是贪婪、意识形态、性、自我还是其他人类弱点）来操纵人类，让他们按照你的意愿行事这门精湛的艺术。当我教我的课程时，我看到了美国强调和崇拜技术以获取秘密信息的方式。这些观察结果随后促成了一篇文章题为“技术崇拜的狂妄自大和间谍风格”，后来我在华盛顿特区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任职期间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我希望读者喜欢这段旅程，因为我们揭开了技术间谍帝国的规模和范围，以及伴随而来的“没有什么超出我们能力范围”的理念，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到今天。还有一件事我想提一下：这个故事中的大多数主角都是男性。而这将需要另一个项目来探索为什么会这样，以及技术间谍帝国是否体现了男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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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在19世纪末帝国主义鼎盛时期，世界各地的漫画家都将英国描绘成一只章鱼，从对手手中夺取土地以扩张其帝国。在二十世纪，有几部詹姆斯·邦德小说以犯罪组织魔鬼党（SPECTRE）为特色，该组织的标志是一只章鱼，大概是为了象征该组织对一切都有染指。通常，章鱼符号被对手用来描绘一个恶毒的敌人，它的触手伸出来抓住并包围物体、土地或地球。

因此，当美国国家侦察局为其2013年12月公开的卫星发射设计了一个标志，描绘了一只愤怒的章鱼用触手抓住地球时，这令人感到惊讶。标题写着：“没有什么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 显然，国家侦察局（NRO）认为这个由内部平面设计师创作的徽章没有任何冒犯之处。与早期的章鱼卡通不同，这个卡通是由一家将跨越全球的章鱼形象视为全球成就标志的机构创作的。美国的技术能力使其间谍机构能够覆盖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通常，卫星发射和贴在卫星助推器上的标志很少引起公众评论。这一个与众不同。不出所料，国家侦察局（NRO）的徽章激起了公众的愤怒。毕竟，那是2013年。就在六个月前，爱德华·斯诺登在香港出现，公开了之前秘密的无所不包的监视活动。尽管斯诺登的爆料以及随之而来的报纸文章主要集中于针对美国人的国内间谍活动，但斯诺登查获的大部分文件揭示了一个具有惊人能力的全球窃听系统。但这个全球通信拦截计划只是更大的间谍技术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什么是无法超越的 我们的触角讲述了美国技术爱好者无意中帮助创建一个全球间谍帝国的完整故事。情报机构在天空、以太、地下、水中和思想中安插了间谍。事实上，美国曾经并且现在仍然用飞机、卫星、无人驾驶飞行器（UAV）、无线电、电子设备、隧道和潜艇覆盖了整个地球。它还在间谍活动中使用了密码，甚至药品。难怪到2013年，没有什么能超出美国的触及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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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1 19世纪末美国漫画，约翰·布尔（英国）被描绘成一个帝国章鱼，其触角伸向全球各个地区。维基共享资源

但是，这种环球技术产生了政治和社会要么损害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要么损害了其在国外的形象的后果。每次美国的一项重大技术情报行动或正在进行的项目被曝光，都会产生政治反弹，无论是1956年关于柏林隧道的揭露，1962年的U-2间谍飞机击落事件，20世纪70年代叛徒向苏联出售的海军或卫星秘密，在所谓的全球反恐战争中使用武装无人机，还是通信和信号情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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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2 美国国家侦察局 NROL-39 间谍卫星发射的徽章，2013年。维基共享资源，国家侦察局

论帝国

技术间谍帝国过去是，现在也是美国帝国的一部分，并且本身就是一个帝国。美国是一个帝国的观点现在比过去更有争议了。即便如此，由于美国是“反殖民斗争”的结果，并在国外倡导自由和民主，许多美国人对“殖民主义”这个词感到不舒服帝国或者声称美国是一个帝国。1既然这个词殖民地被抛弃，转而支持领土在二十世纪初，任何类似帝国的东西要么被隐藏，要么在公开场合受到贬低。在领土扩张的早期，美国控制的土地，如菲律宾、关岛、波多黎各和一大堆其他岛屿，变得隐形。美国开始与所谓的标志地图联系起来——仅由大西洋和太平洋以及加拿大和墨西哥环绕的美国大陆的标志性地图。2由于这个原因，并且由于美国从未拥有与大英帝国相同的陆地面积，一个真正的殖民帝国，甚至是对另一个国家人民的相同程度的控制，因此术语帝国不常用。但这种情况很快就改变了。

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增加了限定词。亚瑟·施莱辛格称美国为“非正式帝国”，因为他认为它不是殖民帝国，但仍然拥有帝国的帝国机构，如军队、飞机、基地，甚至美国零售商店“遍布不幸的星球”。其他评论员称其为“不情愿的帝国”或“应邀而来的帝国”。最近，像丹尼尔·伊默瓦尔这样的历史学家已经开始关注“领土”的隐藏帝国。3尽管美国没有像罗马、英国和法国那样通过控制其他国家或拥有大片海外领土来模仿帝国主义，但它有自己独特的帝国形式，即通过美国公司和美国消费主义来殖民其他国家，从IBM到麦当劳快餐连锁店，再到充斥着美国电影的电影院，以及军事基地。正如帝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所写，美国人缺乏“帝国主义的思想”。他们宁愿消费也不愿征服。”4

正如查尔莫斯·约翰逊所说，无处不在的美国军事基地构成了“一种新型帝国”，5美国间谍技术——在天空、在海底、在以太中和在地下——也构成了一种新型帝国，一种既可见又不可见的帝国，其定义特征不是广阔的殖民领土。可见的帝国在全球遍布窃听装置、雷达站、天线和潜艇。不可见的帝国用技术取代了领土。凭借强大的全球爬行技术或隐藏技术（如地下电缆），美国不需要像以前的帝国那样拥有土地才能被定义为一个帝国。这是一个跨越技术的帝国，而不是一个领土帝国。

本书中记载的技术间谍帝国的增长，直到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之后，才一定是间谍机构有意识的发展。在早期，情报官员们并没有像詹姆斯·邦德电影中的恩斯特·斯塔夫罗·布洛菲尔德那样，围坐在桌子旁，利用间谍技术策划全球统治。正如我所展示的，卫星能力最初的目标是像苏联这样的禁区，尽管它们具有全球能力。尽管它们具有全球能力，但卫星能力最初的目标是像苏联这样的禁区。但其他国家越来越成为卫星关注的焦点。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随着威胁的扩散而迅速蔓延。6随着技术能力的提高，目标也在扩大。间谍技术通常与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军事干预相吻合。直到 9/11 事件之后，像国家侦察局和国家安全局（NSA）这样的间谍机构才开始有意识地走向全球化，并发表了关于全球信息统治的宏大声明。

技术崇拜的狂妄自大

在冷战期间，美国发展出一种间谍风格，反映了其对技术的热爱，即技术崇拜，而苏联和东欧集团则继续沿用使用人类收集情报的传统。美国有着悠久的“技术热情”传统，这是著名技术史学家托马斯·休斯使用的一个词。7虽然休斯主要指的是像托马斯·爱迪生这样的伟大发明家的时代，而且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会同意，这种热情已经变成了对技术的完全迷恋，这种迷恋常常演变成技术崇拜的傲慢和一种新的宗教。事实上，到了冷战时期，技术已经成为一种万能药，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因此，技术解决方案也被应用于封闭社会的情报问题，这应该不足为奇。20世纪50年代，军工学联合体的兴起和技术能力的不断提高促进了这一发展。由于美国倾向于使用技术解决方案来解决问题，因此它开发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技术奇迹，作为在国外的机械眼睛和耳朵。8

在情报界内部，存在着一场关于人工情报和技术情报相对优点的潜在辩论。在情报界的胡言乱语中，哼一个整数情报收集被称为 HUMINT，并且科技尼卡尔整数情报收集被称为 TECHINT，以及其他 INT（来自整数智能）。显而易见的是，与其他国家（如苏联）相比，美国更倾向于并且倾向于使用技术手段来收集情报，尤其是在冷战期间。这并不意味着美国避开了人工情报收集，或者苏联没有卫星或窃听能力。例如，美国也有自己的志愿者和新兵。这是一种趋势。当中央情报局（CIA）于 1947 年成立时，它负责人工秘密情报收集，但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初，它开始寻求技术收集手段。许多早期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如艾伦·杜勒斯和理查德·赫尔姆斯，对技术手段的日益使用并不满意，但他们痛苦地意识到，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他们试图在封闭的苏联社会中安插人员的尝试失败了。不仅仅是那些主管认为人类是更好的收集方法；杜勒斯喜欢老式的秘密行动，他打趣说技术情报“让情报失去了乐趣”，同时深入挖掘纳税人的口袋，支付高昂的价格。9

技术情报的使用和人类情报的使用不应被视为非此即彼的二分法。常识表明，间谍机构在进行信息收集时应同时使用两者。毕竟，正如后面的章节将清楚地表明，来自人类来源的线索可以更好地引导技术达到其目标。

话虽如此，美国和苏联之间经常存在涉及技术情报和人类情报的猫捉老鼠的间谍游戏。这是本书的主题之一。事实上，在冷战期间，苏联的人类情报之猫经常抓住美国的技术情报之鼠。美国开发新的昂贵技术，却在一两年内被苏联的人类特工背叛，这变得非常普遍。

本书没有纠缠于关于人类情报或技术情报的相对优点的争论，而是认为对技术情报的强调以及美国的恋技术癖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即将美国推向成为全球间谍超级大国。虽然苏联和美国都在冷战期间主导着全球格局，10正是技术情报扩大了美国的影响力。正是技术情报将国家安全机构转变为全球安全机构。正是技术情报的力量导致了国家侦察局卫星发射的章鱼环绕地球徽章上“没有什么超出我们的范围”这一座右铭的傲慢。11

“没有什么超出我们的范围”这种心态并不局限于国家侦察局。它渗透到整个情报界和美国政府。斯诺登档案还包含有关数据挖掘的信息名为“无限告密者”的程序，呼应了美国情报部门能力的无限性。除了能说明问题的程序名称外，美国国家安全局还创建了以地球和用于覆盖地球的美国国家安全局技术为主题的徽章。最引人注目的是特殊来源行动计划的徽章，该计划负责与AT&T和Verizon等公司建立秘密关系，这些公司为全球的光纤能力做出了贡献。该徽章描绘了一只美国鹰爪紧抓着环绕地球的光纤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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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3 特殊来源行动部门徽章，描绘了一只鹰爪紧抓着环绕地球的电缆。矢量图像

对于美国情报界来说，显然没有任何限制。美国惊人的全球能力和傲慢自大意味着什么？美国的技术会像神话中伊卡洛斯被赋予的人造蜡翅膀和羽毛一样吗？这样他就可以拥有超人的能力，结果却因为飞得离太阳太近而融化了他的翅膀？全球技术收集真的有帮助吗？

当斯诺登的文件显示美国国家安全局（NSA）也在监视朋友和敌人，包括窃听德国总理的电话时，就已经出现了强烈反对。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活动只是冰山一角。更新的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National Geospatial-Intelligence Agency）和国家侦察局（NRO）扩展了这些能力，在国家安全局的耳朵上增加了视觉监视。

中央情报局（CIA）和军方之间通过合作制造携带导弹的无人机，使情报军事化，造成了更大和更严重的国际反弹（用查尔莫斯·约翰逊的话说），因为无人机袭击杀害了国外的无辜人民。如果此类事件引发的国际愤慨导致美国衰落，那将不足为奇。我们的技术之翼会像伊卡洛斯一样，因为飞得太靠近人类体面的边缘而融化吗？

但美国技术情报能力的另一个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这种压倒性的信息收集是否有助于或阻碍情报工作。越大越好吗？情报消费者会被信息的浪潮淹没，还是能够有效地利用它？

本书的组织

本书讲述了一个三幕故事，讲述了美国情报界从20世纪50年代初使用传统人工间谍方法的萌芽时期，到9/11事件后反恐战争期间拥有强大技术的庞然大物的发展历程。第一幕侧重于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技术间谍风格的基础，重点介绍了一群技术爱好者，他们得到了德怀特·D·总统的支持。艾森豪威尔的认可，并受到中央情报局的尊重。为什么像中央情报局这样的民用机构开始通过开发U-2侦察机和间谍卫星来长出技术之翼，而这些技术传统上属于军方？早期的章节还展示了几个标志性的科学和技术项目，如柏林隧道和中央情报局的思维控制实验。虽然后两个项目广为人知，但本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挖掘了新的文件，从中央情报局新兴的关注点，即利用科学技术收集情报信息的角度讲述了这个故事。

第二幕以U-2间谍飞机的故事以及美国情报机构如何在古巴发现导弹拉开帷幕。对古巴导弹危机的传统描述侧重于U-2间谍飞机或空中侦察在发现导弹以及危机发生后的作用。第四章展示了人类间谍在发现导弹以及危机发生前的时间里所扮演的角色。它还揭示了关于古巴远程导弹的情报的关键特工的名字。

随着我们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央情报局增加了其对技术的关注，并在海洋中启动了项目。斯坦斯菲尔德·特纳减少了中央情报局的人类间谍队伍，转而支持技术，该机构的任务是人类情报收集。间谍卫星不再是例外，而是常态。美国国家安全局和国家侦察局都在继续扩张。这些努力增加了美国在全球的覆盖范围。

尽管间谍卫星是环绕世界的机器，但在早期，它们主要用于针对所谓的禁区，如苏联和中国，这些区域位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全球战争中。得知中央情报局和空军建造间谍卫星的目的并非覆盖全球，这确实令人惊讶。然而，一旦这些技术能力被理解，情报界就利用这些能力来扩大其影响范围和力量。

本书的第三部分，或者说是第三幕——在揭示新的档案来源及其论点方面是最具原创性的贡献——以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演变及其全球扩张的故事开篇。由于其在二战期间与英国及其政府通信总部（GCHQ）的历史联系，美国与英国的通信情报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当英国将全球间谍活动的火炬传递给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时，他们通过用英国领土换取美国技术，在全球行动中仍然非常活跃。与冷战早期的美国不同，英国保留了殖民主义的观点，并巧妙地成为美国在海外情报行动的一部分，特别是通过像UKUSA这样的合作共享协议，该协议后来演变成一个强大的联盟甚至财团，由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组成。

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故事之后的章节有点像尾声，因为它展示了新近披露的故事，即中央情报局（CIA）和西德联邦情报局（BND）如何收购瑞士加密公司Crypto AG，并操纵了运往全球南方国家的机器，以便读取他们的信息。12

虽然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一些行动因斯诺登在2013年的爆料而广为人知，但另外两个覆盖全球的机构却鲜为人知，但它们是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耳朵的视觉补充：国家侦察局（NRO）的全球眼睛和巨大的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NGA）。绝密的国家侦察局负责建造卫星，这些卫星收集了大量资料，而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则负责分析这些资料。它们的重要性与美国国家安全局相当。

完全全球化部分的最后一章重点介绍了无人机作为一部分全球帝国的形成以及情报军事化，因为他们的监视能力被转化为携带导弹的机器，用于瞄准恐怖分子。虽然卫星提供了全景视野，但无人机可以悬停在目标上空，进行监视和杀戮。

在故事的结局，随着9/11事件后间谍机构的扩张以及对打击恐怖主义的新关注，美国情报部门已经真正走向全球——它的机器通过间谍飞机、间谍卫星、窃听技术、潜艇和无人机向世界发出脉冲。在这一点上，当导弹被安装到无人机上，将它们变成杀人机器时，监控技术出现了一个黑暗的转折。无人机基地也开始遍布全球，补充或增加现有的美国军事基地，作为美国在海外投射力量的来源。

结论汇集了本书中的各种例子，以评估全球间谍技术对情报的影响：信息过载。

本书的每个部分都可以单独阅读，尽管每一章都在构建故事和论点。例如，如果读者想直接跳到本书的完全全球化部分，而不想了解导致它的基础知识，这可以很容易地做到。

注释

1.迈克尔·考克斯，“仍然是美利坚帝国”，政治研究评论5 (2007): 4.

2.丹尼尔·伊梅瓦尔,如何隐藏一个帝国：大美国的历史(纽约：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9), 7–8.

3.亚瑟·M.施莱辛格，《美国历史的周期》(波士顿：霍顿·米夫林，1999)，141；小亚瑟·施莱辛格，“美利坚帝国？没那么快，”世界政策杂志22，编号。1 (2005年春季): 43–46; Ruth Oldenziel, “岛屿：作为网络化帝国的美利坚合众国”，在纠缠的地理：全球冷战中的帝国与技术政治，编辑。加布里埃尔·赫克特（马萨诸塞州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11），13–41。关于将美国与早期帝国（如罗马帝国）进行比较的不可知论分析，请参见 Charles S.迈尔，帝国之间：美国的优势及其前辈（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6 年）。

4.尼尔·弗格森，巨像：美利坚帝国的兴衰（纽约：企鹅出版社，2004 年），29 页。

5.查尔莫斯·约翰逊，帝国的悲哀：军国主义、秘密和共和国的终结（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社，2004 年），1 页。

6.我要感谢我的同事丹·阿姆斯特丹，他让我注意到技术的转移性扩张。

7.托马斯·P.休斯，美国创世纪：一个世纪的技术热情，1870-1970年（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9] 2004）。

8.参见 Kristie Macrakis，“冷战期间的技术崇拜的傲慢和间谍风格”，伊西斯10 (2010): 378–85.

9.备忘录，“未分类历史的拟议主题”，1973 年 9 月 12 日，11，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s/CIA-RDP76B00734R000100070010-3.pdf.

10.参见 Michael Warner，情报的兴衰：国际安全史（华盛顿特区：乔治城大学出版社，2014 年），131。

11.参见 Engelhardt，影子政府，10–12。

12.Robert Dover 和 Richard J.Aldrich，“密码学与全球南方：保密、信号和信息帝国主义”，第三世界季刊41号，没有。1 (2020): 1900–1917.





一

基础





1

玛塔·哈里时代已经结束（起源故事）



在 1949 年 9 月 5 日月光皎洁的夜晚，两名乌克兰人蹲在一架没有标记的中央情报局 C-47 运输机的主体中，准备跳伞；他们每个人都背着一个降落伞包，腰间还绑着一个小手提箱。他们接受过摩尔斯电码、武器、密码和无线电操作方面的广泛培训。在飞行过程中，他们唱起了乌克兰游击队的回 refrain

腰带一圈又一圈，投入战斗

乌克兰起义者永不后退。

飞机从西德威斯巴登的美国空军基地起飞，该基地位于美国的占领区，然后向东飞往乌克兰西部。当飞机接近乌克兰利沃夫（Lviv）时，两人一个接一个地跳了下去，安全地降落伞降落在城市附近的一片田野里。1他们的目标是与乌克兰解放最高委员会和乌克兰起义军取得联系。中情局从未查明他们是否与乌克兰抵抗运动的任何人会面；该小组从未按照指示使用秘密无线电与他们在西德的中情局联络员联系。中情局关于乌克兰民族主义盟友的历史轻描淡写地报道说：“苏联人迅速消灭了这些特工。”2

但是，这项行动并没有因为死亡而停止计划，反而引起了总部相当大的兴趣，甚至促成了一个与英国的联合项目，英国人也正在向苏联领土空投特工。中情局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寄予厚望，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令人不快的过去，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纳粹德国合作过。该机构还派遣特工乘坐同一架没有标记的 C-47 前往立陶宛，并计划每年进行六次或更多次空投。乌克兰的跳伞标志着中央情报局试图派遣配备无线电的俄罗斯侨民到敌后，以便在铁幕后拥有耳目。中央情报局迫切希望获得苏联军事突袭的早期预警。

在第一次任务失败后，中央情报局通过空中或陆地向乌克兰派遣了数十名乌克兰特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抓获并杀害。如果特工们活了下来，克格勃通常会让他们充当双重间谍，反馈虚假信息。在 1949 年至 1954 年该计划结束期间，中央情报局、英国军情六处和西德盖伦组织向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摩尔达维亚空投了约 150 名特工。3

间谍、语言学家、作家和养牛户哈里·罗西茨克对乌克兰的行动了解很多。事实上，他在 1949 年至 1954 年期间负责跳伞行动。他于 1911 年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名为海因里希·奥古斯特·罗西茨克，父母是德国移民，他是战争期间加入战略情报局 (OSS) 的学者转行当间谍的那一代人的典型代表。在哈佛大学获得德语语文学博士学位后，他开始教书，并撰写关于盎格鲁-撒克逊语法和高地德语元音持续时间等深奥主题的文章，但最终放弃了这份职业，转而成为美国战略情报局（OSS）的间谍。像OSS中的其他人一样，他在中央情报局成立时加入了该机构；然后他成为了第一任苏联部门主管。

他后来告诉华盛顿邮报，“我们当时正在向乌克兰派遣人员——人们忘记了那里存在一场积极的抵抗运动……我们会把他们空运进去，然后用C-47飞机把他们空投下去。”他补充说，“我们从未损失过一架飞机”，但他没有提到他们损失了很多人命。4

罗西茨克从中央情报局退休后，开始照料他在弗吉尼亚乡村购买的350英亩土地。他还撰写了五本关于中央情报局和克格勃的书。根据罗西茨克的说法，国防部是中央情报局傀儡的实际操纵者。二战后十五年里，“国防部几乎完全决定”了“中央情报局的情报目标”。事实上，在最初的五年里，“中央情报局几乎完全是作为国防部的一个工具运作的。”他们在1948年的第一个要求是中央情报局向东欧派遣特工，以查明苏联入侵西欧的任何迹象。在五角大楼一次激烈的会议上，“一位陆军上校”用“拳头猛击桌子”并喊道，“我想要在柏林和乌拉尔之间的每个该死的机场都安排一名配备无线电的特工。”5

这项任务并不容易。特工们不能简单地越过边境进入苏联集团。中央情报局的编年史作者将封闭的苏联社会称为“禁区”：记者、西方外交官、游客，甚至外国共产党员都不允许进入该国。中央情报局不能利用这些人拍照、进行视觉观察或与公民交谈。6因此，西方情报机构不得不采取空运、陆运和海运的方式偷偷潜入特工。

在跳伞后死亡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大约一年前从喀尔巴阡山脉的藏身处逃到西方，然后执行了失败的任务。乌克兰抵抗运动领导层已派他们前往西方，以寻求美国的支持并促进他们反对苏联重新占领乌克兰的事业。7

米科拉·列别德（Mykola Lebed）是一位秃顶且表情严肃的人，也是一位“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他是解放运动的关键乌克兰领导人，他帮助中央情报局从乌克兰侨民中招募人员。他曾在慕尼黑担任该组织的外交部长，并为中央情报局提供了乌克兰游击队员，以执行中央情报局赞助的“反对莫斯科的任务”。8但有一个问题。

列别德是一名战争罪犯，在二战期间杀害了乌克兰人、波兰人和犹太人。他还参与了 1934 年波兰内政部长的暗杀行动，为此他曾入狱，但五年后德国袭击波兰时他逃脱了。但据中央情报局特别行动办公室主任威拉德·G·怀曼称，中央情报局把他带到美国是因为他在欧洲“提供有价值的帮助”。怀曼。中央情报局最初以假身份将他偷运到该国。几年后，中央情报局官员根据 1949 年《中央情报局法案》中的一项条款，合法地将他带入该国，该条款允许每年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引进一百名外国人，从而绕过移民法。9

列别德只是数百名有着不良过去的流亡者或难民之一；他们中的许多人曾与纳粹合作或成为纳粹战犯。这是一个魔鬼的契约，但中央情报局需要情报来源，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对苏联的狂热仇恨和准军事经验是主要的招募地。

英国和美国都试图进入苏联及其卫星国，通过空运、陆运和海运，用降落伞、假证件或潜艇或 E 型艇（一种快速攻击的德国二战艇）运送游击队员和流亡者。中央情报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局（SIS）都利用前纳粹分子或纳粹合作者来做到这一点。最受欢迎的目标国家是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用于海上行动）；阿尔巴尼亚（用于陆路行动）；以及乌克兰（用于伞兵特工）。行动范围从波罗的海北部国家延伸到南部的土耳其边境。10

最终，乌克兰的伞兵行动被认为是重大失败，以及所有其他美国和英国的努力。1998年中央情报局关于乌克兰事件的历史记录于2005年解密，结论是：“从长远来看，中央情报局利用乌克兰特工渗透铁幕的努力是不幸和悲惨的。”11数百人丧生。中央情报局局长要求美国陆军将军卢西安·特拉斯科特飞往欧洲报告伞兵行动；他对此印象不深。在与当地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一次会议上，他的助手打趣道：“你唯一证明的是万有引力定律。”12

起初，特工渗透失败的解释是苏联令人窒息的安全系统。1955年提交给总统的一份报告典型地描述了苏联和其他苏联集团国家的情况：“边境的安全区、内部的一般限制、成千上万的保安警察以及民众中无数的告密者在限制特工的渗透、撤离和作用方面非常有效。”13

最近从东欧集团和苏联档案馆解密的材料以生动的细节记录了针对英国和美国乌克兰行动的反情报行动的性质。在代号为“蜘蛛”的行动中，波兰情报部门与苏联安全部门合作，对西方进行了广泛的欺骗行动。当西方情报部门认为乌克兰地下抵抗运动在他们的控制之下时，事实上，波兰人和苏联人创建了虚构的地下组织，以在西方情报部门面前晃来晃去。东方集团成功地将特工诱入许多陷阱。这些文件还记录了中央情报局所担心的：许多特工被杀或转而为对方工作。14

苏联针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OUN）的行动规模甚至比美国人想象的还要大。到1947年1月，国家安全部（MGB，后来称为克格勃）已经仅在乌克兰西部就有“680名居民，1,920名特工和15,345名线人”。15

追捕和杀害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跨越了国界。到1950年代后期，当这些民族主义者成为西方情报机构的特工时，克格勃开始暗杀他们。中央情报局认为最重要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斯捷潘·班德拉于1959年10月15日被发现死在他慕尼黑公寓楼的台阶上。令人惊讶的是，刺客博格丹·斯塔申斯基向中央情报局坦白，因为他怀疑克格勃想杀了他，因为它认为刺客太危险，不能活下去，所以决定叛逃。起初，中央情报局怀疑他的故事，因为他对袭击的描述前后矛盾，其中涉及一把枪，可以将有毒物质射入嫌疑人的脸部，释放出一种蒸汽，可以在不留下痕迹的情况下杀死目标。但在证实了其他叛逃者的信息后，他们相信了他。对于斯塔辛斯基来说，这次袭击不是谋杀，而是一个受雇于国家的人的爱国义务。德国政府在审判中不这么认为。16

但中央情报局很快就会发现，不仅仅是苏联的安全机构注定了他们的特工行动。苏联在其经验丰富的人力情报机构中拥有更强大的秘密武器：英国的一名鼹鼠，哈罗德·阿德里安·罗素·“金”·菲尔比，他是军情六处的高级官员。菲尔比只是克格勃在西方招募的数百名英国和美国特工之一，但他是为英国情报部门工作的少数人之一。

菲尔比的大部分信息来自中央情报局的反情报主管詹姆斯·耶稣·安格尔顿。菲尔比在伦敦与安格尔顿会面，当时他去那里向更有经验的英国人学习情报。在自己的国家培养了安格尔顿之后不久，菲尔比从1940年到1951年被任命为英国驻华盛顿特区美国情报部门的联络员。在菲尔比在华盛顿期间，两人每周在康涅狄格大道上的哈维餐厅聚会一次，享用醉醺醺的午餐。哈维餐厅是首都最著名、最高档的餐厅。他们还隔一天通一次电话。

他们以加冰波旁威士忌开始午餐，然后是龙虾和葡萄酒，最后以白兰地和雪茄结束。一旦喝得微醺，透过厚重的黑框眼镜窥视的安格尔顿，和热情洋溢的菲尔比，就互相套取情报。两人都尽职地向各自的主人，中央情报局和军情六处汇报了他们的会面。但菲尔比也向克格勃撰写关于行动的报告，克格勃迅速破坏了这些行动。虽然菲尔比培养了许多友谊，但安格尔顿几乎没有亲密的朋友，而菲尔比就是其中之一。17

他们关于情报的讨论范围广泛，但由于针对苏联的各种秘密行动正在进行中，因此位居榜首。菲尔比甚至试图说服中央情报局接管英国乌克兰网络。他还建议国务院接管其他侨民团体，因为他的部门缺乏资金。18

除了失败的乌克兰伞兵行动外，菲尔比还深度参与了一项涉及侨民的阿尔巴尼亚行动。在描述了一次中情局-英国军情六处在塞浦路斯进行的联合伞降行动后，他掌握了“关于他们行动的时间和地理坐标的精确信息”，他隐晦地评论道，“我不知道有关各方发生了什么。\n但我可以做一个有根据的猜测。”19

中情局与前纳粹分子的合作并不局限于个人。中情局的领导人创建了西德联邦情报局（Bundesnachrichtendienst [BND]）的前身——由莱因哈德·盖伦领导的盖伦组织，并与之合作。莱因哈德·盖伦是纳粹德国“外国军队东方”的前负责人，该组织负责对抗苏联。盖伦关于苏联的专业知识，以及他藏在洞穴中的关于苏联的战时档案，使他对中情局非常有吸引力。菲尔比还了解了中情局接管德国军队反苏部门的情况，并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哈维的许多龙虾都去激怒安格尔顿，让他用章节和诗句来捍卫冯·盖伦组织的过去记录和当前活动。”20

即使安格尔顿为盖伦组织辩护，中情局的许多人对此感到矛盾，后来一些官员声称对与“有已知纳粹记录的人员”合作感到“厌恶”。另一些人则认为“美国情报部门是一个富有的盲人，将德国国防军用作导盲犬”。1949年，也就是伞降行动启动的同一年，中情局接管了盖伦集团。21但后来，随着海因茨·费尔费在1961年被捕，中情局了解到盖伦组织充斥着苏联间谍和双重间谍。

到1952年10月27日，一个由美国和英国组成的联合“谋杀委员会”成立，目的是扼杀最不成功的秘密行动。“陪审团”由26名高级官员组成。他们总结道：“我们的行动失败了，没有其他选择。”22

由于他们承认失败，中央情报局于 1954 年停止了针对苏联及其卫星国的特工渗透行动。艾伦·杜勒斯，这位和蔼可亲、喜欢抽烟斗的 OSS 负责人，于 1953 年成为中央情报局局长 (DCI)，他评论说：“招募和运作任何此类情报来源的可能性就像在火星上安置常驻间谍一样不可能。”23

技术爱好者前往华盛顿特区

当中央情报局关闭其使用秘密特工渗透苏联的尝试时，德怀特·D·总统。艾森豪威尔一直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突然核袭击感到担忧。由于他在二战中担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的经历，他已经对情报有所了解，并且重视 SIGINT 和航空侦察拍摄的照片。他直接从温斯顿·丘吉尔那里了解了 Ultra，这是英国人对其成功破解德国恩尼格玛密码机的称呼。虽然他从美国军队的经验中了解了空中侦察的价值，但他在战后回忆说，直到参观了英国空军部的照片判读部门后，他才意识到“它已经发展成一门科学”，该部门主要由女性组成，因为男性认为女性拥有更强的细节处理能力（艾森豪威尔注意到“一群女孩”）。24

艾森豪威尔最喜欢的战时情报故事之一是关于 FORTITUDE，这是一个盟军编织的欺骗网络，旨在欺骗德国人，让他们以为盟军将在加莱海峡登陆，而不是在诺曼底登陆。在战后很久，他向他的传记作者斯蒂芬·安布罗斯回忆起这件事时，他会抬头望向天空，皱着眉头，然后露出他标志性的笑容，拍着大腿，惊呼道：“天哪，我们真的骗了他们，不是吗！”25

尽管艾森豪威尔可以嘲笑盟军在诺曼底的突袭，但他多年来一直对日本在珍珠港的突袭感到震惊。他一直“困扰”着对美国遭受另一次“毁灭性突袭”的恐惧。26

他检查人类情报状况的第一步是请二战战斗英雄、退役美国空军中将“吉米”·杜立特调查中央情报局并向他汇报。27杜立特主持了一个小组，负责审查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和情报活动，并就改进美国情报工作提出建议。由此产生的杜立特报告承认，美国情报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小组成员担心由此产生的信息不足，因为“一个不妥协的敌人，其公开目标是统治世界”。该委员会发现，通过伞降特工进入禁区获得的信息“微不足道，而付出的努力、金钱和生命代价却高得令人望而却步”。像其他人一样，他们提到了苏联及其卫星国“严格的安全控制”，这使得“人类特工渗透的问题……极其困难。”这使他们“确信应该付出更多的努力，探索每一种可能的科学和技术途径来解决情报问题。”具体来说，杜立特和他的委员会建议采用一种包罗万象的科学技术方法，使用“通信和电子监视、高空视觉、摄影和雷达侦察（使用载人或无人驾驶车辆）、高层大气和海洋学研究、物理和化学研究等”。28

尽管中央情报局存在不足，但艾森豪威尔还是决定留下艾伦·杜勒斯，后者承认在苏联情报收集方面存在不足，并且中央情报局在俄罗斯没有重要的地面特工网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杜勒斯在他的兄弟福斯特·杜勒斯和总统的支持下，采取措施开设了中央情报局的第一个莫斯科站。

第一任站长爱德华·埃利斯·史密斯于 1954 年春天抵达莫斯科。为了掩护他的身份，他从中央情报局辞职，成为国务院安全办公室的正式雇员。史密斯，一个三十四岁的离婚者，也是一个失败者。他和他的女仆睡了，结果发现她是一名克格勃上校。克格勃拍摄了这对夫妇的性爱过程，然后试图敲诈史密斯；结果，他决定告诉驻俄罗斯大使查尔斯·博伦。1956年春天，当大使返回华盛顿时，他和艾森豪威尔总统一起打高尔夫球，抱怨说“中央情报局未经告知就在我的大使馆里安排了一个人，他和一位俄罗斯女孩发生了关系，他们拍了他们的裸照。”史密斯于1956年7月离开莫斯科。但他并不是唯一一个被克格勃燕子诱惑并被性照片勒索的人；12名大使馆人员向博伦承认，他们也是克格勃赞助的诱惑的受害者。29

杜利特尔小组只是众多政府召集的委员会中的一个，这些委员会建议使用科学和情报技术，因为人力情报的努力已经失败。但在艾森豪威尔要求审查美国情报的同时，他对苏联的技术能力深感担忧。

1953年春天，当一名美国武官在莫斯科以南的拉缅斯科耶观察到一种新型苏联洲际轰炸机——野牛（Bison），一种像美国B-52轰炸机一样的喷气发动机飞机时，艾森豪威尔对突袭的恐惧增加了。野牛（Bison）也在1954年莫斯科航展上展出。这震惊了情报界和艾森豪威尔，他想知道舰队的规模。航展结束后，野牛轰炸机成为了美国头条新闻，美国公众也开始关注苏联的军事实力。30

艾森豪威尔并不是唯一一个担心突袭的人。实际上是特雷弗·N。加德纳，空军部长的特别助理，他敦促艾森豪威尔政府采取行动。加德纳是一位工程师和威尔士人，小时候移民到加利福尼亚，1954年时年仅39岁，是“新技术的福音派倡导者”。三星将军们容忍了这个大胆、衣着考究的年轻人，他主张更多地发展导弹，即使他们在五角大楼的走廊里称他为“混蛋”和“狗娘养的”。31

加德纳在兰德公司的一份报告宣布苏联的突然袭击可能摧毁战略空军司令部（SAC）85%的轰炸机后，感到震惊。他“手里拿着鸡尾酒”，告诉国防科学顾问委员会负责人李·杜布里奇，他的小组是在浪费时间，委员会坐在“华盛顿豪华办公室里的死屁股上”，浪费纳税人的钱，“以科学的名义进行大量低级糟糕的演习”。他告诉杜布里奇，委员会应该对突袭和美国应对突袭的能力进行研究。他认为那是“真实的故事，而不是”“华盛顿”“喂给美国人民的狗屎”。32

1954年3月，国防科学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前往白宫拜访艾森豪威尔。杜布里奇随后建议艾森豪威尔邀请他委员会中最杰出的成员之一，麻省理工学院校长詹姆斯·R.基利安去白宫吃早餐，请他担任一个关于技术、军事和情报方法的秘密委员会主席，以防止突袭。33

基利安对艾森豪威尔并不陌生。两人相遇时，艾克是哥伦比亚大学校长（1948-53 年），并成为亲密的朋友。基利安甚至参加了两次“在白宫举行的私密单身汉晚餐”。艾森豪威尔喜欢并完全信任这位“和蔼的南卡罗来纳人”，根据 1957 年的报道，他“长着一张天使般的脸庞”，并且“像一位成功的酒店经理一样，令人放下戒备地愉快”。纽约时报基利安成为美国首位总统科学顾问时撰写的简介。政治记者西奥多·H.怀特后来形容基利安是“一个干脆利落、果断的人，具有杰出的外科医生的风度和干练”，当他在 20 世纪 50 年代进入华盛顿特区时。34

因此，艾森豪威尔选择基利安来组织顶尖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制定保持美国在创新技术方面竞争力的方案，这并不令人惊讶。基利安组建了三个由四十二名科学家组成的大型团队，分别负责研究进攻性技术、防御性技术和情报。该委员会被称为“突袭小组”，因为其最终报告的标题是“应对突袭威胁”，但其正式名称是技术能力小组（TCP）。

同样成立于 1954 年，它呼应了杜立特（Doolittle）的建议（杜立特也是 TCP 的成员）：“我们从俄罗斯境内的传统秘密行动中获得的有效信息很少……苏联的安全和控制活动的规模是巨大的。我们不能指望以一种简单的方式来规避这些精心设计的措施。但是我们可以利用科学技术的终极手段来提高我们的情报获取能力。”35

虽然一个退役的空军将领领导了杜立特小组，但一个科学管理者和麻省理工学院校长领导了突袭小组。基利安不是科学家；他在麻省理工学院主修商业和工程管理，并成为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的Technology Review在 1930 年的执行编辑。卡尔·T.当时担任麻省理工学院校长的康普顿招募基利安担任他的执行助理，基利安在康普顿的帮助下晋升，同时协助组织麻省理工学院的战时研究。1949年，他接替康普顿担任校长，任职至1959年。36

基利安联系了一位来自剑桥的密友、邻居和同事，埃德温·“丁”·C。兰德，他最出名的是担任宝丽来公司总裁，是一位百万富翁和发明家，负责领导这个高度机密的情报部门。虽然他经常以宝丽来即时相机的表演者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但兰德通常会一次退到实验室里好几天，而且很擅长保守秘密。公众并不知道关于他参与的机密政府工作，直到多年后才有人报道。基利安认为他是一位“真正的天才”，他的“口才和清晰的阐述激发了”总统们的想象力。当时，45岁的兰德正在加利福尼亚的好莱坞，为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提供关于电影三维技术的建议。他很快放弃了那个项目，回到东海岸担任技术小组情报部门的主席。兰德也成为了突袭小组中最有影响力的成员之一，并且是中央情报局科学技术的倡导者。37

由于兰德不喜欢大型委员会，并且认为任何此类小组都应该能够坐进出租车，因此他的小组是三个小组委员会中最小的。它由六个人组成，包括哈佛大学的詹姆斯·G.贝克，一位领先的航空镜头设计师；诺贝尔奖获得者、同样来自哈佛的物理学家爱德华·珀塞尔；以及来自亚瑟·D.的工程师小艾伦·莱瑟姆。利特尔，前宝丽来公司财务主管。为了准备这份报告，兰德和他的委员会访问了华盛顿特区，参加了多次简报会、实地考察，并与美国主要的国防和情报机构举行了会议。根据理查德·L.物理学家同事加温，“由于他们经常乘坐无线电调度的中央情报局汽车在华盛顿周围旅行，专家组成员被谨慎地分配了代号。”38

专家组对中央情报局的印象不深。兰德后来评论说：“我们会进去采访负责情报的将军和海军上将，然后带着担忧离开。”我们当时有五六个年轻人，问的问题是高级军官无法回答的。39

基利安委员会建议采纳“一项积极的计划，在许多情报程序中广泛使用科学和技术领域最先进的知识”，利用物理和生物科学的技术。他们认为，这种方法可能会扩大关于苏联能力和意图的“非常有限的核心硬性事实”。40

具体来说，情报小组提出了两项建议：建造一架高空飞机，后来被称为U-2，用于拍摄苏联的照片；以及开发一种发射导弹的潜艇，后来被称为北极星。这些报告非常机密，没有被纳入TCP情报部门的总体报告中，而是直接发送到相应的办公室，之后被销毁。41

当基利安和兰德与艾森豪威尔会面并提出他们的建议时，兰德“告诉总统，我们有信心这架飞机能够并且将会找到并拍摄苏联的野牛轰炸机群。”艾森豪威尔批准了U-2，但“规定应该以一种非常规的方式处理它，这样它就不会陷入国防部的官僚机构中，也不会受到各军种之间竞争的困扰。”42

这确实是一种不寻常的安排，因为照相侦察一直是军方的势力范围，而且这种飞行通常只在战时进行。到20世纪50年代初，空军和海军一直在进行外围侦察，但与降落伞计划一样，侦察飞行并不成功，许多军人丧生。因此，空军开始研究制造能够在更高的高度飞行的飞机，以躲避俄罗斯的雷达。43

但艾森豪威尔和他的科学顾问担心，空军的高空飞机可能会导致战争。或者，艾森豪威尔的科学顾问，在埃德温·兰德的带领下，提出了一个想法，即由中央情报局赞助一架在空军支持下的非军用飞机。当然，空军对将领导权让给中央情报局并不满意，并试图从中央情报局手中夺走这架飞机。艾森豪威尔不得不介入这场争吵。他明确了他的立场：“我希望整个事情是一个民用行动。如果美国武装部队的军装人员飞越俄罗斯，这在法律上是一种战争行为——我不想参与其中。”44

U-2 间谍飞机在克拉伦斯“凯利”约翰逊（洛克希德公司的工程师和设计师）将其作为 CL-282 推销时，已经被空军拒绝了，本质上它是一架带有引擎的滑翔机。虽然它可以比空军设计的任何飞机飞得更高，但它只有一个引擎和有限的起落架。根将军。柯蒂斯·E。SAC 的莱梅在一次简报会上从嘴里拿出一支雪茄，告诉大家，如果他想要高空照片，他会将照相机放在他的 B-36 轰炸机上：“他对一架没有轮子或枪支的飞机不感兴趣。”他离开了房间，说这是在浪费时间。45

尽管空军对这种不寻常的设计不屑一顾，但特雷弗·加德纳和埃德温·兰德以及其他平民喜欢这个想法。加德纳认为这架飞机最适合苏联目标和战略情报。46

这已经不是兰德、詹姆斯·贝克和爱德华·珀塞尔第一次倡导空中侦察了。他们已经在建议自 1952 年初以来，空军一直在进行空中侦察。他们的办公室位于波士顿的 Beacon Hill，在一所秘书学校的上方，在那里他们制作了关于空军空中侦察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Beacon Hill 报告。47

与此同时，加德纳已经与中央情报局联系，询问有关独特的空中侦察机。艾伦·杜勒斯最初对技术间谍持怀疑态度，因为他喜欢老式的那种，它依赖于特工，而不是技术。他也不想参与属于军方的项目。

兰德必须说服杜勒斯支持这架飞机；他再次强调了科学技术可以加强情报收集的方式。他认为有很多理由表明，中央情报局在“空军的适当协助下”，是进行飞越的合适场所。委员会认为这是“适合中央情报局当代版本的行动和技术类型；一种现代和科学的方式，适合一个总是应该寻找的机构……我们认为你必须始终坚持你首先有权开创收集情报的科学技术——并选择可能需要的合作伙伴来协助你。”48

在杜勒斯批准了总统认可的项目后，他任命了理查德·M.中央情报局计划副局长比塞尔担任U-2项目的经理。基利安在麻省理工学院担任经济学教授时就认识比塞尔，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戴着标志性的角框眼镜。他对飞机一无所知，但他确实知道如何创建一个超级秘密的政府机构，以保护U-2计划免受公众监督。他也是“技术手段而非人力情报收集的主要倡导者”，这种偏好是在1953年他撰写了一份研究报告后产生的，该报告的结论是，使用秘密特工对苏联几乎无能为力，无法阻止未来像1953年东柏林起义这样的起义。49

比塞尔实际上不仅仅是技术的倡导者；他鄙视使用间谍的传统间谍活动，并与中央情报局的情报领导人和官员作斗争，这些人认为中央情报局的工作是利用人类收集情报。后来，他成了1966年至1973年担任DCI的理查德·赫尔姆斯（Richard Helms）的敌人。正如蒂姆·韦纳（Tim Weiner）指出的那样，“他们体现了间谍和工具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始于U-2侦察机的发射。50

比塞尔和兰德并不是唯一倡导技术的人。贝尔实验室总裁威廉·贝克（William Baker）也积极参与各种总统顾问委员会。他在总统对外情报顾问委员会（PFIAB）任职30年，直到1990年，这是前所未有的任期。在这段时间里，他“以坚定的决心进行游说”，以确保美国技术处于最前沿，尤其是在卫星和电子技术领域，正如四位民主党总统的顾问克利夫·克利福德在他的回忆录中指出的那样，总统顾问他描述了兰德和贝克如何给他上了一门“现代技术的研究生课程”，并把他介绍到“现代技术的勇敢新世界”。简而言之，“在博士的指导下。”贝克和兰德把我们所有人都变成了通过“技术手段”进行情报收集的传教士：即电子、摄影和卫星间谍活动。51

事实上，正是贝克和兰德在间谍活动中推广科学技术的传教热情，促使艾森豪威尔改变了美国情报的方向，将重点转移到技术上。艾森豪威尔经常被吹捧为倡导和支持新技术间谍活动的总统，但实际上是他的科学顾问在他耳边低语。正如U-2侦察机的故事所表明的那样，艾森豪威尔开始对这项新技术产生怀疑。





艾森豪威尔的灵魂拷问

尽管艾森豪威尔在兰德频繁访问白宫后对 U-2 间谍飞机变得热情起来，但他仍然对在苏联上空进行侦察持保留态度，因为他认为这可能会引发战争。这促使他在 1955 年夏季的日内瓦峰会上向赫鲁晓夫提出了“开放天空”倡议，当时 U-2 仍在建设中。该提案将允许双方提供机场，并在美国和苏联进行航空摄影。不出所料，赫鲁晓夫拒绝了该提案。但在考虑该提案时，艾森豪威尔告诉他的顾问们，“我会尝试一次。如果他们不接受，我们就驾驶 U-2。”52

到 1956 年初，当 U-2 间谍飞机正在进行部署的最终安全测试时，理查德·比塞尔正在策划一个掩盖故事，以防该飞机在海外任务中被发现或击落。比塞尔认为，最合理的掩盖故事是，这架飞机正在为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进行高空气象研究（NAC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前身）。在获得他们的批准，以及一长串其他政府机构的批准后，这架飞机几乎准备好飞往欧洲。53

与此同时，随着发射日期的临近，艾森豪威尔对 U-2 的担忧也在增加。为了缓解这些担忧，中央情报局向他保证，苏联雷达将无法探测到这架飞机，即使探测到了，苏联战斗机也无法飞到 55,000 英尺以上，也无法攻击 72,000 英尺的 U-2 间谍飞机。中央情报局还向他保证，万一飞机坠毁或被击落，“飞行员将无法幸存”，并且“飞机将解体”。54

但总统明白迫切需要有关苏联军事能力的情报。野牛轰炸机目击事件有所增加，全国上下都对苏联在制导导弹发展方面超过美国感到焦虑。1956年6月21日，艾森豪威尔会见了比塞尔、基利安和兰德，批准了从7月开始在苏联进行为期十天的飞越计划。但中央情报局已经在6月开始了对东德和波兰的U-2飞行。55

杜勒斯向艾森豪威尔简要介绍了首次飞越东欧的U-2飞行后，他询问雷达是否追踪到了这些飞机。虽然雷达确实追踪到了这些飞机，但它只在42000英尺的高度捕捉到了它们，而不是在72000英尺的高度。当1956年7月4日第一次飞行离开威斯巴登时，苏联人能在多大程度上追踪苏联上空的高空飞机仍然不清楚。56

艾森豪威尔想知道7月份的飞行情况如何。他告诉安德鲁·J。古德帕斯特，他的负责情报事务的参谋秘书，“建议先生。”艾伦·杜勒斯说，如果我们获得任何信息或警告，表明这些飞行中的任何一次被发现或跟踪，行动应该暂停。”57当苏联向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递交了一份关于这些情报飞行飞越苏联的抗议照会时，艾森豪威尔最糟糕的担忧变成了现实。艾森豪威尔一读完照会，就让古德帕斯特打电话给比塞尔，停止所有U-2飞越，直到再次获得批准。58

艾森豪威尔对中央情报局非常失望，因为他们告诉他，这些飞行不会被跟踪或发现。在杜勒斯讨论了在远东部署U-2飞机后，艾森豪威尔告诉他，他对U-2任务“失去了热情”。他指出，如果苏联在美国上空飞行一架侦察机，“反应将是剧烈的”：它会被击落。如果美国人了解到这些飞越苏联的飞行，他们会感到震惊，因为美国违反了国际法。59

到 1956 年秋天，艾森豪威尔已经“感到沮丧”，因为即使不是全部，大部分 U-2 飞行都已被追踪。中央情报局没有考虑“世界舆论”，尽管已经做出巨大努力来表明美国“不粗暴”并且不希望战争。60

艾森豪威尔对 U-2 飞行的担忧持续存在，到 1958 年底，他向他的对外情报顾问委员会表达了他对继续进行 U-2 飞越的疑虑。他质疑收集到的情报是否“值得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在艾森豪威尔看来，“侦测突袭才是重要的事情”。他认为，U-2 并不能“解决侦测突袭的问题”。61

情报委员会对此表示不同意，并继续推动高空侦察，这次是使用卫星。他们与总统意见相左，总统说这是摆在总统面前的“最‘令人反省’的问题之一”。赫尔将军试图安抚艾森豪威尔，并通过指出 U-2 摄影发现，人们担心的野牛轰炸机并没有按照最初认为的数量生产，从而节省了原本用于建造更多美国轰炸机以缩小差距的资金，从而突出了该计划的优点。即便如此，批准可能导致战争并损害他“诚实”声誉的飞越苏联的飞行，对艾森豪威尔来说是“痛苦的”决定。62

电晕间谍卫星

U-2 间谍飞机并不是冷战初期高空侦察的第一个提议。美国空军、陆军和海军长期以来对无人卫星的可能性感兴趣。早在 1946 年，兰德公司就发布了一份报告《实验性环球宇宙飞船的初步设计》。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初，理查德·莱格霍恩（“一个身材矮小、潇洒，有着黑头发和胡子的男人”）和波士顿本地人、麻省理工学院训练有素的物理学家，成为了卫星侦察战略用途的坚定倡导者。他曾在二战中担任空中战术侦察飞行员。莱格霍恩认为，正如美国在战争期间监视敌人的军事设施一样，侦察苏联的设施可以防止核战争。一旦原子弹袭击已经发动，人们几乎无能为力，但有了事先的了解，准备起来会更容易。莱格霍恩还认为，击落一架侦察机是一种战争行为，因此他提倡研究一种可以飞得很高，以至于无法被击落的装置。63

应该记住的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人们普遍担心会遭受突然的核袭击。根据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显然有一半的美国成年人认为他们更有可能死于苏联的核袭击，而不是死于老年引起的疾病。人们甚至开始在后院挖掘防空洞，里面储备着盖革计数器和氧气罐。64

当军方对一颗名为 WS-117 L（“WS”代表“武器系统”）的卫星进行早期研究时，高空气球侦察技术正在被使用，并产生了后来用于高空侦察的许多技术。尽管早期人们对此感兴趣并采取了一些小步骤，但卫星侦察直到受到苏联的重大刺激才开始发展起来。

1957年10月4日，苏联将一颗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号发射到太空；这一技术成就震惊了美国公众和媒体。然而，最近解密的中央情报局绝密文件显示，中央情报局和美国政策界并不感到惊讶，并且已经知道斯普特尼克的研究。即便如此，这一事件还是促使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疯狂的行动。艾森豪威尔总统下令对太空卫星进行深入研究，并要求军方将武器系统卫星的一部分分离出来，用于侦察卫星。到1958年初，艾森豪威尔将美国的侦察卫星列为“最高级别的国家安全目标”。他再次要求中央情报局与空军合作。65

就像U-2侦察机项目一样，中央情报局和空军策划了一个政府和工业界之间的大型合作项目。虽然中央情报局没有参与卫星的实际建造，但比塞尔聘请ITEK公司负责相机组件，最终的摄影产品由亚瑟·伦达尔领导的照片判读中心进行分析。66该项目的代号是Corona，但公众称之为美国空军的“发现者”计划。

1960年8月，经过13次失败的尝试后，Corona间谍卫星发射升空；这是首次成功的飞行。这是一个好时机，因为苏联在5月份击落了加里·鲍尔斯的U-2侦察机。在五月。导弹发射场和军事设施的卫星图像迅速取代了U-2拍摄的照片。

中央情报局将U-2侦察机和Corona侦察卫星视为“美国智慧和技术的胜利”。它被视为“冷战时期相当于曼哈顿计划”的项目。67事实上，将任何提议的大规模且昂贵的技术情报项目称为国家安全的“曼哈顿计划”变得非常普遍。正如美国政府曾求助于科学家和工程师制造炸弹以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在冷战初期，政府也求助于科学技术来对抗苏联的情报战。

比塞尔宣称，这两个技术项目——U-2 间谍飞机和间谍卫星——都带来了“情报收集的革命”。68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情报机构现在一天内收集的信息比一支间谍军队十年内收集的还要多。当然，收集的信息量给任何人的分析能力带来了压力；分析师们被数据淹没。因此，后来制造了强大的计算机来筛选和整理这些材料。

在宣传转向技术情报的同时，人们也开始经常提到玛塔·哈丽的死亡，她是人类情报的缩影。亚瑟·伦达尔在他的航空摄影历史概述中将空中侦察和摄影称为“长着玻璃眼睛的玛塔·哈丽”。他还宣称：“我们已经从玛塔·哈丽发展到 U-2，我们进入了太空时代，结果在我们注视下不断涌现。”69

乔治·基斯蒂亚科夫斯基，基利安的继任者，担任总统的科学顾问，也是一位曾在曼哈顿计划中工作的物理化学家，他这样评价中央情报局招募和管理特工的努力：“[这] . . .完全失败了。他们通常被拦截并处决。而数以千计的叛逃者，则是一群鱼龙混杂的人。总的来说，这是可悲的。很明显，玛塔·哈里（Mata Hari）的时代已经过去了。”70

至少从二战以来，军方似乎一直在流传着“长着玻璃眼睛的玛塔·哈里”的说法，因为空中侦察显然提供了“80%的军事信息”，而军事战略就是根据这些信息制定的，据陆军中尉 Derryfield N. Smith 称，他是一位陆军航空兵情报官员，为《》撰写了一篇文章德里菲尔德·N。史密斯，一位陆军航空兵情报官员，他为《》撰写了一篇文章空军通讯题为“带着玻璃眼的玛塔·哈里”，发表于1941年。伦达尔的引用不应令人惊讶，因为他曾在二战中服役，并专注于空中侦察。但令人惊讶的是，史密斯对这个短语的使用早于伦达尔。伦达尔是从德里菲尔德那里偷来的，还是只是他在社区里听到的一个短语？

无论如何，德里菲尔德对这项新技术的出现更为悲观，称其为“独眼玛塔·哈里”，并认为这导致了人类间谍的失业。文章开头的漫画可在网上找到，描绘了一个蓬头垢面的男人，留着胡子，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失业~~~~1st一流间谍。”但他同时也看到了空中摄像机的优点：“无需护照、假胡须或隐形墨水，空中摄像机……”可以对一个区域进行“即时记录”，在一张照片中记录下来，这带来了许多胜利。71

人造卫星的发射也引起了人们对美国技术质量的极大关注，特别是科学家和公众对美国弹道导弹计划的状况的关注。中央情报局的一个科学顾问小组宣称美国正处于“严重的国家紧急状态”。该小组包括乔治·基斯蒂亚科夫斯基，他们认为美国弹道导弹的研究落后于苏联两到三年。他们主张将“导弹制导情报”与美国的研究和开发相结合。该小组告诉艾伦·杜勒斯，“中央情报局的技术能力应立即扩大”，中央情报局应与“美国导弹承包商建立直接联系”。72这一举动只是中央情报局技术化的又一步。

这就是中央情报局的故事，这个最初的重点是使用人类间谍收集情报的民事机构，是如何参与到通常由军事情报机构负责的技术收集项目中的。到 1960 年，很明显，高空侦察需要自己的机构结构。国家侦察局于 1961 年成立，这是美国走向全球间谍强国的第一步。到了2000年代武装无人机技术出现时，中央情报局就可以从其位于弗吉尼亚州兰利的总部发射无人驾驶飞行器上的导弹，击中远在阿富汗的目标。

启动一个窃听帝国

虽然中央情报局似乎不是容纳技术侦察情报的合适场所，但当哈里总统S.杜鲁门于1952年批准成立国家安全局时，这并不令人惊讶。美国陆军和海军在二战期间已经发展了强大的信号能力，美国在1946年创建了陆军安全局来取代它们。这就是演变成国家安全局的原因，这是一个混合的军事-民用机构。73

信号情报长期以来都是收集情报的成功方式。特别是英国，在二战期间成功地使用信号情报拦截和破译了德国通过恩尼格玛机传输的信息，即Ultra计划。但英国人不仅仅是使用技术。他们在战争期间最成功的成就是技术情报和人工情报的结合。除了Ultra解密之外，英国还开发了双重间谍系统（Double-Cross System）。当英国军情五处（MI5）抓获德国特工时，他们没有监禁或杀死他们，而是让他们反过来为纳粹德国工作。74

由于美国在战后和冷战初期难以对苏联进行人工情报活动，因此它依赖于信号情报（SIGINT）。而且与空中侦察的情况不同，技术设备已经到位。

美国在二战期间已经与英国在信号情报方面合作，但在战后初期重申了针对苏联的誓言。协议中的五眼联盟（FVEY）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组成。75

新的英美信号情报合作正值大英帝国衰落和美国全球力量上升之际。正如情报历史学家理查德·奥尔德里奇所指出的那样，“这两个国家最为亲近，因为只有它们共同拥有管理世界强权体系的经验，尽管一个在衰落，一个在上升。”76尽管大英帝国在衰落，但它仍然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两个国家都涌现出了强大的信号情报能力。到冷战结束时，这两个国家，连同前殖民地或现有殖民地，都维持着遍布全球的设施，用它们无所不听的耳朵跳动着。

一开始，美国从英国的殖民帝国中获利。正如卡尔德·沃尔顿所写，“在 UKUSA 协议的基础上，英国的帝国前哨基地对于华盛顿的信号情报收集变得与对英国政府本身一样重要。”77鉴于苏联集团国家幅员辽阔，仅靠美国无法将其作为目标。但是，凭借英国的残余帝国——它的殖民地和前殖民地——以及英国本身，这两个国家能够用中继站和监听站包围苏联。在国家安全局成立之前，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英国提供来自苏联的大量信号情报，并且“在英国国内或国外领土上共享或运营了多达七个信号情报站点”。78

虽然英美信号情报伙伴关系在冷战期间取得了许多成功，但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也存在问题，尤其是在对抗苏联强大的间谍情报行动时。最早的惨败之一是柏林隧道行动。到 1955 年夏天，艾伦·杜勒斯前往白宫，向艾森豪威尔汇报了 U-2 和柏林隧道的进展：“我来告诉你两个收购项目——一个非常高，一个非常低。”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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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隧道能变成双重间谍吗？



有一天，我在谢南多厄山徒步旅行后乘坐华盛顿特区地铁回家，徒步旅行小组的一位律师对我在做的关于美国情报的项目感到好奇，他问我一条隧道是否能变成双重间谍。他的问题是由我们正在进行的关于人工情报与技术情报的相对风险的讨论引起的。这位非常聪明的律师认为他有正确的答案，所以提出了这个问题。对他来说，很明显只有人类才能背叛他人并成为双重间谍；技术是一种无生命的物体，而不是人。想象一下，当我很快回答说，是的，一条隧道可以成为双重间谍时，他有多惊讶。因为这位律师忘记了关于技术的一件大事：它是人类建造、创造和运行的。

关于隧道的故事发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德国柏林。尽管当时柏林墙尚未建立，但该市已被划分为四个区域，西方列强英国、法国和美国占据西侧，苏联占据东侧。尽管各区域之间以及城市两半之间仍然有车辆和行人通行，但人们必须在检查站出示身份证明才能进入另一个区域。由于这种便利的通道和前线的临近，柏林成为了主要间谍机构——中央情报局、克格勃、军情六处、法国情报机构等等——开展间谍交易的中心。一些报纸声称“已知有27个独立的西方情报机构在柏林工作”。1由于柏林作为间谍城市，敌人近在咫尺，间谍机构想要建造一条隧道来监视敌人的通信，这应该不足为奇。但是对这种隧道的需要源于二战于1945年结束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黑色星期五

1946年末，威廉·韦斯班德，一位身材魁梧的语言学家，在美国陆军秘密情报局位于阿灵顿霍尔的高度机密设施和总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一所前女子学校）的办公室里闲逛。韦斯班德在那里工作时被认为是“非常爱交际和非常爱管闲事”的人。密码分析员塞西尔·菲利普斯回忆说：

他会过来问你在做什么……他从不咄咄逼人。如果你像我经常做的那样说：“没什么重要的”或“我在做一些非常无聊的事情”，他就会走开……我从未听他说过任何政治想法。他一直无处不在。他拉拢高级军官。2

有一次，当才华横溢的密码分析员兼语言学家梅雷迪思·加德纳正在解密一份从纽约驻地发往莫斯科的电报时，他凑到梅雷迪思·加德纳的肩膀上，这份电报的日期是1944年12月。尽管魏斯班德表现得若无其事，但他读到电报中列出的一些在美国原子弹项目上工作的科学家时，肯定吓了一跳。

魏斯班德与梅雷迪思·加德纳和塞西尔·菲利普斯一起参与了一个代号为维诺纳的项目，该项目破解了苏联的密码。然而，加德纳和菲利普斯当时并不知道一件事：魏斯班德实际上是莫斯科的鼹鼠，并且急于立即将这份爆炸性的电报告诉他的主人。但有一个问题。他刚刚接到命令，要中断与莫斯科的联系，因为前克格勃间谍伊丽莎白·本特利倒戈，并向联邦调查局泄露了内幕。因此，尽管这对克格勃来说是个爆炸性的消息，但有关电报的信息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传到莫斯科。3

由于韦斯班德警告俄国人，美国已经破解了他们的许多密码（不仅仅是维诺纳），他们改变了密码和密码本，并于1948年10月29日（星期五）开始使用一次性密码本（一种安全的加密系统，其中密钥被生成并使用一次）。此外，他们将通信方式从无线改为有线。突然之间，美国的信号情报失去了它的耳朵。这些事件后来被称为“黑色星期五”，被认为是“最重大的美国情报史上的损失”。4当时，没有人怀疑韦斯班德的背叛行为不仅会加速1952年开放国家安全局的计划，还会导致20世纪最胆大妄为的间谍活动之一。

当美国情报部门正因最近的损失而感到震惊时，英国情报部门一直在酝酿一项计划，即在分裂的城市和间谍之都奥地利维也纳，接入俄罗斯的陆地线路。彼得·伦恩，一位冠军滑雪运动员，在1948年成为站长，尽管他当时只有三十几岁。他是一个说话轻柔、身材苗条、个子矮小的人，有着“锐利的蓝眼睛”，他负责监督维也纳间谍隧道的开发，从在邮局招募线人到在房子下挖掘，再到监督情报获取。5

据说，伦恩和他的团队有一个巧妙的想法，就是将隧道口设在一家哈里斯花呢商店下面。唯一的问题是，由于商店生意太好，地板开始弯曲。6

伦恩和他的团队，由窃听者和隧道挖掘者组成，在维也纳建造了几个隧道。该项目注定要成为柏林隧道的彩排。最值得注意的隧道位于维也纳英国区，在一条铺满鹅卵石的短街Aspangstrasse下。在战后维也纳的废墟中，英国人发现了一家用木板封起来的旧商店，就在铁路货运站对面。表面上是被遗弃的商店，但有很多访客前往钢筋加固的后门，走下摇摇晃晃的木制楼梯，遇到了另一扇门，通向一条短隧道，英国人在那里窃听苏联的陆地线路。7

根据中央情报局的说法，他们很快就听说了维也纳隧道的行动，军情六处同意分享从埋藏的电缆中获取的情报。与此同时，中央情报局开始调查在分裂的柏林（德国的间谍之都）窃听埋藏电缆的可能性。特别是美国区，为苏联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毗邻位置。8

中央情报局早期在东柏林窃听陆地线路的想法，并非挖掘隧道，而是集中精力在东德邮局招募一个间谍团伙。20世纪50年代是间谍活动中使用人力资源充满挑战的十年；渗透苏联和东德的通信也不例外。其中一位最重要的特工代号为Nummermädchen，即数字女孩。与美国不同，德国的邮局也负责电话业务。没有人发现数字女孩的真实身份，但她在交换局工作，可以确定苏联和东德的电缆用户。德国用户。通过东德邮政和电信部的另一个消息来源，中央情报局获得了一张地图，并能够找到一条适合窃听的线路。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到达那里。后来，中央情报局的秘密历史清楚地表明，他们并不确切知道何时，他们决定建造一条隧道。9

当然，二战时期的密码破译专家弗兰克·罗利特在激发建造隧道窃听线路的想法方面发挥了作用。罗列特是一个“讲究的弗吉尼亚人”，他说话时嘴里总是叼着烟斗，他是二战期间破译臭名昭著的日本密码机“紫色”的美国团队的一员。10就像英国从Ultra（截获Enigma机器的信息）获得的成功一样，“Magic”（日本机器截获信息的代号）清楚地表明了破译密码在战争中的重要性，无论是热战还是冷战。

和韦斯班德一样，罗列特也在阿灵顿厅工作，但在此之前，他曾担任美国陆军安全局的情报主管，并在1952年国家安全局成立时最终进入该局。但与此同时，当苏联无线电通信停止时，他感到沮丧。有一天，他与中央情报局的朋友威廉（比尔）·哈维交谈，希望他们能发起一项秘密任务，渗透到苏联的陆地线路中，以便像二战期间阅读日本人的思想一样阅读苏联人的思想。11

他在哈维那里找到了乐于接受的听众，哈维是一个通过在柏林扮演牛仔的角色来创造自己传奇的人。据与他密切合作的联邦调查局官员罗伯特·兰菲尔说，“哈维长相古怪[...]...眼睛突出，身材呈梨形。他的声音像牛蛙。”（他的绰号是“梨”。）不幸的是，哈维几年后不得不离开联邦调查局，因为他在华盛顿的石溪公园大道酒后驾车撞毁了他的汽车。但中央情报局的特别行动办公室接纳了他，他继续在那里拈花惹草，享用“三杯马提尼午餐”。他还总是确保带着枪，要么放在桌子上，要么绑在腋下。12

无论如何，哈维喜欢罗列特的想法，中央情报局迅速下令研究苏联在欧洲的陆上线路。1952年，哈维搬到柏林担任基地负责人（直到1960年），罗列特将他的办公室从国家安全局搬到了中央情报局。哈维负责隧道，罗列特向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报告结果。13

然而，从英国的角度来看，建造另一条隧道是他们的想法，这次是与美国共同建造。对于英国情报部门来说，正如伊恩·弗莱明在《来自俄罗斯的爱》中打趣道，美国主要是一个丰富的资金来源。英国人不太看好美国的情报行动能力。根据乔治·布莱克的说法，彼得·伦恩从头到尾讲述了柏林隧道的故事，当时他们一起在柏林站：“他非常清楚地表明，这基本上是军情六处的想法，而且是他自己的想法。”美国的参与仅限于提供大部分资金和设施。”14

这一次，美国贡献了它的工程技术，使用了陆军工程兵部队，这个帝国的建设者。由于中央情报局没有足够的人力来建造隧道，艾伦·杜勒斯只是联系了同情隧道项目的高级陆军指挥官。特别是，少校。根将军。曾接受过工程师培训的新任陆军情报局局长阿瑟·特鲁多成为了热情的支持者。15

陆军工程兵部队是负责建造大型美国项目的同一组织，如曼哈顿计划、巴拿马运河和五角大楼，以及世界各地的许多其他建筑物、水坝和桥梁。他们还建造了几个绝密的情报设施和建筑物（包括位于弗吉尼亚州斯普林菲尔德的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大楼，在第章中讨论）。9). 沃尔特·沙夫是一位美国平民，他是陆军工程兵部队在柏林的工程和建筑主管，他在那里负责监督为大量驻柏林美军人员及其家属建造的医院、学校、住房和食品店。他还负责监督柏林隧道。16

在柏林建造隧道之前，由三名军官和十五名士兵组成的著名工程师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中测试了一个模型，他们挖洞、搬运泥土和测量圆柱体。但工程师们直到后来才被告知这条隧道的具体位置。当他们准备就绪后，团队将钢管和其他物资装在箱车上的板条箱中，从新墨西哥州桑迪亚运到弗吉尼亚州李堡。从那里，两百吨包装好的板条箱乘坐货轮前往德国不来梅哈芬，于 1954 年 8 月抵达。当货物运抵德国时，对外宣称是雷达拦截设备。从不来梅哈芬，这些板条箱被装上美国军用火车的车厢，晚上穿过共产主义东德前往柏林。但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在东德边防警卫的眼皮底下隐藏挖掘隧道的行为，以及如何处理挖出来的泥土。17

这条隧道不仅仅是一个工程奇迹。哈维和他的团队必须在边境沿线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来挖掘这个洞，并找到一种方法来掩盖这项行动。他们最终选定了鲁多，它是柏林西南新克尔恩区的一个地方，也是美国管辖区的一部分。这里与东区（Eastern Sector）的阿尔特-格利尼克接壤，电缆就位于那里。为了掩盖行动，他们建造了一个独特的仓库，带有一个大型地下室（仓库有地下室是不寻常的，尤其是这么大的地下室），就在东德边防警卫的眼皮底下。地下室用来藏匿泥土，足以填满相当于二十个美式客厅的空间。18

到1953年5月，隧道的计划开始成形。中央情报局与英国的联合行动代号为PBJOINTLY。分工是在1953年末的一次会议上决定的。任务分配相当平均，美国提供材料并建造隧道，记录所有信号，并在华盛顿特区处理所有电报材料；它也提供了大部分资金。英国建造了通往待窃听电缆的垂直竖井，提供用于记录的信号，并在伦敦共同管理一个美英中心，以处理语音记录。隧道于1955年2月28日完工，窃听室于3月28日完工。根据中央情报局的秘密历史，“双边[安排]几乎没有造成任何问题。”19

这条1476英尺长的隧道——与华盛顿特区的林肯纪念堂倒影池一样长，如果垂直放置，与纽约市的帝国大厦一样高——现在已经投入使用并进行了伪装。但这又能持续多久呢？

乔治·布莱克登场

与此同时，乔治·布莱克（原名比哈尔），一位英国军情六处（SIS）的官员，于1953年春天从他在朝鲜的囚禁中返回英国。布莱克身材瘦小，肤色黝黑，有着淡褐色的眼睛，出生于鹿特丹，母亲是英国人，父亲是土耳其犹太人，是一位商人和归化的英国人。在加入荷兰抵抗纳粹组织后，布莱克移居英国，并在1947年被军情六处招募之前在皇家海军服役。不久之后，他被派往韩国，他的掩护身份是英国驻首尔副领事，但在1950年朝鲜战争初期，他被俘并监禁。尽管有些人说他在这段时间里被洗脑了，但布莱克声称他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是基于他坚定的信念。因此，他自愿为克格勃工作，成为一名鼹鼠。20

当布莱克回到英国后，他于秋季开始在军情六处工作，加入了一个新部门，Y科，负责对苏联的技术行动，担任副指挥。具体来说，该科分析了维也纳隧道行动的成果，以及其他电话窃听的成果。由于大部分信息都是俄语，布莱克的俄语技能很有价值。Y部门位于卡尔顿花园2号，这是一栋带枝形吊灯的大理石入口和通往布莱克办公室（由卧室改造而成）的纪念性楼梯的联排别墅。21

开始新工作几周内，布莱克就在复制有关针对苏联的行动的报告。这些副本直接送到了他的主管谢尔盖·孔德拉舍夫手中。由于克格勃担心英国反情报监视小组可能会认出经验丰富的第一主管尼古拉·罗丁，他们选择了从未在伦敦工作过的30岁的孔德拉舍夫与布莱克合作。他以文化事务第一秘书的身份为掩护，组织旅游或为人们购买活动门票。但晚上他会见了他的特工。

在十月下旬一个雾蒙蒙的夜晚，孔德拉舍夫走出贝尔赛斯公园的地铁站，短暂地散步。然后布莱克从车站出来，当他走开时，他看到一个戴着“灰色软毡帽和漂亮的灰色雨衣”的男人，几乎像是“雾的一部分”，左手拿着一份报纸走向他，这一幕让人想起间谍电影。孔德拉舍夫热情地向他打招呼，他们一起沿着街道走了一段路，然后布莱克交出了他新工作中的第一个秘密。这张叠起来的纸包含了一份关于SIS在维也纳隧道行动中所有电话窃听行动的清单，以及关于安装在西欧的苏联和东欧集团大使馆中的麦克风的信息。在这次会议上，他们还讨论了需要一台相机来拍摄所有文件。三周内，他收到了一台米诺克斯间谍相机。22

布莱克认为，这第一次背叛是最艰难的。在他的回忆录中，他描述说，会议结束后一个小时，他回到了母亲的公寓，享用一杯葡萄酒和一顿丰盛的晚餐。这顿晚餐之所以让他记忆犹新，主要是因为“在外面潮湿多雾的夜晚和刚刚经历的秘密会议的危险之后，房间显得格外舒适和安全”。23他脱离了寒冷。那个然而，会面很快变得例行公事；此后，布莱克每三到四周与康德拉舍夫会面一次。

布莱克受到克格勃的重视；他在档案中的代号是“迪奥米德”（有时被错误地翻译为“钻石”）。布莱克不仅仅背叛了柏林隧道行动。在柏林期间，他传递了大量关于东方集团西方特工网络的情报。根据克格勃的一份报告，乔治·布莱克与金·菲尔比和海因茨·费尔费一起，帮助消灭了“东德的敌方特工网络”。24

他不仅是军情六处（SIS）中一位备受重视的鼹鼠，还是Y部门会议的秘书，并将每一条信息都传递给他的情报官员。军情六处（SIS）会议上最重要的一份会议纪要来自1953年12月15日至18日在伦敦举行的关于柏林隧道的中央情报局（CIA）-军情六处（SIS）联合会议。孔德拉舍夫立即向莫斯科发送了一份关于这次会议的加密电报，但拍摄的报告直到二月晚些时候才发送。换句话说，柏林隧道从它被批准的那一刻起就被出卖了。孔德拉舍夫对这些材料冷冷地评论道：“关于计划对民主德国境内雷达站的内部电话线进行拦截行动的信息很有意思。”25

在收到布莱克关于柏林隧道和其他音频监控的爆炸性材料后，克格勃竭尽全力保护他们的来源。第一总局只有三个人知道这个特工的存在。没有其他人知道他的真名。26因此，他们不得不观察和等待机会，在不暴露布莱克的情况下，透露他们知道这个隧道。那个机会是1956年多雨的春天。但双重间谍的生涯通常很短暂。1961年，布莱克的运气用完了。他被一个代号为“狙击手”的间谍出卖了，这个间谍想从波兰叛逃到西方。

虽然“狙击手”（后来被确认为上校）波兰反情报部门副主管米哈尔·戈莱涅夫斯基不知道布莱克的真名，但他提供了足够的信息，让军情六处和军情五处确认了他的身份。经过几天的审讯和在乡间小屋的逗留（在那里布莱克做了薄煎饼），他坦白了。

隧道的“发现”

直到1956年4月21日至22日的夜晚，在冷战的高峰期，苏联和东德的信号官员才以戏剧性的方式“发现”了在柏林街道下共同建造的隧道。

1956年4月是柏林异常潮湿的一个月，在暴雨过后，许多电话和电报电缆被淹，并开始在卡尔斯霍斯特和温斯多夫的克格勃总部附近的东侧发生短路。苏联信号部队和东德邮政和电报技术人员努力恢复服务。特别是，苏联用作莫斯科和温斯多夫之间早期预警系统的关键电缆出现故障，但已修复并更换。当然，这些进展让西方间谍感到担忧，他们在 4 月 19 日检查了窃听器，发现其状况良好，没有故障。他们向中央情报局总部报告说，“已经采取了可用的预防措施，包括最主要的交叉手指。”27

但中央情报局的好运不会持续太久。4 月 22 日午夜过后不久，中央情报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局的观察员看到大约 50 个人在东柏林阿尔特-格利尼克区的舍内费尔德大街东侧挖掘，相距约三到五英尺。他们开始直接在电缆和窃听器上方挖掘。凌晨 2:00，他们发现了窃听室的顶部。

除了窃听电缆进行窃听外，中央情报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局还在窃听器附近安装了一个麦克风，可以听到苏联人和东德人在发现之旅中的谈话。凌晨 2:10，窃听者得出结论，“最初的语音片段表明窃听室没有引起怀疑。”俄罗斯人和德国人似乎都认为，这一发现是一个覆盖中继点的沙井盖。28

随着工人们扩大洞口，他们看到了电缆和一个他们认为是“某种盒子”的活板门。起初，俄罗斯人认为这个房间与污水处理工作或战时高频传输电缆有关。到 3:30，苏联人乘卡车离开了现场，直到凌晨 5:00 才从窃听麦克风中录到声音。然而，西方的窃听者仍然在监听苏联信号部门负责人之间的办公室电话谈话，他们报告了他们对该密室的发现。当他们返回现场时，一名工作人员进入密室，窃听者听到声明：“电缆被窃听了。”29

到早上 7:00，包括克格勃信号团在内的更多俄罗斯人和东德人开始抵达现场。他们继续扩大洞口，并开始拍摄电影来记录这一发现。关于暗门也有很多讨论。俄罗斯人称它为一个盒子并认为它可能设置了陷阱。事实上，它是隧道的入口。

当德国电缆接线员检查电缆时，他们确定电缆被窃听了，并指出“每个人一定都喝醉了”，才没有看到它们被切断和窃听。此时，窃听者无意中听到俄罗斯人说，一定有办法进入这个地方，但他们不太可能建造一条通道。最后，派对中的某人看到了麦克风，但说：“那不是麦克风”；另一个人将其描述为“黑球”。30

到 11:45，一位德国人惊呼：“这个盒子是通往竖井的入口。” 团队首先在活板门附近钻了一个孔，然后决定直接取下门铰链；然后他们将自己放入水龙头室，同时将挂锁识别为“英国制造”。虽然他们打开了活板门，但他们无法进入将水龙头室与设备室隔开的门，因此他们在墙上打了一个洞，看到了设备室，并描述了“一个完整的装置——一个电话交换机[—] . . .一个窃听装置。”31

此时，他们拍摄了更多关于该地点的电影，并且“经常听到惊奇和钦佩的惊叹声”。他们听到一个德国人喊道：“这一定花了不少钱”，一位讲俄语的德国人补充说：“他们做得多么整洁。”但另一位德国人认为这是一个“肮脏的把戏”。32

下午 3:30，德国人剪断了窃听电线，十五分钟后开始专注于麦克风，麦克风一直在为中央情报局-英国情报局的窃听者收集所有对话。其中一位德国人认为这是一个“警报装置——可能是一个麦克风”，但几分钟后他们开始拆卸麦克风。根据中央情报局的官方历史，“不久之后，麦克风停止工作，经过 11 个月零 11 天，PBJOINTLY 的运行阶段结束了。”33

由于窃听到的对话、电缆流量以及对该地点的双筒望远镜观察，英国和美国间谍得出结论：“苏联对 PBJOINTLY 的发现纯属偶然，并非美国或英国相关机构渗透的结果。”34他们错了。

令隧道规划者们大吃一惊的是，他们认为苏联会对此发现保持沉默，但莫斯科很快就扭转了局面变成一种宣传工具。在四十八小时内，苏联人举行了一场精心策划的晚间新闻发布会。柏林记者聚集在卡尔斯霍斯特的红军军官俱乐部电影院参加简报会。35

当记者们到达卡尔斯霍斯特时，科尔。伊万·科丘巴，苏联驻该市的军事指挥官，迎接了他们。在宣布发现间谍隧道后，科丘巴用摩托车护送他们到隧道，车队在暮色中才到达阿尔特-格利尼克。探照灯照亮了现场。“来吧，先生们，跟我来，”科丘巴说。“看，几乎是德国工艺——但不是德国人做的。”记者们被允许进入隧道，并看到了哈维用德语和俄语手写的通知：“你们现在在美国区。”36

苏联“发现”柏林隧道的消息在东方和西方都受到了广泛的媒体关注。在西方，这条隧道被誉为代表“美国人的聪明才智”；它被视为一项真正的技术奇迹。那个华盛顿邮报写道：“洋基的足智多谋和聪明才智毕竟不是神话。”37在称赞“500码隧道”为“一项非凡大胆的冒险——惊悚电影的素材”之后，纽约先驱论坛报接着详细介绍了在隧道中发现的非凡设备：温度和湿度控制设备、窃听助推器、电源控制单元以及极其灵敏的麦克风，这些麦克风发现了隧道。该报纸对此感到敬畏，报道说如果没有“该领域的伟大专家”“完成了一项非常整洁的工作”，这是不可能完成的。38

西德人将这条隧道视为“一项惊人的壮举，极大地提高了美国的声望”。它也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他们惊叹于“在俄罗斯人鼻子底下挖掘的胆量及其技术成就”。39

在东方，这条隧道变成了一场宣传政变。尽管那里的报纸尊重这项技术成就，并认识到在设计和建造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但他们宣称这条隧道代表着“国际丑闻”，并且是“违反国际法准则的行为”。致西柏林参议院的社论表明，柏林的分裂是为了给西方间谍机构提供一个“发动针对民主德国挑衅的基地”。40

《新德意志报》（Neues Deutschland））是东德的主要报纸，也是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Sozialistische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 [SED]）的喉舌，制作了一幅题为“不要在别人的院子里挖洞”的漫画。这幅漫画描绘了一个分裂的花园。在右边（东方）鲜花盛开，上面写着“民主区”，在左边（西方）是一片贫瘠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小土堆，上面插着美元符号的旗帜；一只手臂正把一只戴着美国标志耳机、穿着带有钳子和插头从口袋里露出来的军裤、戴着印有“]字样的美国陆军帽的鼹鼠从洞里拉出来间谍活动。该报称其为“流氓行为”。41

[image: images]

图 2.1 东德报纸上的漫画新德意志报讽刺柏林隧道的曝光。中央情报局阅览室

反对西方“帝国主义者”的宣传并不局限于报纸。这条隧道成为柏林的主要旅游景点，吸引了大约 9 万名东柏林人参加了广为人知的旅游活动，参观了“资本主义战争贩子”昂贵的地下监听站。甚至还有一个移动小吃摊生意兴隆，位于东侧，工厂工人被带到那里目睹美国的帝国主义行为。42

奇怪的是，西侧没有旅游团。这导致一位广播员打趣道：“我们为什么不在隧道的尽头开设一个旅游入口，并利用宣传来赚钱呢？”大家快来。只要四分之一。看看电子形式的现代间谍活动和所有地下活动。”43

人类对技术的背叛

在苏联人发现隧道后，中央情报局和军情六处立即对隧道是否被渗透特工背叛进行了彻底调查，但他们没有发现任何此类证据。他们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分析电缆流量、窃听室里的麦克风对话以及来自鲁多仓库的视觉监视。柏林隧道团队的成员休·蒙哥马利多年后回忆说：“我们做梦也没想到它会被背叛……所有证据表明这是随机的。线路发生过洪水和短路，他们在沿途的几个点进行了挖掘。此外，苏联人还注意派来了东德人。就我们而言，这完全是一场意外。”44

这并非苏联人第一次用他们的虚假信息、掩盖故事和传奇战术欺骗西方。这也不是苏联人唯一一次通过人力资源了解西方高档昂贵间谍技术。就隧道项目而言，人力资源是乔治·布莱克，这让我们回到律师关于隧道是否能成为双重间谍的问题。

但还有更多。事实上，已经发生了一连串的背叛：故事并非始于乔治·布莱克，而是始于威廉·韦斯班德，他向苏联人通报了技术拦截项目Venona，这首先导致了建造隧道窃听陆线的想法。然后布莱克背叛了隧道项目，另一个人，米哈尔·戈列涅夫斯基，背叛了他。技术不仅由人类建造，而且由人类运行和安装。人类的弱点和欺骗行为成为技术项目的一部分。

在这个来自20世纪50年代的案例中，英国和美国联合项目陷入了苏联招募的巨大意识形态间谍网络中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到 20 世纪 50 年代。事实上，当布莱克参加关于隧道的会议并将秘密传递给他的联络人时，另外两名备受瞩目的苏联特工，唐纳德·麦克林和盖伊·伯吉斯，逃往苏联，因为他们正在接受调查。当布莱克将隧道秘密传递给他的联络人时，办公室里有很多关于叛徒的议论。这让他不安了几个星期；然后他就克服了。

信息的洪流

尽管柏林隧道被布莱克背叛并被发现，但中央情报局认为它获得了关于苏联作战序列和其他军事信息的有用信息，以及可以用来对付苏联军官的流言蜚语。但该机构也被 AMPEX 录音机录制的信息量以及需要转录的信息量所淹没。中央情报局的理查德·赫尔姆斯对从隧道行动中涌向华盛顿特区的“洪流”信息感到震惊，并通过提及 600 台录音机、800 卷磁带以及每天 1,200 小时的录音来为这个短暂的行动辩护。为了补充赫尔姆斯的统计数据，中央情报局的历史记录指出，该项目使用了 50,000 卷磁带，重达 250 吨；语音处理中心有 317 名员工，转录了 20,000 卷苏联两小时语音卷的 368,000 次对话；电传打字中心有 350 人，也在转录五位数字的信息。最后，这一切导致了 1,750 份报告和 90,000 条翻译后的消息或对话。45而且这个项目持续时间不到一年。想象一下，如果数据流持续下去会怎样。

艾伦·杜勒斯认为这些情报是“极具价值的原始情报流”，但他担心处理这些情报，即使在华盛顿特区有50名全职翻译，还有现场团队，此外在英国还有250名俄罗斯移民翻译。最后，当时的中央情报局项目经理理查德·比塞尔认为这个隧道是成功的，但他担心它带来的信息量，并试图对德国站每月允许传输的字数发布一个“定量配给”。他认为向华盛顿输送信息是“适得其反的”。46

柏林隧道的故事是苏联人通过鼹鼠、双重间谍或叛逃者发现的第一个重大技术项目之一。在冷战期间，还会有更多这样的事情发生。美国的项目规模和全球范围都在不断扩大。隧道惨败后，U-2 间谍飞机投入使用，随后是间谍卫星，美国走上了成为全球间谍强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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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脑海中



1953年11月28日凌晨2点左右，弗兰克·R.奥尔森，一位四十三岁的政府科学家，撞破了纽约市斯塔特勒酒店十楼的一扇关闭的窗户，坠楼身亡。夜班经理阿曼德·帕斯托雷冲出酒店前门，发现奥尔森仰面躺在人行道上，双腿弯曲骨折。当帕斯托雷抬头时，他看到一个阴影从空荡荡的窗框中挤了进来。1

帕斯托雷报了警，他们一起去了奥尔森的房间，没有。1018A，在那里他们看到了另一个人，罗伯特·V.拉什布鲁克坐在马桶上，双手抱着头。拉什布鲁克告诉警方，他被玻璃破碎的声音吵醒，看到一扇破碎的窗户和一张空床，于是得出结论，奥尔森是自杀。后来，奥尔森的妻子声称拉什布鲁克告诉她，他曾看到奥尔森冲向窗户。2

爱丽丝·奥尔森当时不知道的是，奥尔森和拉什布鲁克都在中央情报局的一个实验性LSD项目上工作，以评估其在代号为MKULTRA的审讯项目中进行精神控制的适用性。拉什布鲁克是中央情报局在德特里克堡进行的生物战项目的联络人，而奥尔森表面上在德特里克堡的陆军化学兵团特种作战处（SOD）担任生物战研究科学家。直到1975年，奥尔森明显的自杀和中央情报局对LSD的开创性使用才成为头条新闻，这是洛克菲勒委员会对中央情报局非法国内间谍活动调查的结果。3

我用奥尔森的死亡作为本章的开篇，是为了强调这个耸人听闻的案件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头条新闻，并作为中央情报局滥用权力的令人震惊的案例，深深地印在许多美国人的意识中。这个故事广为人知。它已经在流行文化中被描绘过。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由弗兰克·丘奇担任主席）以及后来由该委员会和健康与科学研究小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也对死亡和MKULTRA计划进行了深入调查。事实上，考虑到它受到的关注，人们本以为这个悲惨的案件会在未来引起更多的谨慎。然而，在死亡事件公开约四十年后，9/11事件后出现的令人厌恶的审讯方法浮出水面，突显了人们反复使用伪科学方法来追捕当时的敌人，以及一个非同寻常的历史健忘症案例。

审讯方法

情报机构使用像LSD这样的致幻药物来控制人类似乎有悖常理；“迷幻之旅”中人的反主流文化形象是失去控制的人。但当中央情报局在 1951 年开始试验这种药物时，其效果仍未经测试。

一份最近解密的 1953 年文件描述了一些希望达到的效果：“它会造成严重的精神混乱，并使人的思想暂时容易接受暗示……LSD-25 可用于审讯不情愿的受试者，目的是让他们“坦白”，因为该物质会刺激受试者更自由地交谈。”4

尽管 SOD 和中央情报局之间的一些联合研究调查了利用 LSD 进行生物和化学战的可能性，但另一个研究领域侧重于使用多种不同方法（如催眠术、测谎仪和 LSD 以外的药物）有效审讯叛逃者、难民、囚犯和其他自愿或不自愿的受试者。

中央情报局显然对苏联集团胁迫人们承认他们没有犯下的罪行的能力印象深刻。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是匈牙利人约瑟夫·明兹森蒂枢机主教的案例，他于 1949 年受审，并“眼神呆滞”地承认了他没有犯下的叛国罪。中央情报局推测，明兹森蒂和其他东欧集团的被告通过催眠术变得“像僵尸一样”。5

但罗伯特·沃格勒的经历，他是一位 39 岁的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 (ITT) 副总裁，常驻共产主义匈牙利，与美国情报部门关系密切，这更是刺激了中央情报局对东欧集团的方法进行逆向工程。1949 年 11 月，沃格勒被两名持枪的匈牙利边防警卫从一辆汽车中绑架，被捕，被指控犯有间谍罪，被监禁并遭受酷刑。尽管他被判处 15 年徒刑，但他在 17 个月后获释。6

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罗斯科·希伦科特建议中央情报局外勤特工以及海军情报部门，如果沃格勒获释，在审讯他之前迅速将他转移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和海军对“医学研究和审讯技术方面的影响”很感兴趣。7

这些观察结果，以及海军在行动中使用药物的探索，促成了一个由安全办公室和科学情报办公室进行的代号为“蓝鸟”的绝密中央情报局项目。上校。谢菲尔德·爱德华兹（1902-75）是一位认真的人，曾在二战期间在美国陆军服役，他负责管理该项目，另一位安全人员莫尔斯·艾伦正式担任该项目的负责人。艾伦在战争期间曾在海军情报部门服役，并且在20世纪30年代以及战后在国务院都有清除共产主义分子的经验。尽管艾伦没有接受过行为科学方面的学术培训，但他参加了中央情报局关于催眠术和测谎仪的短期课程。这两种技术都是“蓝鸟”计划的支柱，但测谎仪或谎言探测器成了中央情报局的代名词。它使用该机器来审查外国特工，后来也审查自己的人员；它成为反情报方法的基石。该机器测量血压、心率和心跳、排汗以及其他生理变化，以确定诚实度。它也是一种心理工具：它在受试者心中灌输恐惧，或挑战说谎者“击败测谎仪”。它并非万无一失，但中央情报局仍然对该机器寄予厚望，尽管安全办公室的报告称它只有八分之七的准确率。8

安全办公室的审讯计划设立了小组，负责在西德、法国、韩国和日本为中央情报局审查特工和叛逃者。每个团队通常由一名医务人员、一名审讯员、一名催眠师和一名安全技术员组成。爱德华兹选择这个代号是因为该小组的一名成员认为，蓝鸟计划应该创造出让被审讯者“像鸟一样歌唱”的方法。9该计划的目标是开发“任何方法”，以“在违背个人意愿和不知情的情况下从其获取信息”。中央情报局试图控制“一个人，达到让他违背自己的意愿，甚至违背诸如自我保护等基本自然法则来服从我们的命令的程度”。10

1953年，莫尔斯·艾伦与他部门的同事制作了一部名为黑魔法的短片。影片开头是一位美国特工与一位“东方”人喝酒；特工偷偷地在酒中下药，那人睡着并被催眠。“东方人”从对方办公室的保险箱中取出一份文件，并交给美国人。影片最后概括了中央情报局的新口头禅：“你刚才看到的这一切，能否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是的！违背个人意愿？是的！方法：通过暗示和催眠的力量。”11

事实上，招募和管理特工的案件主管所玩的游戏就是操纵间谍来执行他们的“命令”。东方集团的间谍机构依赖于其他方法，如意识形态，并利用人性的弱点，如性、恐惧或自我来操纵人们，但中央情报局（CIA）作为美国情报机构的典型代表，渴望利用科学和技术来解决像招募这样的棘手的情报问题。（当然，中央情报局也以使用金钱和自我作为招募工具而闻名。）

审讯项目使用了许多不同的科学方法和实验来控制人们，以及一系列代号：MKCHATTER、Bluebird、Artichoke、MKNAOMI、MKSEARCH 和 MKULTRA。中央情报局的项目源于二战期间 OSS 在所谓的吐真剂方面的努力，如东莨菪碱、速可眠、硫喷妥钠和**大麻**以及麻醉药。到 1951 年 Bluebird 的新名称 Artichoke 开始运作时，中央情报局将测谎仪与催眠和药物结合起来，以从受害者那里获取信息。中央情报局咨询了一位纽约催眠师，甚至聘请了一位魔术师约翰·穆赫兰（John Mulholland），以协助提供欺骗人们做事情的技巧，比如偷偷地在饮料中掺入药物。

Bluebird/Artichoke 的工作人员计划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实验。叛逃者、难民和战俘在国外充当了不知情的豚鼠，而学生们在国内则是知情的豚鼠。美国在被占领的西德拥有丰富的囚犯来源。事实上，1946年，美国陆军接管了纳粹在法兰克福北部一个安静的德国小镇奥伯乌塞尔设立的美国和英国飞行员战俘中转营并将其命名为金营（Camp King）。由于其已经配备了监狱牢房，它成为美国陆军和美国情报部门审讯囚犯的理想场所。它正式名称是第7707欧洲司令部情报中心，但很快就获得了金营（Camp King）的声誉，这里是反情报部队军官的基地，他们被称为“粗暴的男孩”。中央情报局在该地区也有一些隐蔽的安全屋，甚至在距离金营几英里的地方有一栋山墙别墅，名为舒斯特别墅（Villa Schuster）。12

由于在被占领的德国拥有这块黄金地段，中央情报局免受法律起诉，并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工作。因此，他们开始派遣蓝鸟审讯小组前往西德。在法兰克福的一次会议上，讨论如何用药物研究员兼罗切斯特大学教授G对三名叛逃者、一名双重间谍和一名疑似双重间谍进行实验。理查德·温特（Richard Wendt），一名中央情报局官员表示，“处理尸体不成问题。”13

应该指出的是，尽管“处理”一词的含义是“杀死”，但中央情报局发布了几份题为“处理最高级别监管叛逃者”的备忘录，其中描述说，处理意味着提供一个设施，以确保“已处理”人员的安全，直到他们对行动的了解对敌人不再有价值。中央情报局还痴迷于寻找能导致失忆的药物，以抹去受害者痛苦经历的任何记忆：“有关机构仍然梦想着能有一种药物，可以口服给一个人，无需他知情，就能让他透露有关方面想知道的任何事情，而且这个人会对这件事完全失忆。”14

但记者兼作家戈登·托马斯声称，“消耗品”——“忠诚度可疑或涉嫌苏联双重间谍的个人”——被带到德国慕尼黑难民营附近的秘密住所，并被注射了大量药物，其中一些是由弗兰克·奥尔森在德特里克堡制备的。其余的人接受了电击疗法。根据托马斯的说法，“‘消耗品’被杀害，他们的尸体被焚烧”，尽管没有文件证据可以证实这种谋杀狂潮。15

然而，有文件证据表明，“受试者”被欺骗，以为他们正在接受体检，然后团队应用了所谓的洋蓟疗法——药物、催眠和测谎仪测试的三位一体。中央情报局在西德留下了几个此类案件的说明报告。

案件#1，正如受害者被识别的那样，年龄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年龄较大，身体健康，相当健壮，但中央情报局的案件负责人认为他不可靠且不负责任。他喜欢喝醉，并吹嘘自己众多的征服。16

1952年6月6日，洋蓟小组将“案件#1”从监狱运送到一个小镇上一个大型戒备森严的秘密住所（可能是舒斯特别墅，但未命名）。受害者被蒙上眼睛，戴着太阳镜穿过村庄，因此他不知道自己的位置，旁观者也看不到他被蒙住的眼睛。到达后，受害者被允许放松，然后被告知他将接受一次完整的身体和精神检查。团队喜欢这个“医疗类型的掩护”故事。这不仅有助于获得受害者的信任，并与“洋蓟”团队建立融洽关系，而且还可以让他们评估受害者的身体能力和精神状态。一名团队成员抽血并采集尿液样本，作为骗局的一部分。17

第二天，一名使用假名的团队成员，冒充医生向受害者解释说，需要“某些医疗注射”才能使他的健康恢复正常。据称，“受试者”仍然表示同意，团队得出结论，他们已经成功地赢得了他的信任，同时“为“洋蓟”工作建立了一个非凡的掩护”。在开始催眠他之前，他们给受害者注射了小剂量的硫喷妥钠。他在二十分钟内被催眠。但这只是一次“演习”，团队没有问这个人任何问题，他们认为这个人可能在对他们撒谎。

第二天，团队尝试了一次真正的审讯。中午，受害者被“静脉注射了大量的硫喷妥钠”。报告记录显示，他变得昏昏欲睡，并进入完全昏迷状态。洋蓟小组开始通过摇晃和猛烈拍打他的脸来刺激他。然后他们给他注射了兴奋剂。他们希望他处于他们经常提到的“暮光状态”。兴奋剂开始起作用后，他变得健谈并退化了。他们对结果感到满意，因为受害者像对待一个学生时代的朋友一样与一名团队成员交谈。在团队成员的陪同下，他蹒跚地回到考试室旁边的卧室，并受到严密 Guarded。18

蓝鸟/洋蓟计划由摩斯·艾伦和谢菲尔德·爱德华兹等安全局人员负责。中央情报局领导人痛苦地意识到，蓝鸟/洋蓟计划的人员没有科学背景。在一份匿名提交给中央情报局医疗部门负责人的报告中，作者认为洋蓟“未能产生积极结果”的原因之一是“未能让受过科学训练的人员担任关键职位。”因此，他建议招募受过科学训练的人员。19到了臭名昭著的 MKULTRA 计划时，这个规模更大的计划设在更精英和学术的技术服务部门（后来的技术服务办公室），行为科学计划由一位拥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西德尼·戈特利布负责。它还包括人格评估、洗脑和电击去模式化治疗等主题。LSD和其他药物只是行为控制计划的一部分。

进入西德尼·戈特利布，真正的博士。斯特兰奇洛夫

被选为领导中央情报局行为控制实验的人，成为了现实生活中的博士。斯特兰奇洛夫，一位口吃和跛足的化学家，这些特征放大了他作为疯狂科学家的形象。他的名字是西德尼·戈特利布；他于1943年从加州理工学院获得了化学博士学位，在那里他研究了一个关于植物的课题，“银菊中生长抑制剂的研究”。戈特利布一直被描述为一名化学家，但鲜为人知的是，他的研究是关于植物的，而且该项目还试验了植物药。戈特利布前往南美洲收集植物，以测试它们作为药物和毒药的适用性。20

戈特利布曾与奥尔森合作，并在奥尔森去世前九天，在马里兰州一个僻静的小屋深溪小屋，SOD和中央情报局的科学家聚集在那里进行休养。晚餐后，陆军和中央情报局的科学家们被提供了一杯君度橙酒。该小组不知道的是，罗伯特·拉什布鲁克在君度橙酒瓶中掺入了LSD。包括奥尔森在内的受害者，事发后仅二十分钟才被告知。21

虽然晚上以欢笑和乐趣开始，但奥尔森的情绪迅速改变，他变得偏执和精神分裂。他告诉他的妻子他要辞职，并且表现得非常惊慌，以至于中央情报局的科学家派他去看医生。艾布拉姆森，中央情报局的精神病医生，他和戈特利布一起在纽约市进行了LSD实验。这就是为什么奥尔森住在酒店，并从那里坠楼身亡。

在1975年教会委员会的报告之后，奥尔森成为了中央情报局滥用职权的典型代表。他的儿子埃里克·奥尔森坚信中央情报局谋杀了他的父亲，因为他即将揭发“朝鲜蓟计划”，他一直在延续这个故事。2017年，Netflix发布了一部纪录片迷你剧，结合了采访（包括埃里克·奥尔森）和档案片段，以及弗兰克·奥尔森生与死的现场重现，标题为苦艾.22

鲜为人知，实际上只是教会委员会报告中的一个脚注，是另一个人哈罗德·布劳尔的死亡，他是一名职业网球运动员，离婚后寻求精神帮助。布劳尔在纽约精神病学研究所被注射合成墨斯卡灵衍生物后，因循环系统崩溃导致心力衰竭而去世。尽管这是一个在美国陆军化学兵团合同下的实验，而不是中央情报局的实验，但它说明了在20世纪50年代，政府的其他部门也在秘密的掩盖下，利用不知情的对象，无视人的生命。23

中央情报局对毒品、精神控制和利用不知情对象的迷恋是如此具有争议性和令人震惊，以至于受到了媒体、洛克菲勒委员会和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的强烈审查。尽管戈特利布在1973年下令销毁这些文件，但仍有足够的财务文件可以拼凑出这个故事，特别是中央情报局与86所大学、医院、监狱和研究所签订的合同。此外，在奥尔森事件之后，中央情报局开始在安全屋和监狱中对不知情的对象进行实验，例如妓女、罪犯和州立监狱的囚犯。多年来，更多逃过粉碎机的文件浮出水面。更具说服力的是最近发布的与蓝鸟和朝鲜蓟有关的文件，因为它们记录了该计划作为审讯工具的起源。

令人惊讶的是，精神控制计划也在中央情报局内部受到了审查和谴责，但直到1963年，监察长才发布命令。1957年监察长关于技术服务部门运作的报告的摘录仅仅有一个关于“影响人类行为”的章节，该章节是描述性的，而不是禁止性的，尽管它确实指出该计划需要审查以确定是否应该继续。24

1957年的报告没有谴责对不知情对象进行实验，甚至没有提到奥尔森的死亡。它建议继续该计划，只要它在经济上可行。督察长考虑了它的一些目标，包括改进审讯技术这一主要目标。他指出，有不同的方法可以打破“个人对审讯的抵抗”，但“传统的压力、胁迫或酷刑方法”往往导致不可靠的知识。他认为化学部门的方法是使用迷幻药“在个体内部创造一种精神和情感状态，使其摆脱自我控制的束缚，并在巧妙的操纵下自愿透露信息”，态度中立。到1957年，像LSD这样的药物显然已经在“总共33个受试者的六次不同行动”中使用过。没有提供关于LSD在六种场合的现实生活中实际如何使用的细节。25

MKULTRA计划，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它是“超敏感的工作”（“MK”是代码名称前缀，代码名称的灵感可能来自二战时期破译Enigma机器信息的Ultra项目），即使它使用了技术服务部门预算的20%，也不必经过普通的财务审计流程。事实上，督察长办公室对该计划知之甚少。直到1963年，新任督察长John S.Earman才对该计划有了更多的了解。他撰写报告的背景是关于LSD的新公众知识、20世纪60年代新兴的反主流文化运动以及一位新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即使报告本身没有提及。尽管缺乏材料，但 Earman 清楚地认识到，在机构内外操纵人类行为是“令人厌恶和不道德的”。他还发现，“缺乏一致的记录妨碍了常规检查程序的使用，并引发了有关管理和财务控制的各种问题。”26

因此，1963年完成的监察长报告建议“终止在不知情对象身上进行的MKULTRA项目”。27厄尔曼也对在审讯中使用药物的有效性持保留态度。

截至1960年，尚不存在有效的击倒药、吐真剂、催情药或招募药……三年后……情况没有改变，唯一的例外是在药物支持审讯的使用方面取得了实际进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里的进展发生在审讯的整体心理学理论的发展中，其中药物的使用被降级为辅助角色。28

正如在柏林隧道、间谍飞机和卫星等其他行动领域一样，中央情报局的许多人似乎认为，科学或技术的快速解决方案或灵丹妙药，而不是老式的间谍活动可以解决他们的审讯问题。正如厄尔曼指出的那样，单独使用任何一种药物都无法解决审讯问题，而是有助于在使用“审讯的整体理论”的辅助角色中发挥作用。有趣的是，他还指出，存在一种“过度依赖和滥用药物的倾向，而不是完善经典的间谍技术”。29

“你不能比对手更不残酷”

约翰·勒·卡雷在他的经典冷战间谍小说中，从情报界的现实世界中提取了一条格言，《来自寒冷的间谍》，控制者（英国情报机构的负责人）告诉主角亚历克·利马斯，“你不能比你的对手更不残忍。”30中央情报局在制定精神控制计划时，无疑听从了这种采取无情手段的呼吁，并将其合理化为对抗他们认为的共产主义敌人审讯成功的对策。

此外，他们错误地声称共产主义审讯者使用药物来产生惊人的结果，这是情报界所谓的“镜像成像”或普通人所谓的“投射”的一个典型例子，即一个情报部门认为敌人正在实践另一个部门正在做或钦佩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情报局认为苏联集团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与美国一样，对科学技术解决问题抱有同样的信心。但他们没有。中央情报局很快发现，共产主义机构在审讯期间不使用药物。相反，他们使用了老式技术。

1975年，当中央情报局官员在丘奇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时，他们声称“中央情报局收到报告，苏联正在大力努力生产LSD；苏联曾试图购买世界上的化学品供应。”他们还声称，“共产党人正在对他们的敌人使用药物、身体胁迫、电击，甚至可能是催眠术。”31

有趣的是，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1953年聘请了两位杰出的学者来研究洗脑和共产主义审讯技术。康奈尔医学院的神经学家哈罗德·沃尔夫当时正在治疗杜勒斯的儿子，因为他在朝鲜战争期间头部受伤，导致脑损伤。沃尔夫随后邀请他在康奈尔大学的同事劳伦斯·辛克尔与他一起参与中央情报局赞助的项目。此外，他们在1953-54年成立了人类生态学会，获得了中央情报局的大量资助。32

结果与中央情报局声称的相去甚远。事实上，这项研究，首先是1956年4月完成的机密版本，名为“共产主义控制方法”，最近解密了该研究的附录，然后是一个未分类的版本发表在AMA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文献，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并没有在审讯和灌输被俘敌人时使用科学技术。

根据副标题，发表的论文“共产主义国家敌人审讯和灌输”是一份详细的、五十九页的学术“共产主义国家警察使用的方法分析”。医学杂志是一个发表这篇文章的奇怪地方，因为它比较了克格勃的审讯方法与中国共产党的方法。在详细介绍了契卡、苏联秘密警察的历史，以及逮捕、拘留、隔离、审讯和受害者的“审判”和“供述”之后，该论文转向了中国相同的议题。虽然中国倾向于集体监禁和互动，但苏联进行了深入的隔离措施，并发展了审讯者和囚犯之间的关系。该论文的主要结论是，秘密警察在进行这些审讯时没有使用任何“深奥的方法”或药物，而且这种做法可以追溯到很多年前。他们指出，秘密警察拥有无限的权力，他们的行动“迅速”且“武断”。他们成功的关键因素是囚犯的“完全隔离”，他们的成功依赖于人类对陪伴的需求。33

为了强调缺乏使用药物、电击或其他通俗小说式机器的科学骗术，保密版本包括一个附录，声明在共产主义审讯和灌输程序中缺乏“科学设计和指导、药物和催眠”。该附录甚至对中央情报局关于使用“巴甫洛夫条件反射”来控制人类行为的观点嗤之以鼻。相反，作者们明确地表示，“这项调查的结果是科学家们没有参与”。这些方法是由“警察官员自己”组织和开发的。34

1956年，著名科学家们得出的这些明确结论一定在中央情报局官员于1975年向国会作证说苏联和克格勃在受试者身上使用药物时被遗忘了。此外，使用LSD和其他精神活性药物在不知情的受试者身上进行的实验至少持续到1963年，即中央情报局监察长正式禁止它们的年份。

当然，这些实验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这是一个顺从的时代，一个新药和实验的时代，一个对科学和技术的积极影响充满信心的时代，最重要的是，一个对共产主义充满恐惧的时代。这并非美国政府第一次在对敌人的恐惧时期采取非常措施。这也不是最后一次。

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国背景下，中央情报局的领导层也怀有全球性的抱负。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在 1953 年至 1961 年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并在“洋蓟计划”启动几天后担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他认为精神控制“可能是这个时代的决定性武器”。他认为，任何发现如何操纵人心的国家都可以“统治世界”。这都是中央情报局对科学的信任和全球抱负的一部分。如果有一种方法可以控制人类的思想，“奖品”将“不亚于全球统治”。35

KUBARK

在督察长建议结束 MKULTRA 之后，戈特利布和他的同事继续进行了一个类似的名为 MKSEARCH 的行动计划，该计划没有使用不知情的对象。但审讯技术的主要发展是所谓的 KUBARK 反情报审讯手册的编写，该手册于 1963 年 7 月编写，直到 2014 年才解密。KUBARK 是中央情报局的代号，该手册旨在为中央情报局审讯人员“提供指导”，特别是对“顽固来源”进行反情报审讯。36

中央情报局发现，在审讯方面，东方集团和其他共产主义情报或安全部门的成员特别不合作。虽然他们认识到审讯者处于优势地位，但他们仍然面临着来自“受审者的训练、经验、耐心和强硬”的挑战。对于这些情况，中央情报局发现“主要的援助来源”来自“科学发现”。该手册的作者认为，一个利用“现代知识”来解决问题的情报机构，比那些“以十八世纪的方式”开展业务的机构享有“巨大的优势”。37

尽管如此，库巴克（KUBARK）的新审讯方法非常与东欧集团的相似，甚至点头使用科学和技术。这些方法包括隔离、单独监禁、压力姿势和自我造成的痛苦。中央情报局随后将它的神圣三位一体——测谎仪、催眠术和精神病学——添加到辛克尔和沃尔夫概述的共产党人老式审讯方法中。

监督与记忆

美国的各个情报组织所接受的内部和外部审查和监督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情报机构都要多。中央情报局的监察长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审查了精神控制计划；然后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国会在丑闻的背景下再次审查了该计划。它也受到了媒体的密切关注，也许是美国第三个待命的监督机构。尽管存在这些控制措施，但情报部门滥用权力和保密的行为依然存在，因为电视转播的丘奇委员会听证会带来的公开性光芒逐渐消退，陷入了被遗忘的阴影。

参议院委员会调查精神控制事件的部分理由是，“防止今后再次发生此类滥用行为”。它继续说，“防止今后发生滥用行为的最佳保障是全面公开过去发生的滥用行为。”38但是，1975年的调查是否阻止了三十年后再次发生虐待事件？





被折磨的人类智能

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导致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迅速而果断地采取了行动。布什，以及中央情报局的反恐中心（CTC）。几天之内，反恐中心就开始在国外寻找潜在的中央情报局拘留中心，以安置抓获的恐怖分子。在一个星期内，布什签署了一份秘密行动授权备忘录（MON），授权中央情报局局长抓捕和拘留潜在的恐怖分子，但没有提及审讯。日内瓦关于酷刑的公约不适用于被拘留者，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国外的“敌方战斗人员”。39

中央情报局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制定了进行审讯的指导方针，但参议院特别委员会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在准备审讯被捕的恐怖分子时，中央情报局参考了这些指导方针。被遗忘的是使用精神控制进行审讯或 KUBARK 的经验反间谍手册。中央情报局也没有就如何审讯恐怖嫌疑分子咨询其他执法机构或美国军方。尽管中央情报局早些时候的声明谴责“身体虐待”和“不人道的身体或心理手段”，并认为它们“在历史上被证明是无效的”，40但制度上的恐惧和愤怒使中央情报局走上了另一条不加反思的行动道路。

中央情报局合同心理学家

空军心理学家詹姆斯·埃尔默·米切尔曾在1998年至2000年期间向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心理学家和官员介绍了各种主题，但直到2001年5月，他才接到中央情报局打来的神秘电话，要求他到总部接受面试。他没有申请工作，但他很好奇，所以他开车到兰利的总部参加面试。在中央情报局总部时，他提到他将在几个月后从空军退役，但他不想为政府工作，并计划开设自己的公司并做一些承包工作。他拒绝了他们提供的一份“研究部门负责人”的工作……该部门容纳了行动心理学家。”然而，到2001年8月，他与中央情报局安排了一份“个人服务合同”。在9/11事件发生后，他打电话给中央情报局，自愿为他们工作。41

到2001年12月，米切尔参加了在费城著名心理学家马丁·E的家中举行的关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头脑风暴会议。P.塞利格曼，他是习得性无助概念的先驱。出席会议的还有几位教授、执法官员和情报人员，包括中央情报局心理学家柯克·M。哈伯德。42

当中央情报局获得一份基地组织手册，其中包含抵抗审讯的方法时，其技术服务办公室聘请了米切尔和他的合伙人布鲁斯·杰森，发布一份关于该手册的报告。这两位心理学家都曾在空军生存、规避、抵抗和逃生（SERE）学校服役，并了解了敌人可能对美国军事人员使用的强制审讯技术。特别是，他们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使用的严厉审讯技术的影响。这所学校的想法是让美国人员遭受敌人使用的相同审讯方法，以便学习如何抵抗他们。当然，这反映了这句格言：“你不能比对手更不残酷。”

即使这两位心理学家在模拟审讯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但他们都没有进行过真正的审讯。此外，他们没有语言技能，没有关于恐怖主义和基地组织的专业知识，也没有相关的研究。他们的博士研究分别集中在高血压和家庭治疗方面。然而，他们在情报和心理学界有联系，并且具有非凡的创业动力。米切尔成立了米切尔·杰森联合公司，据报道，中央情报局在2001年至2009年间向他们支付了8100万美元，之后合同在疑云下结束。43

古尔·拉赫曼之死

2002年10月29日，一名被怀疑是阿富汗武装分子的古尔·拉赫曼被带到阿富汗喀布尔机场附近的一家废弃砖厂。中央情报局将这家工厂改造成了一个原始的秘密监狱，中央情报局称其为盐坑（Salt Pit），参议院特别委员会报告中称其为钴（Cobalt），被拘留者称其为黑暗监狱（Dark Prison），中央情报局首席审讯员称其为地牢（dungeon）。44

拉赫曼被证明是一个不合作的囚犯，甚至拒绝承认自己的名字。中央情报局形容他具有强烈的“抵抗姿态”。因此，他受到了“粗暴对待”；中央情报局官员和警卫在他睡眠不足的情况下，在泥泞的监狱走廊里拖拽他。

当中央情报局的合同心理学家詹姆斯·米切尔和布鲁斯·杰森与拉赫曼会面时，中央情报局的雇员已经结束了他们不成功的审问。米切尔后来写道，他认为坚持让拉赫曼承认他的驾驶执照上所说的身份是适得其反的，因为它转移了人们对更重要问题的注意力。他的合伙人杰森与“中情局官员一”一起负责审问他。审讯包括“48小时剥夺睡眠、听觉超载、完全黑暗、隔离、冷水淋浴和粗暴对待”。45

根据一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拉赫曼在被拘留期间经常被看到发抖。监狱缺乏供暖或制冷，他被束缚在牢房的墙上，躺在冰冷的混凝土地板上。他腰部以下是赤裸的，甚至没有监狱发放的尿布，但穿着一件运动衫。11月20日早上，狱警巡逻时发现拉赫曼已经死亡。

后来的尸检得出结论，他不是被殴打致死，血液中也没有吐真剂的残留物，但很可能是死于体温过低。46就像五十年前的弗兰克·奥尔森之死一样，拉赫曼的死因对公众来说并不清楚。是暴力酷刑还是因为让他半裸着被束缚在接近冰点的混凝土墙上睡觉而导致的体温过低？所有这些违规行为引发了对新的全球中央情报局监狱中新的拘留和审讯做法的调查。

根据参议院酷刑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在该地点裸体是常态，是羞辱策略的一部分，同时还要穿尿布。囚犯们被冷水管冲洗，同时他们赤身裸体地被束缚在寒冷的房间里。在永久黑暗的建筑物里，持续播放着嘈杂的音乐，建筑物的外部窗户被涂盖。警卫使用头灯检查被拘留者。根据一位中央情报局审讯员的说法，许多钴基地的被拘留者“看起来就像一只被关在狗窝里的狗”。当牢房的门打开时，“他们畏缩了”。47

一旦拉赫曼的死讯传到位于兰利的中央情报局总部，那里的领导人声称审讯技术未经批准。像督察长部门负责人约翰·里佐这样的律师，以及像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尼特这样的领导人，声称他们不知道阿富汗拘留点的细节。然而，这次死亡引发了一次彻底的审查。尽管发现了该地点的缺点和虐待行为，但中央情报局官员I，一位经验不足的初级官员，他命令拉赫曼半裸地被束缚在牢房的墙上，房间的环境温度为36度，在拉赫曼死后四个月，他因其“一贯出色的工作”获得了2500美元的“现金奖励”；他继续管理拘留点直到2003年7月。48

2002年4月，中央情报局的首席行动心理学家用手机给米切尔打了电话。他刚离开兰利的一个会议，但负责人要求他立即返回并准备出国旅行。在反恐委员会会议上，米切尔得知巴基斯坦政府抓获了阿布·祖拜达，他是迄今为止被抓获的级别最高的基地组织协调员，并且美国已经拘留了他，并将他转移到位于泰国的中央情报局秘密监狱。49

阿布·祖拜达在被捕前因一次拙劣的整形手术导致一只眼睛失明，当他被转移到泰国的一家医院时，腿部有严重的伤口。中央情报局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院空运来一名医生，他成功地挽救了他的生命并处理了他的腿部伤口。在米切尔抵达泰国时，联邦调查局已经使用以下方式在医院采访了阿布·祖拜达：建立融洽关系的技巧。即使阿布·祖拜达还在使用饲管，联邦调查局也获得了大量有用的信息。据称他告诉他们，“穆赫塔尔”，即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KSM），是九月恐怖袭击的幕后策划者。后来，中央情报局声称他们通过强化审讯技术（EITs）获得了这些信息，但这并非事实。50

当阿布·祖拜达被转移到拘留室时，中央情报局对他进行了镇静处理，并将他带到一个“全白房间”，里面有四个明亮的卤素灯和“没有任何便利设施”。他遭受了睡眠剥夺、噪音和与少数人的有限互动。他被剥光了。不过，牢房里确实有空调。为了防止阿布·祖拜达辨认出他们，保安人员“穿着全黑制服，包括靴子、手套、巴拉克拉法帽和护目镜”。此时，联邦调查局抱怨说，他们被排除在外，尽管他们从“报告[原文如此：融洽关系]建立”中获得了良好的信息。51

事实上，联邦调查局声称阿布·祖拜达谈到了铀基炸药，并告诉他们由一位名叫何塞·帕迪拉的美国人策划的“脏弹阴谋”，他被昵称为阿布·阿梅里卡尼。中央情报局后来声称他们引出了这些信息。不管是谁引出了什么信息，中央情报局顽固地坚持要一条信息，这条信息并没有引起联邦调查局的重视：“即将到来的针对美国的未来恐怖主义计划。”52

虽然阿布·祖拜达确实提供了关于基地组织行动的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促成了无数的情报报告，但他没有提供关于未来可能发生的袭击的信息。因此，中央情报局声称他“不合作”。他被单独监禁了47天，而米切尔和其他人则因个人原因回家，并计划未来的行动方案。到2002年7月，在中央情报局总部的一次会议上讨论了“新型审讯技术”。在这次会议上，米切尔提供了一份包含12种可能的审讯技术的清单。到7月24日，司法部长批准了其中的十项：“注意力抓取、靠墙、面部控制、面部/侮辱性掌掴、狭窄禁闭、靠墙站立、压力姿势、剥夺睡眠、使用尿布和使用昆虫。” 水刑后来在8月份获得批准。53

对阿布·祖拜达使用的强化审讯技术（EITs）在8月份进行了19天，并迅速从引起注意转变为囚禁在一个大箱子和一个小箱子里，如果他否认有进一步的信息，就会遭到掌掴。最终，两位心理学家开始使用水刑方法。这需要把他放在一个头部向下倾斜的床上。然后，一块布被放在他的嘴和鼻子上，并向该区域倒水17秒。在他38次水刑过程中，他没有提供“任何有用的信息”。相反，在一次审讯中，他失去了知觉，“气泡从他张开的、充满的嘴里冒出来”，另一次他呕吐了10小时前吃的米饭和豆子。他哭喊、乞求、恳求和呜咽。他否认有进一步的信息。54

在强化审讯结束后，中央情报局通过确认阿布·祖拜达没有进一步的信息来庆祝成功。他们认为强化审讯技术（EITs）是有效的，并计划使用“米切尔的模板”对未来的高价值目标进行积极的审讯。55他一直是第一只豚鼠，他的案例标志着强化审讯技术（EITs）的诞生。而且，未来对像 KSM 这样的高价值目标的审讯确实遵循了 EIT 模板，尤其强调水刑。

KSM 和水刑

2003 年 3 月，巴基斯坦人和中央情报局抓获并拘留了一名最重要的恐怖分子，此人是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被称为 9/11 的策划者。报纸上经常刊登他的照片，照片中他衣衫不整，蓬乱的黑发和胡须，白色 T 恤下凸出的啤酒肚。

当 KSM 被巴基斯坦拘留期间，中央情报局和巴基斯坦人对他进行了审讯，使用了一些睡眠剥夺，但没有其他胁迫手段。他否认自己掌握任何关于未来在美国的袭击计划的信息，也不知道奥萨马·本·拉登或扎瓦里的下落。鉴于他的顽固，几天之内，中央情报局将他转移到阿富汗的 Cobalt / Salt Pit 站点，一名审讯员说：“让我们和这个新人一起行动吧。”在他抵达后的几个小时内，审讯员开始使用 EIT，包括面部和腹部拍打、面部抓握、压力姿势、站立式睡眠剥夺、裸体和水淋。审讯负责人下令进行直肠补液。显然，中央情报局的 EIT 导致 KSM “闭口不谈”，中央情报局审讯员决定采取一种“更温和的先生”。罗杰斯的人格”。56

当更温和的先生罗杰斯的人设只提供了捏造的信息，中央情报局将KSM转移到另一个代号为“的审讯地点位于波兰的蓝色。他到达后被剥光衣服，并被置于站立剥夺睡眠的姿势。中央情报局迅速开始使用水刑技术，即EIT的“大棒”。

中央情报局合同审讯员米切尔和杰森在十五个不同的场合对KSM使用了183次水刑。有时在二十四小时内会有超过三次的审讯，因此超过了医疗服务办公室的指导方针。第一次使用持续了三十分钟，比中央情报局法律顾问办公室的意见长十分钟。在这一点上，他提供了一些关于针对英国希思罗机场和金丝雀码头阴谋的信息，但结果证明是捏造的。即便如此，中央情报局有兴趣了解未来针对美国的阴谋，而不是其他国家，并在每次水刑审讯中就此问题向KSM施压。最后，中央情报局总部得出结论，水刑审讯技术对KSM不起作用。中央情报局审讯项目副主管认为该项目“无效”，具有“造成身体伤害的潜力”，并且“可能会适得其反”。57

尽管如此，米切尔表示他没有看到“电阻器[原文如此喜欢 KSM”，然后竭尽全力，对他使用了所有的强化审讯技术（EIT），但都无济于事。他们的兴趣非常狭隘：“他们只想听他说，如果能透露下一次袭击的信息，”他们告诉他。他们将所有措施都集中在“对美国的下一次袭击”这个“唯一问题”上。58

奇特的人类智能

根据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关于酷刑的报告，加强型审讯方法并不是获取情报或使被拘留者更合作的有效方法。虽然一些被拘留者在接受强化审讯后提供了有用的情报，但那些有机会的人在采取这些措施之前就这么做了。许多被拘留者捏造信息，导致情报出现错误。59

随着关于加强型审讯技术的消息慢慢泄露到媒体，中央情报局开始了一场影响力运动，向媒体提供信息，以使该机构看起来良好。但这项备受争议的技术并没有受到好评，并且被许多人认为是酷刑。它的使用玷污了美国在国外的形象。

到2007年12月，众议院参议院关于财政年度的会议2008年情报授权法案投票决定纳入一项修正案，禁止强制性审讯方法。他们建议用陆军野战手册关于人类情报收集行动作为所有美国政府审讯的标准来代替它。布什总统否决了该法案，理由是特殊的强制手段对付了邪恶的恐怖分子，并帮助挫败了阴谋。他在一次广播讲话中告诉美国公众，这些技术挽救了美国人的生命，而使用陆军野战手册“可能会让美国人付出生命”。但当宪法律师贝拉克·奥巴马在2009年1月上任时，他迅速关闭了所有拘留中心，并要求所有美国政府官员遵守陆军关于人类情报的野战手册。他禁止了强制手段，并称其为“错误”。60

历史性失忆

在本章的前面，我引用了1977年参议院特别委员会报告中的一段话，作者在其中向历史及其在帮助防止未来虐待行为中的作用致敬。令人震惊的是，2014年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关于酷刑的报告将制作报告的目标之一描述为通过公开清算过去的虐待行为来防止未来的虐待行为。该报告批评了中央情报局滥用权力，并希望该报告能够“防止未来强制性审讯行为”；它不希望“历史被遗忘”。61

尽管中央情报局在9/11事件后加强的审讯技术没有使用药物（除非是医疗需要）作为获取信息的方法，但EIT计划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精神控制实验之间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首先，现在应该清楚的是，这两个项目都试图创造和使用新的审讯方法，这些方法承诺完全控制一个人，从而获得有价值的情报信息。而且他们都借鉴了行为科学来寻找这种灵丹妙药。其次，这两个项目都未能通过不寻常的方法寻求对人类的完全控制，并受到公众谴责。第三，在这两个项目中，死亡都引发了内部和最终的外部批判性审查，导致了它们的垮台。

当然，与奥尔森不同，拉赫曼是中央情报局的被拘留者，而不是雇员。他是第一个在盐坑接受审讯的囚犯。与之前的审讯方法不同，被拘留者没有被给予吐真剂或LSD。但与奥尔森案一样，这起死亡事件也引发了中央情报局的调查，后来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也进行了调查，最终形成了一份长达 6800 页的报告，其中“摘要报告”已出版，共 549 页，包含 2725 个脚注。62

这些调查还让公众更多地了解了这种新的审讯方法，即所谓的强化审讯技术，由两位中央情报局合同心理学家杰森和米切尔设计。

虽然早期的行为控制实验中LSD和药物成分的遗产在美国文化中仍然根深蒂固，但它本质上是一个改进审讯方法的项目这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和遗忘了。也许中央情报局在第二个事件中没有使用LSD和吐真剂，因为他们确实从过去吸取了教训。但关键是，同一个部门，技术服务办公室，寻求其他的心理方法来找到行为控制的灵丹妙药。

本质上，在保密的外衣下，第一次滥用事件的主要教训从未被吸取。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历史性的失忆？为了弄清楚为什么过去被忽视，我采访了几位曾在情报委员会任职的参议员。

在我在华盛顿特区威尔逊中心任职期间，我有机会采访了曾在参议院和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任职的首席执行官简·哈曼。当我问她为什么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没有历史记忆时，她的回答是：“国会不是研究生院，它是一个政治舞台，更像是罗马竞技场而不是哈佛大学，西红柿被扔，比喻地说，狮子四处游荡，这是一个艰难的环境。”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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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哈瓦那的机器



1962年9月12日，古巴中央情报局特工埃斯特班·马尔克斯·诺沃给美国寄了一封看起来很普通的信。但在信的字里行间，有一张用秘密文字写的便条，描述了古巴西部比那尔德里奥省的一个限制军事区，该地区由圣克里斯托瓦尔、圣地亚哥德洛斯巴诺斯、孔索拉西翁德尔诺特和拉斯波萨斯等城市连接。围绕种植园（finca）的安全措施更加严密，据说那里是何塞·曼努埃尔·科尔蒂纳·加西亚以前拥有的，在那里正在进行关于导弹的绝密工作。中央情报局总部在9月18日发布9月7日的观察报告时，在信息报告中添加了非常大的网格的坐标。正如中央情报局官员塞缪尔·哈尔彭后来回忆说，“如果你用铅笔把这四个城镇用铅笔线连接起来，你会发现自己得到一个梯形。因此，它被称为梯形区域。”1

大约在同一时间，来自其他特工和难民的报告如潮水般涌来。卡斯特罗的私人飞行员克劳迪奥·莫里纳斯向一位消息人士报告说，古巴拥有“40英里射程的制导导弹，包括地对地和地对空导弹……还有许多用于中程火箭的移动坡道。他们不知道有什么在等着他们。” 这是9月20日。2第二天，另一份分发给情报部门的特工报告记录说，古巴军队的战争计划负责人说：“我们将战斗到死，也许我们可以获胜，因为我们拥有一切，包括原子武器。”3

9月中旬，一位中年会计师走进了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附近的奥帕洛卡难民中心。他的报告于9月21日分发，是基于9月初在哈瓦那附近看到的一支车队，该车队由20辆苏联卡车拖着20辆拖车，拖车上载着长长的帆布覆盖的、带有尾翼轮廓的导弹状物体。当询问者将照片放在难民面前时，他认出了SS-4/R12导弹。他这样描述了当时的场景：

这些拖车是我在古巴见过的最长的，是双轴的，四轮的。它们的长度为 65 到 70 英尺，宽度约为 8 英尺。

我相信运输拖车运载的是长长的导弹，长到尾端都伸到了拖车的末端之外。我猜导弹比拖车长几英尺……看起来帆布的尾端勾勒出了导弹四个尾翼中的两个顶部尾翼的轮廓。4

长导弹通常都是进攻性导弹。

第二份难民报告包括 9 月 17 日观察到的一支车队正驶向圣克里斯托瓦尔地区。该信息于 9 月 27 日收到，与之前关于俄罗斯导弹运输车队的难民报告非常相似。

这些都是关于古巴进攻性导弹的人工情报报告。但是，关于我们如何在古巴发现导弹的传统说法是，几乎一个月后，U-2 间谍飞机飞越古巴，正如我在下一段中描述的那样。

1962 年 10 月 14 日早上，日出后大约一个小时，少校。理查德·S.海瑟的 U-2 侦察机在古巴领空翱翔，飞行高度为 72,500 英尺——是商用客机的两倍。由于天空中的云很少，他拥有完美的能见度，可以执行侦察任务。他从南方俯冲而下，前往该岛西北部，该地区在之前的任务中被忽视。当他的飞机飞过圣克里斯托瓦尔时，在岛屿西侧，距离哈瓦那约 60 英里，他打开了位于驾驶舱下方的摄像头。相机砰砰作响，马达发出呜呜声，它来回摆动扫描着地貌，疯狂地拍摄照片。在十二分钟内拍摄了三千张照片后，海瑟离开了敌对空域，飞回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麦科伊空军基地。5

海瑟一着陆，就拿出两大卷胶卷，把它们放进特殊的运输容器里。这位英俊的男人脸上总是带着怒容，然后把容器交给两位将军，他们亲自将它们送到海军摄影情报中心在马里兰州苏特兰。从那里，胶卷被送到亚瑟（Art）C.伦达尔的照片判读店位于汽车经销店——斯图尔特汽车公司——的顶层四层。位于华盛顿特区第五街和K街的一栋建筑里，那里是华盛顿特区的一个破败区域，中央情报局的照片判读员必须在到达办公室之前，穿过遍地的垃圾、废弃的汽车和破碎的瓶子。对于位于二战时期七层楼建筑中的中央情报局国家照片判读中心（NPIC）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掩护。6

当海瑟所谓的3101任务的成果在第二天早上9点55分在武装警卫的护送下抵达斯图尔特大厦时，它可能比任何其他来自古巴的U-2胶片都具有更多的“预兆性的嘎嘎声”（借用芭芭拉·塔奇曼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截获齐默尔曼电报的描述），但它的处理方式与其他所有胶片一样。值班人员从美国海军卡车上接收了八个罐子，并将它们放入一个金属丝篮中，以便运送给照片判读团队。

根据已知的说法，这些是导致美国发现古巴导弹的标志性图像。强大的U-2侦察机的模糊侦察照片提供了核弹头导弹准备攻击美国的视觉证据。

但是，在关于我们如何发现古巴的威胁导弹的故事中，如此严重地关注技术奇才存在一个大问题，无论它多么令人印象深刻。它低估了本章开头描述的人类所扮演的角色。因为正是来自人类间谍的信息为U-2侦察机的任务提供了目标。正是来自人类间谍的信息告诉 U-2 飞行员该往哪里看。正是来自人类间谍的信息告诉情报部门该寻找什么。

人类的作用没有被广泛知晓并被淡化的原因之一是，美国人太迷恋技术，以至于技术被赋予了英雄般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机器的声誉得以延续，是因为美国情报机构非常重视在情报中使用技术。人类的作用鲜为人知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央情报局从未透露过特工和难民的名字。侦察照片被公开展示作为证据，而特工的作用却被掩盖了。

为了找出特工和难民的名字，2016年2月，在我待在华盛顿特区期间，我访问了位于弗吉尼亚州兰利的中央情报局总部目的是让他们公布那些古巴导弹危机中默默无闻的英雄的名字。会面地点在公共事务办公室的安全会议室，一个敏感分隔信息设施（SCIF），就在中央情报局博物馆的稍远处，博物馆里有一个展览，展示了中央情报局成功完成针对乌萨马·本·拉登的任务的战利品。公共事务官员瑞安指着玻璃柜里的本·拉登的步枪。

[image: images]

图4.1 向约翰·F·总统展示的正在建设中的导弹基地的第一批图像之一1962年10月16日早上，肯尼迪。约翰·F。肯尼迪总统图书馆和博物馆，波士顿

在与瑞安和中央情报局历史学家大卫·罗巴格的会面中，当我提出特工身份的话题时，我碰了一鼻子灰。瑞安说，尽管这件事发生在五十多年前，但中央情报局永远无法透露特工的身份，因为这会开创一个不好的先例。这将使中央情报局难以招募特工，因为他们被保证他们的身份将永远保密。即使特工已经去世，特工仍然有在世的家庭成员。与著名的、受人称赞的就地叛逃者，如奥列格·彭科夫斯基和阿道夫托尔卡切夫不同，他们被克格勃杀害并曝光，并在书籍和文章中被奉为英雄，古巴特工尚未被其他来源公开。研究人员无法使用《信息自由法》获取有关来源及其名称的信息。

尽管中央情报局拒绝公布报告古巴进攻性导弹的特工和难民的姓名，但至少一位岛上特工埃斯特万·马尔克斯·诺沃的名字现在已经为人所知，尽管难民的姓名尚未被发现。7

为了理解人类间谍的作用，我们需要回到间谍飞机任务之前的那个夏天，当时有两个人力情报来源开始记录苏联在古巴令人震惊的军事集结。

奥帕洛卡

起初，难民们乘坐游艇，拖着艺术品和珠宝而来，然后是船只、小型流浪蒸汽船、用旧卡车轮胎内胎制成的木筏，最后是飞机。人们开始成百上千地来到美国，然后是成千上万，再然后是成千上万，最后是成千上万。最终统计估计，大约有五十万人逃离了卡斯特罗的古巴。仅在1962年，移民和归化局（INS）每周处理1700至2000名难民，其中大多数在迈阿密登陆。8

在菲德尔·卡斯特罗于1959年1月夺取政权后的几周内，中央情报局在迈阿密的情报局国内联络处设立了一个外地办事处，“以监测和报告古巴的事态发展”。除了像INS这样预期的政府机构外，其他积极参与古巴事务的情报或反情报机构还包括联邦调查局、陆军CIC、海军ONI和空军OSI。自然，情报部门渴望获得他们能获得的关于古巴的任何最新信息。9

但他们没有很多信息，也没有利用来自难民的丰富信息。在1961年4月猪湾入侵失败后，对古巴信息的需求只会增加。事实上，到了圣诞节，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的特别助理乔治·麦克马纳斯拜访了贾斯汀·F。格莱肖夫，迈阿密外地办事处负责人，去了解为什么关于古巴的报告如此之少。格莱肖夫抱怨说他只有四名审讯员，而且没有空间。由于这次访问，他得到了他多年来一直推荐的东西：“一个正式的接待和审讯中心”，以德国成功的中心为蓝本。10

难民审讯中心于 1962 年 3 月在奥帕洛卡（迈阿密附近的一个摩尔复兴小镇，大多数古巴人抵达的地方）开放。它正式名称为加勒比准入中心 (CAC)，但由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运营，并使用移民局作为官方掩护。该中心位于一个旧海军陆战队航空站，由两个翻新的营房和大约四十名军官组成：来自所有兵种的二十五名军事人员和来自中央情报局的十五名军事人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懂西班牙语。为了协助审讯员对大量难民进行询问，中央情报局准备了“审讯指南：古巴”。该指南内容丰富，包含超过 116 页的问题，供审讯选定的难民时使用。政府似乎对从政治、经济和文化到军事设施的一切都感兴趣。11

鉴于难民人数众多，中央情报局认为它必须进行一种分类。在移民局（INS）在机场对16岁至60岁之间的男性进行询问后，那些被认为拥有有趣信息的人会被转到审讯中心。尽管75%的难民是妇女或儿童，但只有这些男性接受了采访。为了提供这些数字的一些背景信息：1962年3月至10月期间，仅通过飞机就有55,000名难民从古巴抵达。到1962年中央情报局完成审讯时，它已经处理了11,500名男性，制作了5,500份信息报告，并收集了3,000份文件。中央情报局的询问员每天采访约150人。12这项艰苦的工作很快就会从几位难民那里发现一些金块，从而改变历史的进程。

JMWAVE和Operation Mongoose（猫鼬行动）

1961年，中央情报局在其兰利总部以外创建了世界上最大的站点。它位于迈阿密大学的南校区。它的代号是JMWAVE，成立的目的是对共产主义古巴发动行动。正是这个站点策划了猫鼬行动（Operation Mongoose），这是一项由肯尼迪政府赞助的行动，旨在通过破坏古巴的稳定来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中央情报局在迈阿密的站点以一家名为 Zenith Technological Enterprises 的公司为掩护，该公司最初雇用了三到四百名中央情报局特工。绰号为“金发幽灵”的特德·沙克利于 1962 年成为站长，并负责大规模的资源扩张的资源。到猫鼬行动结束时，该站点雇用了大约六百名工作人员和五千名承包商。根据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Richard Helms）的说法，中央情报局拥有一支私人海军，是加勒比地区第三大海军。中央情报局改装了游艇、渔船和快艇，用于对古巴的行动。13

1962 年 3 月 11 日，埃斯特万·马尔克斯·诺沃和他的无线电员耶约·拿破仑乘坐一艘由中央情报局人员驾驶的登陆艇离开迈阿密，拖着一艘木制快艇，当他们靠近古巴西南海岸时，这艘快艇最终将他们放在一艘独木舟上；然后他们划着独木舟沿圣地亚哥河进入比那尔德里奥省。他们携带了一千五百磅的弹药，并在中央情报局官员汤姆·休伊特的领导下，在迈阿密站点接受了六个月的间谍技术训练。该行动最初的代号是 AMCOBRA，但后来 Novo 收到了代号 AMBANTY-1，Yeyo Napoleón 收到了代号 AMBANTY-2（“AM”是古巴行动的代号前缀）。到 1962 年 7 月，已有 11 个中央情报局小组利用中央情报局的迷你海军部队渗透到古巴，在古巴海岸登陆。这个团队是唯一成功的团队。14

诺沃于1909年8月3日出生于比那尔德里奥省的洛斯帕拉西奥斯，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当他作为猫鼬行动小组的一员回到家乡时，他已经五十二岁了。他曾在古巴独裁者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领导下的古巴军队服役，并且是坚定的反共主义者。根据古巴官方报纸报道，格拉玛诺沃曾于1961年2月19日与其他前巴蒂斯塔士兵一起，从比那尔德里奥省的罗萨里奥山脉高处发动了一场反对卡斯特罗领导的新共产主义政府的叛乱。古巴士兵抓获了诺沃小组的许多成员，到1961年4月，他逃到了阿根廷驻哈瓦那大使馆，在那里他寻求政治庇护。1962年5月24日，他飞往美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在那里他拜访了一位代号为奥托的中央情报局官员，该官员招募他为中央情报局工作。诺沃欣然接受了这项任务，并在迈阿密接受训练，在汤姆·休伊特（“奥托”）的指导下成为一名岛上间谍和破坏者。15但回到家乡后，他的日子屈指可数了。

军备集结

卡斯特罗夺取政权后不久，苏联开始向该国提供越来越多的武器。在猪湾事件之后1961年4月发生的惨败中，美国支持的古巴游击队与美国雇佣兵试图入侵古巴，由于苏联和古巴担心再次遭到入侵，苏联的武器和弹药供应增加了。显然，美国政府并不知道早期的军事集结，或者不相信它正在发生。在1962年10月14日对进攻性导弹进行核查后，事后分析声称，有数百份关于“苏联武器运输和导弹在古巴的装置……的报告。在1960年8月之前，即在苏联向古巴提供任何武器之前。”事实上，在1962年1月1日之前，有211份关于古巴导弹的报告。但美国政府声称，没有一份报告可以得到证实。16

到1962年1月1日，美国情报界开始意识到苏联集团向古巴运送的武器，包括60架苏联制造的喷气式战斗机、直升机和其他飞机。它们在新年的游行中被清晰地展示出来。17

苏联集团的武器交付很可能是莫斯科为帮助古巴防御中央情报局的秘密“猫鼬行动”而采取的回应，该行动在猪湾行动失败后，在古巴和世界各地针对古巴利益进行了破坏、颠覆和间谍活动。

与此同时，美国在土耳其部署了朱庇特导弹，该导弹于 4 月投入使用。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秘密下令在 5 月向古巴部署进攻性中程弹道导弹 (MRBM) 和中程弹道导弹 (IRBM)——SS-4 和 SS-5 地对地导弹 (SSM)。美国当时并不知道这一行动以及随后的欺骗行动。18然而，到 8 月，中央情报局开始意识到大量设备以及数千名军事人员涌入古巴。这一令人震惊的信息来自抵达奥帕洛卡难民中心的难民的报告。

到 1962 年夏天，中央情报局收到了来自奥帕洛卡的 40 份报告，记录了 4000 名苏联集团技术人员和 6000 名军事人员抵达古巴的情况，以及越来越多的船只抵达哈瓦那港的情况。许多消息来源报告说，“外国人员穿着肮脏、布满灰尘、睡过的红色格子衬衫和褪色的蓝色裤子。”十几个消息来源报告了两个主要的建筑工地，还有更多消息来源报告了驱逐佃农为受限制的军事场所让路的情况。19

到 8 月初，高空侦察委员会 (COMOR) 建立了一个卡片文件系统，开始将新空置的农场作为 U-2 侦察摄影的目标。到 8 月底，中央情报局获得了四个农场的侦察照片，其中包括一张显示在萨瓜拉格兰德附近的一个 SA-2 站点的照片，该站点位于哈瓦那以东 319 公里处。有针对性的飞行还发现了八个地对空导弹 (SAM) 站点，这些站点散布在古巴西部各地。所有站点仍在建设中。当然，这些装置仅用于防御导弹，旨在防御美国的空中袭击或 U-2 飞越。如下文所述，一些官员认为这一步是进攻性武器的序幕。20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 1962 年 6 月和 7 月，这些报告还包括有关进攻性导弹和军事设施的信息。当时，难民报告说，有传言称古巴将建造远程导弹等进攻性军事武器。后来，中央情报局表示，他们已经使用 U-2 飞越检查了每一份关于导弹的报告，但从未发现任何进攻性导弹。考虑到难民只给出了一个预警导弹将被安装，而不是它们实际上已经在那里了，这并不奇怪。21

尽管 DCI John McCone（1961-65 年）越来越对这种集结感到震惊，并警告军方他认为“措施……正在采取……”]为了确保某些进攻能力的保密性，例如苏联在当前阶段完成后将要安装的MRBM（中程弹道导弹），”他的声音被忽视了，人们更倾向于相信苏联不会在古巴部署进攻性导弹，因为这“与我们目前估计的苏联政策不符”。22换句话说，他们以前从未这样做过，因此现在也不会这样做。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别国家情报评估（SNIE 85-3-62），于1962年9月19日获得美国情报委员会批准，指出苏联认识到“在古巴发展进攻性军事基地可能会引发美国的军事干预，从而破坏他们目前的目的。”23普遍的共识是，观察到的导弹是防御美国可能入侵的。事实证明，这个估计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如果不是因为一系列幸运的因素，它将仍然是政策的基石。

事实上，在撰写这份评估报告时，难民和特工的报告正涌入中央情报局手中，其中包含相互矛盾的信息。在1962年4月至10月期间，有超过一千份的人力关于军备集结的来源报告。但有一个问题。尽管难民和中央情报局特工观察到进攻性导弹，但当信息传达给中央情报局时，存在相当长的时间滞后。在难民报告的案例中，滞后在于从古巴出发、美国移民局处理以及到达审讯中心之间的旅行时间。中央情报局收到信息需要一周到一个月的时间。尽管如此，它还是足够及时地采取行动。时间滞后并非难民特工独有。来自技术的信息也被延迟，因为U-2无法飞行存在停电期，并且飞行取决于无云天气。

对于驻古巴的中央情报局特工来说，与他们在美国的处理人沟通是危险和棘手的。中央情报局局长承认“特工们冒着生命危险存在和工作。”一些特工被行刑队处决，另一些特工失踪。驻古巴的特工可以通过邮局以秘密书写的方式向中央情报局控制的地址发送简短消息（隐形墨水只能由中央情报局显影），或者他们可以发送“快速而隐秘的无线电传输”，或者他们可以与信使会面以传递信息。虽然岛上特工处于危险之中，但沟通通常比难民来源的情况更快。24





皇家棕榈树大小的导弹

关于进攻性导弹的报告在1962年9月和10月不断堆积。事实上，有123份报告描述了导弹。在监察长事后报告中包含的八份报告中，有五份还描述了带有帆布覆盖物的拖车车队，这些物体太长了，以至于车队人员不得不下车并移除路灯柱和邮箱才能转弯。25其他人报告说，导弹像皇家棕榈树一样长——那种高耸入云的棕榈树。正如中央情报局古巴导弹危机会议的专家组成员在1992年的一次录像会议上所说，关于移动邮箱和灯柱以及看到像皇家棕榈树一样高的导弹的报告，没有包含在他们的资料包或会议手册中。26这是认为中央情报局隐瞒了重要材料的另一个原因。

然而，中央情报局声称只有两份报告提供了关于哈瓦那附近进攻性导弹的可靠信息。这一说法最初是在该机构成立三十周年精选集中提出的，并在1992年出版。1992年后，这一说法被一遍又一遍地重复。1992年之前，机器的神话占据主导地位。关于人类情报的作用几乎没有讨论。27对中央情报局特工埃斯特班·马尔克斯·诺沃及其网络的忽视，部分原因可能是中央情报局想要保护诺沃的安全；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他仍在古巴，甚至报告了将移动导弹运回苏联的运输队。但诺沃最初的任务是帮助推翻卡斯特罗，他想要更多的行动。

1963年秋天，诺沃曾想发动一场反对古巴的叛乱。他向“奥托”（休伊特）发送了一条加密无线电消息，请求帮助和武器。休伊特拒绝了。现在还为时过早，这样的起义不可能在整个岛屿上发生。到 1964 年春天，比那尔德里奥的网络面临损失和厄运。一名特工于四月被捕并处决。到了五月，一名送煤工发现了一批通讯设备和军需品。当安全部队前来调查时，他们发现了一本间谍日记，上面有“奥托”发给“普拉西多”（Novo 的一个代号）的消息。特工们被围捕。Novo 切断了与休伊特的联系。28

根据格拉玛诺沃在烟草屋里度过了他最后的隐居日子。到1964年5月20日，警察包围了这座建筑，但诺沃烧毁了文件，当他们进入时，据称发现诺沃死了，太阳穴上有枪伤，显然是自杀，而且一个公文包里有很多钱。29

根据休伊特的说法，BANTY-1“被古巴情报部门殴打致死”。30然而，无论他是自杀还是被谋杀而死，诺沃的死亡以及他没有被转移到美国的事实，可能令中央情报局感到尴尬，这也是淡化特工作用的另一个原因。强调技术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中央情报局仍在寻求资金，以资助昂贵的U-2和SR-71黑鸟侦察技术，这是一种快速、喷气动力、高空间谍飞机。

令人惊讶的是，最早批评中央情报局处理来自人力资源信息的人之一是中央情报局自己的一名雇员。1964年，一位J。J.Rumpelmayer（可能是一个笔名），他是一名信息的“收集者”，而不是分析师，他批评那些似乎忽略了许多报告的分析师，这些报告表明古巴的中央情报局内部期刊中有进攻性导弹，情报研究.31但这篇文章直到1995年才被解密。

谢尔曼·肯特，耶鲁大学前历史学教授和估算情报的奠基人，曾任中央情报局国家评估办公室（ONE）主任，也是 1962 年 9 月关于古巴的 SNIE 的主要起草人。他尤其淡化了可能表明古巴存在进攻性导弹的报告数量。他声称，“事后诸葛亮可以回顾危机发生前六个月从人类观察员那里收集到的一千多条信息”，并且只能找到“少数——非常少数”表明存在进攻性导弹的信息。Rumpelmayer 通过列举十多份内容表明存在导弹的报告反驳了这一说法，其中一半是在错误的估计之前发布的。他认为，报告的数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大量信息中提取的“金块”才是良好收集的关键。最后，最能说明问题的是 Rumpelmayer 的建议，即这些报告被驳回是因为“对人类观察能力的怀疑……以及缺乏确凿的照片证据。”此外，他说，美国人更“信任机器而不是人类观察”。32毫无疑问，谢尔曼·肯特本人对技术很着迷。他将从 U-2 间谍飞机收集的情报称为“神圣的奇迹”。33

与 Rumpelmeyer 形成对比的是，肯特和其他中央情报局分析师对特工报告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认为特工对卡斯特罗政权怀有敌意，并夸大或捏造报告以损害古巴并挑起针对古巴的战争。然而，Rumpelmeyer 和其他人可以很容易地表明情况并非如此，因为报告的数量和质量以及记者的可信度。当然，最终，航空侦察证实了人们的说法。

在同一期中央情报局杂志上，两位分析师迅速反驳了伦佩尔梅耶的观点，并声称他们分析了一万四千份报告，但没有一份报告提供足够的结论性证据。此外，他们声称他们在前几个月收到了许多虚假报告。在1962年1月之前，他们收到了200份关于古巴苏联导弹的报告，他们声称这些报告都是假的，并且没有得到U-2照片的证实。34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师认为，人为来源又在虚张声势。

像罗伯塔·沃尔斯泰特这样的人则将失败归结为合理，并将报告描述为类似于珍珠港袭击的“信噪比”问题。美国收到了一些关于日本袭击珍珠港的警告，但有太多的虚假警报和报告以至于它们被忽略了。真正的警告，即“信号”，被虚假报告的“噪音”所掩盖。35

分析师可能忽视这些报告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害怕电影和书籍带来的捏造者我们在哈瓦那的人格雷厄姆·格林著。这本书于1958年首次出版，1959年被改编成电影，讲述了一个真空吸尘器推销员詹姆斯·沃莫尔德的故事，他虚构了一些特工，并将他的真空吸尘器手册蓝图冒充导弹部件（此外，他还提供了自己绘制的基于真空吸尘器部件的武器草图），向他的军情六处英国情报人员汇报。由于中央情报局已经处理过虚假报告，而且这部电影和这本书都在公共领域，他们也遭受了我们在哈瓦那的人综合症。

U-2的作用

即使人类情报报告被淡化，毫无疑问，关于哈瓦那以西圣克里斯托瓦尔附近限制军事区和导弹目击事件的特工和难民报告，导致该地区成为10月14日著名的U-2飞行的目标。由于描述车队驶向圣克里斯托瓦尔的报告，一个新的高空侦察委员会目标卡在10月1日至3日之间创建，并且是“摄影报道的优先要求”。该卡片上写着：“附属报告表明，在比那尔德里奥省存在一个限制区域，该区域被怀疑包括一个正在建设中的地对地导弹基地……要求：搜索划定区域内可能存在的地对地导弹建设，特别注意SS-4 Shyster。”36他们是根据中央情报局岛上特工埃斯特万·马尔克斯·诺沃和中年会计师难民提供的线索行事的。

但是，派遣U-2间谍飞机前往古巴变得更加困难。1962年8月30日，一架执行信号情报任务（在本例中，指来自雷达站和通信频道的电子辐射）的U-2飞机飞越了俄罗斯的萨哈林岛，在俄罗斯人提出抗议时，引发了另一场外交风波。然后在9月8日，一架由中国飞行员驾驶的U-2飞机在中国大陆上空被击落。此外，中央情报局不愿派遣飞机飞越正在建造萨姆导弹的区域，因为这些导弹可能会击落它们。结果，中央情报局短暂停止了在古巴上空的U-2飞行。37

这些事件也引发了谁将执行古巴任务的改变任务。中央情报局和战略空军司令部就应该由谁来控制展开了一场典型的政府官僚斗争。中央情报局认为，他们的掩护故事，即中央情报局的飞行员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雇员，正在执行“飞往波多黎各的渡轮飞行”，而且他们应该简单地穿上蓝色制服。空军认为，他们的飞行员驾驶飞机更安全，因为他们可以说飞行员只是由于外围侦察任务而迷路了。中央情报局随后反驳说，他们的U-2拥有“卓越的电子对抗措施和更高的最大飞行高度”。最终，古巴的任务被移交给了SAC飞行员，他们借用了中央情报局的几架U-2C。38

除了两次U-2事件导致间谍飞机飞行次数减少外，天气也是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为了执行有效的任务，并获得足够的能见度来拍摄好的照片，飞行员需要低于25%的云层覆盖。这意味着直到海瑟著名的1962年10月14日飞行，9月份的导弹目击事件才可以通过高空摄影得到证实。

尽管这些飞行是非法的，但空军、海军和中央情报局却肆无忌惮地进行了这些飞行。如果被地对空导弹击中，飞行员不仅有失去生命的危险，而且美国还冒着引发另一起外交事件的风险，就像1960年五一节加里·鲍尔斯的U-2间谍飞机在苏联领空被击落的著名事件一样。起初，艾森豪威尔发布了一个掩盖故事，称这架飞机在执行天气数据收集任务时误入苏联领空。一旦艾森豪威尔发现鲍尔斯幸存下来，他承认鲍尔斯正在执行间谍任务。

该事件发生在备受期待的四大国（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夏尔·戴高乐和哈罗德·麦克米伦）参加在巴黎举行的东西方和平峰会前两周。由于艾森豪威尔拒绝为间谍飞机事件向赫鲁晓夫道歉，这造成了一场国际危机，导致美苏关系恶化；峰会从未举行。

海瑟10月14日的飞行是成功的——用他的话说，“一次轻松的任务”——但其他飞行员就没有那么幸运了。10月27日，在古巴导弹危机的高峰期，少校。鲁道夫·安德森飞越古巴东部，靠近美国关塔那摩湾海军基地，以监测可能发生的针对美国基地的袭击，并在巴内斯上空被一枚地对空导弹击落。他当场死亡。尽管发生了这次死亡事件，U-2 和海军的飞越行动在危机期间和之后仍在继续。尽管安德森的遗骸被送回美国，但那次致命飞行的残骸可以在古巴的户外博物馆中找到，大部分部件在哈瓦那市中心的革命博物馆和卡瓦尼亚堡垒展出。博物馆将针尖状、细长的、装饰着鳍的地对空导弹陈列在安德森飞机的机身旁边，背景是高耸的雄伟棕榈树和绿树。39

这些任务不仅危险，而且是非法的。U-2 飞越行动侵犯了古巴的领空。前中央情报局局长（1987-91 年）威廉·韦伯斯特在国会听证会上的一份声明最能概括中央情报局对其任务非法性的态度。当一位参议员问韦伯斯特关于某项秘密任务时，他说：“那不是非法的吗？”韦伯斯特回答说：“在美国，我们遵守法律。”参议员再次问道：“那不是非法的吗？”韦伯斯特再次回答说：“在美国，我们遵守法律。”参议员第三次重复了这个问题。韦伯斯特回答说：“在海外，我们追求我们的利益。”40

英雄机器

中央情报局崇拜技术及其解决运营问题的能力。中央情报局的雇员将U-2间谍飞机视为技术独创性的一个例子。位于兰利的中央情报局礼品店过去常常以一个圣诞装饰品为特色，该装饰品是一个U-2间谍飞机，放置在一个金色的圆环内，悬浮在古巴和苏联的地图上方。41中央情报局也经常庆祝U-2在行动中的成功。例如，美国认为苏联拥有的导弹和轰炸机比美国多，这种情况后来被称为导弹或轰炸机差距。U-2间谍飞机被认为确定了不存在导弹或轰炸机差距。

当我在讲座中问学生、朋友和同事美国是如何发现古巴导弹时，听众总是回答说通过空中侦察拍摄的照片（一些人说是卫星；另一些人说是飞机）。42造成这种普遍看法的部分原因是古巴导弹的标志性黑白航空照片，这些照片展示在肯尼迪总统内阁会议室的简报板上，以及艾德莱·史蒂文森联合国简报会上数百万人看到的更广泛的图像，正如前言中提到的那样。它们继续在报纸文章和纪录片中展示。这些图像深深地印在了美国人的集体记忆中。

毫无疑问，U-2 侦察机拍摄的图像为古巴的导弹提供了视觉证据。有趣的是，虽然高度机密的航拍照片是首次公开，但实际上最初是不经意间泄露了情报能力。美国驻伦敦大使馆将这些照片发布给了英国。美国国防部声称对航拍照片负责，但拒绝承认这是一架 U-2 侦察机。在错误发布后，政府官员（中央情报局除外）认为这些照片提供了必要的证据，可以使自由世界相信，如果肯尼迪政府决定对古巴发动袭击是合理的。官方发布中不包括这是一架 U-2 侦察机。公众也没有意识到人类特工所承担的风险。关键是，这些图像深深地印在了许多美国人的意识中，并塑造了他们对美国政府如何在古巴发现导弹的看法。43

忽略提供导弹情报的人的另一个原因是，大多数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的书籍和电影都集中在危机本身——那紧张的十三天——以及总统巧妙地处理危机，从而避免了一场核战争。肯尼迪被塑造成一个英雄。事实上，几乎所有关于这个主题的数百本书都只涉及导弹被发现以及如何处理的这段时期。之后导弹被发现以及如何处理的这段时期。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没有任何书籍研究导致这场危机的原因以及我们如何发现导弹的，除非暗示它们是 U-2“发现”的。

例如，格雷厄姆·T.艾利森和菲利普·泽利科夫颇具影响且广为阅读的书籍，决策的本质: 解释古巴导弹危机，使用政治科学模型来分析苏联为何在古巴部署导弹，并考察肯尼迪的决策过程。他们对美国最初如何发现导弹不感兴趣。随后的许多文献都是以同样的目的编写的。

更普遍地说，像百科全书这样的来源延续了机器的迷思。Encyclopedia.com 写道：“1962 年 10 月 14 日，一架 U2 侦察机在古巴上空执行例行的战略空军司令部任务时，拍摄了一系列照片，这些照片成为苏联在中程弹道核导弹部署在古巴的第一个直接证据。”正如我们所见，10 月 14 日的飞行绝非例行公事。受人尊敬的百科全书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也好不到哪里去，只是顺便提到了 U-2 发现导弹，根本没有提到人工情报。44

迟至 2012 年，乔恩·维纳写道：“中央情报局利用 U-2 侦察机的航空摄影发现导弹发射场是技术情报的胜利。”甚至连杰出的冷战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也写道：“故事始于通过 U-2 侦察机的光电侦察发现导弹本身。”45然而，我们知道，飞机是在人类最初发现后才证实了它们的存在。

关于 U-2 飞机的文献通常强调技术历史、支持它的人以及它在空军和中央情报局侦察中的作用。我在这些专业书籍中没有找到任何关于人类角色的参考资料。例如，U-2的杰出历史学家克里斯·波科克在他的两本书中描述了U-2的历史及其在导弹探测中的应用，但没有提及人为因素，其中包括他的一整章“十月导弹”，在他的书龙夫人.46

公众叙事中强调U-2作用的两个主要例外来自两位前情报官员。其中一位是罗杰·希尔斯曼，他是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局局长，也是基利安报告事后分析委员会的成员，该报告是对导致危机发生的事件的评论。据称，他有抹黑中央情报局的政治动机，因为他想控制中央情报局，并可能增加国务院在向白宫提供情报方面的作用。47

希尔斯曼写了两本关于古巴导弹危机和情报的书。第一本书出版于1967年，推动一个国家，这本书更广泛地讲述了外交政策，是1992年之前出版的唯一一部提到特工和难民作用的公开作品。第二本书，专门关于危机，古巴导弹危机：政策之争于 1996 年出版，其中包含更多关于情报和人类特工作用的材料。但希尔斯曼仍然认为 U-2 是更可靠的情报来源：“鉴于 U-2 照片的准确性以及特工和难民报告的不确定性，所有人都意识到，唯一足以证明采取行动以移除苏联导弹的情报必须由 U-2 提供。”48

在专业文献中，对人类作用的忽视的第二个例外是战略研究所于 2009 年出版的一份有限印刷政策报告（因此几乎没有能力影响公众舆论），作者是肯尼斯·迈克尔·阿布舍尔，一位抽雪茄的前中央情报局分析师和拉丁美洲专家：“心态和导弹：古巴导弹危机的亲身经历。”阿布舍尔的观点之一是，美国情报部门偏爱技术情报而不是人类情报，从而损害了良好的情报工作，这表明即使是一些情报界的内部成员，与希尔斯曼不同，也对这种方法或心态持批评态度。49

阿布舍尔特别擅长将这一观察应用于彭科夫斯基的作用。1961 年 6 月，一份国家情报评估（NIE）“得出结论，苏联拥有 50-100 枚洲际弹道导弹。”但 1961 年 6 月 2 日根据关于彭科夫斯基的秘密行动报告撰写的一份备忘录得出的数字要低得多。彭科夫斯基提供的信息表明，苏联可能只有 25 枚或更少的洲际弹道导弹在发射架上，而且该计划比估计的要小得多。但 6 月的 NIE 没有进行修订，因为没有确凿的技术证据。他引用了国家评估委员会苏联导弹计划官员霍华德·斯托尔茨的话：

如果 U-2 拍了一张照片，我就知道那是什么。有一位翻译可以告诉我看到了什么。我永远无法与这个消息来源[Penkovsky]交谈，也永远无法查明他是谁。那是在保护他的生命，但在某种程度上，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它对我的效用。我接受了他们的话，但我正在寻找其他的确认。50

最终，彭科夫斯基从未提供苏联向古巴运送中程弹道导弹和中程弹道导弹的信息，但他确实提供了手册，其中描述了在古巴发现的导弹。除了彭科夫斯基的例子，阿布舍尔的观点也可以应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关于来自人类情报人员的进攻性导弹的信息也被忽视，直到技术情报证实了这一点。

直到2005年，中央情报局才公开确认一名特工在古巴 pinpoint 了一个可疑区域，从而成功执行了 U-2 间谍飞机任务。这件事发生在泰德·沙克利的自传中，他在书中提到了一个他代号为胡里奥的岛上特工。51最后，在2019年，肖恩·D.内勒发表了一篇雅虎新闻报道，讲述了中央情报局海事专家托马斯·休伊特（“奥托”）训练了一个被派往古巴西南部的团队，他们乘坐一艘登陆艇，拖着一艘带有独木舟的木制快艇，这是“猫鼬行动”的一部分。在这里，我们可以核实泰德·沙克利的“胡里奥”的真名：埃斯特万·马尔克斯·诺沃和他的无线电员，耶约·拿破仑。52

这些绝密的事后分析，直到最近才被解密——在2006年至2010年间——描绘了一幅截然不同的画面，关于导致在古巴发现导弹的原因，以及该过程的优势和劣势。虽然他们赞扬了情报界在古巴确认进攻性导弹后处理危机的方式，但他们对危机前的这段时期持批评态度。

这四份事后分析报告是从1962年秋季到1963年进行的绝密情报调查。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科恩（John McCone）要求中央情报局工作了13年的老兵理查德·莱曼（Richard Lehman）撰写第一份报告，该报告被称为《莱曼报告》。莱曼几乎还没完成他的报告，麦科恩就要求中央情报局的监察长杰克·厄曼（Jack Earman）撰写另一份关于该主题的报告，该报告被称为《监察长报告》。第三份报告由美国情报委员会（USIB）为总统外国情报委员会撰写，有时被称为《基利安报告》。第四份报告由PFIAB撰写，负责人是詹姆斯·T·基利安（James T.）。基利安（Killian）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和校长，麦科恩不喜欢他，因为他反对外部机构监督和干预中央情报局。53

第一个主要的批评是1962年9月19日发布的有缺陷的NIE，其中分析师写道，苏联不会在古巴部署进攻性导弹。尽管中央情报局在评估报告发布前两天收到了来自特工和难民的报告，表明存在进攻性导弹，尽管情报机构观察到许多船只进入马里埃尔港，船上装满了长长的物体，舱口上盖着帆布，而且麦科恩确信苏联正在古巴部署进攻性导弹，但仍然提出了这一说法。中央情报局还了解到新的建设、夜间运载带有管状结构拖车的车队、新的限制军事区域、人员疏散、苏联对船舶卸货的监督，以及提及的防空导弹（SAMs）、巡航导弹和导弹发射场。不过，分析师们仍然没有改变他们的估计。54

与公开文献不同，事后报告显示，人们意识到导致在古巴发现导弹的人力和技术情报的结合。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批评了处理人力情报的方式。

总统外国情报咨询委员会（PFIAB）的临时报告尤其严厉。它建议“大力加强”通过人力间谍获取重要情报的能力。虽然它赞扬了“科学和技术手段”取得的“值得注意的情报成果”，但它认为“仍然非常需要精心挑选的人力资源间谍行动”。它认为，像“高空卫星摄影”这样的新技术进步“模糊了人类作为收集和传输媒介的角色，他们接受过训练，并配备了最先进的技术辅助手段。”最后，委员会建议“尽早启动”一项“积极的秘密特工计划，以秘密收集古巴情报目标的地面摄影，作为对该岛空中监视的重要补充。55

技术情报与人力情报

对技术的崇拜并非中情局独有。对技术的喜爱是美国文化和社会的一部分。美国不仅是领先的技术创新者，而且技术有望快速解决棘手的社会问题。毫无疑问，在美国的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情报界展现了“惊人的技术精湛”。56然而，这还不够。

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技术开始在间谍活动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事实上，各机构开始依赖它，而牺牲了人类情报。与冷战时期像苏联这样的封闭社会的情况不同，美国没有人力来源，但他们确实有一些人力情报来源：在古巴的特工和逃离古巴的难民。虽然在猪湾入侵后许多特工被监禁或杀害，但猫鼬行动补充了岛上特工的供应。他们还有足够多的难民，以及在古巴的一名特工，他用隐形墨水向迈阿密报告。然而，这些来源被驳回了。如果中央情报局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导弹本可以更早被发现。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点是，如果美国无法飞越古巴来核实导弹，会发生什么。如果存在这样的风险：每一架飞越古巴的飞机都会被击落？或者如果这项技术根本不存在呢？这将意味着9月份的错误估计将开始运作，情报部门将不得不依靠人力特工。也许他们至少会被迫培养一批更好的间谍，并尊重他们所拥有的间谍。显然，如果没有照片形式的证据，肯尼迪不可能发动封锁或任何其他军事行动。如果美国什么都不做，导弹就会留在那里，而且除非美国试图入侵古巴，否则它们是否会投入使用令人怀疑。事实上，美国在土耳其部署了指向苏联的朱庇特导弹，但从未使用过。这一点让我想起我和东德外国情报部门科学技术部门的退休主管的一次谈话。他告诉我，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想迫使美国撤走在土耳其的导弹。而且在没有大肆宣传的情况下，美国确实在苏联从古巴撤出导弹的同时，撤出了在土耳其的导弹。

本章重点介绍了人类和技术情报在发现古巴导弹方面的作用，以展示美国情报部门对技术的信任程度。但这个故事的另一个方面突显了美国走向全球间谍强国的轨迹。

由于古巴距离佛罗里达只有90英里，苏联通过在那里部署导弹来展示其自身的全球实力。毕竟，古巴是冷战时期苏联和美国对抗的最具战略意义的地点之一。如果远程导弹留在古巴，苏联将有能力核打击美国的主要城市。相反，苏联撤回了它们。美国现在可以将其间谍飞机和卫星派往世界其他地区，因为它正在建设其覆盖全球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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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下的背叛



1967年10月，首席准尉约翰·沃克驾驶他的红色MG敞篷车从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前往华盛顿特区。他将车停在国会大厦附近G街和第六街附近的一个电话亭旁，大约半英里远，换上了一件运动外套，然后叫了一辆出租车送他到第十六街1000号街区。当他到达这个街区时，他走到西北第十六街1125号，那是一座庄严的灰色老宅。那是俄罗斯大使馆。1

在他溜到另一位先生身后后，他迅速要求见保安。几分钟后，鲍里斯·索洛马京走进门厅，与沃克握手，并护送他到一个私人房间。索洛马京一看到沃克前一天晚上从他办公室偷走的海军KL-47密码机密钥列表，就知道这些材料是真实的。每日密钥列表用于解密通过海军密码机发送的所有消息。沃克告诉索洛马京，他是诺福克的一名值班军官，负责与美国在大西洋的潜艇进行通信。沃克没有隐瞒他的动机：“我是一名海军军官。我想赚点钱，我会给你一些真正的材料作为回报。”2

1968年3月，美国情报部门获悉，在北太平洋中部海底约三英里深处有一艘沉没的苏联潜艇。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潜艇沉没，但最初的想法之一是，“我们如何进入并检索有价值的信息，比如船上的密码材料？”到年底，华盛顿开始讨论获取这些材料的技术可行性。到1969年4月，国防部副部长致信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指示他在中央情报局成立一个工作组来研究这个问题。到 1969 年夏天，中央情报局启动了阿佐里安计划，旨在将潜艇从海底打捞上来。

1968年夏天，美国情报部门制定了另一项技术项目，旨在瞄准苏联在水下的活动。美国海军大比目鱼最初是一艘核动力潜艇，配备了从其平顶发射“雷古勒斯”导弹的能力，后来被改装成间谍潜艇，配备了一个伪装成深海潜水器的减压舱、声纳，以及带有摄像头和视频馈送的悬挂式“鱼”。这艘间谍潜艇最终将参与一项代号为“常春藤之铃”（Ivy Bells）的海军-国家安全局联合行动，以窃听苏联鄂霍次克海的海底电缆。

这三个事件说明了进行情报收集的两种不同方式。一种方法是苏联在间谍活动中使用人力资源；另外两种方法是美国使用技术手段来获取类似的材料。沃克不知道阿佐里安计划或常春藤之铃行动，当这两项海底行动发生时，美国官员也不知道沃克的背叛行为，但这三个故事几乎在同一时间展开，反映了每个国家对情报收集方法的不同侧重。虽然沃克案件是二战后克格勃最成功的间谍活动，而且运行成本仅为一百万美元，但亚速尔项目通常被视为中央情报局的失败，耗资 5 亿美元。3“常春藤之铃”项目在潜艇运作期间每天耗资一百万美元，在罗纳德·佩尔顿于 1980 年左右将秘密泄露给克格勃之前，该项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三集也都发生在缓和时期，即超级大国之间紧张关系缓和的时期，以及苏联和美国谈判削减战略武器的时期。这并不意味着间谍活动的减少。事实上，双方都声称他们的间谍活动有助于核实军备限制的谈判条款。

阿佐里安计划和常春藤之铃行动都利用先进技术帮助美国情报部门扩展了其在全球的影响力——这是成为全球间谍强国的又一步。这两个项目都使用了承包商来购买最好的技术来解决水下技术问题。

约翰·A.沃克，苏联间谍

克格勃不会信任每一个走进其大使馆并主动提出当间谍的美国人。美国情报部门也不信任每一个走过来的俄罗斯人进入美国大使馆自愿从事间谍活动。在业内，他们被称为“不速之客”，从一开始就受到怀疑。双方都必须考虑到，这个不速之客可能是一个“悬摆者”，一个由发起间谍机构控制的双重间谍。沃克可能是一个联邦调查局的陷阱。但索洛马京一看到关键名单并评估了这名海军军官，他就知道自己挖到了金矿。沃克并没有假装有崇高的意识形态原因从事间谍活动。他只是想要钱。索洛马京很欣赏这种坦率。4

获得一个不速之客并不一定是克格勃熟练招募人力资源的例子。克格勃没有招募他，但在他自愿提供服务后，他们巧妙地控制了他，并避免他在十八年内被捕。他自己送上门来，而且他是真诚的，不是安插的。在冷战期间，苏联和东欧集团受益于许多军方人员的擅离职守；应征入伍的士兵（他们大多是男性）薪水很低，而且常常心怀不满。这标志着从早期的意识形态间谍（如原子间谍团伙和剑桥五人组）转向了金钱贪婪。克格勃变成了第二职业。但毫无疑问，这些间谍通常运作良好，因为克格勃知道如何利用人性的弱点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让特工觉得它关心他们的福祉。它的谍报技术降低了间谍被抓的几率。主动投诚者是克格勃招募间谍队伍中的宝贵补充。

沃克的收获

当沃克自愿为克格勃当间谍时，他在美国大西洋舰队的作战总部工作。当时，海军将世界划分为四个地理区域：大西洋、地中海、西太平洋和东太平洋。每个区域都有自己庞大的通信中心，称为海军通信区域主站。每天都有成千上万条混乱的信息从军舰、海军基地、潜艇和间谍卫星传到这些站点。在大西洋上的所有船只都是从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一栋没有窗户的建筑里运行的，沃克在那里工作。值班军官在解密信息后阅读了潜艇和岸上之间的每一条通信信息。在 20 世纪 60 年代，海军仍然使用高频无线电传输。5

KL-47密码机的设置是非常有价值的秘密，但要读取消息，需要实际的机器。由于机器已经过时，因此每天都需要手动更改设置。沃克选择那个型号是因为钥匙清单上盖着“最高”的章“秘密”，这样就更难追溯到他的办公室。这个样本旨在激起克格勃的兴趣。6

在沃克离开他在大使馆与克格勃官员的第一次会面之前，他们说他们将在两周内安排另一次私人会面。为了确保他安全离开大使馆而不被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人员抓获，沃克被乔装打扮成穿着一件超大号的外套和帽子，并被塞进一辆苏联大使馆汽车的后座底部，夹在两名克格勃官员之间，然后迅速离开了大使馆。当汽车开到足够远，司机确信没有被跟踪后，他们让沃克下了车。7

在下一次会面中，索洛马京告诉他，他们的一名官员将在弗吉尼亚州北部郊区的一家 Zayre 购物中心前与他会面，以确定薪水，描述秘密地点，并取回一份他可以提供的文件清单。当沃克与他的新案件负责人尤里·林科夫会面时，他带来了 KW-7 密钥列表以及技术手册；对手现在可以阅读战术情报——每天数千条信息的实时情报。林科夫警告沃克不要大手大脚地花他每月 4,000 美元的新工资，也不要告诉他的妻子他的新间谍工作。他还告诉沃克，这将是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最后一次私人会面。相反，克格勃将与他沟通，并使用华盛顿特区地区的秘密地点传递秘密材料。8

秘密地点是一种非个人化的沟通方式，不需要与间谍的联络人进行危险的私人会面。相反，秘密材料、指示或金钱被存放在预先确定的秘密地点。这也是一种典型的克格勃方法。少校。根将军。奥列格·卡卢金（Oleg Kalugin）在沃克走进苏联大使馆时驻扎在那里，他花了“无数个小时”来计划秘密投递，在他帮助处理沃克的两年里，没有一次“投递出错”。9这也是沃克能够为苏联从事间谍活动这么长时间而没有被抓到的部分原因。

在 Zayre 百货商店的会面中，沃克被告知了下一次投递的时间和确切地点。在那里，他会存放他的材料，并在下一次投递时收取金钱和指示。卡卢金和林科夫花了几个小时在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偏远地区搜寻合适的投递地点；这些地点必须偏远且易于到达。起初，他们向沃克提供了详细的书面指示和地图；后来，他们提供了一张照片。起初，沃克在树林里的投递地点运送装满文件的垃圾袋。在沃克投递之后卸下货物并取走他的钱后，他会留下一个标志，表明他已经完成了投递。通常他会放一个X在电线杆上。在沃克放下东西后大约十五到三十分钟，林科夫会找到X并前往投放地点取回材料。然后林科夫会在另一个电话杆上留下一个X沃克会看到它，知道他的材料已经被取走了。然后他会开车回家。10

1968年1月，在沃克向苏联人运送物资几个月后，朝鲜人俘获了美国海军通信船，即“美国海军舰艇”号。普韦布洛，在朝鲜海岸附近。当他们登上船时，朝鲜士兵扫射子弹，杀死了一名船员，并打伤了更多人。一些情报官员怀疑，这艘船被俘是为了窃取沃克提供密钥列表的密码机。似乎确实有一台KW-7机器在像其他密码设备一样被销毁之前从船上被取走。这可能是应苏联的要求做的。显然，在俘获间谍船的两天内，朝鲜人就派了一架飞机到莫斯科，运载了792磅的货物。克格勃还派了一队情报专家到朝鲜的元山港。现在，国家安全局意识到苏联人拥有了这台机器。然而，美国国家安全局并没有停止使用这种广泛使用的机器，而是简单地对其进行了修改，并每月用新的设置更改密钥列表。唯一的问题是，沃克不断向苏联人提供最新的设置。11

沃克的收获使苏联人能够阅读所有关于海军事务的信息。苏联获得的最能说明问题的信息之一是美国用于使潜艇静音的技术。这包括发动机缓冲设备，以减少通过船体的振动。他们能够从材料中了解到美国潜艇有多安静，以及嘈杂的苏联潜艇使得美国很容易跟踪它们。苏联采取的第一步是将潜艇藏得离家更近，这样它们就更难被追踪。很快，声纳操作员开始抱怨说，他们直到苏联攻击潜艇就在他们身后时才注意到它们。事实上，东芝向苏联出售了被禁运的计算机引导的铣床，以使螺旋桨叶片更光滑、更安静。12

沃克偷窃的材料数量之大令人震惊。奥列格·卡卢金回忆说，他筛选了“成堆的材料”，翻译了紧急的内容，并将这些信息立即用电报发往莫斯科克格勃总部。在他学会如何使用米诺克斯相机后，沃克交付了许多胶卷，里面有秘密文件的照片，并将它们藏起来在可口可乐罐的投放点。沃克交出了美国大西洋舰队的作战计划。结果，苏联人提前了解了美国的海军演习，而海军上将们对苏联军舰出现在秘密演习中感到非常惊讶。卡卢金和他的同事们对沃克窃取绝密文件并将其塞进衣服或公文包中，或拍照并直接走出海军基地是多么容易感到“惊讶”。13沃克后来会打趣道：“K mart 商店的安全措施都比美国海军好。”14

与此同时，沃克赚了很多钱。他和妻子以及四个孩子搬进了一套更好的公寓。他的妻子挥金如土，装饰房子并购买新家具。如果同事问他的钱从哪里来，沃克就说他的酒吧生意很好。事实上，他需要钱的原因之一是为了摆脱酒吧生意的债务。他买了一艘帆船，周末和他的朋友们一起航行。很快他的婚姻就岌岌可危了；他的妻子开始酗酒，他们离婚了。15

在他开始为克格勃从事间谍活动几年后，沃克搬到了圣地亚哥，在那里他接触重要绝密材料的机会减少了，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他没有亲自进行间谍活动，而是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招募他的朋友和家人。1973年，沃克结识了杰里·惠特沃思（Jerry Whitworth），他是圣地亚哥一所无线电学校的海军士官，并通过告诉他这些机密材料将运往以色列，招募他当间谍。161976年退休后，沃克招募了他的哥哥亚瑟和他的儿子迈克尔，迈克尔在1983年开始从事间谍活动时年仅20岁。

与此同时，1984年秋天，沃克的妻子向联邦调查局波士顿办事处报告了她丈夫的间谍活动。起初，联邦调查局官员并不相信她，因为她打电话时喝醉了。但联邦调查局将信息转移到弗吉尼亚办事处，他们策划了一个行动方案。

虽然沃克只在美国本土与克格勃亲自会面过两次，但他与克格勃的联系人在奥地利维也纳会面过几次，那里是克格勃间谍最喜欢的地方。在1985年1月19日的一次会面中，沃克交出了一个装满未冲洗胶卷的袋子，里面有海军机密，他的俄罗斯联络人给了他一个装在信封里的详细指示，用于1985年5月19日计划在马里兰州罗克维尔进行的秘密传递。17

5月19日星期天，中午刚过，沃克离开了他在诺福克的家，驱车四个小时前往华盛顿和马里兰州的郊区。他没有注意到去罗克维尔的路上有任何监视，并且急于检查进入华美达酒店放松一下。相反，他进行了一次试运行，以找到秘密交接地点，因为这些地点有时很难在偏远的农村地区找到。

在酒店梳洗一番并吃了一顿牛排晚餐后，沃克驾驶他的面包车前往普尔斯维尔，距离波托马克河岸几英里，在那里他在路边发现了一个空的 7-Up 罐。这是克格勃联络员在该地区准备进行交换的信号。当他沿着道路行驶五英里时，他放下了自己的 7-Up 罐，以表示他已准备就绪。然后他继续前往投放点，将他那包含 129 页机密材料的包裹，用白色塑料垃圾袋包裹起来以防雨淋，放在一个电线杆附近。他将包裹藏在一个棕色纸质杂货袋的底部，上面放着肥皂包装纸、一个空的健怡可乐瓶、一个旧的酒精擦拭容器和一个旧的棉签盒。与此同时，克格勃在几英里外留下了一个用塑料包裹的现金包裹，供人取走。18

一切进展顺利，直到他放下包裹。但是当他到达苏联的投放点时，他找不到包裹好的现金。当他回到他的投放点时，他的物资不见了。他开车返回酒店房间，感到困惑和担忧，因为联邦调查局没有逮捕他。

联邦调查局没有当场抓住他，而是收集了证据，并制定了一个计划，引诱他离开房间。凌晨3:305月20日星期一，前台打电话到他的房间，告诉他发生了一起事故。有人撞了他的面包车。前台服务员告诉他尽快下楼到面包车那里。作为一名私人调查员，沃克很可疑，在开门前偷偷摸摸地四处查看。然而，当他走向电梯时，两名联邦调查局特工出现，用枪指着他的脸。游戏结束了。19

约翰·沃克被判犯有为苏联从事间谍活动罪，并被判处终身监禁，他的哥哥亚瑟也是如此。他的儿子被判处 25 年徒刑，以换取认罪协议，他将在协议中提供其间谍活动的细节，并指证杰里·惠特沃思，后者被判处 365 年监禁并处以巨额罚款。20

沃克间谍团伙是冷战时期苏联对美国进行的最具破坏性的间谍活动之一。重新叛逃到苏联的叛逃者维塔利·尤尔琴科在沃克被定罪后评论说，“克格勃认为沃克-惠特沃思行动是其历史上最伟大的行动，甚至超过了原子间谍行动20 世纪 40 年代。” 苏联不仅可以开发更安静的弹道导弹潜艇，而且这些信息还使他们能够破译“超过一百万条”解密的秘密信息。当然，从沃克间谍团伙收集的情报造成的最大损害是，如果冷战变成热战，苏联将占据上风，其结果将对美国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此外，苏联收集的信息威胁到美国在全球的霸权。21

TheHalibut间谍潜艇发现一艘沉没的苏联潜艇

当约翰·沃克于 1968 年为苏联开始他的漫长间谍生涯时，詹姆斯·F.海军首席水下间谍小布拉德利开始酝酿大胆的计划，以进行针对苏联的水下战争。布拉德利于 1966 年在海军情报办公室正式担任水下作战助理一职。他上任时，正值海军利用美国在先进技术方面的优势，并将其应用于水下情报领域。正如技术被开发和用于地下（隧道）和空中（U-2、Oxcart 和间谍卫星）以弥补人类间谍的不足一样，技术努力也开始转向水下。22

布拉德利大胆计划的第一个催化剂出现在 1968 年 3 月，当时苏联失去了一艘苏联 Golf-II 级柴油潜艇 K-129，该潜艇位于夏威夷西北约 1500 英里处的海底 16500 英尺处。这艘潜艇从位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俄罗斯海军基地驶向太平洋中部，执行例行侦察任务。这艘 1750 吨的潜艇携带了三枚 SS-N-5 核弹道导弹，每枚都装有一个百万吨级的弹头，此外还有密码材料和 98 名船员。但是潜艇消失了。在徒劳地监听了 24 小时潜艇的迹象后，苏联海军派出了十几艘船只，这些船只在狂风、暴风雪和 45 英尺高的海浪中挣扎着寻找它。苏联人无法找到他们失踪的潜艇。23

然而，美国已经注意到这支由舰船和潜艇组成的舰队在该地区侦察，并确定了一些粗略的坐标；他们正确地推断出他们的竞争对手正在寻找一艘失踪的潜艇。而美国海军拥有苏联海军所没有的东西：声音监视系统（SOSUS），这是一个用于分析声音的全球水下听音器网络。

到 1958 年，美国海军已经安装了一个水下听音器系统，固定在海底，从加勒比海延伸到大西洋的新斯科舍省，以及太平洋沿岸的加利福尼亚和夏威夷。这些水下耳朵可以听到潜艇的独特声音，例如螺旋桨、冷却系统或柴油-电力发动机。24

在通过击沉一艘舱口打开的旧二战潜艇进行模拟试验后，美国海军获得了一个样本声音。通过西海岸的水听器，他们发现了类似的声音，并在 1968 年 5 月找到了苏联潜艇。

1968 年潜艇间谍战的第二个重大发展，在布拉德利的命令下，是将携带和发射“雷古勒斯”导弹的核潜艇“美国海军”号改造完成。大比目鱼变成了一艘间谍潜艇。布拉德利给了美国海军首席科学家约翰·P。克雷文 7000 万美元来改造它；现在可以部署了。

克雷文加入了海军的深潜小组，以分析潜艇如何能够比 1,000 到 1,500 英尺更深地潜水，这是潜艇在深海中承受极端水压而不内爆的平均深度。海军选择克雷文负责这个项目，因为他成功地完成了北极星号，一艘核动力潜艇，担任首席科学家，他是一个融合了思想和智慧的特立独行的人。他11岁时完成了高中学业；虽然他没有被海军学院录取，但他获得了康奈尔大学的文学学士学位，加州理工学院的硕士学位，以及爱荷华大学的海洋工程博士学位。他为自己的海军血统感到自豪，并吹嘘自己拥有来自母亲一方的摩尔海盗和联邦军舰的血统特库姆塞号来自他父亲的一方。他最终成为了深海潜水系统项目（DSSP）的负责人，该项目是为了潜入海底，营救潜艇人员，并找回像迷路的苏联洲际弹道导弹锥体这样的材料而创建的。25

当克雷文获得7000万美元将美国海军的USS大比目鱼改造成间谍船时，他是少数几个喜欢该船的人之一大比目鱼的奇怪设计和功能。为了发射雷格勒斯导弹，它的顶部像大比目鱼一样平坦，但相似之处仅限于此。相反，它顶部有一个巨大的隆起，可以打开成一个“巨大的鲨鱼嘴舱口，是最初导弹机库的一部分”。在工程师们追求极致安静的时代，它发出的噪音很大，而且它的形状使它成为核动力舰队中流体动力性能最差的潜艇。然而，对于克雷文来说，这个三层楼高的巨大空间延伸五十英尺长，攀升三十英尺高，这将使他能够创建他梦想中的间谍实验室，包括一个数据分析室、一个暗室和一个由巨大的 Univac 1124 占据的计算机室，里面有闪烁的灯光和卷盘式磁带机。他将这个带有巨大舱口的隆起命名为“蝙蝠洞”，这是一个真正的技术性的詹姆斯·邦德电影，让人联想到一位博士。没有风格的藏身之处。26

这艘新的潜水器将配备一系列情报收集技术，如摄像头、声纳设备、电子设备和录音机。27克雷文还开发了铝制“鱼”，它们可以在深水中游动，配备电池供电的频闪灯眼睛、声纳胡须和作为鳍的舵。从蝙蝠洞延伸到海底的一根电缆拖着铝制鱼，每条鱼的成本为 500 万美元。28

1968 年夏天，克雷文从“中放下了带有悬挂摄像头和灯光的粗钢缆大比目鱼到海底寻找苏联潜艇。早先寻找苏联导弹残骸的任务失败了，但这次大比目鱼的相机拍摄到了失踪的潜艇。照片显示了三个导弹发射管，其中一个完好无损地位于潜艇的前部和中部、指挥塔围壳以及一名水手的骨骼。潜艇的尾部与中部和中间部分分离。这项代号为“天鹅绒铁拳”的摄影项目最终向海军和五角大楼发回了 22,000 张照片。29

但海军和中央情报局想要的不仅仅是照片。在获得这些照片后不久，这两个部门就制定了计划，以找回沉没潜艇上的物资，如弹头和储存在水密保险箱中的密码材料等技术。承诺的内容将揭示有关苏联战略能力的宝贵信息。

布拉德利经常在克雷文位于五角大楼内环深处的秘密办公室与他会面。他们躲在三道门后，讨论着如何获取潜艇上的材料。他们提议使用潜水器接近沉没的潜艇，并通过爆炸在船体上炸出一个洞，以便获取诸如包含密码本的保险箱、爆裂发射器和接收器以及核弹头之类的材料。30





进入中央情报局

与此同时，国防部长帕卡德于1969年4月致信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要求他组建一个工作组，研究获取沉没潜艇上材料的技术可行性。尽管中央情报局没有进行潜艇间谍活动的经验，但它已经成功完成了重大的技术情报壮举，包括使用U-2间谍飞机、Oxcart超音速间谍飞机和间谍卫星进行高空侦察。

最初，赫尔姆斯不愿开展新的海洋工程，正是因为中央情报局在间谍飞机和卫星方面有经验，但在间谍船方面没有经验。此外，虽然他欣赏技术收集方法，但他认为卫星和传感器永远无法取代人类间谍，以此来了解敌人的意图。31尽管如此，他还是将帕卡德的请求转交给了中央情报局科学技术局（DST）的新任副局长卡尔·达克特，让他调查中央情报局将如何处理沉没的潜艇。32

达克特对这个项目充满热情，并要求几个月的时间来组建一个科学家团队来研究这个问题。达克特担任该局局长一直备受争议。与他的前任巴德·惠伦不同，他没有来自著名机构的高级学位和一长串科学出版物。事实上，他甚至没有大学学位，尽管他确实有导弹技术背景。无论达克特在正规科学培训和成就方面有什么不足，他都以“口齿伶俐”弥补了；他“可以向国会推销任何东西”。他还擅长将“技术数据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33

达克特迅速任命约翰·帕兰戈斯基在1969年夏天组建并领导中央情报局工作组，该工作组由来自DST的七名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以评估获取沉没潜艇上材料的技术可行性。帕兰戈斯基是一个相当圆润、英俊的男人，喜欢独自在法国餐厅吃饭，他是一个工作狂，并且已经在理查德·比塞尔的办公室担任中央情报局备受赞誉的U-2、Oxcart和Corona技术项目的项目经理。同事们认为他是一个“奇迹创造者”。在他担任先前项目的项目经理期间，他还与行业合作伙伴建立了宝贵的合作关系。和达克特一样，他也没有技术专业的学位，因为他学的是法律，但他阅读了该领域的书籍，并相信专家会指导他。34

阿佐里安团队提出的最早的想法之一是使用微型潜艇将火箭助推器连接到 K-129 上，将其发射到水面。对于 DST 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来说，他们之前的经验在于飞机、导弹和卫星，接下来他们要做什么并不清楚。达克特，有时被称为“先生”。国会中的“火箭”人士，曾在阿拉巴马州领导一个弹道导弹小组，认为这是“合理的”。正如参与者之一的大卫·夏普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锤子看来，每个问题都像钉子。”他承认他们都“在海洋工程方面毫无经验”。35

中央情报局小组带着另一个想法回来了，即使用所谓的捕获车将潜艇从海底吊起。显然，中央情报局不会自己建造这个装置。相反，帕兰戈斯基决定将其外包，就像他对 U-2 间谍飞机和 Corona 卫星所做的那样。他开始敲国家侦察局的老航空航天伙伴的大门，比如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和洛克希德。事实证明，洛克希德公司的海洋部门知道如何将太空技术应用于深海问题。最后，他在环球海运公司找到了柯蒂斯·克鲁克，他对解决这个问题很感兴趣。36

当克雷文和布拉德利听到这个消息时，他们认为中央情报局疯了，非常反对。据报道，布拉德利说：“哦，不，全能的耶稣基督！”你们都在坦克里！那是一个白日梦！”尽管海军强烈反对，中央情报局的项目还是幸存了下来。37这场冲突让人想起围绕U-2间谍飞机的冲突，以及空军对一种无法投掷炸弹的脆弱飞机缺乏兴趣。最终，中央情报局接管了一个传统上属于空军的飞机项目。在这两种情况下，军方机构都认为他们把本应属于他们的钱输给了一个负责收集人类情报的文职组织。

尽管中央情报局局长兼美国情报委员会成员理查德·赫尔姆斯起初并不支持该项目，但他慢慢地转变了态度，并且像他热衷于该机构使用间谍飞机和卫星一样，对使用创新技术打捞潜艇充满热情。据大卫·夏普说，他“一直敦促科技局突破可能的界限。”他特别热衷于获取潜艇上的密码材料。38

帕兰戈斯基为挽救与海军的关系并提供保护中央情报局来源和方法的一种途径而采取的首批措施之一是创建国家水下侦察办公室（NURO），类似于国家侦察办公室（NRO），后者是为了促进与空军的关系并分享来自飞机和卫星的照片侦察图像而创建的。

帕兰戈斯基打电话给吉恩·波蒂特，他曾在科技局从事导弹制导和电子战方面的工作；当帕兰戈斯基招募他到内华达州从事OXCART超音速飞机项目时，他们成为了朋友。波蒂特曾帮助设计了国家侦察办公室（NRO），帕兰戈斯基想就如何组织它征求意见。波蒂特回答说：“你是说斗争和挣扎吗？”39

1969年8月，达克特将NURO的想法带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40号执行委员会，这是一个包括亨利·基辛格和理查德·赫尔姆斯在内的顾问小组。正如国家侦察办公室（NRO）监督和分发空中侦察一样，NURO也将对水下侦察做同样的事情，他解释说。基辛格告诉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关于NURO和潜艇回收行动；新办公室和精心设计的计划都吸引了他。40

常春藤之铃行动（Operation Ivy Bells）

与此同时，在五角大楼的后屋里，布拉德利开始策划一项新的海军间谍任务大比目鱼一个不仅仅是拍摄一艘沉没潜艇的任务。他想象着在苏联水域底部找到一根通信电缆，以窃听苏联海军最深层的想法。正如 Sherry Sontag 和 Christopher Drew 在《》中写道盲人摸象“如果 Halibut 的携带相机的鱼能找到那根电缆，并且她的船员能够窃听它，那么美国将侵犯苏联保密工作的灵魂。”41对于美国情报部门来说，窃听是最接近于拥有一名人类间谍的手段。

但是海底的通信电缆不会超过五英寸宽，这将是名副其实的“大海捞针”任务。据说布拉德利开始做白日梦，他的思绪集中在他密苏里州河岸边的童年时光。他回忆起看到一些标志，上面写着当船只顺流而下时要注意水下电缆。他认为苏联人可能也会在岸边设置类似的标志，警告有电缆。42

除了解决定位电缆的问题外，另一个科学障碍是海洋的深度。潜水员在患上氮麻醉症之前只能潜水约 130 英尺。那个大比目鱼需要一个减压和锁定舱室供饱和潜水员使用，而它的驼峰是隐藏它的完美场所。公开地，驼峰包含一艘深潜救援艇 (DSVR)。

布拉德利决定在西太平洋的鄂霍次克海寻找电缆，因为它们将连接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苏联海军太平洋总部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苏联弹道导弹潜艇基地。1971 年 10 月，他派出了海军少校。“微笑的杰克”麦克尼什和船员一起执行大比目鱼号的首次侦察任务，为电缆窃听项目做准备。当潜艇升起潜望镜接近西伯利亚海岸时，麦克尼什确实在海滩上看到了警告海底有电缆的小标志。船员们使用带有悬挂摄像头的鱼，拍摄了大量的胶卷，最终捕捉到了直径三英寸的通信电缆的彩色图像。他们把证据带回华盛顿特区，交给布拉德利。他们还试图窃听电缆。43

从电缆窃听器获得的磁带随后被发送到美国国家安全局（NSA），通常被称为“不存在的机构”。美国国家安全局位于马里兰州米德堡，与所有情报机构合作进行窃听项目，解密信息并从以太网和水下电缆中收集信号。这种信号收集在情报界被称为 SIGINT（信号情报）。

船上的 SIGINT（信号情报）间谍试图窃取一些信号，但质量很差。当大比目鱼在 1972 年 8 月执行第二次任务时，质量并没有提高。美国国家安全局和海军没有停止任务，而是变得更加坚定；他们“确信情报珍珠”就藏在那些通信电缆中。美国国家安全局认为常春藤之铃（Ivy Bells）是一个优先项目，这有助于证明每天一百万美元的海军开支是合理的。除了派遣潜艇前往太平洋外，在苏联领土上执行的危险任务还需要一架 SR-71 侦察机飞越上空，监视苏联的交通，同时还需要“诱饵”潜艇来分散苏联潜艇对敌方入侵的怀疑。44

阿佐里安计划

随着海军-国家安全局联合项目解决了技术问题，阿佐里安计划却在技术障碍和安全协议上遇到了困难。中央情报局与NURO合作，为阿佐里安计划设置了最高的安全协议。已尽一切努力将数据与其来源分离。当信息要转发给海军、国务院或国家安全局时，上面会盖上带有代码的印章。该安全系统代号为詹妮弗。几乎每个文件夹都标有“詹妮弗”。后来，当该计划泄露给媒体时，它被称为詹妮弗计划，而不是阿佐里安计划。詹妮弗安全系统是以保罗·伊士曼（安全系统负责人）刚刚不幸去世的幼女命名的。45

詹妮弗安全系统只是该项目的一种方式隐藏和伪装。然而，要伪装一艘顶部带有类似石油钻井架的巨大船只，并用驳船将潜艇从海洋中吊起，需要一些独创性。

有什么比招募隐居、神秘的霍华德·休斯来配合，更好地将项目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呢？通过他的律师，休斯同意允许环球海洋公司和中央情报局以他的名字作为该船的掩护。它将被命名为休斯·格洛玛探险者号 (Hughes Glomar Explorer)并将伪装成一艘深海采矿船。环球海洋公司花了五年时间才使这艘船和驳船准备好在太平洋中部采取行动。

想象一下，试图用五个钢爪，连接到一个巨大的起重机式装置上，从太平洋海底三英里（几乎是金门大桥的两倍长）的地方，吊起一艘重达1750吨的苏联潜艇。为了到达潜艇并抓住它的中部，这个装置必须从驳船上降下来，并与强大的水流、巨大的压力和深水的黑暗作斗争。这是中央情报局的阿佐里安计划，由中央情报局科技处在环球海洋公司和其他行业承包商伙伴的支持下进行。

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水下窃听器

当“亚速尔计划”因成本超支和面临取消的威胁而进展缓慢并最终失败时，“常春藤之铃行动”克服了许多技术难题。由于早期的磁带只记录了“嘈杂的刺耳声”，而不是清晰的词语，美国国家安全局联系了一位海军-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技术专家约翰·阿诺德，他被要求组建一个窃听间谍团队来帮助破译信号。

他们共同创建了先进的系统来捕获信号。虽然早期的磁带记录了多个重叠的声音，但他们成功地过滤了信号过程，从而录制了单个声音。他们的第一批录音中，有一段是一位海军上将在一根线上与他的妻子交谈，在另一根线上与他的情妇交谈。该团队在潜艇的海图室里安顿下来。他们使用了70%的现成制造设备，而不是军用级别的，使用模拟系统而不是数字系统。他们接线、焊接、调整、排除故障、校准和担心，直到它工作为止。当他们启程前往鄂霍次克海执行第三次任务时，船上还有一台惠普1730计算机，与无线电设备连接。46

发现

与此同时，一位名叫西摩·赫什的调查记者嗅到了一项高度机密的绝密项目，该项目存在许多成本超支问题。多年来，他一直在获取有关情报界浪费的线索。这一次，他在弗吉尼亚州北部一家餐厅遇到的一位消息人士告诉他，中央情报局有一艘驳船可以深入海底，抢走一艘失踪的潜艇。到 1974 年初中央情报局听说赫什盯上他们时，休斯·格洛玛探险者号 (Hughes Glomar Explorer)甚至还没有出海。威廉·E.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科尔比竭尽全力压制赫什，赫什“把他吓得半死”。他成功了一段时间，直到《洛杉矶时报》的杰克·安德森Los Angeles Times因为休斯苏玛办公室发生了一起闯入事件，并发现了揭示该秘密项目的文件，所以听说了这个故事。1975 年 2 月 7 日，安德森抢在赫什之前报道了这个故事。安德森认为中央情报局无权掩盖一个“失败的项目”，尤其是一个耗资 3.5 亿美元（后来的估计为 5 亿美元）的项目。47

这个项目当然看起来像是一个失败的项目，因为一旦休斯·格洛玛探险者号 (Hughes Glomar Explorer)1974 年夏天，“”号驶向太平洋中部，捕获车辆的两个爪子在试图将潜艇从海底抬起时断裂。它只带上来部分潜艇，然后潜艇像海洋中的“Alka-Seltzer”一样“溶解”了。48

赫什和安德森并不是唯一挖掘隐藏在公开掩盖故事中的严密保护的秘密的外人。奥的斯·G.来自纽约的众议院民主党议员派克正在领导一项更广泛的调查，调查中央情报局和所有其他三个字母的实体是否存在滥用和浪费行为。与他更著名的同行弗兰克·丘奇不同，丘奇也在领导一项对情报滥用行为的大规模调查，派克对成本效益分析感兴趣。“他们从收集的大量信息中获得了多少用处？”他问道。49派克的报告是少数调查潜艇间谍活动的报告之一。它揭示了围绕高科技水下间谍活动及其危险的神秘面纱。他记录了海底尾矿和碰撞事件。50

秘密泄露并不令人惊讶。中央情报局官员认为它迟早会泄露。毕竟，有1800人知道这个项目。不仅间谍机构的官员知晓这个公开的秘密，而且两大承包商，Global Marine，的设计者Glomar Explorer，以及捕获车辆的设计者洛克希德导弹与航天公司也知晓。51

更糟糕的是，2014年发布的文档显示，由于时间限制，该项目未经测试，因此只有20%到40%的成功几率。虽然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其1972年的审查中认为它有30%到40%的成功几率，但到1974年准备发射时，这一估计增加到40%。52

像常春藤之铃一样，阿佐里安计划的大部分发生在美苏缓和时期，这是为了缓和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做出的尝试。1969年，理查德·尼克松上任后，决心将缓和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中心。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也寻求谈判，而不是对抗。在1972年莫斯科峰会期间，尼克松和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签署了一项协议，限制战略武器并减少海洋事件。该协议的主旨是“避免军事对抗，防止核战争爆发”。53

缓和并不意味着间谍活动停止或放缓。约翰·沃克案、常春藤之铃行动和阿佐里安计划表明，间谍活动仍在不受惩罚地进行，双方都利用各自的优势来做到这一点。国家安全委员会在1972年对阿佐里安的审查中考虑了缓和问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常驻苏联问题专家赫尔穆特·索嫩费尔特评论说：“缓和不会终止相互情报行动，目标国会认为这些行动令人厌恶，而搜集国则认为至关重要。任何希望利用侦察行动的国家都可以引用目前正在进行的空中、水下和高空项目。”54

即便如此，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0届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基辛格还是主持了关于阿佐里安计划（如果存在关于常春藤之铃的讨论，则尚未公布）对美苏关系的影响的讨论。阿佐里安计划的项目经理认为尼克松的缓和政策可能会破坏该项目。

尽管国务院和海军的一些人在委员会中反对继续阿佐里安计划，但基辛格非常支持中央情报局继续该计划的愿望。令人惊讶的是，在第一次打捞潜艇的尝试失败后，基辛格更加支持第二次尝试，代号为斗牛士。

1974年6月5日，当40委员会在白宫开会时在作战室决定是否继续阿佐里安任务时，背景是危及尼克松珍视的缓和外交政策，以及最近的水门丑闻的污点。基辛格问总统是否愿意冒着与苏联关系的风险，以实现一次“情报政变”。他考虑了反对该项目的论点，并得出结论，认为“道德”问题是对该项目最强烈的反对。他甚至试图猜测苏联人如果发现打捞工作会作何反应。基辛格打趣道：“如果苏联人发现了这个项目，他们会不会说‘孩子们就是这样’，还是会说‘你们这些肮脏的混蛋’。”55

根据威廉·科尔比的说法，他们知道他们手里拿着一个可能威胁缓和的“烫手山芋”。但基辛格始终“完全支持”该项目，并认为这是科尔比的“业务[; . . . ”]“这是他的问题，这是他的钱。”56无论委员会对阿佐里安计划被发现后可能产生的任何政治影响有什么顾虑，他们都克服了这些顾虑，并决定继续该项目。

1975年3月19日，在杰克·安德森的第二天Los Angeles Times广播报道和西摩·赫什的当天纽约时报关于阿佐里安计划的文章，詹姆斯·R。施莱辛格，时任国防部长，于上午11:20在内阁会议室与杰拉尔德·福特总统以及威廉·科尔比会面，讨论如何处理这些报道。由于科尔比已经确认了该项目，但没有提供任务的任何细节，他们决定就此打住。但科尔比不想再发生U-2事件。他不想迫使苏联做出回应。57

施莱辛格认为“事件……”一项重大的美国成就。” “这次行动是一个奇迹——在技术上，以及在保持机密方面，”他说。尽管爪子无法打捞起沉没的潜艇，但这次行动无疑是一项技术奇迹；它成功地汇集了美国最优秀的工程师，开发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爪子”，用于吊起一艘非常重的潜艇。当时，政府也准备为该项目和昂贵的技术投入大量资金。该项目的工程师大卫·夏普认为，“阿佐里安”是“有时被描述为冷战时期中央情报局科技局的技术傲慢的最引人入胜的例子”。58无论是技术奇迹还是技术傲慢，该项目都展示了美国情报部门对技术解决情报问题能力的信心。

虽然阿佐里安计划在进行期间就被记者泄露了常春藤之铃行动保密了大约十年。1980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分析师罗纳德·佩尔顿因缺钱，仅以36000美元的价格向克格勃透露了常春藤之铃行动。尽管鄂霍次克海电缆窃听事件被曝光，但海军和国家安全局一直窃听其他海底电缆，直到冷战结束。

就像之前的沃克一样，佩尔顿这个人为来源，将美国自诩的技术出卖给了苏联。就像1962年的U-2间谍飞机事件一样，阿佐里安计划被曝光并威胁到美苏关系。就像之前和之后为间谍活动而创造的技术一样，“亚速尔人”确实是一项技术奇迹。但就像之前和之后的所有技术奇迹一样，它既昂贵又奢侈。正如安德森所描述的那样，即使“亚速尔人”是一个“浪费钱的项目”，SOSUS、常春藤之铃和其他水下技术也为美国成为全球间谍力量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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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纳的技术转向



最终让一位海军上将改变中央情报局进行间谍活动方式的电话，是在1977年2月2日星期三下午4:30打来的，当时斯坦斯菲尔德·特纳正坐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巨大的墨索里尼风格的办公室里，担任北约南翼的指挥官。

特纳海军上将的助手告诉他，刚刚接到来自华盛顿特区的安全电话。当特纳把听筒贴在耳朵上时，他听到国防部长说：“总统想明天在华盛顿见你。你能到这里来吗？”特纳说他可以。几个小时内，他拿起妻子收拾好的包，乘坐海军飞机飞往巴黎，然后登上协和式飞机，以两倍于音速的速度飞行，在三小时五十五分钟内抵达华盛顿特区——及时赶上与总统的神秘会面。1

吉米·卡特对特纳并不陌生。虽然特纳不记得他在海军学院的日子，但他曾在1971年他们班级25周年聚会上见过他，当时卡特是佐治亚州州长；他觉得他热情而真诚。几年后，曾在安纳波利斯之后成为罗德学者（Rhodes Scholar）的特纳邀请卡特在海军战争学院发表演讲，他在那里担任院长。

当特纳到达椭圆形办公室时，卡特以同样热情的方式迎接他，正如他回忆起他们早期的会面一样。在赞扬了他的成就之后，卡特直奔主题：“斯坦，我正在考虑让你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作为一名海军军人，特纳感到惊讶，因为他原本期望得到一份军事事务方面的工作。他不是卡特的第一选择。西奥多·索伦森，约翰·F。肯尼迪的演讲稿撰写人，但他在国会的抵制下退出了。现在特纳正在与另一位军人，将军竞争。伯纳德·W.罗杰斯，陆军参谋长。2

特纳是一个“冷淡而和蔼”的中等身材男子，3灰白的头发际线处有一个美人尖，体格健壮，蓝色的眼睛很突出。自从海军学院以来，他就一直与海军联系在一起，被认为是他们中最优秀、最聪明的人之一。接到电话时他五十三岁，准备用便装换掉他的海军蓝制服，没想到会披上斗篷和匕首。即便如此，他还是接受了这个职位。

和卡特一样，特纳也迷恋技术。他在海军中体验过成功的技术情报收集，并希望在中央情报局加强这些技术。尽管中央情报局在间谍飞机和卫星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与其他军事情报机构和国家安全局不同，他们的官方任务实际上是利用人类收集情报。然而，中央情报局在进行人为项目的同时，也开展了技术项目。之前的领导人从未计划在加强技术收集的同时取消人类情报项目。但特纳将改变这一进程。

特纳于 1977 年春天被任命，当时中央情报局仍在从丘奇委员会听证会的披露中恢复过来。许多滥用行为涉及科学和技术，如 LSD 实验和电子监控，但秘密行动也受到抨击。事实上，杰拉尔德·福特已经宣布暗杀为非法。其他问题也困扰着这个四面楚歌的机构，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头重脚轻、老化的官僚机构。

万圣节大屠杀

为了回应卡特关于改革的呼吁以及关于该机构的内部报告，特纳开始解雇工作人员或让他们提前退休。一些对这种前所未有的改组的估计高达数千人被淘汰，但特纳声称只有 820职位（不是人）被淘汰，主要是通过自然减员，147人提前退休，只有17人被实际解雇；但这仍然占劳动力的20%左右，而且是在短短两年内完成的。大多数解雇通知和提前退休都给了秘密行动人员，他们在越南战争期间人数激增，并在丘奇委员会听证会上受到抨击。4

除了他对秘密情报部门的摧残之外机构，特纳让人们离开的方式让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感到恼火。他要求人事部门将解雇方式电脑化，并使用电脑化的个人资料和公式来淘汰资深人士，为年轻的女性和男性腾出空间。特纳天生不是外交家，他只是给工作人员发了一份影印的备忘录，通知他们在1977年10月31日万圣节被解雇。结果，很少有人喜欢他，每个人都害怕他。一位前助手在万圣节大屠杀后谈到他时说：“斯坦对秘密情报部门非常怀疑。他对他们基本上的不可控性感到非常不舒服。他不喜欢他们精致的衣服和口音，他们的Cosmos、耶鲁和乔治敦俱乐部。他们根本不是好的水手。他觉得他们带着嘲讽的隐晦。这让他很抓狂。他就是无法抓住这水银般的东西。”5

[image: images]

图 6.1 海军上将。斯坦斯菲尔德·特纳（左）在特纳宣誓就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后，于 1977 年 3 月 9 日与吉米·卡特总统握手。吉米·卡特图书馆

在他的回忆录中，特纳承认解雇信的写作方式是“不合情理的”。但他将其归咎于之前解雇人员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这是一封“突兀的两段官僚主义信件”，结尾是“已经决定不再需要您的服务。”他说他起草了一封更长的信，一封两页的信详细列出了对工作人员服务的感谢和他本人的遗憾，但他的同事出于法律原因劝他不要发送。6

特纳清洗行动的一位受害者抱怨说：“收到一个心存感激的政府对所提供服务的感激之情——有时是在海外冒着巨大危险——以两句话的信息形式表达，而没有对过去表现的任何认可，这是侮辱和羞辱。”7特纳的受害者对他的无情解雇感到非常沮丧，以至于他们传播了海军上将在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歌曲中的改编版H.M.S.皮纳福:

我对情报的掌握如此之少

他们向我提供了主管职位

我那用黄铜包裹的橡木脑袋如此粗壮

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8

科技间谍

尽管特纳否认了媒体报道称，通过减少人类，他正在增加技术间谍活动，但毫无疑问，他迷恋技术，并在他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期间一直支持它。在他的回忆录中，他承认，“我确实……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技术系统上。技术系统比人类系统花费的钱多得多，而且一旦国会为像新卫星这样的东西拨款，承诺就确定了；一旦卫星设定好，你就无法修改它。”9

像他之前的杜勒斯一样，特纳非常清楚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地位与间谍活动之间的关系。但与喜欢老式人工情报（HUMINT）的杜勒斯相比，特纳对即将覆盖全球的技术感到陶醉，这将使美国成为卓越的情报超级大国。他吹嘘说，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卓越技术情报能力的国家，需要保护它免受苏联的反击。10

现在我们有了从在整个地球上空飞行的卫星，到在自由空域飞行的飞机，再到秘密地放置在困难目标附近的小型传感器等技术系统，我们正接近一个能够调查地球上几乎任何一点的时间地球表面。 . . .无论如何，我们应该很快就能追踪地球表面上的大多数活动。11

海军倾向于使用大量新技术，特纳的经历反映了其他成为情报界领导者的军人的经历。

1974年秋天，特纳指挥的大型海军舰队从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横渡大西洋。当船只接近挪威海时，他收到一条官方消息，警告说有两艘苏联船只护送。当时，特纳不知道诺福克总部是如何知道苏联的监视的。他后来得知这是通过卫星侦察获得的。当时，即使是舰队指挥官也被蒙在鼓里。

事实上，间谍卫星早在1972年的战略武器限制谈判（SALT I）期间就已经正式公开了。它们被称为“技术核查手段”，苏联和普通美国人都知道它们。卡特在使用间谍卫星方面非常开放，因为他想让美国人知道他需要这些卫星来核实他的核军备控制条约，SALT II。12如果苏联人知道自己正在被监视，他们是否能够伪装任何违规行为，这一点尚不清楚。然而，仅仅是被观察这一事实，就预计会使他们更加顺从。

然而，根据间谍卫星摄影和电子监听设备的信息，苏联有时确实违反了该条约。1979年，美国探测到一个弹道导弹基地和一个反弹道导弹基地。13卫星擅长发现某些类型的活动，通常与核武器等军事能力有关，但无法确定意图或进入人类的头脑，甚至无法在后几年阻止恐怖袭击。

然而，在特纳看来，人类情报是有缺陷的，因为人类对同一事件有不同的看法。当迦勒被派去执行“窥探迦南地”的任务时，他带回了关于一块“流着奶与蜜”的土地的报告，但其他人回来时发现这块土地“吞噬了那里的居民”，并且居住着可怕的巨人。相比之下，他认为技术只是记录事实和信息，而不会扭曲人类的感知。14

人们对特纳对技术的新强调反应强烈。一位西欧外勤人员“哼”了一声说“还没有发明出可以读取思想的技术。”他认为必须“培养信息来源并收集人类情报……以便政治领导人[能够]回答诸如“谁将按下按钮——以及何时？”之类的问题。”15

特纳认为电子拦截是了解人们意图的好方法。例如，如果美国拦截到外国间谍口头计划，那么对话的文字记录比经过过滤的二手报告更可靠。16

尽管特纳对技术情有独钟，但他意识到分析大量获取的信息是很困难的。他认为这是一个需要迎接的挑战，而不是一个弱点。1979年，在情报官员协会前成员面前，他承认：“我们现在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评估和利用我们能够收集到的这些信息。”17

在20世纪70年代，技术情报总体上正在超越人工情报。虽然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开发了技术项目，但技术进步逐年加速了技术收集的量。几十年来，数字各不相同，但大多数分析师估计，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只有约13%的美国情报来自人工来源，而83%来自技术情报。另一项来源估计，只有5%的美国情报是由人工来源收集的。18

与特纳对卫星摄影力量的玫瑰色眼镜观点不同，一份先前绝密的报告显示，中央情报局自己得出结论，卫星摄影在收集1973年10月阿以战争等国际危机的情报方面毫无用处。这份未注明日期的报告的开头写道：“由于收集系统的限制，照片情报（PHOTINT）通常在国际危机期间产生的直接价值信息很少。”19

伊朗革命与中东

奇怪的是，尽管特纳提倡技术情报，但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曾在1977年10月27日特纳本人在兰利中央情报局总部举办的晚宴上向官员抱怨说，“情报部门已经允许其人工情报……由于越来越重视技术情报，收集政治数据的技能有所下降。”20

但几周后，当政治情报彻底崩溃时，吉米·卡特斥责了布热津斯基以及国务卿赛勒斯·万斯和特纳，因为他没有被告知伊朗正在发生一场革命。街上发生了骚乱，沙阿·巴列维不得不对他的国家实行军政府统治。

在布热津斯基抱怨缺乏政治情报的几周后，卡特在1978年11月寒冷的一天写了一张手写便条，抬头写着“致赛勒斯、兹比格、斯坦”：“我对政治情报的质量不满意。”他希望他们在一份报告中向他提供美国在世界各地的“资产”评估，而且他希望尽快得到。21但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在伊朗没有情报来源。此前曾达成一项默契协议，即沙阿负责国内事务，中央情报局获准在伊朗北部安装针对苏联的技术监听设备。中央情报局安装了遥测、电子和通信监控设备，以监控苏联导弹。

三个月后，1979年2月，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从他在巴黎的流亡地返回伊朗，领导了推翻沙阿的运动，建立了一个伊斯兰的、反美的革命国家。在他上任仅仅八个月后，伊朗学生和武装分子占领了美国大使馆，扣押了六十多名外交官、海军陆战队员和工作人员（包括三名中央情报局人员）作为人质。

由于在伊朗没有特工，美国情报部门不得不依赖技术情报，而技术情报无法预测革命和人质危机。即便如此，人质营救任务还是试图利用最新的军用飞机技术来抓捕人质，而不是利用外交手段。两架直升机坠毁，造成八名军人死亡，但人质最终获救。22事实证明，华盛顿在释放人质的谈判中占据优势，因为它能够解读伊朗和阿尔及利亚的弱加密通信，阿尔及利亚当时是中立的调解人。两国都购买并使用了 Crypto AG 经过篡改的加密机，而美国可以破译这些机器。正如在第8章中详细介绍的那样，该公司由中央情报局和西德情报机构联邦情报局（BND）所有。事实证明，中央情报局在伊朗的窃听能力比媒体在2020年披露 Crypto AG 的能力之前所承认的还要强。23

在加拿大驻外大使馆避难的六名人质在一部电影中，房屋被一次渗透行动所拯救，这部电影现在因电影而闻名阿尔戈，这部电影是根据托尼·门德斯关于同一主题的书改编的。24这部电影是为了美化中央情报局在利用人类方面的表面成功。然而，这次救援任务是将技术情报和人工情报相结合的一个例子。即使它不是通过人工来源收集信息的情况，它也涉及到使用人类将人们从囚禁中解救出来。然而，这次行动使用了由中央情报局技术服务办公室（OTS）的伪装大师门德斯开发的伪装。

伊朗危机并不是技术情报未能预测或单独帮助解决的唯一中东问题。正如世界在几十年后，在美国本土发生9/11恐怖袭击后所发现的那样，美国的技术间谍手段并不适合根除恐怖主义。

罗伯特·贝尔是中东和印度（1976-97）的一名长期案件负责人，他对华盛顿的空中间谍心态感到非常沮丧：“理论是，卫星、互联网、电子拦截……会告诉我们所有我们需要知道的关于我们国界之外发生的事情。”他们认为欧洲和中东的盟友会处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服役期间，贝尔目睹了其特工甚至许多案件主管的系统性流失。中央情报局认为，运营特工“变得太麻烦了”。特工们并不总是行为得当，而且他们“不符合美国对世界应该如何运转的道德观”。25

在贝尔在中央情报局的面试过程中，来自中央情报局行动部门的招聘人员仍然是老式人工间谍的坚定信徒，这反映了该机构内部在技术情报的支持者和那些支持人工情报的人之间的分歧。贝尔的导师斯科特告诉他，“卫星和拦截无法看穿别人的脑袋。你需要一个人来做这件事。特工和他们窃取的秘密是美国情报的皇冠上的宝石。这才是情报业务的真正意义所在。”26在印度和中东巡回演出期间，贝尔招募并管理特工，并且也成为人工情报的坚定信徒。但他不仅仅使用金钱、意识形态、妥协或自我来招募特工；他还利用共同利益。他学会了打猎，以便与他想招募的猎人一起出去玩；他还和俄罗斯人一起滑雪。当他在印度活动时，他手下有九到十五名特工。27

贝尔在中东国家运作了他最成功的特工之一，他不允许命名。这位高级军事官员想为美国工作，因为他热爱这个国家。他去芝加哥拜访了一个兄弟，并告诉他他想为美国做间谍。该资产直接走进联邦调查局办公室并自愿提供信息；然后联邦调查局将他转交给中央情报局。他提供了包含最新苏联技术的手册，为美国节省了 50 亿美元的导弹系统费用。（当时，中央情报局在中东地区主要针对苏联开展工作。）贝尔还是一个中间人，招募其他特工，因为他认识镇上的所有人。金钱不是他从事间谍活动的主要动机，但他总是觉得不够用。由于他似乎总是无法将汽车从二档换出来，他经常需要更换变速器；中央情报局很乐意为他购买替代品。28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他在国外的巡回访问中，贝尔目睹了行动局（DO）的衰落以及技术的日益使用：“随着行动局的衰落，卫星而不是特工，成为了华盛顿真理的试金石。”对于决策者来说，没有什么比手持一张干净、光亮的黑白卫星照片，用自己的3D观察器仔细观察，然后自己决定它的含义更令人满意的了。他不仅可以不需要分析师，他也可以不需要经纪人。”29

几十年以来，清晰的黑白卫星照片一直是“真理的试金石”，正如古巴导弹危机的故事所表明的那样。他们是约翰·F.的证据肯尼迪需要就古巴的导弹问题做出决定。但在处理像恐怖分子这样混乱的人类情况时，技术情报就显得不足了。即便如此，卡特和特纳所推崇的技术，也帮助美国一跃成为全球间谍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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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全球间谍的火炬



1945年3月，时任英国二战密码破译中心布莱切利园负责人的爱德华·特拉维斯爵士，率领一批密码破译员和海军情报官员离开英国，进行了一次环球通信情报之旅。该小组从英国出发，途经英帝国的热点地区，包括埃及、印度、锡兰、新加坡、香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最后抵达华盛顿特区。这次旅行为战后英美全球通信情报合作奠定了基础。但其直接目标是将英国的资源从欧洲敌人转移到针对日本的太平洋战争，因为欧洲的战争几乎结束，但东方仍在肆虐。遗留下来的那张经过艺术加工的彩色地图显示了 1945 年大英帝国的范围，以及英国如何利用其领土在世界各地设置通信情报站。1

如果我们快进到 2013 年，还有另一张引人注目的地图，显示了世界各地的 SIGINT 站和光纤电缆，但这次是由美国国家安全局绘制的。它本应长期保密，但举报人爱德华·斯诺登获得了它，并将其传递给了记者。就像之前的英国一样，68 年后，美国现在也拥有了覆盖全球的信号情报能力。英国已将全球间谍活动的火炬传递给了美国。

本章讲述了 1945 年英国环球 SIGINT 之旅和 2013 年斯诺登获得的地图之间发生的事情，以将重心和权力从英国转移到美国在全球通信技术方面，从无线电拦截站到卫星拦截站和光纤电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情报部门从坐在英国老师脚下的学生成长为冷战初期全球霸权的 SIGINT 力量。本章描述了英国如何将全球电子间谍活动的火炬传递给美国，因为它通过以领土换取技术和金钱而失去了海外殖民地。2

[image: images]

图 7.1 一张地图，显示了爱德华·特拉维斯爵士及其同事在 1945 年进行的环球通信之旅的路线，该路线促成了 UKUSA 联盟的建立。经弗朗西斯·H·欣斯利爵士的遗产管理人克拉丽莎·劳埃德授权。欣斯利。插图位于沃尔特·L。普福尔茨海默论文集。耶鲁大学拜内克珍本书与手稿图书馆普通藏品

美国通过技术为其全球间谍帝国提供动力。无论是通过天空、地下、思想或以太中的间谍，技术都有助于创造超级大国并确保其全球霸权。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使用技术作为收集秘密信息的主要工具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并一直延续至今。当艾森豪威尔总统支持科学家呼吁中央情报局等传统上负责人工情报的机构开发间谍飞机和间谍卫星时，他帮助创造了一种美国式的间谍活动。与中央情报局不同，国家安全局及其前身使用技术并不令人惊讶，因为通信情报是基于技术的。将英国的房地产与美国全球扩张的雄心相结合，创造了一种技术，覆盖了全球，从环绕地球的卫星到海底的光纤电缆。

[image: images]

图 7.2 国家安全局信号情报平台，2013 年，包括光纤电缆线路。国家安全局

环球旅行

环球地图记录了英国密码破译者穿越大英帝国热点的旅程，这条路线从英国向东延伸到中东、印度、太平洋和美国，然后返回英国。1945 年英国通信情报随行人员实际上环游了全球，突出了太平洋战区。在他们于埃及开罗的第一站，代表团试图让一个已经结束的站点退役，同时将资源进一步向东转移。3

最长的一站——从 3 月 18 日到 4 月 5 日——发生在英国殖民地印度和锡兰（现在的斯里兰卡）。该小组参观了那里的信号情报站；最大的 HMS Anderson 位于科伦坡附近，锡兰。哈里·欣斯利，特拉维斯的助手，一位密码破译员和历史学家，二战期间曾在政府通信总部工作，他回忆说，锡兰站是“一个由茅草屋顶的平房组成的营地，数百名皇家海军女子队员（英国皇家海军女子服务队成员）在海军指挥官的指挥下，破译了数千份日军信号。”它曾是联合局远东分局（CBFE）的战时总部，此前位于香港和新加坡。代表团从那里前往澳大利亚，计划将更多资源转移到墨尔本和布里斯班的信号情报机构。

4月17日，该团体离开澳大利亚，经新西兰和珍珠港前往美国。海军少将E. G.N. 海军情报局局长拉什布鲁克前往加拿大信号情报机构，特拉维斯、欣斯利和海军少校。海军部作战情报中心的克莱夫·勒尼斯于四月底抵达华盛顿特区，与陆军、海军和国务院的官员讨论未来英美信号情报合作事宜。欣斯利很高兴地看到海军和陆军之间战时部门间的竞争有所减少，但美国仍然对成立像英国政府通信总部（GCHQ）这样的跨部门机构不感兴趣。4

从BRUSA/UKUSA到五眼联盟

世界信号情报之旅是二战后英国和美国合作的基础之一。英美情报合作实际上早在多年前就开始了，有人说早在1940年。美国有很多关于情报的东西需要学习，而英国人是热心的老师。他们还在美国设立了主要的 intelligence 组织，如英国安全协调处，总部设在纽约市的洛克菲勒国际中心，以促进合作。似乎很合适的是，在那栋建筑前有一座巨大的希腊神阿特拉斯举着地球的青铜雕像。当这座装饰艺术雕像于1937年创作时，雕塑家并不打算用它来象征帝国主义，而是代表一种国际精神。即便如此，这座雕像仍然很好地象征了英国当时的帝国影响力，以及它像神话中的阿特拉斯一样将世界团结在一起的观念。

在情报领域之外，英美合作已经早在1940年夏天就开始了，当时丘吉尔急于用英国的雷达技术换取美国的技术，双方共享战争技术。英国化学家和发明家亨利·蒂扎德爵士在夏天结束时被派往中立的美国，作为英国技术和科学代表团（被称为蒂扎德代表团）的一员，他的公文包里装满了雷达和声纳的秘密。5

[image: images]

图7.3 洛克菲勒中心的阿特拉斯举着地球。维基共享资源，另一个信徒

作为英国和美国之间技术合作开放的一部分，英国派遣著名的英国密码学家艾伦·图灵前往美国访问贝尔实验室，以获取超级机密的加扰技术。起初，美国官员持怀疑态度，不让他进入任何实验室，尤其是贝尔实验室，因为它的工作是最高机密，但在华盛顿的乔治·马歇尔将军和丘吉尔的代表约翰·迪尔爵士以及贝尔实验室和海军之间进行了多次来回沟通后。他被允许参观实验室，部分原因是美国人渴望获得他也掌握的英国机密。这次交流突显了美国和英国担心双方没有分享所有技术秘密。地理学家杰森·迪特默还指出，图灵被允许合作进行解密，但不允许进行加密。与解密不同，这种说法认为，加密保护了一个国家自身的秘密，因此不应与其他国家分享。6

当时，英国人将他们珍视的信号情报严守秘密。密码破译者被隔离在离伦敦约80英里的庄严砖砌豪宅布莱切利公园，他们成功破解了德国人看似坚不可摧的恩尼格玛密码机。这台机器看起来像是旧式便携式打字机和电话交换机的混合体，但每次操作员按下按键时，它都会用一系列转子对字母进行加密。事实上，英国早在1940年春天就能够破解德国空军的密码。7

到当年10月，丘吉尔得知美国已经破解了日本的紫色密码。威廉·F。弗里德曼是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最重要的密码破译者，他领导的团队破解了紫色密码，并被选中前往英国与英国人分享这个秘密。不幸的是，由于他因过度劳累而精神崩溃，这次旅行被推迟了。8

在他从精神崩溃中恢复几年后，1943年4月，弗里德曼乘坐C-54政府飞机飞往英国。他前往布莱切利，告诉英国人，他在陆军信号情报部门的小组已经破解了日本外交密码“紫色”。英国人对他分享这个秘密知识感到惊讶，但这开启了他们也分享他们的突破的可能性。事实上，弗里德曼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我们现在正在与英国人交换日本陆军截获的材料……事实上应该构成一些建立类似的德国陆军和空军截获材料交流的基础。”9

弗里德曼是对的。令人垂涎的德国陆军和空军截获的信息是所谓的“超级”（ultra-secret 的缩写）计划的一部分。英国密码破译者的成功导致了大量信息的涌入，这有助于英国人预测德国人的战术行动。当然，英国人不愿向任何人透露这个秘密，因为它只有在保密的情况下才能成功。

弗里德曼与英国密码学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特别是与爱德华·特拉维斯。尽管特拉维斯被同事认为是“粗鲁、粗暴和魁梧”的人，但他对弗里德曼很友善，他想拉拢弗里德曼。到 1943 年，特拉维斯（朋友们也称他为“珍宝”）和他的工作人员为弗里德曼提供了布莱切利公园的深入参观。弗里德曼说，特拉维斯的老板第一次打开了“内殿的大门”。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二战后的时期，直到特拉维斯于 1956 年去世。10

美国和英国之间的非正式合作促成了一项正式协议，称为 BRUSA（英国美国），由特拉维斯和美国陆军情报部门 G-2 的少将乔治·斯特朗签署，他代表美国战争部，于 1943 年 6 月签署。欣斯利回忆说，他想出了这个首字母缩写词，并担心美国人会反对英国的名字排在第一位，但他们没有。该协议的核心内容除了告诫要保持最严格的保密外，还规定双方同意“完全交换”关于轴心国密码和密码破译的检测和解决方案的所有信息。它被称为“特殊情报”，并以“ULTRA”前缀编码。该协议强调，双方只会拦截敌方军事机构或像阿勃维尔这样的秘密机构，而不是中立或非军事通信。该协议分工明确，美国主要负责解读日本的军事和航空密码，英国则负责处理德国和意大利的密码，从而将双方的优势进行了规范。协议还规定，英国将允许其特工在英国使用英国机器破解密钥，以此帮助美国获得经验。11

特拉维斯和弗里德曼之间的友谊变得非常亲密，以至于到1945年5月欧洲胜利日时，他们在布莱切利公园共进庆祝晚餐。菜单包括Ultra浓汤、阿灵顿鸡肉、什锦蔬菜随机，以及甜点，美英风味布鲁萨甜点。当然，Ultra汤指的是Ultra秘密；阿灵顿鸡肉指的是美国破译密码的建筑阿灵顿厅；随机的冷蔬菜指的是雷达天线罩；而美英风味布鲁萨甜点指的是英美协议。12

尽管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被纳入BRUSA协议，但最初美国未经英国许可不得与这些英联邦国家合作。在经过大量猜测和对其中内容的强烈好奇之后，BRUSA协议及其后续协议——UKUSA——最终于2010年由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英国国家档案馆解密并发布。乍一看，这些文件似乎是双方之间枯燥的法律协议，其中包含无休止的附录和细节修订。然而，一些有趣的主题确实浮出水面。两国在分享秘密材料方面一直存在紧张关系。双方都怀疑对方隐瞒秘密材料。这些文件还有助于描绘与所谓的英国自治领国家（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关系的演变。在早期，该协议是在伦敦信号情报委员会和美国陆军-海军通信情报委员会之间达成的；后来，UKUSA协议是在政府通信总部和国家安全局之间达成的。英国的文件还显示，特拉维斯在起草协议的第一个版本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他通过指出二战期间英美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涉及“技术发展”来塑造联盟的方向。13

该协议会定期更新，其中包含无休止的附录和令人麻木的细节。1954年，合作协议更名为UKUSA（英国美国）；到那时，该协议是在英国政府通信总部/通信实体和美国国家安全局之间达成的，尽管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时，UKUSA 被用作一个首字母缩写词，包括所有五个国家，但根据 1955 年的协议，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仅被视为“UKUSA 合作国家”。这当然比 1946 年的协议有所改进，该协议将它们视为“自治领”。14

随着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五个国家之间的合作日益加强，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在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更加紧密地合作，术语五眼联盟开始出现，这是一个比“UKUSA 国家”更合适的术语。这个术语来自英国的保密分类系统，其中盖有“仅限眼睛”的材料意味着它是秘密的——并且只有经过批准的“眼睛”才能阅读该材料（“五只耳朵”可能是一个更合适的术语）。这个术语最终获得了首字母缩写词“FVEY”；这意味着秘密文件可以被五个国家之一阅读。随着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通过新的设施和基地的不断投入，“五眼联盟”协议已经成为一个联盟或财团，成为一项令人叹为观止的全球间谍活动。

美国国家安全局：诞生与全球扩张

与英国不同，美国在战后初期没有统一的通信情报机构。1950 年 6 月 25 日，当朝鲜入侵韩国并让美国情报官员措手不及时，这刺激了美国情报界创建一个更好、更统一的通信情报（COMINT）机构。因此，哈里·S·总统1952年，杜鲁门批准了一项绝密命令，创建国家安全局，并废除其前身，包括美国军队安全局（AFSA）。15

在20世纪50年代，国家安全局的规模扩大了一倍多，从1952年的30,000人增加到1960年的65,000人。这些人中只有大约10,000人在国家安全局位于马里兰州米德堡的总部工作。16其余的人员在海洋中的船只上驻守，从飞机上进行监视，从潜艇上窃听地下电缆，并在遍布全球的基地工作。

随着人员的扩张，国家安全局在世界各地建造了70多个拦截站和COMINT（通信情报）单位，耗资数百万美元。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运营着35个拦截站，这五个眼（Five Eyes）国家共同创建了一个全球通信帝国，包围了苏联和东欧集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17

正如国家安全局学者马修·艾德（Matthew Aid）指出的那样，如果你把国家安全局在西德、奥地利、挪威、丹麦、意大利、希腊、土耳其、巴基斯坦、泰国、中华民国、日本和韩国的第三方合作者的25个拦截站也加进去，“人们可以认为英国-美国安全协议（UKUSA）的合作伙伴拥有世界上最大、地理位置最好的信号情报收集系统。”18

传递火炬

在国家安全局扩张的同时，大英帝国却在收缩。是时候放弃它的殖民地了。二战中纳粹德国战败后，英国破产了。它再也负担不起庞大的帝国了。与此同时，英国的领土开始奋起反抗殖民主义。然而，许多领土都愿意让英国维持基地；另一些则驱逐了他们。

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英国和法国在以色列的支持下入侵埃及，此前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将英国建造的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艾森豪威尔担心俄罗斯入侵，敦促首相安东尼·艾登爵士撤军。他这样做了，但这件事被称为他的“帝国冒险”。英国不仅被迫离开其在埃及的驻地，而且由于这次惨败，其他国家也驱逐了英国。

最具破坏性的驱逐事件发生在印度洋的锡兰，在印度海岸附近。如前所述，二战期间，英国在科伦坡运营着HMS安德森站，但他们被要求搬到该国其他地区，因为锡兰人想自己使用该地区。因此，英国计划并资助了一个大型空中农场，占地四百英亩，位于锡兰（斯里兰卡旧称）的佩尔卡尔，在岛屿的中心地带。锡兰人一旦听说艾登在埃及的帝国冒险，他们就认为英国人在前往埃及的途中曾在锡兰停下来为他们的船只加油，并要求他们离开锡兰。这一要求是在英国已经在这个项目上投资了200万英镑之后提出的。双方最终达成协议，英国人将被允许再停留五年。

岛屿间谍活动

塞浦路斯

随着英国人被一个又一个国家驱逐，以及在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失去了埃及和其他中东基地，英国人将他们的人员和设施转移到一个古老的殖民据点塞浦路斯。塞浦路斯是中东行动的理想监听站，因为它位于地中海最东端，东临黎巴嫩和叙利亚，北临土耳其，南临以色列和埃及。这个位置也为苏联战略武器提供了极好的情报。

正如英国政府通信总部（GCHQ）专家理查德·奥尔德里奇（Richard Aldrich）指出的那样，塞浦路斯自1914年以来一直是英国的殖民地，迅速成为来自伊拉克、埃及和巴勒斯坦的信号情报人员的“难民营”。英国人在英国皇家空军帕加莫斯基地搭建帐篷，容纳了上千名工人。阿伊奥斯·尼古拉斯，一个关键的信号情报设施，容纳了另外一千名人员。19到1960年，塞浦路斯也获得了独立，但英国被允许在该岛上维持两个主权基地区，覆盖一百平方英里。位于阿克罗蒂里的西部主权基地区（WSBA）包括该村庄以及利马索尔盐湖和英国皇家空军阿克罗蒂里和埃皮斯科皮的两个主要基地区域。位于德凯利亚军营的东部主权基地区（ESBA）包括位于阿伊奥斯·尼古拉斯的一个电子情报基地，就在联合国缓冲区以北。20

塞浦路斯是英国和美国的一个关键信号情报据点。美国在尼科西亚以北的亚拉科斯设有一个监听站。但总的来说，美国人必须保持低调，因为后殖民协议是在塞浦路斯人和英国之间达成的。每当美国人访问英国主权基地时，他们会穿着黄色短裤、T恤和棒球帽来伪装自己的身份，让自己看起来像游客。21

最早的英美联合项目之一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重点是在塞浦路斯的一个高度机密的设施中开发信号情报和超视距（OTH）雷达。该设备将无线电波从高层大气反射出去，这些无线电波随后到达地平线以外的目标，最远可达两千英里。这意味着操作员可以查看远在俄罗斯南部的导弹、飞机测试区域、轰炸机基地和火箭发射场。22

英国已经启动了一个代号为 Zinnia 的原型机的研发工作，用于监视飞机，但当中央情报局的科学技术办公室开始与英国合作时，其范围扩大到火箭。作为桑德拉计划的一部分，Zinnia 随后能够提供对突袭的预警措施。

当桑德拉计划于 1961 年底投入运营时，它为整个北约提供了早期预警，并与美国海军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建立了绝密联系。到 1970 年，美国开始了自己名为“眼镜蛇鞋”的项目，该项目是更强大、更现代的版本桑德拉，其中包括一个早期的导弹预警系统。为了进一步掩盖美国在该岛上的存在，英国皇家空军为美国空军运营该项目。23

塞浦路斯是一个火药桶，因为该岛被分为北部的土族塞人和南部的希族塞人，但实际上是伦敦威胁着该岛上繁忙的空中农场。到 1974 年夏天，“信号情报站点的蔓延性质”变得难以防御，因为越来越多的部队被部署到北爱尔兰。英国想离开塞浦路斯，即使他们知道这可能会引起华盛顿特区情报界游说团的强烈抵制。24

当内阁大臣约翰·亨特爵士前往华盛顿特区，向亨利·基辛格、詹姆斯·施莱辛格和威廉·科尔比传递坏消息时，基辛格在会议上对他破口大骂。基辛格认为英国应该“继续占据世界棋盘上的这个位置”，撤退会 destabilize 中东。伦敦最终退缩，因为“与美国密切合作的全球重要性”。25

事实证明，英国可能是在虚张声势，以便让美国为这些设施买单。美国再次掏钱。美国希望增加在塞浦路斯驻军的原因之一是与土耳其的关系恶化。土耳其关闭了美国在土耳其的军事基地，这意味着失去了耗资数千万美元建造的大量情报收集设施。26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光纤电缆开始增强卫星监视能力。卫星价格昂贵，带宽有限。旧的电线和通信电缆很容易被窃听，因为它们会发出电磁辐射，但光纤电缆是另一种类型。光纤释放的信号是光脉冲，而不是电：数十根玻璃丝被包裹在不锈钢管中，该管又包裹在更多的钢和电缆中。这确保了它们不容易被窃听。27

即便如此，斯诺登文件显示，到2013年，英国政府通信总部（GCHQ）在一个代号为“坦波拉”（Tempora）的行动中，已经窃听了数百条光纤电缆。互联网流量和电话的内容都被存储起来，然后在一个被夸张地称为“掌握互联网”和“全球电信开发”的项目中传递给美国国家安全局（NSA）。28

塞浦路斯成为光纤的最大和最重要的枢纽之一光缆。塞浦路斯基地代号为“桑德”（Sounder），是英国第三大互联网监控中心，仅次于本霍尔的政府通信总部和康沃尔郡的一个名为“布德”（Bude）的政府通信总部站。据报道，有14条光纤电缆从海洋冲到地中海岛屿上。29

迪戈加西亚

虽然英国设法在塞浦路斯建立了两个大型基地，但他们真正想要的是恢复殖民权力及其相关的房地产。一个机会出现在最不可能和被遗弃的地方：印度洋中部。英国人认为他们可以通过寻找没有土著居民的领土来解决当地对殖民统治的抵抗问题。当印度洋的毛里求斯和塞舌尔殖民地开始呼吁独立时，令人惊讶的是，英国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为了做到这一点，殖民大臣安东尼·格林伍德飞往毛里求斯并达成了一项协议。他向岛民提供了独立，并赠送了 300 万英镑的离别礼物，如果他们允许英国人拥有查戈斯群岛，这是一组由 60 个热带岛屿组成的环礁，位于东非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印度洋中部。毛里求斯当局同意了，英国很快在 1965 年宣布建立一个新的殖民地：英属印度洋领地 (BIOT)。30

英国新殖民主义者和美国基地规划者对查戈斯群岛南端的迪戈加西亚岛特别感兴趣。在地图上，迪戈加西亚岛看起来像一个被遗弃的“梦幻岛”，因为它孤立地位于印度洋中部。它是一个马蹄形的环礁，中心汇聚着梦幻般的碧绿海水。蓬松的白云像玻璃架上的棉球一样悬浮在环礁上。最近的大陆印度大约在一千英里之外，塞舌尔也是如此。非洲在西边，甚至更远。马尔代夫是一个受欢迎的热带度假胜地，是距离最近的岛屿，大约730英里。但五角大楼的军事战略家们并没有计划度假。他们看到的是它的地缘政治重要性，而不是它的美丽。特别是，是一位名叫斯图尔特·巴伯的文职海军规划师，他建议五角大楼将该岛屿作为军事基地收购。巴伯是一个瘦弱、戴着眼镜的梦想家，他提出了“战略岛屿概念”，迭戈加西亚岛是该概念的核心。31

巴伯建议五角大楼收购迭戈加西亚岛。美国官员大约在1963年与英国接触，商讨在该岛建立一个通讯站的事宜。美国与英国达成了协议英国在1966年12月底达成协议，并在1970年建立了一个站点。32从技术上讲，美国只是从英国租借了该岛五十年，尽管它实际上是一个合资企业。但有一个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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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 迪戈加西亚的鸟瞰图。美国海军，维基共享资源

这个岛并非无人居住；它居住着大约两千名土著居民。英国同意支付将这些人迁移到毛里求斯的费用，如果美国承担安装费用。正如西蒙·温彻斯特所写，“英国政府以卑躬屈膝的态度服从五角大楼的意愿”，将“岛上的所有男女老少”都移走了。然而，迁移土著居民的成本不断攀升，英国无法支付 1000 万英镑的费用。因此，美国同意承担剩余的安置费用。由于直接支付将代表新殖民主义活动，美国允许英国从他们出售给英国的北极星导弹中扣除这些费用。33

英国公务员保罗·戈尔-布思爵士在 1966 年的一份备忘录中描述了英国的新殖民主义活动：“这项行动的目的是为了得到一些将保留下来的岩石”我们的“那里不会有当地居民，除了海鸥。”34不过，除了当地的海鸥，还会有大约四千名来自美国的外国军人和承包商。

一旦这个珍贵的岛屿被“彻底清理”并使该区域“无菌化”，正如美国海军所描述的那样，美国国家安全局就可以建立其新设施。到1973年春天，在这个面积不超过34平方英里的环礁上，已经建立了14个拦截站。海军对位于马蹄形细长臂膀之间的天然珊瑚礁泻湖感到满意；它看起来好像会在下一次大浪中沉入水下，因为它只比海平面高四英尺。35

这并不是美国政府为了军事目的而“彻底清理”并使其“无菌化”的第一个岛屿。作为巴伯的战略岛屿概念的一部分，全球各地，特别是太平洋地区的许多岛屿，都经历了类似的过程。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前，太平洋岛屿就已经变成了美国军方的“垫脚石”。到了冷战时期，像亚速尔群岛和夸贾林环礁这样的岛屿也取代了当地居民，以便用技术系统取代他们，这些技术系统成为了美国全球权力网络的一部分。夸贾林随后成为了美国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试验的实验室。36

迭戈加西亚站，通常被称为“岩石”，是全球运营的 40 到 50 个五眼海洋监视拦截和高频测向 (HF-DF) 信号情报联合设施皇冠上的又一颗宝石。该装置的代号为 Bullseye，卫星地面站位于环礁的西北端，名为 Classic Wizard。37

迭戈加西亚站对其美英联合活动的性质毫不避讳。其网站上显示的标志是一面美国国旗和一面英国国旗并排飘扬在细如发丝的岛屿上，座右铭是“一个岛屿，一个团队，一个使命和美国海军支援设施，迭戈加西亚，B.I.O.T.”。该网站还提供了一个市中心区域的地图，其中包括健身房、网球场、游泳池、军官俱乐部、自行车店、BIOT 总部、天堂巷保龄球中心和美国军队广播电台 (AFN)。港口入口附近的水塔用巨大的字母欢迎游客，“欢迎来到自由的足迹”，指的是该岛的腿形，底部是脚，脚趾朝南。38

当西蒙·温彻斯特试图乘坐帆船以平民身份访问该岛时，他被拒绝并被告知第二天离开。在他在那里的那个晚上，岛上灯火通明——船只装饰着甲板灯，“简易机场”在“钠蒸气灯下”闪耀，“卫星天线”扫描着“沐浴在柔和白色光芒中的天空”。天线闪烁着“红色和白色，频闪灯”闪烁着，“营房区和安全围栏”在“克列格灯的蓝色中”闪耀。当他的船第二天早上航行时，温彻斯特可以听到 AFN 广播电台宣传健美操讲习班、美国储蓄债券和药物滥用计划。然后他的帆船进入了印度洋的黑暗，美国广播电台的声音逐渐消失。39

然而，岛上的保密限制并没有阻止间谍活动。海军无线电报务员杰里·惠特沃思曾在迪戈加西亚岛驻扎过两次，一次是担任技术控制主管（1974-75年）。他是约翰·沃克家族间谍团伙的一员（见第章）4) 并传递了补充从美国船只上查获的电子材料的材料普韦布洛1968年，克格勃得以读取美国海军总部与世界各地舰船之间的所有加密通信，这是其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惠特沃思于 1985 年被捕，并被判处终身监禁。40





阿森松岛

几个世纪以来，大英帝国收集了许多战略岛屿，其中一些在非殖民化进程中归还给了原来的岛民。但有一个岛屿是迪戈加西亚岛的镜像。阿森松岛，就像迪戈加西亚岛一样，是广阔黑暗海洋中的一个小点，但它位于地球的另一侧，在非洲和巴西之间的中大西洋。但与迪戈加西亚岛不同的是，它没有需要摆脱的土著居民。它是英国海外领土（BOT）的一部分。

阿森松岛是一座火山，自1501年阿森松节成立以来，一直被用作通信枢纽。水手们过去常常把信留在岛上，让驶向另一个方向的船只取走。显然仍然有一个邮箱可以用来投放给过往船只的信息。但直到 1899 年，该岛才真正成为一个全球殖民地前哨站，当时东方电报公司将其船只从桌湾、维尔京群岛拖到圣赫勒拿岛詹姆斯敦的电缆一端带到了这里。海伦娜。随着越来越多的电缆沉入海底，英国扩张了它的帝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阿森松岛成为了电报系统的枢纽。1922年，英国王室正式从海军手中接管了该岛的控制权。正如温彻斯特恰如其分地描述的那样，“英国人将电缆视为帝国神经系统的重要突触。”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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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 阿森松岛上的猫山。维基共享资源，Jerrye 和 Roy Klotz, MD

电缆终端人员很快加入了不断发展的现代通信系统。1934年，东方电报公司更名为东方电缆和无线公司，以表明其重点的改变。英国电子间谍通过英国综合信号组织（政府通信总部的神秘海外分支机构）降临到该岛上。很快，空中农场装饰了整个岛屿，还有地面控制站和其他窃听设备。美国空军于1960-61年建造了一个目标跟踪雷达站，该地点被称为猫山，后来成为GCHQ-NSA的联合设施。42

根据乌拉圭媒体获得的斯诺登文件，该岛的窃听者监视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的军事和民用通信。在英国福克兰群岛发现石油后，这个间谍岛也监测了有关石油的通信。43

美国前哨站

塞浦路斯和迪戈加西亚的信号和通信情报机构的建立源于英国的帝国主义历史和战后试图在非殖民化时保留一些“岩石”。在塞浦路斯，英国得以保留一百平方英里的领土，在印度洋地区，它得以获得查戈斯群岛和珍贵的迪戈加西亚岛作为新的殖民地。美国慢慢地在财政上帮助英国保留塞浦路斯基地，同时建立了自己的秘密存在。在迪戈加西亚，英国提供了领土，而美国建造并运营了该站。

美国也开始在世界各地的盟国建立基地和设施。最值得注意的是五眼国家和德国的那些设施，包括英国的门威斯山；德国的巴特艾布灵；日本的三泽信号情报站；新西兰的怀霍派站；以及澳大利亚的杰拉尔顿和松树峡。

游客在北约克郡的门威斯山站印象最深刻的景象之一是点缀在郁郁葱葱的绿色景观中的许多超大型白色高尔夫球状结构。这是一种不和谐的并置：田园风光与坚固的石头房屋，背景是巨大的白色球体的幽灵般的月球景观。这些高尔夫球结构既伪装又保护了卫星天线和空中天线。覆盖铝框架的白色凯夫拉尔塑料外壳保护设备免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同时也掩盖了卫星天线的方向和仰角。游客接近该站时，会看到雷达天线罩激增，先是一个，然后是四个，然后是八个。到2011年，山丘上至少挤满了30个圆顶，白色与绿色景观形成对比，周围环绕着带刺铁丝网和吃草的奶牛。44

在英国人所说的奶牛之乡的中心，坐落着美国境外世界上最大的秘密情报收集站，它由美国运营。这一次，地形属于英国；这片土地是英国王室在20世纪50年代购买的，并租给了美国国防部。对外宣称，该装置最初由英国皇家空军（RAF）和美国空军联合运营，但肯尼斯·L.伯德曾在20世纪60年代驻扎在那里，他写道，该站最初由美国陆军安全局（USASA）运营，然后在1966年移交给民用国家安全局（NSA），因为国家安全局拥有更多合格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他们可以操作新的数字计算机和基于太空的信号情报。45

根据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北约部队地位协定（SOFA），该站被“租赁”给国家安全局，据此，美国可以使用该土地二十一年。这个安排续签了几次，直到美国被授予“无限期”使用该土地的权利。46

像迪戈加西亚和世界各地的美国军事基地一样，门威斯山站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美国迷你城市，拥有住房、学校、杂货店（PX）、酒吧、体育中心、教堂、操场、跑道、棒球场和保龄球馆，周围是操作员监听截获通信的建筑物。当它开放时，门威斯山被当地人视为二战后遍布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又一个美国军事设施；最初它并没有困扰他们，但最近一段时间，反核团体一直在抗议。即便如此，该站还是被伪装起来，直到最近，外面的标志上写着“英国皇家空军门威斯山”。没有看到英国飞机。47

鲜为人知的是，在冷战期间，该站的大部分工作都在地下进行，因此它获得了“蘑菇农场”的绰号。尽管如此，俄罗斯人仍然可以数停车场里的汽车，以确定有多少人在那里工作。如果发生危机，他们可以看到停车场里的汽车数量增加。在那里工作的人比公开宣传的要多。48

尽管门威斯山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而且雷达天线罩提供了间谍卫星活动的视觉证据，但直到2005年，斯诺登缓存中的一份机密文件仍告诫员工，“严禁提及正在运行的卫星或与情报收集的任何联系。”49

美国运营的门威斯山基地成为五眼全球监控网络的锚点。在冷战期间，其主要目标是苏联和东欧集团的通信。该基地监测东欧的高频无线电信号，并用类似安培克斯的磁带录音机录制声音；然后分析师用打字机转录这些对话。50到20世纪80年代，门威斯山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订合同，开发大型鸟类卫星（1971年至1986年运行的K-9六角卫星）以捕获通信。9/11事件后，门威斯山的全球影响力与所谓的全球反恐战争的地域需求相匹配。它也跟上了电信的普遍全球化。

到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国家安全局认为光纤电缆将使卫星过时，但事实并非如此，尽管光纤信号的传输速度更快——以光速——而且比卫星更便宜。与光纤电缆不同，卫星允许美国国家安全局监控世界上没有光纤电缆的偏远地区的国家的通信。此外，存在一种商业卫星，可以监控未加密的数字网络情报（DNI）流量。这项技术帮助收集了大量信息。爱德华·斯诺登获得的一份2006年报告指出：“仅此数据源就为门威斯山分析师提供了比我们整个企业在不久的过去需要处理的更多的数据。”51当然，这不一定是件好事。数据过多成了一个问题，但美国国家安全局很快就会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或者他们是这么认为的。

卫星在反恐战争中被证明是有用的，门威斯山可以瞄准中东和北非等麻烦地区。9/11事件后，该基地被用来瞄准恐怖分子和极端组织，如基地组织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索马里和也门等地区。52

根据斯诺登的文件，美国国家安全局开发了一种强大的技术来对恐怖分子进行地理定位，代号为“幽灵猎手”（Ghosthunter）。这项技术可以精确定位恐怖分子在中东和北非的网吧访问互联网时的确切位置。门威思山（Menwith Hill）处于这些新技术发展的前沿，为“幽灵猎手”（Ghosthunter）提供了 99% 的 FORNSAT（外国卫星收集）数据。FORNSAT 允许 Menwith Hall 的操作员拦截外国卫星的传输。这项技术显然提供了“近乎全球的覆盖”，并且可以到达远在中国和拉丁美洲的国家。53

但在反恐战争初期，最重要的目标是中东和北非。利用这项技术，Menwith Hill 的操作员可以在“目标”登录互联网后立即找到他们。这导致了“大量针对恐怖分子的抓捕-击毙行动”。54

根据The Intercept，Ghosthunter 成功地确定了黎巴嫩一名被怀疑的基地组织“协助者”的位置，他被认为是“高度可操作的”。换句话说，他被认为是杀戮或抓捕的目标。Ghosthunter 还确定了伊拉克一名名叫阿布·赛义夫的“武器采购员”，因为他连续四天定期在距离巴格达约两百英里的 Super Net Cafe 登录他的雅虎账户。美国海军陆战队在 2007 年利用来自 Menwith Hill 的“位置信息”逮捕了阿布·赛义夫，“该信息基于收到的线报”“美国国家安全局佐治亚分部。”位于门威斯山的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NGA）小组提供了图像，以帮助海军陆战队锁定他。第16特遣部队突袭了两间公寓；他们在其中一间发现了阿布·赛义夫和他的同伙，在另一间发现了他的父亲和两个兄弟。美国国家安全局认为，这次抓捕将导致“进入伊拉克的武器和叛乱分子数量减少”。55

斯诺登提供的一张幻灯片显示，一份名单上列出了七名据称因信号情报信息而被捕或被杀的恐怖分子。据报道，另有三百名恐怖分子因信号情报而被捕或被杀。56“幽灵猎手”的地理定位能力也反映了各机构战略和责任的转变。在冷战期间，门威斯山只提供信息；到2007年，他们开始根据信息采取行动。

全部收集：优雅的混乱

2008年6月16日，中尉。根将军。自2005年以来一直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的基思·亚历山大访问了门威斯山。在他任职期间，他讨论了截获外国卫星信号的问题，并告诉工人们，他有一个“给门威斯山的暑假好作业：为什么我们不能一直收集所有信号？”57

这一挑战促成了一个由英国和美国共同参与的项目，恰如其分地命名为“优雅的混乱”。在关于这个项目的 PowerPoint 幻灯片上，单词优雅是用流畅、优雅的字体拼写的，而单词混乱的印刷看起来很混乱。在美国国旗与英国国旗一起在描绘狮子和城堡的门威斯山标志上空飘扬。这个短语和项目的演示都表明，存在一种优雅的数学解决方案来解决数据过剩的问题。

这是该基地的一种新的“收集姿态”，目标是“全部收集、全部处理、全部利用”。这表明，在听取基思·亚历山大的“全部收集”方法的同时，门威斯霍尔也在考虑如何处理数据。分析师开发了一个六步流程，从“全部嗅探”开始，他们将“最大化”他们的“接收能力”。在下一步“全部了解”中，他们将使用自动化的 FORNSAT 数据来掌握整个环境的脉搏；然后在“全部收集”步骤中，他们将增加信号量；在“全部处理”中，他们将在信号中找到数据；在“全部利用”中，他们将使用自动化的流程（“自动化，自动化，自动化”是他们的口号）和以查询为中心的数据集 (QFD) 在信号中找到情报，优雅混乱的灵感。最后，他们将通过与英国政府通信总部（GCHQ）合作开发技术，同时与日本三泽等基地分享，来实现“全面合作”。58

鉴于“全部收集”的心态，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在2009年至2011年间在门威斯山建造了一座新的钢结构（他们吹嘘有750吨）混凝土作战大楼，花费超过4000万美元建造了一个巨大的、95000平方英尺的建筑，代号为“凤凰计划”，这并不令人惊讶。数据中心占据了大约10000平方英尺的空间。又花了一年时间为这座建筑“装修”，配备了任何信号情报分析师都希望拥有的所有花哨的东西（这又花费了4000万美元）：182英里的电缆和光纤（足以从该站延伸到爱丁堡城堡），新电脑，用于十个新教室的教学技术，以及协作办公环境家具。该站特别兴奋的是它的第一个拥有两百个座位的礼堂，用于举办机密和非机密讲座和会议，它的第一个具有“冗余电源”和冷却供应的设备室，以及它在以保密为重的基地中的第一个开放式办公楼层平面图。59

现在，门威斯山拥有了一座新建筑，用于容纳不断增加的数据量。亚历山大的指令很奇怪，因为他的前任迈克尔·海登和美国国家安全局的雇员意识到，分析卫星和光纤电缆收集的大量数据存在问题。事实上，海登在司法委员会面前作证说，现代通信产生的数量、速度和多样性有可能使美国国家安全局不堪重负。60

在亚历山大到达基地之前的几年，门威斯山也一直关注数据量的问题。在2006年的一份名为“好东西太多”的文件中，门威斯山站的客户外联和倡导部门启动了一个名为Countrystore的新项目，旨在“提高数据排序、存储和检索的效率和效果”。他们询问如何筛选他们每天收集的“千兆字节的数据”，以确定保留哪些数据可以帮助他们理解或找到“新目标”。他们已经了解到，他们无法保留所有数据，即使他们这样做了，他们也没有工具或技术来筛选这些数据。记者预料到了这句格言：“数据越多越好，对吧？”正如谷歌搜索会带来大量数据，常常让搜索者感到疲惫一样，SIGINT（信号情报）收集也是如此。数据过多并不一定能带来好的信息。在亚历山大访问和“优雅混乱”启动后，“乡村商店”项目可能已经停滞。61

松树峡

1966年，大约在门威斯山被美国国家安全局接管的同时，另一个卫星地面站在地球另一端的澳大利亚内陆地区，即红色中心，正在建设中。该基地位于爱丽丝泉以西19公里处，被称为松树峡。门威斯山寒冷、葱郁、绿色，而松树峡则像火星一样，红色、炎热、干燥。美国国家安全局在美国境外最大的基地设在英国，而中央情报局在世界上最大的基地设在松树峡。但这两个地点都在偏远的自然环境中共享着月球景观般的雷达天线罩。两者都使用可见的、覆盖着雷达天线罩的碟形天线和雷达来发送和接收来自卫星的信息。

在1966年开始施工前的几个月，澳大利亚联合情报组科学部门负责人罗伯特·马瑟姆斯和中央情报局科学技术部（DS&T）的三名人员驱车前往松树峡庆祝。经过一些低矮的山丘后，他们坐在地上，打开一箱红酒。来自中央情报局的三个人——DS&T负责人巴德·惠伦、他的副手卡尔·达克特和一名工作人员莱斯利·德克——为松树峡干杯。他们正在庆祝使用创新情报卫星的地面站的惊人新地点。科幻小说作家亚瑟·C。克拉克在1945年首次提出了从地面站与卫星通信，然后通过地球静止卫星返回另一个地面站的想法，但当时这只是科幻小说。62

克拉克的想法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国防部同步卫星激发了中央情报局的想象力，巴德·惠伦成立了一个小组来探索这个想法的可行性。劳埃德·K。劳德代尔，一位美国海军毕业生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被选中管理这个名为流纹岩的项目。正是劳德代尔将这个想法变成了现实。63

当克里斯托弗·博伊斯（Christopher Boyce）被抓获并于 1977 年被判有罪，罪名是将卫星机密出售给克格勃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雷东多海滩的 TRW 航空航天公司的密码员，松树峡从幕后走向了聚光灯下。其中一个秘密是关于革命性的新卫星“辉绿岩”（Rhyolite）的信息，也称为“鸟1号”（Bird 1），它于1970年推出，是1966年与TRW签订的四颗卫星合同的一部分。它是一颗为中央情报局和国家侦察局建造的地球静止轨道信号情报卫星，可以拦截遥测数据——导弹试验期间从无线电信号发出的技术数据——用于导弹探测。“地球静止”意味着它停留在地球上的一个地方，并随着地球的移动而旋转。64

2011年，爱丽丝泉（Alice Springs）是一个人口约2.5万的小镇，包括基地人员。游客必须开车16个小时才能从澳大利亚南海岸最近的城市阿德莱德（Adelaide）到达那里。规划者最初认为基地的工作人员可以从阿德莱德通勤到松树峡（Pine Gap），但实际上工作人员选择住在爱丽丝泉。偏远的位置确保了苏联无法窃听或拦截来自基地的信号。不仅位置偏远，而且该基地位于麦克唐奈山脉（MacDonnell Ranges）之间的山谷中，对于电子设备来说，这是一个天然安静的环境。此外，它还有一个七平方英里的缓冲区，以减少监视。1966年，在冷战高峰时期，该基地首次在澳大利亚公开时，它被宣传为一个联合空间研究中心。访客必须获得许可才能进入该设施。许多好奇的人冒险进入入口处，会遇到一个标志，上面写着“松树峡联合防御设施”，位于一条死路的起点，他们无法再往前走了。事实上，这是一个由中央情报局和国家侦察局运营的基地，它将信息传递给国家安全局。65

与门威思山和迪戈加西亚不同，美国的军事存在更为低调，至少在爱丽丝泉是这样，那里有一个体育综合体中的棒球场，而且在超市里可以买到奥利奥饼干和胡椒博士。但这种低调的存在掩盖了一个事实，即美国承包商建造并装备了该设施，配备了所有高科技的设备。66除了空中的TRW卫星外，福特航空航天通信公司还提供了两个卫星地面终端，以便与雷东多海滩的TRW和兰利的中央情报局进行通信。其他承包商包括来自德克萨斯州的柯林斯无线电公司；负责计算机房管理和运营的E-Systems；以及IBM。IBM提供了松树峡的大部分计算机，以及一些数字设备公司（DEC）的VAX计算机。计算机房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房，面积约为六千平方英尺。到2015年，新运营大楼的占地面积相当于三个半足球场。到2016年，它的面积达到了两万平方米，分析师们戴着耳机互相交流，因为即使是去喝杯咖啡，走路也太远了。到2016年，它的面积达到了两万平方米，分析师们戴着耳机互相交流，因为即使是去喝杯咖啡，走路也太远了。所有美国物资和设备每周两次用星运飞机空运到爱丽斯泉机场。卷盘磁带上记录的信息随后被空运回美国，供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分析。根据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的说法，派恩 gap 没有“澳大利亚制造的重要设备”。像门威斯山和迪戈加西亚一样，英国和澳大利亚提供了土地，美国提供了资金和技术。67

在博伊斯曝光派恩 gap 后，澳大利亚官员向公众保证，该站用于核实军备控制协议。但澳大利亚信号情报专家德斯蒙德·鲍尔声称，来自卫星的信息中只有约 40% 用于此目的。此外，他解释说，该站是在军备限制谈判开始之前，以及在美国和苏联同意双方可以使用“国家技术核查手段”（NTMVs）相互监测之前建造的。68

在早期，中央情报局和国家侦察局塑造了该基地的任务，其主要目的是针对苏联的电子情报（电子情报），以探测苏联导弹和其他苏联战略核武器的迹象。尽管中央情报局的任务是人类情报，但它设有一个信号情报和电子情报办公室，因为它的主要目标是苏联，而且它在招募人类间谍方面遇到了麻烦。派恩 gap 被视为门威斯山的姐妹站，因为它主要收集电子情报，而门威斯山的任務是信号情报。

在20世纪90年代，松树峡变得越来越军事化。虽然它仍然是中央情报局在全球最重要的和最大的技术情报收集来源，但民用中央情报局和国家侦察局不再是该基地的主要居民。根据澳大利亚专家德斯蒙德·鲍尔和理查德·坦特的说法，到2013年，松树峡66%的美国人员来自美国空军、陆军或海军。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军事人员超越了该站以前的任务，开始从事像门威斯山一样的FORNSAT/COMSAT（外国卫星/通信卫星）收集工作。他们通过这些通信卫星而不是光纤电缆搜索互联网，并监控电子邮件、网站搜索和聊天室，以提供情报来支持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情报行动。69

斯诺登文件显示，美国国家安全局从2005年开始在松树峡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国家安全局在联合国防设施松树峡（JDFPG）的活动的非机密掩护术语是“降雨”，而该地点的所有活动都称为JDFPG。国家侦察局在松树峡有一个任务地面站，这是最高机密。与门威斯山任务地面站一起，松树峡处理来自覆盖“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和非洲的7600号卫星的信号；它们是“军事通信情报目标”。一旦松树峡人员收集到信号，他们就会将其传递给美国国家安全局进行分析。70

更强大的是 Mission 8300 系统。这是一个四卫星地球同步轨道系统，支持美国军事作战行动，旨在收集、处理、记录和报告 SIGINT（信号情报）信息。它覆盖了前苏联、中国、南亚、东亚、中东、东欧和大西洋的陆地。71

这两项任务都具有地理定位能力，可以“帮助精确定位空袭”。有一个被称为“地理坑（geopit）”的部分，配备了地理定位工具，使该站能够对“从太平洋到非洲边缘”的手机进行地理定位，并且可能协助了“有争议的美国无人机袭击”。72

所有这些启示即使不令人不安，也令人好奇——一个位于澳大利亚红色中心地带的美国秘密间谍基地，使用最先进的高科技设备进行全球监视。因此，Netflix 和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合作开发一部关于松树峡活动的惊悚片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有地点和间谍主题，但该剧只持续了六集，并在《卫报》中获得了漫不经心的评价。评论员的评估是，该剧包含大量“喋喋不休的闲聊，穿插着偶尔的性爱场景”。他发现这是治疗失眠的好方法。73至少观众了解到，在沙漠中进行电子间谍活动缺乏詹姆斯·邦德惊悚片的魅力。尽管存在这些缺点，但这部电影的开场序列非常引人注目，并且很好地描绘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全球影响力，因为镜头扫描全球并精确定位了美国全球力量赖以收集情报的三个卫星设施：科罗拉多州的巴克利空军基地、门威斯山和松树峡。74

怀霍派谷，新西兰

当农民唐纳德和乔尼·麦克唐纳在马尔堡葡萄酒产区中心怀霍派谷出售36公顷（88.95英亩）的土地时，他们在1987年找到了一位不感兴趣的买家种植葡萄或照料绵羊。相反，买家，政府通信安全局（GCSB），新西兰相当于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机构，希望建造一个新的卫星站，以瞄准位于基里巴斯岛上空的国际通信卫星组织（Intelsat），该岛位于新西兰以北的赤道附近。国际通信卫星组织成立于1964年，于1965年将其第一颗卫星送入轨道。到1999年，它在赤道和世界各地维持着大约19颗卫星。75

政府通信安全局（GCSB）一直在寻找一块合适的土地。不幸的是，它无法将其位于北岛唐吉莫阿纳的天线站改造成卫星站，因为地面太沙质，无法支撑这些结构。他们还需要靠近军事基地的土地以获得后备支持，以及广阔而安静的天空以获得良好的接收效果。宁静的怀霍派谷，距离布伦海姆20分钟路程，符合要求。政府仅以 21 万新西兰元的价格购买了这块土地。76

当间谍站于1989年柏林墙倒塌前不久开放时，其建造成本已超过2600万美元。一个卫星站，在葡萄园中间有一个巨大的满月卫星天线以及天线和建筑物，很难保密。而且政府并没有试图隐藏这个设施。结果，该站引起了和平活动家、反基地运动者和记者的注意，他们抗议该站，因为一些人认为该站的建造是为了以过高的价格监视民用通信，“主要为了澳大利亚和美国情报机构的利益”。反基地运动（ABC）散发的一份小册子描绘了山姆大叔指着并喷出：“我希望你闭嘴并为怀霍派的秘密间谍卫星基地买单。”虽然新西兰人为它付了钱，但GCSB被认为是太平洋地区国家安全局的“子公司”。77

一旦该站建成，一些抗议者和记者就能够潜入并看到建筑物内的机器。尼基·黑格在他关于新西兰在国际间谍网络UKUSA中扮演的角色的引人入胜的开创性著作中的描述，就像从他肩上望过去，窥视控制室一样：“在怀霍派的建筑物内，在一个几乎是篮球场两倍大的房间里，是该站的心脏——秘密行动中心。”大多数时候，巨大的作战室里没有人：“成排的非常精密的设备和类似宇宙飞船的控制区域自行运行。唯一的动静来自来自小而闪烁的红色、绿色、橙色和白色灯光的星座。这些设备由盟友提供，并完全集成到他们的系统中——你也可以在美国。”78

怀霍派站，代号为“铁砂”，是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全球战略性地部署的五个卫星站之一，这些卫星站以国际通信卫星组织（Intelsat）卫星为目标，作为UKUSA联盟的一部分。与松树峡（Pine Gap）或门威思山（Menwith Hill）不同，这些不是地面站，而是拦截国际通信卫星组织（Intel）卫星中继的信息，这些卫星位于赤道上方，环绕世界，传输世界上大部分的国际电话和传真、电传和电子邮件信息。当这些站点在20世纪70年代开放时，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已成为UKUSA联盟的领导者。位于美国的两个站点由美国国家安全局（NSA）运营：西弗吉尼亚州山区中的糖林（Sugar Grove），其目标是为大西洋以及北美和南美提供服务的国际通信卫星组织（Intelsat）卫星；以及位于华盛顿州的亚基马训练中心（Yakima Training Center），于1973年开放，覆盖太平洋地区。位于康沃尔郡莫温斯托（Morwenstow）的英国站点由政府通信总部（GCHQ）于1971年与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密切合作建立，坐落在悬崖之上，目标是大西洋、欧洲和印度洋。另外两个站点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建造的较新的站点：位于澳大利亚杰拉尔顿（Geraldton）和新西兰怀霍派（Waihopai）的姊妹站，这两个站点都旨在瞄准太平洋。

尽管新西兰认为自己是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国，但其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一个超大型的合作伙伴。当该基地于1989年开放时，配备了一个卫星天线，技术人员瞄准了位于东经180度的IS-701卫星，该卫星是国际通信卫星组织（Intelsat）负责太平洋国家和岛屿的主要卫星。到2012年，该站有两个天线，IS-701卫星被功能更强大的IS-18卫星取代。根据斯诺登收集的一份文件，这两颗卫星都有全球波束，但IS-701从西半球的角度来看，IS-18从南半球的角度来看。79

所有这些站点都支持英国-美国协定的全球窃听计划，称为“梯队系统”（Echelon），建立的目的是“在冷战高峰期收集和处理国际通信卫星组织的通信”。80





梯队系统：首次曝光的全球监控

1988年，早在2013年斯诺登揭秘事件之前，一位坚韧的英国调查记者邓肯·坎贝尔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有人在听”为新政治家。在文中，他揭示了一个“绝密的新全球监控系统”，该系统可以“每年窃听10亿次通话”，并且“随时随地监视他们想监视的人”。不仅如此，美国、英国和盟国的情报机构正在进行“大规模的、耗资数十亿美元的扩张”。81

他的主要消息来源是一位心怀不满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员工玛格丽特·纽瑟姆，她曾在门威斯山担任软件经理，在那里她操作着数十台支持该系统的VAX计算机。在那里，她震惊地得知窃听者监听了美国参议员斯特罗姆·瑟蒙德的电话谈话以及俄罗斯的谈话。她泄露了在加利福尼亚州洛克希德·马丁空间和导弹公司开发的P415全球监控系统的内幕。这个强大的系统旨在收集不断扩展的电信流量。她指责该公司存在过度收费和腐败行为。82

这些关于全球窃听电话、传真和后来的电子邮件等通信的累积披露促使欧洲议会采取了行动。参与梯队计划的所有主要参与者、揭露它的记者以及像詹姆斯·班福德这样的国家安全局专家都被议会委员会要求作证和撰写报告。尽管他在“\t”文章中发表了耸人听闻的开场白，新政治家邓肯·坎贝尔撰写了一份冷静的报告《2000年拦截能力》。他描述了五眼通信情报组织如何利用系统“访问、拦截和处理每一种重要的通信形式”渗透到世界上大多数的国际通信中。他声称，这是因为“UKUSA国家”运行着“至少120个卫星收集系统”。83

在报告中，坎贝尔还做出了令人惊讶的声明，即美国国家安全局没有像歇斯底里的电视节目中概述的那样具有关键词能力，比如60 Minutes报道说像bomb这样的关键词可以被系统捕捉到：“与媒体报道相反，尽管经过30年的研究，但有效的‘关键词识别’搜索系统，可以自动选择具有情报价值的电话，目前还无法使用。”84

直到斯诺登文件泄露后，才有可能验证和了解更多关于梯队系统的信息。事实证明，梯队实际上是美国国家安全局-英国美国协议（NSA-UKUSA）双管齐下项目“磨砂”（Frosting）的一部分，该项目于1966年成立，“用于收集和处理来自通信卫星的所有通信”。另一个项目，代号为“瞬态”（Transient），针对苏联的所有通信卫星，而梯队则收集和处理国际通信卫星组织（Intelsat）的通信。美国国家安全局没有浪费时间。国际通信卫星组织于1965年将其第一颗卫星送入轨道。85

与此同时，随着美国情报部门在信号和通信情报方面变得更加全球化，电信行业也是如此。电信行业的全球化对美国国家安全局构成了威胁。曾经是通信技术创新领域的领导者，但它开始落后。根将军。迈克尔·V。曾担任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的海登在2000年表示，“我们的技术对手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全球电信行业。”他认为，在冷战期间，美国“在技术上始终处于领先地位”，“资金流”稳定，目标明确。86由于他的指示，美国国家安全局开始外包他们的许多技术。承包商的使用量急剧增加，为了更快地进行创新，以便消化大量的信息，内部技术被拒绝，转而采用承包商技术。这导致了开拓者监视系统收集和处理信息。但有一个问题。

美国国家安全局再也无法摄取和分析其收集的所有信息。这一直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但在 2000 年代达到了顶峰。在 2009 年的信号开发（Sigdev）会议上，一位演讲者表示，“收集速度超过了我们按照我们已经习惯的‘规范’来摄取、处理和存储的能力。”87除了亚历山大的“全部收集”心态的危害之外，美国国家安全局像其他依赖技术进行情报工作的美国机构一样，也成为了其强大的收集技术的受害者。

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情报分析员痛苦地意识到了这种信息过载问题，并不一定同意局长的“收集整个草堆”的方法。该机构显然曾经，并且可能仍然有一个名为研究理事会应对信息过载办公室 (R6) 的部门。关于该计划知之甚少，但它似乎与斯诺登在 2013 年提供给记者的黑色预算中的一个 4860 万美元的项目有关，该项目也称为“应对信息过载”。该计划还在 2006 年由来自“人类语言技术”部门的美国国家安全局分析师撰写的一份具有启发性的文件中提到，他们提醒读者“分析师一直淹没在拦截的海啸中，其数量、速度和种类可能是”“压倒性的”和“速度和数量……将会增加……几乎超乎想象。”分析师们描述了他们发现“大量数据，其中很多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的能力。斯诺登文件中一张关于信号情报挑战的幻灯片包含一张干草堆的照片，上面有一根针刺穿它。88

除了将信息过载和分析比作海啸和大海捞针之外，分析师们还在美国国家安全局流传着一个寓言，讲述的是两个人去农场，每人花一美元买了一卡车甜瓜。他们也以同样的价格出售甜瓜。当他们意识到自己没有盈利时，他们问是否“需要更大的卡车？”在这种情况下，更多只是更多。“元数据金库满了。”作者觉得他需要举白旗投降，因为“我们需要巨大的数据存储……(又名我们需要更大的信号情报卡车)。”89难怪美国国家安全局开始建造像犹他州数据中心这样的大型设施，本质上是沙漠中的一个硬盘，用来存储信息。

爱德华·斯诺登在 2013 年爆炸性地登上世界舞台，引起了人们对全球监控 2.0 的关注。虽然他因揭露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国内窥探行为而广为人知，但他收集并从美国国家安全局金库中取出的绝大多数材料都是关于全球窃听和批量收集的。90他的材料表明，梯队系统已被其他互联网间谍项目（如 XKEYSCORE 和棱镜计划）所取代，美国国家安全局及其盎格鲁联盟可以通过这些项目访问谷歌、脸书和微软存储的数据。

电报网络重制版

正如我们所见，到 20 世纪 80 年代，光纤电缆开始补充甚至取代卫星通信。人们认为海底电缆比卫星和无线电通信更安全，而且不容易被拦截或窃听。它们也不太显眼。与点缀在葡萄园或山顶上的巨大碟形卫星的月球景观建筑不同，电缆隐藏在海底。

大多数光纤电缆复制了旧电报网络的相同路线，以及复制盎格鲁-美式地缘力量的电话基础设施。除了本章开头展示的两张地图外，英国电报线路地图是英国帝国权力的另一个有说服力的视觉表现。在十九世纪，电报帮助英国统治其殖民地并保持贸易的顺利进行。英国还利用其岛屿殖民地和加煤站建立着陆区。正如电报电缆是英国帝国神经系统的“重要突触”一样，光纤电缆也是 UKUSA 通信机构的支柱，这个帝国使美国在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实现了霸权。

正如之前讨论的那样，光纤电缆并不局限于塞浦路斯和阿森松岛，美国和英国的活动也不局限于窃听。斯诺登获得的有线电视地图显示，美国国家安全局还安装了恶意软件，以破坏敌人通信中心。

全球信号情报地图（见图。7.2）说明了美国国家安全局在世界各地的收集工作。它显示了美国国家安全局和五眼联盟国家在哪里安装了他们的 20 个高速光缆接入和拦截点（大蓝点），其中四个沿着美国西海岸分布。但最重要的是黄色计算机网络渗透（CNE）点。CNE是一种用于在设备中安装恶意软件的技术。美国国家安全局吹嘘说，它在全球拥有超过五万个植入程序。大多数植入程序似乎集中在亚洲和俄罗斯。通过安装植入程序，美国国家安全局可以“拥有计算机”，并看到每一个按键和打开的屏幕。即使计算机未连接到互联网，它也可以进入和更改计算机中的数据。91

从光纤电缆中收集数据流被称为“上游”收集，而直接从谷歌、脸书、雅虎等互联网巨头的服务器收集的信息则被赋予了代号PRISM，并在斯诺登文件于2013年成为头条新闻时被广泛曝光。一份绝密的美国国家安全局幻灯片描述了这两种收集类型，并包含一个气泡，上面写着“你应该同时使用这两种方法”，箭头指向两种收集方法。

负责光纤收集的特殊来源行动（SSO）部门的标志描绘了一只鹰，它的爪子紧紧抓住覆盖在全球上的光纤。虽然华盛顿邮报我认为它看起来像一个模仿作品，这张图片是美国情报部门使用的一长串宏伟印章中的又一个，用来代表全球的愿望和活动。92

根据斯诺登的说法，SSO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皇冠上的明珠”。SSO团队毫不掩饰地将自己定义为“大数据”的化身。他们收集了大量数据，以至于2006年的一份报告吹嘘说，他们每14.4秒就能摄取“一个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数据。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张幻灯片进一步报告说，SSO提供了“美国国家安全局80%的收集”。这是这一切都是通过利用商业电信公司中的关键企业合作伙伴来实现的。这些公司使用的代号包括Blarney、Stormbrew和Fairview。尽管Fairview和Stormbrew没有在秘密文件中被指认出来，但勇敢的记者们还是能够根据斯诺登文件中的线索，确认Fairview是AT&T，Stormbrew是Verizon，这两家是美国最大的电信公司。93

[image: images]

图7.6 东部电报公司海底电报电缆线路，显示了电信的全球覆盖范围，1901年。维基共享资源，来自A.B.C.电报密码，第五版，1901年

费尔维尤/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风暴酿造/威瑞森被认为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公司投资组合中的顶级生产商。两家公司都通过“生活在全球情报网络中”取得了 SIGINT 的成功。根据另一份关于特殊来源行动的绝密 PowerPoint 演示文稿，在 2010 年上半年，用于准备总统每日简报 (PDB) 的信息中，有 61% 来自电缆来源。94PDB 是由国家情报总监为美国总统准备的情报信息摘要，并从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等主要情报组织中选择信息。

到 2013 年，国家安全局的全球行动似乎是无限的。国家安全局利用数据处理技术，制作了一张名为“无限线人”的热图，用于绘制和量化其通过互联网数据、数字网络情报 (DNI) 和电话数据、数字号码识别 (DNR) 获取的信息量。这张地图代表了国家安全局的“全球访问行动”，并为管理人员提供了有关每个国家收集了多少元数据的信息。在这张地图描绘的三十天里，收集了 970 亿个项目，其中 30 亿个来自美国，这一事实由斯诺登和记者格伦·格林沃尔德曝光。95

从斯诺登的 NSA 文件中浮现出来的是一个在 9/11 事件后爆炸式增长的庞大技术强国。像 Trailblazer 这样耗资巨大的互联网数据挖掘项目激增。到 2008 年，出现了更强大的程序，如 XKEYSCORE 和 GCHQ Tempora，它们有助于筛选通过闪电般的光纤电缆传输的大量数据。

美国国家安全局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是德国。虽然在冷战时期，德国南部的巴特艾布林是美国的主要监听站，但在全球反恐战争期间，随着那个布满雷达罩的月球表面设施逐渐关闭，位于达姆施塔特的欧洲密码中心（ECC）成为了中心舞台。它位于美国军事基地“匕首综合体”内的4373号楼，像许多其他美国国家安全局设施一样，坐落在葡萄园和农田之中。该中心负责“消费从XKEYSCORE（XKS）收集的元数据”。96

XKEYSCORE的能力和德国的地理位置激发了一位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讯作者在2012年写了一篇充满灵感的文章，题为“龙、虾和XKEYSCORE：格林兄弟的故事”。这篇文章展示了如何通过“快速约会”培训来揭开XKEYSCORE的十二头龙挑战的神秘面纱。虽然分析师过去使用非常大的虾网来捕捞任何东西，但XKEYSCORE使他们能够只使用手持金鱼网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捕捞。97

我们就像阿甘正传里的阿甘在他的捕虾船上一样[...]...拉上来一只靴子、一个马桶座、海藻，然后它们就在那里......三只虾！为了获得那些虾、那些可报告的文件或用于扩展目标知识的元数据，我们消耗了大量资源，而且我们处理了大量的马桶座圈……XKS变得如此重要，因为有了它，分析师可以将他们巨大的捕虾网缩小到微小的、手持的金鱼大小的网，只需将它们浸入数据的海洋中，更聪明地工作，准确地舀出他们想要的东西。98

XKEYSCORE软件每天提供对数万亿字节的内容和元数据的访问。分析师所需要的只是一个电子邮件地址来查询目标的通信。它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用于私人通信的谷歌，也是其最强大的全球和技术工具之一。它可以存储三到五天的完整内容。描述XKEYSCORE的美国国家安全局地图显示，行动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局总部，并以125个站点辐射到世界其他地方。另一幅图显示，一名分析师坐在办公桌前，监视一名可能的恐怖分子坐在巴基斯坦的电脑前，步枪放在他身边，在谷歌地球上看着伦敦。分析师可以锁定这个人，因为他有他的电子邮件地址，风格化为“badguy@yahoo.com”。99

信号帝国

历史学家们已经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来争论美国在冷战时期是否是一个帝国。最终，讨论变得语义化，关于诸如“帝国, 殖民地的, 和 新殖民主义，或者自世纪之交以来美国如何看待殖民活动的目录。100

历史记载，美国避免“殖民”活动，因为它谴责英国的殖民帝国。到了冷战时期，美国没有再进行土地掠夺，而是建立了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同时保留了关岛等一些领土。这些基地和领土通常被视为美国“力量投射”的表现。官方而言，规划者希望避免新殖民主义活动。正如丹尼尔·伊默瓦尔在他生动的新书中描述的那样，美国是一个伪装的帝国，由长期被遗忘或忽视的领土组成，这些领土位于美国大陆（“标志”地图）的边缘，甚至远超出美国大陆，如夏威夷、波多黎各或美属维尔京群岛。101

然而，像查尔莫斯·约翰逊这样的批评家认为，尽管美国在二战期间是一个“非正式帝国”，部分原因是殖民地稀少，但在 9/11 事件之后，它崛起为一个成熟的非领土帝国，并开始“公开……展开其帝国翅膀。”对于约翰逊来说，“意图统治世界的军事巨头”足以将其定义为“军事化的帝国”或“军事帝国”。102

毫无疑问，美国在建立秘密通信帝国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正如冷战时期全球遍布超过725个军事基地一样，数百个信号情报站也遍布全球战略要地，有时位于军事基地本身或附近以获得支持。海外有如此多的秘密间谍站，以至于NBC新闻的迈克尔·莫兰在2001年评论说：“今天，人们可以向世界地图投掷飞镖，它很可能会落在悄悄建立的美国情报收集行动的几百英里范围内。”103

随着英国传递全球间谍活动的火炬，美国率先在世界各地建立这些通信情报站，以支持美国的全球帝国活动，同时也创建了自己的信号帝国。事实上，美国通过控制世界各地的通信来维持其全球力量，同时在此过程中成为信号情报活动的领导者。

UKUSA联盟不仅仅是一种形式；它是二战期间建立的友谊。弗里德曼和特拉维斯以信号情报为主题的晚宴以及之后的许多次都庆祝了这种友谊。1996年，GCHQ向NSA赠送了一块牌匾，挂在局长的墙上；上面写着：“50年的友谊与合作，BRUSA-UKUSA。”104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到了冷战时期，领导权交到了美国手中。这个过程始于用技术换取领土，同时帮助延续英国殖民统治的残余。随着冷战的进行，美国用技术取代了土地。它不需要广阔的土地来实现全球霸权。相反，“五眼联盟”分享了他们所有的领土，盟国可以使用这些土地在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战略要地建立设施。或者在塞浦路斯和香港等前英国殖民地或即将成为前英国殖民地的地方，或者在美国在冷战初期占领的国家，如西德和日本，那里有土地可用于军事和情报基地。但最终，是全球技术能力帮助创造和维持了美利坚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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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华盛顿邮报发布了一个爆炸性的新闻。报告称，中央情报局与西德情报部门合作，于 1970 年 6 月秘密收购了瑞士公司 Crypto AG，该公司生产和销售密码机。这些情报机构不仅成为了该公司的所有者，而且密码机还被篡改，以便他们能够轻松读取。现在，中央情报局对控制加密技术感兴趣也就不足为奇了。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央情报局就投资建设了柏林隧道信号情报行动，以窃听苏联的通信。尽管中央情报局的任务是利用人力资源进行间谍活动，但在整个冷战和所谓的全球反恐战争中，中央情报局继续使用间谍飞机、卫星和无人机等大型技术系统来获取秘密信息。显然，间谍机构没有能力自己建造这些技术。相反，他们与私营企业和军事机构合作，以促进大型技术项目。然而，这些故事都不如购买一家公司、篡改机器并轻松读取 120 个外国（主要是在全球南方）的弱加密消息那样大胆。它造成了全球信息不平等和北方国家核心的信息支配地位。这是一种在更大的间谍技术帝国中的技术帝国主义。最重要的是，这项行动使美国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成为全球间谍强国，并能够利用这种能力影响外交政策，直到该公司在 2018 年被出售。1

在尚未向公众公开的中央情报局秘密九十六页历史中，以及在华盛顿邮报根据它的故事，中央情报局沾沾自喜于它的成就：“这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情报政变，外国政府花大价钱让美国和西德有权阅读他们最机密的通信，至少有两个（可能多达五六个）外国。”2

Crypto AG 自 1950 年以来由俄罗斯流亡者鲍里斯·哈格林创立并拥有。该公司最初在哈格林的新家瑞典成立，但他将其搬到了中立的避税天堂瑞士。自 1930 年代以来，哈格林一直是著名密码学家威廉·弗里德曼的密友，弗里德曼也是俄罗斯后裔，曾在国家安全局工作。他们因为共同的文化遗产和对加密的共同兴趣而建立了联系。1951年，在华盛顿特区的宇宙俱乐部，他们在晚餐时握手，并达成了一项“君子协定”，即他们将限制密码机向美国批准的“友好”国家销售；所有其他国家将“获得更老、更弱的系统”。3美国国家安全局（NSA）与哈格林之间的关系最终变得紧张，因为美国国家安全局限制了销售，并且没有与哈格林分享重要信息。美国国家安全局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退出了与他的合作关系。美国国家安全局也认为他们不需要这样的行动，因为他们可以很容易地破解第三世界国家的密码。相反，中央情报局与哈格林达成了一项许可协议。在1969年的谈判以及法国等其他国家表示有兴趣购买Crypto AG之后，中央情报局与德国联邦情报局一起购买了它。该行动最初被称为Thesaurus（金库）；代码名称在1987年改为Rubicon（红宝石）。收购这家现在代号为Minerva（密涅瓦）的公司包括转移其所有全球客户。4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找到了一种篡改机器的方法。随着电子电路的普及，哈格林的老式机械机器正变得过时。哈格林让美国介入，创造了一种新的电子模型，即完全由美国国家安全局开发的H-460。这种新的基于电路的电子系统可以使看似随机生成的数字快速重复，从而使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专家能够破解密码。5

这两个机构还引进了高科技公司，为他们提供技术和商业问题方面的建议。德国人与电信巨头西门子公司合作，后来美国将摩托罗拉公司纳入该企业，以协助 Crypto AG 解决技术问题。6这符合美国的趋势。情报机构在没有高科技公司资源的情况下与之合作帮助他们实现目标。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央情报局就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作建造了备受赞誉的 U-2 间谍飞机。国家侦察局过去是，现在仍然被一个商业园区所环绕，该园区汇集了美国工业界的精英，如波音和博思艾伦汉密尔顿。最后，美国国家安全局还有一个“国家商业园”（NBP），距离总部不到一英里，其中包括博思艾伦汉密尔顿和洛克希德·马丁等公司。7爱德华·斯诺登的揭露事件还包括美国国家安全局与威瑞森（Verizon）、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和谷歌等全球企业巨头合作，以掌握其全球运营愿景的方式。

根据内部历史，经过处理的机器使美国情报部门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取得了一些外交政策上的成功。在吉米·卡特总统于 1978 年将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和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带到戴维营谈判和平协议之前，美国就已经在实时监听萨达特与盟国阿拉伯国家的通讯。这让卡特了解到他能完成什么，以及他可能会退让的地方。和平协议帮助稳定了中东局势。8

正如我们在第6章中看到的，在鲁比肯行动中获得的加密通信使得美国能够成功地就1979年伊朗人质的释放进行谈判，那是戴维营和平协议达成后的第二年。美国可以读取伊朗和阿尔及利亚的加密通信，阿尔及利亚当时是调解人，因为他们都使用了Crypto AG密码机。当时的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鲍比·雷·英曼经常接到卡特总统的电话，询问霍梅尼政权对最新消息的反应。根据中央情报局的历史记载，英曼大约“85%的时间”可以回复。英曼开始称卡特为他的电话伙伴，因为电话交流的频率很高。9

在20世纪80年代，Crypto AG的客户反映了当时的全球热点地区，包括沙特阿拉伯（其最大的客户）以及伊朗、意大利、印度尼西亚、伊拉克和利比亚等国。1986年，在西柏林一家受美国士兵欢迎的迪斯科舞厅La Belle遭到轰炸后，美国迅速将矛头指向利比亚。两名美国士兵和一名土耳其妇女死亡。在阅读了截获的通讯后，罗纳德·里根总统在十天后下令进行报复性打击。当里根宣布打击时，他说他有直接而精确的证据。他甚至进一步表示，利比亚东柏林大使馆收到了进行袭击的命令。里根说，轰炸后的第二天，“他们报告说向的黎波里报告了他们任务的巨大成功。”里根的评论几乎暴露了红宝石行动，任何细心的听众都可以猜到美国截获了利比亚的通讯。10

里根不是最后一个危及红宝石行动保密性的人。1992年，Crypto AG的销售员汉斯·比勒前往伊朗拜访他的客户。他已经在那里旅行了很多年，但这次他被拘留了。九个月后，在德国联邦情报局秘密支付了100万美元的赎金后，他被释放了。由于美国反对为 hostages 支付赎金的政策，中央情报局拒绝提供帮助。比勒并不知道中央情报局和联邦情报局拥有这家公司并操纵了这些机器。但在他返回瑞士后，他了解了更多，并开始向媒体谈论他的新知识。1993年3月，Crypto AG终止了他的合同。这次宣传导致媒体进行了挖掘，并揭示了之前被忽视的线索，例如弗里德曼去世后捐赠给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弗里德曼文件中提到的“鲍里斯项目”。到1995年，巴尔的摩太阳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操纵游戏”的文章。尽管作者对机器的“操纵”是正确的，但他们牵涉到的是国家安全局，而不是中央情报局，并且不知道后来通过收购中央情报局历史而揭示的细节。但即便如此，这次宣传还是导致Crypto的一些客户，如阿根廷、意大利、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印度尼西亚，在1996年取消了合同。难怪该项目代号为九头蛇。由于这种不利的宣传，联邦情报局决定在1993年退出该项目，中央情报局以17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他们在该公司的股份。因此，瑞士 Crypto AG 公司从 1994 年到 2019 年由中央情报局拥有和控制，该公司于 2019 年关闭。11

导致 Crypto-CIA 合作关系破裂的不仅仅是比勒事件。全球化和更普遍的通信技术发展，如公钥密码术，为各国政府提供了其他保护其通信的选择。罗伯特·多佛和理查德·奥尔德里奇还根据私人访谈表明，中央情报局向美国计算机公司施压，要求他们操纵台式电脑，以弥补 1996 年红宝石行动开始衰落时失去的访问权限。考虑到斯诺登披露的关于美国国家安全局与私营公司之间的关系，他们向这些公司施压或合作以获取私人通信、互联网和大数据，这并不奇怪。12

在红宝石行动结束后多年，鲍比·雷·英曼告诉记者，他对运行红宝石行动计划没有任何顾虑：“对于美国决策者来说，它是世界上非常重要的很大一部分通信的非常有价值的来源，”13反映了大多数情报官员和间谍活动总体上完全不道德，如果不是不道德的态度。该行动在社会中的看法可能各不相同，但其政治影响是明确的：中央情报局-联邦情报局-Crypto 联盟既是技术间谍帝国的一部分，也是美国帝国的推动者。

注释

1.格雷格·米勒，“世纪情报政变”，华盛顿邮报，2020 年 2 月 11 日，www.washingtonpost.com/graphics/2020/world/national-security/cia-crypto-encryption-machines-espionage.

2.米勒。

3.请参阅米勒的《世纪情报政变》中 Cosmos Club 协议的实时链接。

4.本章主要基于期刊的特刊情报与国家安全关于红宝石行动，以及多佛和奥尔德里奇的《密码学与全球南方》。还有一个优秀的德国ZDF纪录片，帮助启动了这一波学术研究：https://vimeo.com/456864505。有关本段的信息，请参阅梅丽娜·多布森的《红宝石行动：德国作为情报“大国”？》情报与国家安全35，no。5 (2020): 608–22.

5.米勒，《世纪情报政变》。

6.多布森，《红宝石行动》。

7.作者网站访问和谷歌地图。

8.多佛和奥尔德里奇，《密码学与全球南方》，1909年。他们的例子基于无法获得的中央情报局历史。

9.米勒，《本世纪的情报政变》；参见与中央情报局历史相关的伊朗人质危机标签。

10.米勒。

11.米勒；以及斯科特·肖恩和汤姆·鲍曼，《操纵游戏》巴尔的摩太阳报，1995年12月10日，www.baltimoresun.com/news/bs-xpm-1995-12-10-1995344001-story.html；多佛和奥尔德里奇，《密码学与全球南方》，1911年。

12.多佛和奥尔德里奇，《密码学与全球南方》，1912年。

13.米勒，《世纪情报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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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视野



1957年10月，就在苏联将人造卫星送入轨道后不久，林登·B.当时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逊以极富修辞的口吻谈到了这件事。

罗马帝国之所以能控制世界，是因为它能够修建道路。后来——当转移到海上时——大英帝国之所以占据主导地位，是因为它拥有船只。在航空时代，我们拥有飞机，所以我们更强大。现在共产党已经在外太空站稳了脚跟。被告知明年我们将把一颗更好的卫星送入太空，这并不是很令人安心。也许它甚至会有镀铬装饰和自动挡风玻璃刮水器。1

对于约翰逊来说，苏联人造卫星发射到外太空威胁了美国在全球和技术上的霸权。他认为这在技术上相当于珍珠港事件。这一事件不仅引发了两个敌对超级大国之间渗透到冷战时期的太空竞赛，而且还重新燃起了人们对支持研究“环绕世界的宇宙飞船”的兴趣，正如兰德公司在其1946年的提案中称卫星为“环绕世界的宇宙飞船”一样。不久之后，1958年1月，美国将自己的民用卫星“探险者1号”送入轨道，随后在1960年7月发射了GRAB（银河辐射和背景），这是一颗美国海军的电子情报卫星，以及1960年8月发射了Corona，这是一颗中央情报局的图像侦察卫星。

就其本质而言，卫星是一种全球技术。它像地球绕太阳运行一样，以稳定的轨道绕地球运行。然而，在侦察卫星发展的早期，中央情报局、空军和海军对观察整个地球并不感兴趣。相反，他们将卫星的视线集中在苏联的一大片区域——所谓的禁区——以追踪导弹、炸弹、雷达和核技术。侦察卫星的早期历史并非是关于使用全球性技术的崇高讨论，而是充斥着中央情报局和空军之间关于控制国家侦察局和卫星本身的丑陋地盘争夺战。即便如此，该计划的全球范围通过国防测绘局和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等测绘机构的需求迅速扩大。例如，这些机构需要好的地图来发射和瞄准洲际弹道导弹。随着这些需求的增加，国家侦察局改进了 Corona 搜索卫星和 Gambit 监视卫星，制造了 Hexagon 测绘相机，该相机结合了更高的分辨率和更广阔的视野，以便创建更好的地图。使用侦察卫星图像创建全球地图是侦察卫星计划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

直到冷战结束后，国家侦察局才公开承认并自觉地宣布其用卫星覆盖全球的愿望。其1996年的新愿景声明将国家侦察局描述为“太空中的自由哨兵，一个彻底改变全球侦察的团队”。情报官员、时任国家侦察局代理局长的基思·霍尔解释说，新的声明反映了“情报作用的扩大”和“实现全球信息优势的重要性”。2

即使在冷战结束后才宣布有意识的全球使命，美国也已经扩大了其全球影响力。自从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瞄准苏联战争技术以来，美国扩大了其全球地面站，其中包括可见的雷达天线罩、雷达天线和巨大的天线阵。这些设施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从科罗拉多州的巴克利空军基地到英国的门威思山再到澳大利亚的松树峡。在冷战期间，高空侦察和监视卫星开始发现和监测可能对美国产生影响的每一项军事和经济发展，从外国的农业到其工业基础以及石油和天然气的获取。20世纪60年代见证了美国侦察和监视卫星的基础。

虽然国家侦察局（NRO）最初于1960年8月25日成立，源于艾森豪威尔政府对间谍技术的支持，但其正式于1961年开放，恰逢约翰·F·肯尼迪的总统任期。与艾森豪威尔的开放态度不同，肯尼迪希望将空中和太空侦察“掩盖”在“极度保密”之中。肯尼迪政府“想要避免”使用高科技设备从“安全的太空”监视其他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国家。“肯尼迪也不希望苏联开发出针对侦察卫星的对策，就像对U-2侦察机那样。3

国家侦察局的存在是最高机密；该组织天生就是秘密的。与中央情报局（CIA）、国家安全局（NSA）和其他间谍机构不同，国家侦察局在官方上存在，但在公开场合并不存在。根据一份1963年解密的备忘录，“国家侦察局（NRO）的标题被列为秘密并且美国政府内部存在一个机密的国家侦察计划被列为最高机密。”4国家侦察局（NRO）非常保密，直到1992年才正式承认其存在，尽管1970年代的报纸泄露使其成为公开的秘密。它的办公室位于五角大楼4C-956房间的一个套间里，以太空系统办公室为掩护，门上没有任何标记。甚至国家侦察局的标志——一颗绕地球运行的球形卫星——也被列为机密。

到1970年代国家侦察局成为公开的秘密时，卡特总统宣布，通过所谓的国家技术手段，高空侦察对于监测军备控制协议已变得至关重要。在冷战期间，卫星开始被视为维和人员。一些国家侦察局的内部历史甚至声称，高空侦察阻止了冷战变成热战。

U-2信息爆炸

在之前的章节中，我考察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U-2间谍飞机的起源及其在发现古巴中程导弹中的作用。当然，最初U-2高空侦察任务的主要目标是苏联集团，但目标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扩大到包括中东、中国、印度、拉丁美洲、非洲、韩国、越南和东南亚。随着任务的扩展，全球影响力也在扩大，但更成问题的是，任务的扩散产生了大量的照片。

亚瑟·C。中情局照片判读主任伦达尔与肯尼迪总统关系良好，他在早期的简报中向肯尼迪解释说，U-2 相机可以拍摄到大约 125 海里宽、3000 英里长的区域，胶片长度超过 10000 英尺。他引用了夏洛克·福尔摩斯用大型放大镜扫描证据的形象。“想象一下，一群照片判读员手脚并用，扫描一卷从白宫延伸到国会大厦再返回的胶片，”伦达尔用他一贯通俗易懂的方式说道。肯尼迪总是记得这个比喻，并在其他官员在白宫听取简报时要求伦达尔重复一遍。5但这些数字仅指一次任务。想象一下，一年内两百次或五百次任务会产生多少千英尺的胶片。调查人员几乎没有时间从白宫爬到国会大厦再爬回来。而且这些图像仅来自 U-2 间谍飞机。随着情报机构在 1960 年后转向卫星图像，图像的数量呈指数级增长。

[image: images]

图 9.1 国家侦察局印章。国家侦察局

科罗娜

1960年8月18日下午7点57分，在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空军基地的海滨发射台上，随着与阿基纳航天器相连的雷神助推火箭将一颗发现者十四号卫星送入极地南北轨道，一声火热的轰鸣打破了这里的宁静。发现者号被描述为一颗科学卫星，其任务是为公众收集科学数据，但事实上，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掩护故事，掩盖了中央情报局代号为科罗娜的绝密侦察卫星计划。这是第十四次发射，也是第一次完全成功的发射；在此之前的一年半里，已经有十三次失败，耗资数十亿美元。这些失败受到以下问题的困扰：要么是阿基纳航天器未能进入轨道或坠入太平洋，要么是雷神助推器自毁，卫星回收舱（太空舱）在斯匹次卑尔根岛丢失，轨道射得太高，在重返大气层时丢失，未能分离，或在重返大气层时被摧毁。9009任务（即发现者十四号）也是第一颗安装了摄像头的卫星，也是第一个成功被货机在空中捕获的太空舱。仅此一项任务就带回了比所有 U-2 任务加起来还要多的照片信息。

国家摄影判读中心的一位图像分析师兼经理大卫·道尔评论说：“当 9009 任务的胶片到达华盛顿西北部第五街和 K 街的斯图尔特大厦时，一个新时代开始了。那次任务给我们的报道比所有的U-2任务都多。而且每天Corona卫星在轨道上都要重复进行。因此，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掌握了大量的信息。”6

根据NPIC撰写的第一份报告，9009号任务覆盖了中苏集团150万平方英里的区域。作者强调了检查卫星图像的新颖性，并指出这代表了“人类首次尝试从卫星照片中生成情报报告”。7在NPIC主任亚瑟·伦达尔（Arthur Lundahl）领导的Corona/Discoverer XIV简报会上，兴奋之情更加明显，他以“戏剧性的天赋”宣布这是“我们在这里得到的一些新的和伟大的东西”。当他的副手打开一幅展示地图的窗帘时，有多个垂直条纹从北极发出，穿过苏联，向西延伸到希腊。这与U-2间谍飞机覆盖的地图上的一条弯弯曲曲的线截然不同。发现者十四号的相机扫描了苏联的那些条纹，并拍摄了军事场所的照片；当翻译人员看到地图时，他们欢呼起来。8

仅9009号任务的成果就填满了数十份报告，并记录了13类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场所，如机场、原子能设施、导弹基地、港口和海港。照片判读员被大量的信息淹没，但设法比以往更广泛地识别出卡普斯京亚尔导弹试验场U-2 侦察机图像；他们还发现了 20 个新的地对空导弹基地和一个新的核武器研究和开发中心，以及其他与军事相关的项目。9

到 1960 年底，Corona 卫星已经运回了 271,317 英尺（51 英里）的胶片。但与 1964 年的峰值年份相比，这显得苍白无力，当时它运回了 3,261,324 英尺（617 英里）的胶片。这意味着照片判读员必须分析从华盛顿特区延伸到波士顿再到纽约市的胶片。显然，所有这些信息都无法分析或使用。10

即便如此，Corona 的目标迅速扩大，以反映世界事件。根据 NPIC 高级经理兼首席照片判读员 Dino Brugioni 的说法，胶片上捕捉到的一些事件包括俄罗斯和中国的核计划、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六日战争、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苏联的登月竞赛、中苏边境冲突、印巴战争、越南战争、克什特姆核事故、柏林墙的建造、中国接管西藏以及古拉格群岛的遗迹。11

全球制图

但对于美国全球覆盖范围的出现更为重要的是卫星图像对制图的影响。即使战略目标在早期仅限于所谓的禁区，如中苏集团，分析师们很快看到了创建全球地图的潜力。这意味着最初用于外国情报的卫星开始拍摄美国的地方，如华盛顿特区。12伊莱恩·A.吉福德是国家摄影判读中心的摄影测量师，她在一次采访中承认，“科罗娜系统最初并非为测绘目的而设计的……然而，它迅速发展到支持测绘能力。”不仅如此，他们很快意识到“我们需要做的是从太空勘测整个地球。”因此，他们开发了一种“带有校准相机、精确轨道位置和精确相机姿态的卫星。”简而言之，他们使用侦察卫星图像来创建一个民用和军用全球测绘系统。13

正如地理学家约翰·克劳德指出的那样，这一发展在新兴的“代号测绘社区”中创造了民用和军方人员之间的新协同作用。这个社区是在二战和冷战早期的需求中发展起来的。最重要的训练基地之一是国家摄影判读中心的摄影测量学（图像中尺寸和空间关系科学）和其他照片分析师是俄亥俄州立大学测绘研究实验室（MCRL）。那里的工作主要由国防部资助，工作人员处理机密合同和秘密报告。到1954年，空军的圣密苏里州的路易斯航空图厂雇用了三千多人。14

这个圣.在冷战和 9/11 后的时代，路易斯装置迅速经历了一系列名称、首字母缩写和任务变更的杂技表演。1947年，它更名为航空图表和信息中心（ACIC）；到1972年，它已成为新成立的国防测绘局（DMA）的一部分，当该机构在1996年成为国家影像测绘局（NIMA）的一部分时，圣路易斯也被纳入其中。路易斯也被纳入其中。2003年，当NIMA成为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的一部分时，迎来了最大的名称和任务变更；圣路易斯工厂随后成为NGA西部。路易斯工厂随后成为NGA西部。随着如此巨大的扩张，NGA认为圣路易斯工厂需要更多的空间。路易斯工厂需要更多的空间。截至2022年，政府正在努力建造一座新的17亿美元的建筑，预计将于2025年完工。15

Hexagon

Corona计划于1972年结束。它为情报界提供了十多年令人瞠目结舌的卫星图像。尽管它的 KH-4 相机提供了出色的测绘图像，但巨大的、公共汽车大小的六边形卫星才是被设计和制造为专用测绘卫星的。六边形卫星是 KH-4 提供“连续立体地面覆盖”的能力和 Gambit 的 KH-7 相机分辨率的结合。美国国家侦察局（NRO）的六边形卫星历史将其描述为“测绘系统的终极设计”，因为它能够同时覆盖“地球上大面积、连续的区域，且比例尺很大”。16

在早期著名的 Corona 侦察卫星收集图像时，胶片上的信息通过桶式捕捉系统传回地球。这种看似原始的胶片返回信息的方法源于美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使用巨大的携带相机的气球来观察东方集团和苏联的经验。这个想法是捕捉已经释放到\n连接在降落伞上的镀金桶中的胶片，防止它落在水中。大型货机俯冲下来，用固定在地板开口附近的绞盘将桶拉上来。





实时

当然，电影胶片桶回收系统的问题在于接收和评估材料的延迟。在许多情况下，国际危机的摄影记录是在事后通过卫星摄像机看到的。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 1968 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尽管美国卫星工程师在 20 世纪 50 年代曾试图开发实时卫星系统，但他们的努力失败了，情报部门决定选择复杂、耗时且不可靠的胶片返回桶系统。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开发一种能够将图像发送到地球的实时侦察卫星的努力，最终在 1976 年 12 月随着 KH-11（代号 Kennan）的发射而实现，该项目由中央情报局及其加利福尼亚承包商洛克希德公司牵头。

这款新型革命性的间谍卫星是第一个使用 CCD（电荷耦合器件）的卫星，这项技术最初由 George E. 在 1969 年于贝尔实验室发明。史密斯和威拉德·博伊尔，他们创造了一种新的存储电路，用于信号处理和成像。尽管 CCD 自 1975 年以来就被天文学家用于望远镜，但直到 KH-11 才被应用于卫星。17

图像在1977年1月20日，即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就任美国第三十九任总统的同一天开始传回美国。那天早上，在上午9点之前。在卡特正式就职前的几个小时，中央情报局在兰利召开了高级员工会议，并收到了相关照片。E. 亨利“汉克”诺赫（Henry “Hank” Knoche），当时的代理中央情报局局长，对这些图像感到非常兴奋，以至于他想在当天就向卡特（Carter）展示，但最终还是决定预约在第二天下午3:15在白宫与卡特及其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见面。Knoche带来了一些六寸见方的黑白照片，这些照片并没有展示苏联的军事硬件发展，而是“提供了”前一天卡特就职典礼的俯瞰视角。当诺赫在地图室的桌子上摊开图片时，卡特“摇了摇头惊讶地说：“当然 . . . 这对我们的军控工作也将有所帮助。18

随着侦察卫星的改进，美国情报界决定减少人力和人力情报（HUMINT），转而购买机器。这意味着可以用来分析不断增长的数据的人越来越少。胶片回收系统收集了大量信息供分析，但直到 KH-11 Kennan 卫星的革命性实时图像出现后，分析师才被数据淹没。物理学家杰里·尼尔森回忆说：“从这些东西传下来的信息会让你窒息……它很快变得非常真实。你不可能拥有足够大的计算机来处理它。你买不起足够的程序员来编写代码或查看结果或解释它们。在某个时候，你就会饱和，这会破坏你的整个目的。”19与胶片回收卫星不同，KH-11 每小时每天都会发回图像。

国家摄影判读中心

机器取代了情报界的许多人，但机器收集的大量数据既需要人类分析师，也需要计算机。国家照片判读中心（NPIC）是早期图像分析的主要机构。最初是中央情报局内一个由少数照片判读员组成的小型照片判读部门，它逐渐发展壮大，以适应间谍飞机和卫星不断提高的技术能力及其产品。在艾森豪威尔 1961 年离任之前，他创建了国家照片判读中心（NPIC），它是中央情报局照片部门和国防部下属机构（如国防测绘局）的合并。

亚瑟·C。伦达尔在中央情报局创立了图像分析。他是一位参加过二战空中侦察的海军退伍军人、地质学家和业余摄影师，1946 年至 1953 年在海军摄影部队担任副指挥官，后被中央情报局挖走。他是天时地利人和。同事们认为他“富有想象力、外向、[且]有洞察力”，并且对摄影判读技术有深刻的理解。他还擅长“报告”其成就。根据他的同事迪诺·布鲁吉奥尼的说法，他赢得了与他共事的“十二使徒”的“完全尊重、钦佩和奉献”。他是一位积极的空中侦察倡导者，他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他成为了图像分析的公众人物。他获得了美国所有的国家安全奖，英国在1974年，即他退休后一年，授予他大英帝国勋章。20他的标志性地位在亚瑟·C.中被纪念。2011年，位于弗吉尼亚州斯普林菲尔德的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内的伦达尔礼堂。

1956年，伦达尔将中央情报局的照片判读中心搬到了华盛顿特区市中心附近破旧的斯图尔特汽车公司大楼里，与此同时，U-2间谍飞机开始投入使用（见第章）。1). 他将解释从U-2任务中收集的照片的项目代号命名为HTAUTOMAT，以纪念当时流行的纽约市自动餐厅。他设想“随着所有数据的涌入，人们会在周末、节假日和半夜来——就像纽约市的自动餐厅一样，人们在凌晨3点吃火鸡晚餐。”21随着来自U-2间谍飞机和间谍卫星的大量信息涌入，工作人员增加到三百人，然后增加到一千三百人，但这仍然不足以分析大量材料。22

在许多方面，位于贫民窟的七层楼的斯图尔特大厦为秘密行动提供了理想的掩护。国家照片解译中心只占据了顶部的四层楼，而福特汽车经销店则占据了底部的三层楼，并将底层用作展厅。1963年，搬到更大更好的建筑不仅仅是因为员工人数的增加。随着照片判读在情报界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司法部长和国防部长等政府领导人开始乘坐他们闪亮的黑色豪华轿车来到斯图尔特大厦。汽车的奢华和西装革履的人们与社区的肮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据说，当罗伯特·“鲍比”·肯尼迪参观这座大楼时，他不得不从一个睡着的醉汉身上走过去才能进去。肯尼迪政府将寻找更好的建筑作为1962年的优先事项。在1962年秋天古巴导弹危机爆发时，位于华盛顿东南区华盛顿海军造船厂的213号楼（一栋储存钢坯的前炮塔工厂）耗资1700万美元的翻新工程（占当年NPIC预算的三分之二）已经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23

随着1963年1月搬入巨大的213号楼，NPIC的占地面积从50,000平方英尺增加到400,000平方英尺。24对伦达尔来说，这次搬迁“似乎梦想成真……走过大门，看到213号楼洁白辉煌，几乎就像泰姬陵。”私下里，这座建筑被称为“伦达尔希尔顿”。25

随着来自卫星的信息流增加，对照片判读员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即使在 1963 年和 1964 年大量招聘人员，该中心仍然难以跟上 Corona 卫星的 KH-4a 相机和更高分辨率的 KH-7 产生的信息量。每次任务结束后，213 号楼都会出现信息过载。26

一旦来自飞机或卫星的图像被处理，它就会被写入 NPIC 报告中，这些报告被不同地称为 TALENT 报告（图像分析的代号）、包括卫星图像的 TALENT-KEYHOLE、联合任务覆盖指数 (JMCI)、详细照片判读报告 (DPIR) 等。OAK 报告侧重于来自 KH-4 Corona 卫星的图像。OAK 可能是一个随机的代号，或者它可能表示该材料是“独一无二的”；似乎没有人知道这个首字母缩写的由来。这些报告涵盖了诸如机场、电子通信、工业、军事目标、核设施、造船厂、导弹基地以及目标国家的存储、运输和管道系统等主题。27

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末，图形图像开始装饰报告的封面。其中最引人注目和无处不在的是一个细长的地球仪的图像，上面布满了侦察机及其图像目标的符号。地球仪的中心描绘了一朵蘑菇云。在右边，有一架飞机飞过一家工厂，朝着空中发射的一枚巨大的导弹；其他导弹也准备好在它们的拖车上发射。在蘑菇云的左边，有一个实验室的图像，用试管和烧杯以及一个大型圆形雷达收集器地面站来描绘。28

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家照相判读中心才开发出自己内部和外部使用的标志，而在此之前，它已经在1961年1月使用了这个名称。该印章描绘了一只看起来不快乐的鹰的头部，被包裹在无尽的摄影底片卷轴中。工作人员称之为被胶片窒息的鹰，它镶嵌在有十颗星星的蓝色天空中。图像周围环绕着罗盘标记和中心的标题：国家照相判读中心。与中央情报局的印章一样，它是红色、白色和蓝色，是美国的颜色，而且与中央情报局的印章一样，它包括一只鹰，美国的国鸟。

这种不断增长的信息流导致了新的根据中央情报局督察长和国防部在1965年的建议，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DIA）成立了照片判读部门。高空侦察委员会还制定了国家任务计划和两种不同的目标：国家级和部门级。当一个目标被指定为国家级时，它将与整个情报界共享。以一种倒置的逻辑，目标非常重要，以至于“重复努力被认为是必要的”。29

[image: images]

图 9.2 国家摄影判读中心印章。维基共享资源

即使情报界有了新的照片判读部门，NPIC 仍然是一个信息交换中心。它负责创建和维护一个关于所有国家目标的计算机数据库，供所有情报用户使用。到 1972 年 Corona 卫星运行结束时，该数据库增长到一万个目标。30

即使在原始计算机可用时，NPIC 仍然使用低技术方法跟踪这些目标：鞋盒和故事。“鞋盒”是政府发放的木箱，可以容纳 5 英寸乘 8 英寸的索引卡片。照片判读者没有在盒子里装卡片，而是装满了图像。由于计算机内存昂贵且不可靠，照片判读员通过讲故事来保留历史记忆。虽然数据库包含经纬度、识别号码和目标名称等基本信息，但它不包含关系信息或跟踪随时间的变化。这是通过情境和关于任务发现的行动叙事来完成的。即使有大量需要从卫星胶片中解读的信息，叙事仍然是保留和传授知识的一种方式。31

伦达尔用他的故事板给总统、国会和决策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会讲述粘贴在板上的图像背后的故事。古巴导弹危机的故事板是最著名和最出名的，但这是国家照相判读中心的标准做法。其主要重点是苏联的导弹和核能力。发现、识别、绘制并与其他活动进行比较的大部分目标都在苏联。像秋拉塔姆这样的导弹试验中心与塞米巴拉金斯克的核试验区有关联，例如。32

虽然光桌和显微镜是照片判读员的基本技术，但国家照片判读中心真正需要应对这种信息洪流的是更强大的计算机。到 1973 年，国家照片判读中心拥有 120 个终端，连接到他们从国家安全局（另一个处理信息过载的机构）获得的斯佩里 494 大型计算机。但他们抱怨说，这些计算机不够强大，无法存储和分析所有信息。33

Corona 卫星相机产生了大量的图像，但直到 1973 年 Hexagon 卫星的 KH-9 相机带回了将广阔区域与出色分辨率相结合的照片时，国家照片判读中心才无法应对。KH-9 相机每年提供 12 桶胶片，相当于超过 189 英里的胶片。每个桶包含 90 到 160 罐胶片，并通过卡车运到国家照片判读中心海军造船厂大楼。国家照片判读中心努力处理这“大量的信息”。领导人估计他们需要 2500 人来查看所有胶片。根据前国家摄影判读中心（NPIC）照片判读员杰克·奥康纳的说法，“KH-9影像的大量涌入意味着快速审查所有传入的胶片几乎变得不可能。”34

六角形是最后一颗胶片返回卫星，每隔几周就会运送一次材料，但国家照相判读中心的真正应对噩梦将随着 KH-11 或 Kennan 的到来而出现，这是第一台实时成像相机。Kennan 以每小时一次的轨道覆盖了整个世界，这些轨道从东向西推进。正因为如此，分析师现在按专业组织分布在世界各地。负责导弹或核目标的分析师不仅关注苏联，还关注整个世界。尽管国家照相判读中心试图通过在 1977 年安装一台更强大的计算机来为这种数字实时图像做好准备配备三百个 Delta Data 终端的新型 Sperry 1100 仍然不堪重负。35

世外桃源协同定位

国家侦察局（NRO）与主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和马萨诸塞州的承包商合作，率先开发了 Corona、Hexagon 和 Kennan 卫星。到了20世纪80年代，它在情报界获得了一种官方上隐形但占据主导地位且代价高昂的角色。由于它的存在仍然是秘密，国家侦察局（NRO）的预算被埋在空军支出中，并在较小程度上被埋在中央情报局（CIA）和海军项目中。根据威廉·伯罗斯的说法，在20世纪80年代，国家侦察局/空军消耗了大约15%的国民情报预算，即2000亿美元中的308亿美元。中央情报局还在卫星的研发上花费了29亿美元；海军太空项目在“白云”海洋侦察卫星项目上花费了18.9亿美元。这些数字还不包括国家安全局（NSA）的太空侦察信号情报（SIGINT）项目。在1980年至1989年间，国家侦察局/空军在卫星采购以及将它们推进轨道所需的助推器上花费了约148亿美元，在研发上花费了110亿美元。伯罗斯估计，20世纪80年代技术收集的“总费用”接近500亿美元，是向月球派遣宇航员成本的两倍（仅1985年就花费了50亿美元）。36

20世纪80年代随着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共产主义的崩溃和冷战的结束而结束。国会将国防和军事预算削减了高达冷战时期水平的25%，冷战时期水平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顶峰。即便如此，国家侦察局凭借其行业关系和资金，还是设法节省了资金并制定了宏伟的计划。

1989年，国家侦察局（NRO）的官员开始讨论在弗吉尼亚州北部建造一座巨大的新办公楼，以整合其员工和承包商。宣告的冷战结束并没有阻止他们。即使是比尔·克林顿总统在1992年成功地解密了国家侦察局（NRO）的存在，也没有阻止国家侦察局（NRO）在正式进入公共领域后继续推进该建筑的建设。

到1994年，这座建筑几乎完工。但有一个大问题。国家侦察局（NRO）的领导人没有通知国会，也没有获得3.47亿美元的预算批准。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对此感到不安。尽管参议员们尊重国家侦察局（NRO）对国家安全的贡献，但他们认为这座建筑的价格标签和过大的规模以及外观对纳税人来说是“愚蠢”和“浪费”。参议员。俄亥俄州的霍华德·梅岑鲍姆认为，该地点“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两个国家侦察局”，而且“过于奢华”。37

这个“镀金的享乐”穹顶激发了参议员。蒙大拿州的马克斯·鲍卡斯引用了柯勒律治的诗，因为他认为这个项目受到了诗意幻想的启发。

在仙那度，忽必烈汗

颁布了一座庄严的享乐穹顶

阿尔法圣河在那里流淌，

穿过人类无法测量的洞穴

流向阳光明媚的海洋。

因此，两倍的五英里脆弱[肥沃]的土地

四周环绕着城墙和塔楼

鲍卡斯认为世外桃源相当于弗吉尼亚州北部；忽必烈相当于情报界；阿尔夫河相当于波托马克河以及国家侦察局的情况：一百万平方英尺，带有一个“巨大的、封闭的”区域，包括一个喷泉和一个桑拿房（喷泉和桑拿房在喧嚣之后被取消）。38

到2013年，国家侦察局的预算申请为每年102亿美元。根据爱德华·斯诺登获得的文件，它在情报界的预算分配中排名第三，仅略低于重量级机构：国家安全局的108亿美元预算和中央情报局的147亿美元预算，在526亿美元的情报预算中。39

“彻底改变全球侦察”

毫不奇怪，代表国家侦察局的印章描绘了一颗环绕地球的国家侦察局卫星。毕竟，它准确地描绘了一颗卫星的轨道。与强调外太空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标志不同，国家侦察局的标志描绘了对地球的凝视。即使作为一个合适的图像，该标志也代表了美国监视世界的力量。

围绕国家侦察局的保密性体现在徽章设计的演变中。在最初的版本中，国家侦察局仍然是一个非常秘密的组织，隶属于国防部。1965年，当国家侦察局局长布罗克韦·麦克米伦退休时，他被授予了一份证书其中包含一枚由空军特殊项目办公室设计的来自神话般的“太空进步特殊学院”的印章。地球的图像，一颗微小的圆形卫星绕其运行，栖息在一只后腿站立的臭鼬上。当然，臭鼬描绘了“臭鼬工厂”，这是加利福尼亚州洛克希德公司（由凯利·约翰逊领导）的昵称，该公司生产了U-2侦察机。到20世纪70年代初，印章上的臭鼬消失了，但印章仍然相同。40

到1973年，印章上的名称被“空军部长办公室，空间系统”所取代，它成为国家侦察局五角大楼总部的非官方印章。现在，印章描绘了一颗卫星在深蓝色星光熠熠的天空中绕地球运行，黄色的陆地和围绕整个徽章的黄色带。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该组织的真实名称——国家侦察局（National Reconnaissance Office）——才取代了旧的掩护名称。现在，这个地球仪镶嵌在黑色的星空背景中，这个设计成为了倒数第二个标志；它点缀着国家侦察局的机密出版物，直到1994年，也就是当前标志（2019年）开始使用的那一年。到1994年，国家侦察局不再否认其存在，并公开了。最后一个标志与之前的标志相似，但它用白色代替了黑色的星空，大陆是绿色的，底部印着“美利坚合众国”。41

令人惊讶的是，直到冷战结束后，国家侦察局才真正走向全球。在冷战期间，国家侦察局专注于所谓的禁区，覆盖了地球陆地面积的约四分之一。到1996年，国家侦察局告诉国会，“威胁的全球化”迫使他们将“努力转向整个世界”。1996年，国家侦察局自豪地改变并宣布了其愿景和使命宣言。它的座右铭变成了“太空中的自由哨兵：一个团队，彻底改变全球侦察”。国家侦察局在1998年告诉国会，它已经改变了座右铭，以反映“实现全球信息优势的重要性”。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国家情报重新定向”及其不断扩大的作用使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领导人开始关注新的“跨国”威胁，如毒品、恐怖主义和正在消失的资源。42国家侦察局已经变成了一个寻找问题的机构。它有延续组织存在的解决方案。

基思·R。霍尔，一个身材高大，留着小胡子，头发乌黑，总是穿着白衬衫、西装和领带的男人，自1997年3月以来一直担任国家侦察局局长（DNRO），是一位职业官僚。他的情报经验始于他领导两个海外陆军情报部队并在华盛顿担任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等高级管理职位时继续积累。他还参与了美国图像和地理空间组织合并到国家图像与测绘局的工作。43

霍尔承认，当他担任DNRO时，国家侦察局需要改善其“床边姿态”。在他之前在情报部门工作的15年里，他经常听到其他机构的同事评论说：“我们不喜欢那些家伙。他们很傲慢。”他们认为国家侦察局是“一个非常高效的组织，但是，他们真是一群混蛋”，他们说。霍尔给国家侦察局的“床边服务”打了“C”。44

当国家侦察局将其业务整合到弗吉尼亚州尚蒂伊总部时，其想法是统一不同的部门，合并洛杉矶。与兰利一起，武装部队与中央情报局。但四座六层楼高的塔楼，由走道分隔，继续隔离员工。虽然中央情报局、陆军和海军留下了在尚蒂伊总部延续的文化遗产，但工业界，即“国家侦察局的命脉”，像飞蛾扑火一样围绕着国家侦察局的园区。谷歌地图以及在该区域的行驶路线显示，国家侦察局（NRO）被一个巨大的商业园区所环绕，其规模可与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相媲美，其中包括波音、航空航天公司、Perspecta、SAIC/Leidos 和博思艾伦汉密尔顿等行业巨头。与工业界的这种密切联系推动了国家侦察局（NRO）在技术上的成功，同时也为前任或退休的国家安全局（NSO）员工创造了旋转门职位。霍尔于 2001 年离开国家侦察局后，成为博思艾伦汉密尔顿公司的高级副总裁。45

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自由的哨兵”是国家侦察局的座右铭。这句话经常被贴在NRO的T恤上，或贴在官方事务上。当NRO维护一个网站时，它的愿景变成了“Supra et Ultra”，超越一切。对于一位科学史学家来说，这句座右铭让人想起早期现代时期的座右铭“Plus Ultra”，它被贴在海洋中赫拉克勒斯之柱的图像上。正如冷战时期是太空探索的时期一样，早期现代时期也是海上探索的时期。

章鱼标志

2013年12月5日，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在Twitter上发布消息称，一枚宇宙神5号火箭将于晚上11:00发射下午携带一份机密的NRO有效载荷。公告附带了任务的徽章，NROL-39（“L”代表“发射”）。它描绘了一个地球，一只愤怒的章鱼用它的触须抓住地球。一条标题写道：“没有什么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

宣布任务发射并附上徽章图片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美国国家侦察局（NRO）多年来一直在宣布他们的发射任务。毕竟，在他们在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的发射场很难隐藏火箭发射。徽章传统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早期做法的延续和修改，当时宇航员可以为他们的任务命名。在该传统中断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美国国家侦察局（NRO）开始允许任务发射团队创建任务徽章，该徽章也贴在火箭本身上。美国国家侦察局（NRO）为机密军事任务开发了数十个徽章。其中许多都具有威胁性和神秘感。有些描绘了巫师、猫头鹰或三头龙。没有一个引起公众的强烈抗议。

但是，一旦章鱼拥抱地球的徽章发布，美国国家侦察局（NRO）就被指责为“听而不闻”。毕竟，2013年6月斯诺登关于美国监控的爆料已经引起公众对美国政府全球大规模监控的反感。即使国家侦察局在情报界不如臭名昭著的美国国家安全局那样广为人知，但一条推特帖子肯定会触及广泛的受众。

这个卡通风格的标志可不是开玩笑的。一份信息自由法案（FOIA）的申请，要求提供开发材料，揭示了该图案的起源、基本原理和批准过程。这个想法最初产生是因为一根被称为“章鱼线束”的电缆在测试航天器时发生故障。但当任务团队的工程师们思考这个问题时，章鱼的特性似乎为代表国家侦察局自身的任务提供了可能性。章鱼是一种聪明的动物，它用触手在复杂和偏僻的空间里捕捉猎物。由于国家侦察局认为没有什么超出其范围，敌人无论躲在哪里都无法逃脱。正如任务经理在他的演讲中所说，他认为这个徽章“很酷”和“非常棒”，“敌人无处可逃[原文如此] . . .章鱼对我来说代表了这个想法……我们几乎在任何时候都插手所有事情。”46

该补丁于2012年2月获得批准，并附有所有必要的签名。办公室里有人对这个标志感到不安的唯一暗示是在批准单上用蓝色墨水写的一句话：“有点邪恶！！”47

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

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NGA）——这个由先前缩写机构DMA、NPIC、NIMA等等组成的字母汤混合体——位于弗吉尼亚州斯普林菲尔德，在宣布其新建筑计划时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媒体正确地关注了这座建筑的规模：它是华盛顿特区大都会区第三大联邦建筑，仅次于五角大楼和里根大厦。与五角大楼一样，它是由大型技术（如水坝和运河，甚至包括柏林隧道）的建造者——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建造的。尽管它规模庞大，并且在情报和军事等级制度中具有新的重要性，但很少有人听说过它。当贝拉克·奥巴马在华盛顿的一家Five Guys汉堡餐厅询问一位顾客在哪里工作时，这位顾客回答说：“NGA”，但奥巴马没听说过。那是2009年，在NGA于2011年搬到斯普林菲尔德的超大型园区之前，该园区雇用了16000人。48即使有这么多人在这座园区工作，这个地方仍然笼罩在一层面纱之下，并被自己的警察部队包围着。

出于对NGA及其超大型建筑的好奇，我在2019年夏天拜访了位于斯普林菲尔德的内部历史学家，并参观了NGA博物馆。但在从马纳萨斯经I-66号公路开车到斯普林菲尔德之前，我花了几个小时盯着谷歌地图上位于新地址和道路上的建筑图像：7500 Geoint Drive。谷歌地图显示，一个长长的金属地堡/机库状、漏斗状的建筑物毗邻三个大型停车场，后面有一个大型水池。一个星巴克咖啡图标位于漏斗状建筑物之前。

所有访客必须通过访客中心进入，这是一个设有安全检查站的票据交换所，并且必须有联系人的电话号码才能接送。我的联系人签发的停车证作为我的入场证。当我等待时，工作人员以为我是承包商，我听到很多承包商在办理入住。在我的联系人终于接到电话后，我被接走并护送到主楼，同时经过一条沿着人行道简报板延伸的历史时间线。当我们接近主楼时，数百个梯形窗户出现了（NGA概况介绍中吹嘘有1707个）。每当我们经过走廊或开放空间中的其他人时，我的护送人员都会说“未清除”，以警告开放式办公区的工作人员降低他们的机密对话。结果发现，带有金属锥体的建筑物是一个巨大的中庭，设有美食广场、美发沙龙、星巴克和许多散落的桌子。当我抬头凝视着空间的巨大和奢华时，它看起来像一座情报大教堂。

就像一个新的郊区住宅区一样，NGA园区建造了9英里的新道路，并种植了新的树木，这些树木在2019年仍然不成熟。虽然它自诩为LEEDS建筑，但该园区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它包括一个105,000平方英尺的中央公用设施工厂，并有一个冷却池，类似于后面的一个大型池塘，用于其系统。该工厂每分钟产生31,500加仑的冷冻水；正如NGA概况介绍中所指出的，这足以每小时填满一个奥林匹克规格的游泳池。49

NGA之所以变得如此庞大的主要原因是它合并和整合了其他测绘和图像分析机构，形成了一个大型机构。这些合并的演变以一系列缩写词为标志：它始于1996年NPIC与DMA一起成为NIMA的一部分。NPIC基于情报的图像分析与DMA基于军事防御的图像的合并引起了争议。该决定是基于五年来的辩论和研究，内容是如何组织社区的图像情报资源。最终，NGA希望在图像情报领域达到NSA在信号情报领域的地位。它实现了它的目标。到2013年，它的预算和建筑物在规模上与NSA相当。NGA是三大资金最多的间谍机构之一，2013年的预算为49亿美元。

除了建造卫星的高成本外，NGA和NRO的总预算也说明了它们在情报等级中的重要性以及对技术本身的重视。在9/11事件后美国宣称的全球影响力下，有什么比卫星和地图技术更好的方式来监控世界呢？美国情报部门确实像一只章鱼，触角无所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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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全球性的杀戮机器



沙漠的天空中盘旋着嗡嗡的声音。它以前也曾入侵也门的天空，但这次不同。对于 2002 年 11 月 3 日星期日，在偏远省份马里卜一条尘土飞扬的沙漠公路上行驶的丰田陆地巡洋舰中的卡伊德·萨利姆·西楠·哈雷西和他五个男性同伴来说，一切都太晚了。哈雷西犯了一个错误，他在白色吉普车的后座上颠簸时，用他的五部手机中的一部拨打电话。他刚一这样做，位于马里兰州米德堡国家安全局总部的 3E132 房间就响起了警报。哈雷西是美国情报部门的首要目标；他因策划对美国海军科尔号的致命袭击而被通缉科尔两年前，他被怀疑是基地组织的特工。因此，每当哈雷西使用五部带有更换卡和号码的手机中的一部时，警报就会响起。当一位分析师将他的声音录音与那六秒钟的通话进行比较时，他喊道：“他在后座，他正在给司机指路！”1

一旦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分析师确认了哈雷西，他们就联系了兰利中央情报局的反恐中心（CTC）团队；中央情报局已经为这一天做好了准备。它最近在非洲吉布提的红海对面的也门南部驻扎了一支武装的捕食者无人机队。几分钟之内，中央情报局反恐中心作战室的工作人员就通知飞行员发射一架无人机前往马里卜。几分钟之内，中心的工作人员，一个充满“纯粹狂热能量”的开放空间，2正在观看一辆汽车在沙漠中缓慢行驶的视频。一旦他们确认目标正确，他们就向在中央情报局园区拖车里的飞行员（远程操作无人机）下达了向目标发射地狱火导弹的命令吉普车。飞机因导弹弹射而摇晃，视频图像消失了几秒钟。飞机稳定后，中央情报局官员可以看到一辆被焚毁的吉普车，里面有六名死者。到处都是身体部位。调查人员可以从一条被肢解的腿上的一个标记来识别哈雷西。这是中央情报局有史以来第一次有权指挥自己的武装无人机，在一个美国没有交战的国家杀人。3

对于中央情报局来说，进入高科技定点清除业务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自成立以来，它一直被认为是一个负责收集情报以保护国家安全的民事机构。这并不意味着该机构从未暗杀过外国领导人或使用过无人机。事实上，自从无人机被开发出来后，它就一直被用作侦察机。在杰拉尔德·福特1976年的行政命令禁止暗杀之前，中央情报局曾试图暗杀外国领导人，但未使用武装无人机。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央情报局就已经开发了自己的侦察无人机。在讲述中央情报局如何以及为何通过使用武装无人机成为一个全球准军事组织的故事之前，让我们回到20世纪60年代。

标签板

当U-2间谍飞机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部署时，它的日子屈指可数了。尽管在侦察摄影方面取得了成功，但这架飞机已经被击落太多次了。1960年5月1日，当一枚苏联导弹击中加里·鲍尔斯的U-2飞机时，他从飞机上弹射出来，从空中坠落，降落在苏联领土上。艾森豪威尔感到震惊；他最糟糕的噩梦变成了现实。尼基塔·赫鲁晓夫取消了日内瓦峰会，损害了美苏关系。赫鲁晓夫利用这一事件指责美国公然从事间谍活动，并且他有证据，那就是一个活生生的飞行员当场被抓获。

然而，中央情报局知道U-2侦察机的飞越行动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幸运的是，他们也在探索卫星侦察技术，而且恰好在1960年8月，即鲍尔斯事件发生三个月后，第一批成功的间谍卫星之一，代号为“Corona”，发射升空。

但还有另一个鲜为人知的项目是对U-2事件的回应。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致力于开发一种遥控飞机，即无人机。根据最近解密的文档，国防部研究与发展办公室的尤金·富比尼在1962年初与凯利·约翰逊交谈，凯利·约翰逊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伯班克的臭鼬工厂的负责人，也是特立独行的U-2侦察机开发商。富比尼想知道约翰逊是否可以开发他当时正在开发的超音速间谍飞机A-12（代号为“Oxcart”）的“无人驾驶”版本。富比尼担心U-2事件的“国际影响”，以及“一名活生生的飞行员，他的故事被证明……比U-2如果是……一架无人机。”更具政治破坏性。尽管约翰逊最初不愿从事这种飞机，但他表示这是可行的，而且不久之后无人机项目就开始了。4

但就像围绕U-2侦察机和侦察卫星的争吵一样，空军和中央情报局立即开始争夺谁将维持新无人机项目的运营和技术控制权。中央情报局认为它是管理无人机项目的合适场所，因为Oxcart已经在它的辖区内；空军只会给项目增加运营和技术层面。此外，中央情报局的赫伯特·斯科维尔认为，这个秘密项目将会公开，而中央情报局是帮助保持机密的合适项目经理。但房间里另一头大象是空军想在无人机上安装炸弹。在这一点上，对于中央情报局来说，武装无人机是不可能的。中央情报局的主要兴趣是将其用作侦察机来收集情报。斯科维尔告诫现在负责协调此类工作的国家侦察局（NRO），无论如何，无人机不能携带超过250磅的重量。5

尽管凯利·约翰逊最初不愿开发和制造无人机，但在臭鼬工厂还有其他人对它们着迷。像本·里奇这样的工程师游说他，并抓住机会攻击使用超音速A-12（牛车）作为母舰的工程问题，无人机将附着在母舰上，然后从母舰上发射。里奇认为这是在不引起加里·鲍尔斯式事件的“政治尴尬”的情况下，监视敌方领土的“务实解决方案”。鲍尔斯的飞机并不是唯一被击落的U-2侦察机。四架台湾U-2飞机在中国上空被击落，那里是美国的主要目标。在古巴导弹危机的最后一天，鲁道夫·安德森的U-2被击落，他牺牲了。6

这个想法是将无人机（一种深灰色、蝠鲼状的三角形）“背负”在Oxcart-A-12（中央情报局的超音速飞机版本）或黑鸟SR-71（空军版本）的顶部，这两种飞机的飞行速度都是3马赫，即音速的三倍，大约每小时2301英里。子船（D-21，代表“女儿”）将从母船（M-21）上发射，上面装有一个摄像头，拍摄照片，然后用降落伞投放胶卷包，由大力神C-130飞机回收。然后无人机将自毁。这听起来像一个科幻故事或一集星球大战或碟中谍电影，但实际上已经尝试过很多次。臭鼬工厂在中央情报局的合同下，并在空军的运营和资金支持下，建造了 50 架无人机，耗资 3100 万美元，该项目于 1971 年结束。7

即使无人机没有飞行员，母舰的驾驶舱里也有两名人类飞行员。而那也是终结的开始。正如我们在本书的其他章节中看到的，技术很少自行运转。1966年7月30日，飞行员比尔·帕克和发射操作员雷·托里克登上了一架黑鸟SR-71，飞越了洛杉矶以北的穆古角。

正如人们可以想象的那样，从超音速飞机上发射背负式无人机是一项非常危险和棘手的操作。约翰逊担心无人机可能会失控，降落在像洛杉矶这样的大城市。但三次成功的试飞之后发生的事情成了他最可怕的噩梦之一。当帕克和托里克到达合适的高度时，他们在以 3.2 马赫的速度飞行时发射了无人机。无人机撞到了黑鸟的主体。母舰疯狂地失控旋转。值得注意的是，两位飞行员都保持冷静，并在压力服仍然充气的情况下弹射出来。帕克降落在水中，同事们在海洋中央的救生筏里把他救了起来。托里克就没那么幸运了。根据里奇的说法，他打开了头盔的面罩，水涌进了他的压力服。他“像石头一样沉了下去。”8前国际间谍博物馆历史学家文斯·霍顿对这种解释持怀疑态度。他认为这位身体健壮的飞行员的死亡可能有其他原因；例如，他可能被飞机上的弹片击中，他在最近的一本书中写道。但正如霍顿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确定。9

雷·托里克于 1966 年 7 月 30 日的去世，标志着中央情报局 Tagboard 项目的结束。约翰逊对这起事故感到非常难过，他取消了该项目，并将这笔钱还给了中央情报局和空军。然而，这并没有阻止空军。它延续了这个想法，并开始从亚音速、迟缓的 B-52 轰炸机的机翼下发射无人机。赛勒斯·万斯，林登·B.约翰逊的国防部副部长支持 B-52 无人机计划，并赞同他不希望出现“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事件”的观点。所有飞越禁入领土的行动都应使用“卫星或无人机”进行。10

鹰状

与此同时，中央情报局也在其研究发展办公室的应用物理部门试验一种低技术版本的无人侦察机。该项目的代号为 Aquiline。大卫·L。该部门负责人克里斯特和弗兰克·布里利亚致力于开发一种老鹰大小、价格低廉的飞机，该飞机可以携带摄影、核传感和电子情报收集设备。布里利亚将这个概念带到了道格拉斯飞机公司，该公司开发了一个原型。这架飞机重仅 105 磅，翼展 8.5 英尺，由最初为链锯开发的 3.5 马力发动机驱动双叶螺旋桨。

毋庸置疑，很难看到和找回一只老鹰大小的物体。因此，它被涂成鲜艳的橙色，但仍然很难找到。此外，当老鹰无人机飞入地面附近的回收网时，通常会折断一个机翼或螺旋桨。把它变成一架可用的远程侦察机还需要花费 3500 万美元。中央情报局于 1971 年取消了该项目。11

这并没有阻止一名中央情报局雇员购买一架双引擎模型飞机，并在其腹部安装了一个电视摄像头。C-130 控制并接走了这架无人飞机，它在距离物体三英尺的地方拍摄照片。在某个时候，中央情报局将这项技术交给了军队，他们将其用于自己的 Aquila RPV（遥控飞行器）项目。12

像鹰一样飞翔

目前尚不清楚中央情报局保留了多少关于 Tagboard 事件和 Aquiline 项目的机构记忆。在 1971 年（这些项目结束时）和中央情报局解密的历史记录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以及1986年，杜安·“杜威”·R.新上任的中央情报局反恐中心主任克拉里奇开始讨论在打击恐怖主义中使用无人机。即使中央情报局官员和工作人员不记得中央情报局之前为开发和部署非武装无人机所做的努力，但至少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无人机的概念就吸引了公众的想象力和政府官员的想象力。不仅如此，军方已经使用无人机相当长一段时间了，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越南战争中。而且早在1962年，美国空军就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在古巴上空飞行了萤火虫无人机。但是，当Aquiline项目以代号Aquila RPV转移到陆军时，这代表着向军事组织而非民事组织的转变。13

克拉里奇是一位叼着雪茄、冒险精神十足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后，由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任命为新成立的反恐中心主任。仅在1985年，美国人就在电视网络上看到了恐怖袭击的血腥细节。从6月份黎巴嫩贝鲁特发生的TWA 847航班恐怖劫机事件，到被劫持的游轮阿基莱·劳罗号一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杀害了一名犹太裔美国游客，并将其抛入海中；在维也纳和罗马的以色列航空公司售票柜台，19名乘客被巴勒斯坦枪手杀害，这些事件吓得美国人纷纷取消旅行计划。14

恐怖主义已成为全球威胁，克拉里奇设计该中心是为了应对新的跨国挑战。他认为，中情局按地理划分的各部门，在应对国际恐怖主义，特别是无国籍的巴勒斯坦人方面，准备不足。克拉里奇认为恐怖主义“永远不适合某一块特定的房地产”。它的有效性恰恰在于它遍布全球。”因此，他提议在中情局设立一个新的跨部门中心，具有全球影响力，一个能够超越中情局地理边界的“融合中心”。该中心将包括来自情报局的分析师，以及来自科学技术局的修补匠，该中心位于行动局内。15

克拉里奇是“无线电小屋”方法的倡导者，该方法主张在行动中使用技术，特别是在“电力和抽水马桶是奢侈品”的国家。他等不及“高科技产品五年开发周期”。相反，他认为修补匠可以在一年内修改现成的技术以供使用。16

1986年4月5日，利比亚特工轰炸了西柏林的一家名为La Belle的迪斯科舞厅，那里经常有美国军人光顾。两名美国军人和一名土耳其妇女死亡，229人受伤。克拉里奇知道利比亚的穆阿迈尔·卡扎菲是爆炸事件的幕后主使，因为美国国家安全局截获了从东柏林人民局（可能是利比亚情报局）发往利比亚的黎波里的信息，其中包括袭击发生后的一条信息，称发生了“一件事情”。17

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机构想要复仇，并选择对卡扎菲进行军事打击。这个愿望比他们想象的更难实现。他们的想法是从潜艇上发射一枚巡航导弹，击中位于的黎波里市中心的利比亚情报局大楼。但是，没有核弹头的巡航导弹无法准确地瞄准一栋建筑物，而不会造成严重的附带损害。相反，他们选择了军事目标。18

这件事促使克拉里奇思考更精确的攻击敌人的方法。他问他的中央情报局老板凯西，为什么总统授权军方进行代价高昂、附带损害高的空袭，而不是批准“爆头一枪”。19

在La Belle迪斯科舞厅爆炸案发生后，克拉里奇告诉凯西中央反恐中心（CTC）正在研究的一个想法。他们将他们的RadioShack方法应用于研发问题，并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测试了一种“装置”，这种“装置”将导致“接受者生命损失最小”，而美国则没有损失。在当时担任国防部副助理部长的查理·霍金斯的财政帮助下，他们以不到800万美元的成本制造了五个可操作的“装置”。20

在9/11事件发生后不久，克拉里奇在接受记者史蒂夫·科尔的采访时，对这个“装置”的描述不那么隐晦。他将高度机密的工作，即研发这种“装置”——无人机——称为“雄鹰计划”。这架无人机配备了红外摄像机、拦截设备和木制螺旋桨。如果他在利比亚使用它，他会装上“200磅C-4塑料炸药和100磅滚珠轴承”。他还试图将小型火箭连接到无人机上，以便向目标发射。克拉里奇的目标是利用这项技术暗杀恐怖分子——远程发射的“爆头一枪”。21

掠食者的诞生

恐怖袭击持续不断，但当克拉里奇和里根政府中的其他“强硬派”因参与伊朗- contra 事件而在 1987 年被迫辞职时，新领导人采取了一种“更安全”的更“官僚”的方式来对抗恐怖主义。克里斯托弗·富勒说，“克拉里奇的作战室愿景”被“谨慎、分析、报告写作的文化”所取代，而这正是威廉·凯西和克拉里奇想要摆脱的。22关于中央情报局内部无人机的讨论消失了。

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政府机构没有追求无人机技术。事实上，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DARPA)，有时被称为“五角大楼的大脑”，是创新技术的温床，在 20 世纪 80 年代，它正在研发一种可以在物体上空长时间盘旋的无人机——一种耐力型无人驾驶飞行器。这位无人机开发背后的航空工程师是亚伯拉罕·“阿贝”·卡雷姆，一位移民到加利福尼亚并开设了自己的公司的以色列工程师。DARPA与卡雷姆的公司签订合同，建造几架耐力型无人机。尽管卡雷姆成功地制造出一种名为“琥珀”的无人机，可以滞空30个小时，但他的公司破产了，DARPA取消了合同。卡雷姆随后将琥珀卖给了一家加利福尼亚州的国防承包商，通用原子公司。23

这就是无人机故事的技术部分。但是，对使用无人机技术的兴趣经常是由政治危机引发的。1992年，南斯拉夫分裂成几个不同的国家。前省份和共和国之间这种新获得的独立性激活了克罗地亚人、穆斯林、塞尔维亚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之间被压抑的敌意。由此引发的内战导致10万人伤亡。种族清洗迫使整个城镇撤离，并造成数百万难民。塞尔维亚人试图在波斯尼亚开辟自己的领土，他们的军队包围了首都萨拉热窝。在塞尔维亚人炮击萨拉热窝数月之后，联合国派遣维和部队进行干预；他们宣布机场上空为禁飞区，以便运送急需的援助物资，但这并没有阻止凶猛的塞尔维亚人向联合国部队开枪。24

现在担任总统的比尔·克林顿想更多地了解波斯尼亚正在发生的事情，以便打破塞尔维亚的封锁。情报机构和军方很难使用载人U-2侦察机或卫星图像来观察该国。波斯尼亚上空的云层太多，无法观察到塞尔维亚的活动。卫星每天也只在领土上空飞行几分钟，这不足以在罕见的无云天气里获得有说服力的图像。美国不愿意使用U-2侦察机，因为飞行员和飞机可能会被击落。25

当中央情报局听到克林顿的抱怨时，R.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詹姆斯·伍尔西认为，可以在云层下徘徊的无人驾驶飞行器将是完美的解决方案。事实上，他的员工过去常常打趣说：“无论什么问题，伍尔西都认为无人机是解决方案。”伍尔西当时是一位秃顶、五十一岁的经验丰富的华盛顿人，曾在国防部工作过，他联系了卡雷姆，卡雷姆在他们一起参与一个导弹项目时，给他的印象是一位具有新思想的特立独行的人。26

中央情报局有兴趣购买几架名为 GNAT 750 的无人机。1993 年 3 月，它派托马斯·A。中央情报局负责行动的副局长特威滕前往阳光明媚的加利福尼亚州阿德兰托附近的埃尔米拉奇机场，观看无人机的实际操作。特威滕“对无人机的声音感到震惊，发动机嗡嗡作响，就像一台没有调好的割草机。”他要求团队给它装上消音器。不过，他对它可以在一箱油的情况下徘徊 40 个小时，并且可以携带 100 磅的相机和传感器印象深刻。唯一的另一个限制是它由无线电控制，视线范围内。27

GNAT无人机的工作进展迅速。卡雷姆受雇于通用原子公司，并与中央情报局一起开发了一种耐力监视无人机，该无人机可以在波斯尼亚上空盘旋，而伍尔西则在他的兰利办公室观看视频图像。中央情报局最终与国防部合作，GNAT 过渡到国防部无人机项目办公室。通用原子公司还成功开发了飞机与地面控制站之间的卫星通信链路，同时增加了其航程和有效载荷。通过这些改进，团队决定为无人机起一个新名字：捕食者。28

在波斯尼亚的经历之后，中央情报局和空军之间就如何使用捕食者展开了辩论。中央情报局认为，无人机应仅用作侦察机，以通过具体的图像验证地面上的人工报告，而空军则看到了使用捕食者发射导弹作为“杀伤链”一部分的潜力。29

这些辩论与 20 世纪 50 年代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之间的讨论惊人地相似。当中央情报局接受了脆弱的、类似滑翔机的 U-2 间谍飞机时，美国国防部拒绝了它，因为 Gen.柯蒂斯·李梅对任何他不能从上面投掷炸弹的飞机都不感兴趣（见第章）。1).





反恐战争中的HUMINT和TECHINT

到20世纪90年代末，恐怖主义以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隐蔽的形式再次出现：奥萨马·本·拉登作为恐怖袭击资助者的活动已经暴露出来。1998年美国驻东非大使馆遭到两次爆炸袭击后，美国人又遭受了其他袭击，包括2000年12月对美国海军“科尔”号的袭击。科尔1999年2月和5月，中央情报局的人工情报来源报告说，本·拉登出现在巡航导弹可以袭击的地方，但中央情报局无法核实这些信息，也没有采取行动。

到这个时候，华盛顿关于如何使用捕食者的辩论仍然没有解决。直到本·拉登出现，情况才有所改变。到2000年夏天，官员们开始考虑如何利用无人机搜寻本·拉登。这把辩论转变为间谍机构应该使用更多技术还是招募更多人工情报人员的辩论。中央情报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技术花费大量资金。虽然300万美元的无人机价格对于五角大楼膨胀的武器预算来说很便宜，但中央情报局却承受不起损失一架的代价。

但更重要的是，高科技的快速解决方案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中央情报局珍视的人力资源。颇具影响力的副国务卿托马斯·皮克林担心，情报界对人力特工的“长期建设”存在“内在偏见”，倾向于“短期技术解决方案”。中央情报局行动副局长吉姆·帕维特也有同样的担忧，并且是人力情报收集的坚定支持者。他担心用于购买捕食者的资金将从他自己的人力情报行动预算中扣除。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反恐协调员理查德·克拉克成为了使用武装无人机的坚定支持者，他用他一贯的直率回应了帕维特的担忧：“你宝贵的人力情报计划多年来一直没有奏效。我想尝试一些别的东西。”新上任的强硬派反恐中心主任科弗·布莱克同意克拉克的观点，尽管他不想告诉帕维特。最终，克拉克要求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桑迪·伯杰下令捕食者飞越阿富汗。30

但在中央情报局同意这项决定之前，查理·艾伦，一位“受人尊敬又令人憎恨”的负责收集的助理主任，他工作时间长得令人难以置信，在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天在中央情报局总部召开了一次会议2000年。他打电话给空军将军约翰·A。戈登离开阵亡将士纪念日的野餐，前往七楼的会议室解决此事。辩论持续了三个小时，从上午 10:00 开始。到下午 1:00。艾伦和帕维特意见不合，但最终中央情报局批准了在阿富汗上空进行非武装的捕食者无人机飞行，这项行动被称为“阿富汗之眼”。31

追踪奥萨马·本·拉登

2000年9月27日，星期三，一架捕食者无人机从美国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基地起飞，向南飞往阿富汗坎大哈，寻找奥萨马·本·拉登的住所，塔纳克农场。空军上尉斯科特·斯旺森在德国拉姆施泰因的美国空军基地的地面控制站（GCS）远程驾驶飞机；传感器操作员杰夫·盖伊坐在他旁边，负责调整摄像头。这是他们作为寻找奥萨马·本·拉登的夏季项目的一部分进行的第七次飞行。32

因此，斯旺森和盖伊很熟悉塔利班提供给本·拉登、他的家人和追随者的农场住所。这是一个典型的阿富汗村庄。土坯建筑坐落在高墙之后，从无人机大约一万五千英尺高空的有利位置看去，在斯旺森看来，它就像一个巨大的迷宫。他们之前在之前的六次飞行中都看过它，但他们的知识通过中央情报局的注释卫星图片和祈祷时间表得到了补充。他们希望穆斯林可能会聚集祈祷，这将提供一个拍摄本·拉登的机会。33

临近中午，一位身穿飘逸白色长袍的高个男子走出一所房子。他遇到了一些穿着深色衣服的矮个子，他们聚集在一个院子里；这群人围着他。捕食者团队还可以看到一辆SUV和两辆他们认为是安保人员乘坐的卡车。斯旺森毫不怀疑，那个穿白色衣服的高个子就是本·拉登。他不仅离开了他的房子，而且中央情报局告诉斯旺森他身高6英尺5英寸。“是的，那绝对是那家伙，”他对盖伊说。34

斯旺森认为，发现本·拉登会促使他的上级下令从位于阿拉伯海的潜艇或船只上发射巡航导弹。他让无人机继续盘旋，眼睛盯着目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拉登回到了室内。中央情报局想继续监视本·拉登，但空军否决了中央情报局的意见并让远程操作员将无人机和摄像头指向坎大哈机场，他们在那里看到了一架米格-21战斗机。尽管该团队现在有了一个开创性的视频，但那天没有巡航导弹飞向本·拉登和他的随行人员。35

查理·艾伦向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尼特展示了本·拉登的视频，特尼特认为在屏幕上看到并捕捉到他“在技术上令人眼花缭乱”，但特尼特感到沮丧，因为他们“无法对此做任何事情”。36尽管特尼特一直对捕食者持怀疑态度，但这段视频使他成为了一个“皈依者”。他带着一份录像带在国会山四处走动，并在白宫为桑迪·伯杰和比尔·克林顿播放。37到那个夏天结束时，无人机已经三次在镜头中捕捉到本·拉登。

毫不奇怪，克拉克认为无人机摄像头应该以某种方式与安装在阿拉伯海潜艇上的巡航导弹连接起来。他认为他们应该选择“看到就射击”的方案。科弗·布莱克将这个想法更进一步，主张用地对空导弹武装捕食者本身，以便在看到本·拉登时将其击毙。38但仍然存在需要跨越的技术和法律障碍。此外，中央情报局和空军必须解决他们的预算纠纷。

一台可怕的杀戮机器

致空军上将约翰·P。Jumper认为，武装捕食者似乎是“下一个合乎逻辑的步骤”。当他担任美国空军驻欧洲司令时，他了解到捕食者携带了一种激光指示器以及可以精确定位目标的摄像头。有了这些信息，有人驾驶的飞机就可以更精确地开火；捕食者帮助定位了科索沃的目标，但没有向它们开火。这就是为什么它是“下一个合乎逻辑的步骤”。他们可以简单地部署一架武装的捕食者，而不是使用两台独立的机器来定位和向目标开火。39

特尼特感到沮丧的是，中央情报局在夏季项目期间可以在视频中看到本·拉登，但却无能为力。2000年12月，克拉克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在一份关于基地组织的秘密报告中，他写道：“春季飞行可能会包含一种新的能力：安装在捕食者上的地狱火反坦克导弹”，这种“新能力”将“允许‘看到它/射击它’的选择”。40他接受了Jumper的想法。这并不意味着他能说服中央情报局。

到2001年1月23日，空军已经成功地进行了“静态”在克林顿总统任期结束三天后，从捕食者无人机上发射了地狱火导弹。大约一个月后，在二月份，第一次成功的空中射击测试成功了，这促使人们将捕食者无人机的名称从RQ-1（一种侦察机）改为MQ-1，“M”的意思是“多用途”。到2001年6月，空军在内华达州建立了一个模拟的本·拉登村庄，飞行员成功地将其作为目标。41

克拉克没有像帕维特那样接近人类情报的支持者，告诉他们新的能力，而是联系了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副主管查理·艾伦，他认识多年，会接受他的观点。这次接触很快导致了空军官员和中央情报局在兰利中央情报局总部的一次会议，以及武装无人机支持者和只想使用飞机执行侦察任务的反对者之间的分歧。

关于是否使用捕食者无人机武装版本的辩论主导了2001年夏天。虽然查理·艾伦和科弗·布莱克喜欢武装无人机的想法，但作为DCI的特尼特质疑中央情报局是否应该操作武装无人机而不是军队。根本问题是，谁应该开枪？艾伦说他“很乐意扣动扳机”，但特尼特“感到震惊”，认为这不合适。他告诉艾伦他没有权力这样做，他也没有。帕维特反对使用武装无人机，因为它会使他的人力情报来源面临风险。42但所有人都同意，除非有人力情报确认本·拉登的位置，否则他们不会对他发射地狱火导弹。43

反对武装捕食者无人机和杀死本·拉登的中央情报局官员也认为这违反了福特总统1976年的暗杀禁令，该禁令源于20世纪70年代对中央情报局策略的严厉批评。卡特和里根都重申了这项禁令。1998年非洲大使馆爆炸案发生后，克林顿授权中央情报局杀死本·拉登，但没有明确说明使用武装无人机。

另一个问题是财政问题。如果无人机坠毁，谁来支付费用？对于空军来说，中央情报局是被宠坏的孩子，他们希望空军为他们昂贵的玩具买单。这不仅仅是抽象的讨论。当一架飞机坠毁时，中央情报局拒绝支付费用，尽管收到了空军的账单。

随着无人机操作技术的全球化，中央情报局实际上在技术上可以从自己的园区“扣动扳机”。如前所述，无人机最初是通过视距无线电信号操作的。到2001年夏天，空军的技术科学家们已经可以通过卫星反射无线电波来操作无人机。所有那些需要的是一个地面控制站和卫星带宽的访问权限。现在，人们可以发射地狱火导弹，并使用远程分离操作位于世界另一端的捕食者无人机。

与此同时，中央情报局开始在他们的校园里寻找一个区域，以便安置一个地面控制站和一个双宽移动房屋，以安置空军操作员，以防乔治·W.布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武装无人机。通过在校园内拥有这项技术，他们还可以操作监控无人机。在劳动节周末，一辆来自德国拉姆施泰因的拖车抵达并被运到中央情报局园区。由于它是伪装色，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从家得宝买了数百加仑的油漆，花了一个周末把拖车漆成白色。44

在2001年9月4日于白宫战情室举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会议上（康多莉扎·赖斯、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特内特等人），讨论的重点是总统是否应该批准他们关于使用武器化的捕食者无人机的请求。无论如何，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实际意义，因为捕食者无人机尚未准备好发射导弹。即便如此，特内特认为，一旦准备就绪，军方或中央情报局应该操作飞机向美国敌人开火的问题至关重要。45

一周后，飞机撞向世界贸易中心、宾夕法尼亚州的一片田野和五角大楼，造成三千多名美国人死亡。用地狱火导弹武装捕食者无人机的决定变得容易得多。2001年9月17日，布什签署了一份通知备忘录，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授权武装无人机的建议。不到一个月后，10月7日，空军飞行员斯科特·斯旺森从中央情报局水塔附近停放的拖车之一，通过遥控驾驶中央情报局的第一架武装捕食者无人机飞越阿富汗。他向一辆皮卡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中央情报局认为塔利班最高指挥官毛拉·奥马尔坐在里面。他不在那里。相反，导弹杀死了另外两名被认为是保镖的男子。46

一个高科技的全球网络

斯科特·斯旺森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央情报局使用武装无人机对恐怖主义发起的漫长全球战争的开始。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一个文职情报机构使用高科技武器执行军事任务，杀死美国没有与之交战的人。这也是历史上中央情报局第一次有能力充当来自地球另一端的高科技狙击手。内华达州克里奇空军基地的飞行员可以通过遍布全球的高科技杀伤链远程杀死数千英里外的恐怖分子。这就像远程发射的克拉里奇的“爆头”版本，带有附带损害。

无人机基地也开始遍布全球。根据Tom Dispatch进行的一项分析，到2012年，美国军方和中央情报局在世界各地运营着至少60个无人机基地。这些新基地通常是在已经覆盖全球的1000个美国军事基地之外，因为无人机基地必须靠近中东、巴基斯坦和非洲的目标国家。根据尼克·图尔斯的说法，无人机基地是“美国在海外投射力量的长期演变传奇中的最新发展”。47

在美国没有殖民地的情况下，美国历史学家经常将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称为“力量投射”。但这些发展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殖民主义或现代帝国主义的形式。正如丹尼尔·伊梅瓦尔在他的书中指出的那样如何隐藏一个帝国，二战后，殖民主义的概念受到了谴责。因此，美国发展出了一种不涉及殖民地的新的影响力来源。军事基地是在国外扩展影响力而不建立正式帝国的一种方式。48

正如在第7章中讨论的那样，英国已经将其获得的一些帝国领土交易或租赁给美国，以换取技术。无人机基地是国家安全局监听站、卫星地面控制站和水下光纤电缆的补充。

根据几篇新闻报道，大约有165人参与了从捕食者无人机发射导弹所需的步骤，而死神无人机则需要15人。在拖车中操作操纵杆的飞行员受到了最多的媒体关注；然而，系统中人数最多的人驻扎在美国在吉布提、尼日尔、埃塞俄比亚、土耳其、阿富汗、沙特阿拉伯、乌兹别克斯坦、塞舌尔和西西里等地的基地，仅举几个最重要的例子。根据休·格斯特森的说法，基地大约有 70 名承包商、维护技术人员和飞行员，他们在目标附近的基地机场维护、飞行和降落飞机。49

内华达州的克里奇空军基地和德国的拉姆施泰因美国空军基地是全球高科技杀伤链的枢纽。一旦内华达州集装箱大小的金属盒子里的飞行员收到来自华盛顿、米德堡或兰利的命令，传感器操作员就会联系基地的工作人员，由他们发射无人机。一旦无人机升空，克里奇操作员就会倾斜操作台上的操纵杆，同时在视频屏幕上跟踪中东、阿富汗或北瓦济里斯坦七千英里外的目标。中央情报局也可以在兰利观看实时视频，并命令飞行员改变角度或焦点——这就是无人机传感器球的“永不眨眼的凝视”。然后下达命令，释放连接在无人机上的地狱火导弹。

一旦电子脉冲离开集装箱，它就会沿着光纤电缆穿过内华达沙漠，越过美国大陆，穿过大西洋，越过西欧，到达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的中继站。微小的数据包被传输到地球上空约两万英里的卫星上。然后，这个信号会反弹到在目标上空飞行的捕食者无人机的球状机头上。一旦无人机捕获图像并将其传回美国，反向过程就会发生，延迟时间为几秒钟。一旦无人机投下导弹，它会因导弹的推力而摇摆，图像也会像素化。一旦图像恢复，高级操作员可以查看并悬停在导弹造成的损坏上方，以评估损坏情况。50

人类代理人的角色

到2009年，中央情报局已经杀死了许多基地组织和塔利班领导人及武装分子，但也有大量平民死亡，这引起了家属和媒体的强烈抗议。为了提高打击的精确性，中央情报局开始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招募更多地面人员。

在无人机成功袭击后，有关这些秘密特工的消息开始从目标国家本身泄露出来。新闻媒体Pakistan Today报道称，塔利班认为，针对其武装分子的精确和成功的袭击增加，是由于中央情报局在地面上拥有庞大的特工队伍。一位亲塔利班的部落成员声称：“中央情报局的间谍网络可能拥有与武装组织相似的数量。”我听说大约有2000到2500名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情报人员为该间谍机构效力。”51中央情报局可能只能梦想招募这么多间谍！即使他们没有超过两千名间谍，毫无疑问，中央情报局在无人机袭击的同时，也增加了人力资源。显然，在2010年10月的前十天里，每天都有捕食者无人机袭击。

当迈克·麦康奈尔以国家情报总监的身份，在2008年11月6日巴拉克·奥巴马当选总统两天后，向他介绍了捕食者无人机行动时，他吹嘘中央情报局通过一项“为期五年的高风险计划”招募“人力资源”取得了“突破”。当然，引导无人机瞄准目标最成功的方法是让间谍“在地面上告诉中央情报局在哪里寻找、追踪和杀戮”。麦康奈尔还表示，美国在联邦管辖部落地区（FATAs）“取得了一项非凡的情报政变”的原因是，他们同时使用了人力资源和技术情报，如通信拦截以及卫星和无人机图像。52

这位亲塔利班的部落成员说得对，他观察到北瓦济里斯坦多次无人机袭击的精确度提高，证明“地面上有人引导间谍飞机袭击目标。击中准确目标的改进...这只能表明中央情报局支付报酬的特工非常活跃。”53

基地组织还在其在线书籍中注意到了地面上间谍和间谍网络的增加关于穆斯林间谍判决的指导基地组织领导人谢赫·阿布·叶海亚·利比开始在巴基斯坦西北部与阿富汗接壤的联邦直辖部落区（FATA）看到到处都是间谍。他将这些间谍描述为中央情报局的“眼睛，用来观察他们无法看到的隐藏事物”。他看到他们的手“伸进房屋内，伸进山上的森林里，伸进山谷里，伸进黑暗的洞穴里，以便抓住他们发达的技术无法触及的目标”。即使他看不到这些间谍，他们也在“杀戮、破坏、监禁和追踪”。54

利比甚至声称，无人机导弹通过使用几种不同的红外归航信标，在巴基斯坦找到了目标。这就是为什么，他写道，导弹变得如此精确。他们“根据间谍传递给他们不信教的主人的准确数据，击中了目标”。互联网发行的阿拉伯语原版书中包含了一些设备的图片，显示了“带有 9 伏电池的芯片”。根据连线杂志上，这种九伏电池芯片与凤凰座和飞马座型号的红外闪光信标非常相似由 Cejay Engineering 公司制造，这家公司是美国军方用来标记人员的。55

部落成员声称，美国正在将高科技设备与“老式现金”搭配使用，以招募有意或无意的间谍，主要是“贫穷的当地男子”，以帮助锁定敌人。在2008-09年，美国在南瓦济里斯坦和北瓦济里斯坦发动了超过50次无人机袭击。美国官员声称，基地组织二十名高层人员中有九人被击毙。一家巴基斯坦报纸声称，2006年至2009年间有700人丧生，其中大多数是平民。56

基地组织开始在各地看到挥舞着芯片的间谍。没有人是安全的。一百名被指控植入芯片的间谍被杀。塔利班发布了视频供词，其中包括哈比卜·乌尔·拉赫曼的供词，他说“钱很好”。他获得了124美元的报酬，将一个隐藏在香烟包装纸中的微芯片放置在目标人物的家中，并承诺如果袭击成功，将获得数千美元的报酬。相反，视频显示拉赫曼与其他三名间谍一起被枪杀。57

中央情报局确实在利用归航信标跟踪目标的行动，以提高打击的准确性。中央情报局在联邦直辖部落地区的间谍将这些小型标记装置植入车辆、房屋、院落以及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营地。然后，无人机将接收到设备发出的红外闪烁信号，并可以精确地向目标开火，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附带损害。

毫无疑问，中央情报局的间谍帮助锁定了武装无人机的目标。正如U-2侦察机的成功依赖于地面上的人类间谍，他们告诉U-2飞机飞行员该往哪里看一样，人类特工也帮助集中了捕食者的攻击。即便如此，不幸的是，仍有太多平民丧生，这使得无人机在公众中不受欢迎，同时也损害了美国在国外的形象。

在最初的袭击之后，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多年来一直在努力提高无人机袭击的精确度。2019年，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开发了一种“飞行银苏”或“忍者炸弹”（R9X），用刀代替引起爆炸的地狱火导弹弹头。这种持刀导弹在撞击前瞬间展开六个刀片，穿透建筑物和汽车，然后攻击目标人物。据报道，到2019年，它已经被使用了六次。2017年2月，当中央情报局使用忍者炸弹除掉基地组织二号人物艾哈迈德·哈桑·阿布·哈伊尔·马斯里时，留下的证据显示屋顶被撕开了一个洞，但没有爆炸。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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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信息饕餮



2011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开始在犹他州布拉夫代尔建造一个大型数据存储库，以存储其庞大的全球帝国的成果。三年后，这座耗资20亿美元的设施竣工，四个数据大厅分布在平坦、低矮的建筑物中，总面积达100万平方英尺，主要用于存储。犹他州数据中心夹在西部的平顶山、东部的双峰山以及南部的犹他湖之间的山谷中，并依靠自己的电力和供水系统运行。其65兆瓦的电力变电站每年的运行成本为4000万美元，而水处理设施每天抽取170万加仑的液体，同时冷水机组维持60000吨的冷却设备，以防止服务器过热。1

有人说，该中心是存储所有数据、所有时间的沙漠仓库。美国国家安全局前官员比尔·宾尼怀疑“他们正在存储他们收集的所有东西”，而不是使用他和他人开发的更有针对性的系统。一旦数据被存储，数据挖掘就开始了。无论该中心存储多少数据，其目的都是为了有一个地方来存储和存档从上方卫星和下方海底电缆检索到的世界通信信息。2

考虑到美国国家安全局“全部收集”的心态，他们建造这个超级存储中心并不令人惊讶。本书的主题之一是美国技术崇拜和技术狂妄自大在技术间谍活动的启动和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技术具有独特的收集大量信息的能力。这导致了一种痴迷，即收集越来越多的信息，无论这些情报是否能被使用。尽管技术通常很昂贵，但预算中似乎总是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它。

分析师们抱怨从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初的大量数据，从柏林隧道和U-2侦察机的成果到间谍卫星和通信拦截。大多数技术项目没有试图通过更具选择性来阻止信息的流动，而是寻求更多的人员、新的计算能力和更大的存储设施来处理和存储这些信息。

令人惊讶的是，早在1966年，中央情报局的监察长约翰·“杰克”·S。埃尔曼二世，一位面容清瘦的弗吉尼亚人，批评中央情报局对信息贪得无厌、不加选择。他指责中央情报局收集了过多的信息，超过了它能使用的范围，也远远超过了政府需要的范围。由于该机构没有收集到正确的信息，它用次要材料淹没了系统。显然，没有人定义政府需要间谍机构做什么。由于技术收集方面有大量资金，大量材料需要越来越多的仓库来存放越来越多的磁带和胶片。对更多存储设施的需求是在现有仓库的基础上提出的，这些仓库里堆满了数英里的未处理的卫星图像和 SIGINT 磁带。3

厄尔曼指责中央情报局是信息饕餮，他们有“永不满足的胃口”，这是信息爆炸的原因。他认为“一百种官僚主义的药丸来缓解中央情报局的慢性消化不良”也无法治愈它。他建议贪吃的中央情报局，“停止试图全面而肤浅地覆盖整个世界。”4当然，贪婪部分源于这样一种感觉：只要再多一条信息，就能帮助分析师深入了解情报问题。或者，这可能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些领导人在 21 世纪初所信奉的“把整个干草堆都拉进来”的心态。或者，这可能是一种成瘾形式，或者通过收集过多的信息来推迟分析和写作，从而过度研究一个主题。一旦收集到信息，这些信息就会让研究人员感到不知所措，从而更难得出结论。正如一位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情报分析员打趣道，这可能会导致“分析瘫痪”。5

但是，信息饕餮者也是信息的囤积者。正如记者马克斯·弗兰克尔在《》中指出的那样纽约时报，像理查德·尼克松这样的总统被教导相信“即使是无害的秘密也是可以囤积的权力货币”。正如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指出的那样，解决秘密囤积的一个方法是监管，因此也可以使用政府官僚机构中使用的相同成本效益分析来监管技术收集。6

厄尔曼的尖刻攻击写于 1966 年。到那时，U-2 间谍飞机、柏林隧道和早期卫星已经收集了大量材料。他们的能力使他们能够覆盖整个世界，而不仅仅是高优先级的目标。但在早期，没有任何全球性的言辞与这些项目相关。尽管这些机器具有全球能力，但早期的目标集中在所谓的禁区，如苏联和古巴——共产主义敌人。然而，收集本身变成了一种目的。这胜过了情报的真正目标，即在政策决策或行动中使用最终产品。

像理查德·赫尔姆斯和理查德·比塞尔这样的早期中央情报局领导人提到了来自隧道的如潮信息，并提出了信息量过大适得其反的担忧。但他们什么也没做来阻止它。相反，他们雇佣了更多的人，开发了更多的计算机能力。

早期的桶式胶片返回卫星系统已经收集了大量信息进行分析，但直到 KH-11 Kennan 卫星的革命性实时图像出现后，分析师们再也无法应对从信息消防水带中饮水的情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家摄影判读中心选择了一只被一些分析师称为“胶片窒息的鹰”来代表他们的机构在其印章上。

国家侦察局越来越意识到其自然全球影响的含义。虽然在早期，卫星被认为是很有用的，因为它们可以飞越“禁区”，但在冷战结束后，20世纪90年代，国家侦察局（NRO）明确地将自己描述为“彻底改变全球侦察”，并实现“全球信息优势”。它已准备就绪。在冷战后期，它的机器和目标已经扩展到覆盖整个世界。9/11袭击事件后，全球恐怖主义成为首要任务。随着目标和预算的扩大，出现了巨大的新建筑和人员的增加。

到2013年，导言中提到的跨越全球的章鱼，是一个恰当的比喻，代表了美国情报界、它的思维模式以及它在国外的行动：没有什么超出我们的范围，因为我们的触角覆盖了全球。太真实了，但也太自大了。

此时，美国国家安全局（NSA）信奉“全部收集”的心态。没有努力集中情报收集。相反，像早期一样，战略是开发更好的计算机和更好的数据挖掘技术。但这有帮助吗？

在 2013 年斯诺登事件曝光后，奥巴马总统要求一个工作组审查斯诺登对美国国家安全局工作的担忧。所有参与者都拥有安全许可，可以访问最高机密材料。他们发现，在使用国内电话元数据程序定位和抓捕恐怖分子及其阴谋方面，成功的案例非常少。报告总结说，第215条“仅对国家安全做出了适度的贡献……并且仅在少数情况下生成了相关信息。” 据称，在海外收集信息，从而可能挫败了大约54起恐怖阴谋，这种做法更为成功。7

此外，关于在国内和国外大规模收集信息的披露，针对的是朋友和敌人，导致了公众信任的丧失。美国国家安全局不仅通过监视自己的公民越过了神圣的界限，而且激怒了像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这样的外国领导人，她的电话被美国国家安全局窃听。8

过度的情报收集也导致了美国隐私和公民自由等强大价值观的侵蚀。斯诺登的曝光并不是情报界第一次因过度扩张而受到审查。在20世纪70年代，弗兰克·丘奇和他的参议院委员会揭示了对隐私和公民自由的类似威胁。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这种曝光似乎有助于控制过度行为，直到下一次危机、过度保密以及随之而来的滥用权力和能力。

武装无人机成为另一个热门话题。正如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信号情报能力一样，无人机提供了全球覆盖，特别是针对所谓的反恐战争。中央情报局可以在兰利总部的拖车里杀死也门的一名恐怖分子，同时指示一架无人机从美国在东非的基地飞往目标。即使对美国有反击，也没有飞行员被敌人击落，就像U-2侦察机的情况一样。虽然无人机最初是一种侦察机，但将地狱火导弹安装在无人驾驶飞机上，使其和中央情报局变成了一台杀人机器，跟踪那些被发动机嗡嗡声吓坏的目标。

虽然美国的技术为该国提供了巨大的力量和影响力，但也创造了一个情报利维坦，一旦其秘密力量被揭开，就不受欢迎了。除了进攻活动的反击之外，新技术支持的大量信息囤积导致信息过载，以及对材料的无效分析和使用。这是全球章鱼活动中一个鲜为人知的方面。

强调技术收集而不是使用特工收集情报材料造成了很多问题。备受吹捧的技术通常是正如柏林隧道事件和潜艇间谍活动所表明的那样，人类的背叛。正如罗伯特·贝尔等许多评论员指出的那样，技术手段无法进入领导人或对手的头脑，以了解他们的意图。在与恐怖分子打交道时，这被证明是有问题的。因此，中央情报局通过改造旧的行动局并创建新的国家秘密行动处来加强其人力资源。不幸的是，所谓的强化审讯技术，也被称为酷刑，成为一种人力来源方法，并玷污了中央情报局的声誉。然而，似乎越来越多地使用人工情报与技术手段相结合，就像2000年代的无人机一样。无论技术情报和/或人工情报的优点如何，美国强调使用技术手段收集情报，产生了覆盖全球的意外后果。

美国并不打算通过在情报领域使用技术来建立全球统治。地缘政治、技术和情报三者结合，形成了一个全球间谍帝国。这个帝国以零敲碎打但不断发展的方式出现，没有中央蓝图。从某种意义上说，它遵循了意想不到后果定律，因为无所不能的技术造成了信息过载的适得其反的结果。

本书认为，在美国情报界崛起为全球间谍力量的过程中，技术取代了领土。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没有或不需要任何土地来进行其全球活动。这意味着，不应将美国帝国与历史上那些拥有大量领土以追求其霸权活动的帝国相提并论。国家安全机构的地面站、天线、电缆站或服务器农场以及其他物理基础设施遍布偏远岛屿或盟国领土，以支持覆盖全球的卫星和海底电缆活动。无人机需要从美国基地发射。与美国军事基地固有的力量投射不同，间谍帝国是一个隐藏和秘密的帝国，通常是眼不见心不烦的，除了无人机的准军事用途（直到它的一些活动被举报人、历史学家或记者曝光）。

本书中的故事遍布全球，从小而有针对性地开始：柏林隧道（部分位于盟军领土上）和U-2间谍飞机翱翔在苏联领空，从德国威斯巴登发射，或美国在盟友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基地，或在特工确定远程导弹的精确位置后从佛罗里达飞越古巴。由于与英国和Crypto AG的二战联盟（UKUSA），电子窃听和信号情报的发展使故事很早就转向了全球。虽然英国的地缘政治议程最初旨在维持其帝国并主导全球贸易，但当全球间谍的火炬传递给美国时，其议程是维持全球和技术霸权。

在冷战期间，美国是进行大规模技术间谍活动的创始者和领导者。其他国家都强调传统的人工情报收集。但在冷战后，随着网络空间的爆炸式发展，其他国家开始赶上并拥抱网络间谍活动。与昂贵的间谍卫星、飞机、无人机和电子窃听设备不同，这是一种廉价的技术间谍形式，许多国家都可以使用。

尤其是俄罗斯，拥抱了网络间谍活动。美国政府指责俄罗斯干预2016年总统选举，手段包括入侵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服务器，以及操纵社交媒体，以使选举结果倾向于唐纳德·特朗普。根据纽约时报，这是一种“低成本、高影响的武器”，并被证明是“完美的武器：廉价、难以察觉、难以追踪”。9

中国也因其对全球力量的推动而成为美国全球霸权的威胁。它不仅开发了网络能力和像华为这样成功的国际电信公司，还对美国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工业间谍活动，联邦调查局认为这对美国的经济繁荣和全球力量构成了重大威胁。

人工智能（AI）是另一项改变游戏规则的新兴技术。情报机构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及其相关技术，如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更有效地分析大量数据。但其他国家，如中国，也同样可以，中国渴望到2030年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导者。不为政府间谍机构工作的人也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的力量，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公司。事实上，像谷歌、亚马逊和脸书这样的大型公司也是与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同等级别的大数据玩家。10

随着公开数据的增加（称为开源情报），任何有互联网连接的人都可以访问间谍机构在冷战时期梦寐以求的工具和信息。谷歌地球已被证明是公民间谍活动的一种特别有效的工具。商业卫星已经变得非常强大且价格合理像国家侦察局（NRO）这样的间谍机构现在购买商业卫星，而不是自己建造。“任何想要它们的人”都可以使用它们。特别是，核威胁情报收集已经变得“民主化”，允许较小的国家和普通人访问这些信息。11

谁知道未来会带来什么，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在冷战和反恐战争期间，美国进行间谍活动的方式是独一无二的。结果，地缘政治、技术和情报的混合物创造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全球间谍帝国，淹没在数据中。

注释

1.詹姆斯·班福德，“美国国家安全局正在建设该国最大的间谍中心（注意你所说的话）”，连线2012年3月15日，www.wired.com/2012/03/ff-nsadatacenter.

2.班福德。

3.国外情报收集要求：督察长调查，1966年12月，2，中央情报局CREST档案馆：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s/CIA-RDP86B00269R001100040005-0.pdf.

4.国外情报收集要求；原文强调。

5.“信号情报哲学家：太多的选择”，https://www.documentcloud.org/documents/2088983-too-many-choices.html.

6.马克斯·弗兰克尔，“最高机密”，纽约时报，1996年6月16日，20；以及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保密（纽黑文，康涅狄格州：耶鲁大学出版社，1998年）。

7.理查德·克拉克，迈克尔·J.莫雷尔，杰弗里·R。斯通，卡斯·R.桑斯坦和彼得·斯维尔，“变革世界中的自由与安全：总统情报和通信技术审查小组的报告和建议”，120 n.；可在以下网址获取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docs/2013-12-12_rg_final_report.pdf.

8.克拉克等人。

9.埃里克·利普顿，大卫·E.桑格和斯科特·肖恩，“完美武器：俄罗斯网络力量如何入侵美国”，纽约时报，2016年12月13日，www.nytimes.com/2016/12/13/us/politics/russia-hack-election-dnc.html.

10.艾米·泽加特，间谍、谎言和算法：美国情报的历史和未来（普林斯顿，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22年），2，8。泽加特的重要著作出版时，这本书正在进行编辑。

11.泽加特，第几章。9和第几页。234.





参考书目

档案馆

中央情报局，信息自由法电子阅览室，2017年至今，www.cia.gov/readingroom/collection/crest-25-year-program-archive.

中央情报局，CREST，记录搜索工具。国家档案馆（NARA II），马里兰州大学公园。[致2017年]

冷战情报在线。由马修·M.编辑援助。Brill Online Primary Sources，2013年。

数字国家安全档案馆，乔治·华盛顿大学。https://nsarchive.gwu.edu/digital-national-security-archive; http://www.proquest.com/dnsa/index?accountid=11107.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图书馆（DDEL）。国家安全文件。

美国对外关系（FRUS）。情报界，1950-55年。https://primarysources.brillonline.com/browse/cold-war-intelligence.

约翰·F。肯尼迪总统图书馆。国家安全文件。约翰·F。肯尼迪总统图书馆和博物馆。

约翰·马克斯档案馆。可在国家安全档案馆、盖尔曼图书馆、乔治·华盛顿大学、华盛顿特区获取纸质副本。

玛丽·费雷尔基金会。www.maryferrell.org/showDoc.html?docId=18191&relPageId=3.

美国国家档案馆，大学公园，马里兰州，档案组 457，国家安全局历史密码收藏。

新西兰国家图书馆，档案馆。欧文·威尔克斯。

国家摄影判读中心（NPIC），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NGA）。

国家安全局（NSA）。UKUSA早期文件。www.nsa.gov/Portals/70/documents/news-features/declassified-documents/ukusa/early_papers_1940-1944.pdf.

国家安全局（NSA）。威廉·弗里德曼文件。www.nsa.gov/Portals/70/documents/news-features/declassified-documents/friedman-documents/correspondence/ACC35864/41780849081991.pdf.

国家安全档案馆。http://nsarchive.gwu.edu.


斯诺登关于国家安全局的档案。www.https://snowdenarchive.cjfe.org.

英国国家档案馆，HW 80 文件。https://discovery.nationalarchives.gov.uk/browse/r/h/C18031.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49 年，卷。5，东欧；苏联。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49v05.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50年，卷。4，中欧和东欧；苏联。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0v04/d532.

耶鲁大学档案馆，沃尔特·L。普福尔茨海默文件。

访谈

罗伯特·贝尔，2016年。

比尔·宾尼，2015年。

简·哈曼，2016年。

迈克尔·V。海登，2016年。

约翰·波因德克斯特，2015年。

彼得·斯维尔，2014年。

报纸和杂志

芝加哥日报

芝加哥论坛报

卫报》

赫芬顿邮报

The Intercept

纽约先驱论坛报

纽约杂志

纽约时报

新西兰先驱报

时代

华尔街日报

华盛顿邮报

主要来源

张，劳伦斯，和彼得·科恩布卢。古巴导弹危机，1962年：国家安全档案馆文件读者. 纽约：新出版社，1998年。

麦考利夫，玛丽·S。中央情报局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的文档，1962年. 华盛顿特区：历史部门，中央情报局，1992年。

拉夫纳，凯文·C.，编辑。科罗娜：美国首个卫星计划. 华盛顿特区：中央情报局，情报研究中心，1995年。

斯图里，唐纳德·P。在冷战前线：关于1946年至1961年柏林情报战的文件. 华盛顿特区：中央情报局历史部门，情报研究中心，1999年。

美国参议院，《国外和军事情报》，第一卷，情报活动政府运作研究特别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华盛顿特区：政府印刷局，1976年。

二级来源

Absher, Kenneth Michael。“心态与导弹：古巴导弹危机的第一手资料。”战略研究所，卡莱尔，宾夕法尼亚州，2009年9月。小册子。

Aid, Matthew M.“国家安全局与冷战。”情报与国家安全16，编号。1 (2001): 27–66。

Albarelli, H.P., Jr.一个可怕的错误：弗兰克·奥尔森谋杀案和中央情报局的秘密冷战实验沃尔特维尔，俄勒冈州：Trine Day，2011年。

奥尔德里奇，理查德·J.GCHQ：英国最秘密情报机构的未审查故事. 伦敦：哈珀出版社，2011年。

———.《看不见的手：英国、美国与冷战时期的秘密情报》. 伍德斯托克，纽约：Overlook出版社，2002年。

艾利森，格雷厄姆·T.，和菲利普·泽利科。决策的本质：解释古巴导弹危机. 纽约：朗文，[1971] 1999年。

安布罗斯，斯蒂芬。艾克的间谍：艾森豪威尔与间谍机构. 纽约：兰登书屋，2012年。

安德鲁，克里斯托弗。《国土防卫：军情五处的授权历史》。伦敦：艾伦·莱恩，2009年。

———.仅供总统阅览：从华盛顿到布什的秘密情报与美国总统职位纽约：哈珀柯林斯，1996年。

———.“英美信号情报联盟的建立。” 在《以情报之名：纪念沃尔特·普福尔茨海默论文集》中，海登·B。皮克和塞缪尔·哈尔彭，103-6。华盛顿特区：NIBC出版社，1995年。

安德鲁，克里斯托弗，和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克格勃：内幕故事. 纽约：哈珀，1991年。

安德鲁，克里斯托弗，和瓦西里·米特罗欣。剑与盾：米特罗欣档案和克格勃的秘密历史。纽约：基础书籍，1999年。

贝尔，罗伯特。看不见邪恶：中央情报局反恐战争中一名地面士兵的真实故事. 纽约：三河出版社，2002年。

鲍尔，德斯蒙德。松树 gap：澳大利亚和美国地球静止信号情报卫星计划. 悉尼：艾伦与昂温，1988年。

班福德，詹姆斯。《秘密机构：从冷战到新世纪黎明的超级秘密国家安全局剖析》. 纽约：Doubleday，2001年。

———.“美国国家安全局正在建设该国最大的间谍中心（注意你所说的话）。”连线，2012年3月15日。

———.谜宫: 关于美国最秘密机构的报告. 纽约：企鹅出版社，1983年。

巴雷特，戴维·M.，和马克斯·霍兰德。古巴上空的盲点：照片的缺失与导弹危机。大学城：德克萨斯A&M大学出版社，2012年。

巴伦，约翰。打破间谍网：沃克家族间谍网的奇异案例。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出版社，1987年。

巴顿，帕特里克·F。“爱德华·斯诺登未经授权的披露和新闻出版的机密情报信息：一个案例研究。”亚利桑那州北中央大学论文，2016年。

贝内特，M.托德。“深水区的缓和：中央情报局打捞一艘沉没的苏联潜艇和美苏关系的任务，1968-1975年。”情报与国家安全33，no.2 (2018): 196–210.

Beschloss, Michael.五月节：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和U-2事件. 纽约：哈珀和罗出版社，1986年。

Bird, Kenneth L.“门威斯山站：冷战期间信号情报收集的案例研究。”监测时代16，编号。2 (1997年2月): 16–19.

Bissell, Richard M.冷战战士的反思，从雅尔塔到猪湾. 纽黑文，康涅狄格州：耶鲁大学出版社，1996年。

Blake, George.别无选择：自传纽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1990年。

布莱特，詹姆斯·G.，和大卫·A.韦尔奇。情报与古巴导弹危机伦敦：弗兰克·卡斯出版社，1998年。

博伦，查尔斯·E.历史的见证，1919–1969。伦敦：魏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出版社，1973年。

邦·坦波，C.J.美国人在门口：冷战期间的美国与难民。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8年。

鲍尔，汤姆。红色网络：军情六处和克格勃的政变大师。伦敦：奥鲁姆出版社，1989年。

布鲁吉奥尼，迪诺。眼对眼：古巴导弹危机的内幕故事。纽约：兰登书屋，1991年。

———.天空之眼：艾森豪威尔、中央情报局和冷战空中间谍活动。纽约：海军学院出版社，2011年。

伯兹，杰弗里。“苏联西乌克兰的早期冷战，1944-1948年。”卡尔·贝克俄罗斯和欧洲研究论文集编号。1505（2001年1月）：1–67。

伯罗斯，威廉·E。深层黑色：太空间谍活动与国家安全. 纽约：兰登书屋，1986年。

伯里，简。“蜘蛛行动：在铁幕后对抗早期冷战时期的乌克兰颠覆活动。”国际情报与反情报杂志30 (2017): 241–68.

卡德尔，小约瑟夫·W。“古巴上空的电晕：导弹危机和卫星图像情报的早期局限性。”情报与国家安全31，no.3 (2016): 416–38。

克拉克，理查德，迈克尔·J。莫雷尔，杰弗里·R。斯通，卡斯·R.桑斯坦，以及彼得·斯维尔。美国国家安全局报告：变革世界中的自由与安全报告。普林斯顿，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4年。

克拉里奇，杜安·R.，与迪格比·迪尔合著。四季间谍. 纽约：斯克里布纳，1997年。

克利福德，克拉克，与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合著。总统顾问。纽约：兰登书屋，1991年。

克劳德，约翰。“在一个桶里想象世界：科罗娜与地球科学的秘密融合。”科学的社会研究31，no.2（2001年4月）：231–25。

科克伯恩，安德鲁。杀戮链：高科技刺客的崛起. 纽约：亨利·霍尔特，2015年。

科尔，史蒂夫。幽灵战争：中央情报局、阿富汗和本·拉登的秘密历史，从苏联入侵到2001年9月10日. 纽约：企鹅出版社，2014年。

科恩，大卫。金发幽灵：特德·沙克利和中央情报局的圣战. 纽约：西蒙与舒斯特，1994年。

考克斯，迈克尔。“仍然是美利坚帝国。”政治研究评论5 (2007): 1–10。

达姆斯，理查德·V。“詹姆斯·基利安、技术能力小组以及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科学技术精英’的出现。”外交史24，第1 (2000年冬季): 57–78。

戴伊，德韦恩·A.，约翰·M.洛格斯登和布莱恩·拉特尔。天眼：科罗纳间谍卫星的故事。华盛顿特区：史密森尼图书，1998年。

迪恩，乔希。《K-129号的夺取：中央情报局如何利用霍华德·休斯在历史上最大胆的行动中窃取一艘俄罗斯潜艇》. 纽约：达顿，2017年。

戴蒙德，约翰。中央情报局与失败的文化：美国从冷战结束到入侵伊拉克的的情报. 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8年。

迪特默，贾森。外交材料：情感、集合与外交政策. 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2017年。

多布森，梅丽娜·J.“鲁比肯行动：德国作为情报‘大国’？”情报与国家安全35，no。5 (2020): 608–22。DOI: 10.1080/02684527.2020.1774852.

多里尔，斯蒂芬。军情六处：女王陛下秘密情报局的隐秘世界. 纽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2002年。

多佛，罗伯特，和理查德·J。奥尔德里奇。“密码学与全球南方：秘密、信号和信息帝国主义。”第三世界季刊41号，没有。1 (2020): 1900–1917.

厄尔利，皮特。间谍家族：约翰·沃克间谍集团内幕纽约：班坦图书，1989年。

埃杰特，朱迪思。“古巴国内收藏”。情报研究7（1963年秋季）：41–45。

恩格尔哈特，汤姆。影子政府：单超强权世界中的监视、秘密战争和全球安全国家芝加哥：Haymarket Books，2014年。

弗格森，尼尔。巨像：美利坚帝国的兴衰纽约：企鹅出版社，2004年。

弗里德曼，安德鲁。隐蔽的资本：否认的景观与美国的形成弗吉尼亚州北部郊区的帝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13年。

富勒，克里斯托弗·J.“雄鹰归巢：中央情报局致命无人机计划的历史渊源。”情报与国家安全30，第6 (2015): 769–92.

———.看它/射它：中央情报局致命无人机计划的秘密历史。纽黑文，康涅狄格州：耶鲁大学出版社，2017年。

G.“将冷战计划变为现实：建造柏林隧道。”情报研究52，no。1（2008年3月）：1-7。

加迪斯，约翰·L。历史的景观：历史学家如何绘制过去。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

加托夫，雷蒙德。“古巴导弹危机中的美国情报。”在情报与古巴导弹危机，由 James G. 编辑Blight 和 David A.Welch，23–24。伦敦：Frank Cass，1998。

Garwin, Richard L.“Edwin H.Land：科学与公共政策。”在纪念埃德温·兰德的“光与生命”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1991年11月9日。爱尔兰内外科医学院，1993年。

Gioe, David Vincent.“英美特殊情报关系：战时原因和冷战后果，1940–63。”博士论文。剑桥大学，2014年6月。

格莱肖夫，贾斯汀·F.“迈阿密的监听站。”情报研究10（2001年冬-春）：49-53。

格拉斯沃尔，罗伯特·P.，和多尼塔·M.穆尔胡斯。为和平而建：美国陆军工程师在欧洲，1945-1991. 华盛顿特区：军事历史中心和美国陆军工程兵团，2005年。

格林沃尔德，格伦。无处可藏：爱德华·斯诺登、国家安全局和美国。监控国家. 纽约：大都会图书，2014年。

Gusterson, Hugh。无人机：远程控制战争. 马萨诸塞州剑桥市：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16年。

Hager, Nicky。秘密力量: 新西兰在国际间谍网络中的作用. 尼尔森，新西兰：克雷格·波顿出版社，1996年。

Hall, R.C.“侦察无人机：它们在冷战中的首次使用。”空军力量史61 (2014): 20–27.

赫克特，加布里埃尔，编。纠缠的地理：全球冷战中的帝国与技术政治。马萨诸塞州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11年。

赫尔姆斯，理查德，与威廉·胡德。回顾：我在中央情报局的生活。纽约：巴兰坦图书，2003年。修订版。编辑，无出版地：普雷西迪奥出版社，2004年。

赫米斯顿，罗杰。最伟大的叛徒：特工乔治·布莱克的秘密生活. 伦敦：奥鲁姆，2013年。

希尔斯曼，罗杰。古巴导弹危机：政策之争. 韦斯特波特，康涅狄格州：普雷格，1996年。

———. 为了推动一个国家：约翰·F·政府中的外交政策政治肯尼迪. 花园城，纽约：双日出版社，1967年。

霍顿，文斯。核弹轰炸月球及其他情报计划和军事阴谋被搁置。纽约：企鹅出版社，2019年。

休斯，托马斯·P。美国创世纪：一个世纪的技术热情，1870-1970年。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9] 2004年。

亨廷顿，托马斯。“柏林间谍隧道事件。”发明与技术10，编号。4（1995年春季）。

伊默瓦尔，丹尼尔。如何隐藏一个帝国：大美国的历史. 纽约：法拉、施特劳斯和吉鲁，2019年。

约翰逊，查尔莫斯。帝国的悲哀：军国主义、秘密和共和国的终结. 纽约：亨利·霍尔特，2004年。

琼斯，米洛，和菲利普·西尔伯赞。构建卡桑德拉：重构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失败，1947-2001. 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4年。

卡卢金，奥列格。间谍大师：我在情报部门和间谍活动中对抗西方的32年。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4年。

基夫，帕特里克·拉登。喋喋不休：来自全球窃听秘密世界的报道。纽约：兰登书屋，2005年。

基利安，詹姆斯·R。人造卫星、科学家和艾森豪威尔：总统科学技术第一助理的回忆录。马萨诸塞州剑桥市：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7年。

金泽，斯蒂芬。首席投毒者：西德尼·戈特利布和中央情报局对精神控制的探索》。纽约：亨利·霍尔特，2019年。

兰菲尔，罗伯特·J.，和汤姆·沙赫特曼. FBI-克格勃之战：一位特工的故事. 纽约：兰登书屋，1986年。

拉奎尔，沃尔特。秘密的世界：情报的用途和局限性. 纽约：基础书籍，1985年。

勒卡雷，约翰。《来自寒冷的间谍》. 纽约：袖珍书，[1963] 2001年。

勒纳，迈克尔·B。The普韦布洛事件：间谍船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失败. 劳伦斯：堪萨斯大学出版社，2002年。

列文，罗纳德。ULTRA 走向战争：秘密故事. 伦敦：哈钦森，1978年。

刘易斯，乔纳森·E.间谍资本主义：ITEK 和中央情报局. 纽黑文，康涅狄格州：耶鲁大学出版社，2002年。

麦金太尔，本。朋友中的间谍：金·菲尔比与伟大的背叛. 伦敦：布鲁姆斯伯里，2014年。

马克拉基斯，克里斯蒂。“冷战期间的技术崇拜狂妄自大和间谍风格。”伊西斯10 (2010): 378–85.

迈尔，查尔斯·S.帝国之间：美国的优势及其前辈. 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6年。

马克斯，约翰.寻找“满洲候选人”：中央情报局与精神控制. 重印，纽约：诺顿，1991年。

马斯特曼，J.C.1939年至1945年战争中的双重间谍系统. 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72年。

马泽蒂，马克。《刀锋之路：中央情报局、一支秘密军队和一场在地球尽头的战争》. 纽约：企鹅出版社，2013年。

门德斯，安东尼奥·J.，和马特·巴格里奥。《逃离德黑兰：中央情报局和好莱坞如何完成了历史上最大胆的营救》. 纽约：维京出版社，2012年。

米歇尔，亚瑟·霍兰德。“流氓技术人员如何武装捕食者，几乎阻止了 9/11 事件，并发明了远程战争。”连线，2015 年 12 月 17 日。

米切尔，詹姆斯·E.，和比尔·哈洛。强化审讯：试图摧毁美国的伊斯兰恐怖分子的思想和动机内幕. 纽约：皇冠论坛，2016年。

莫伊尼汉，丹尼尔·帕特里克。保密。纽黑文，康涅狄格州：耶鲁大学出版社，1998年。

芒森，哈洛·T.，和W.P.绍瑟德。“为辩护提供的两位证人。”情报研究8（1964年秋）：94–98。

墨菲，大卫·E.，谢尔盖·A.孔德拉舍夫，和乔治·贝利。战场柏林：中央情报局对阵。冷战时期的克格勃。纽黑文，康涅狄格州：耶鲁大学出版社，1997年。

国家恐怖袭击委员会。9/11 委员会报告：美国国家恐怖袭击委员会的最终报告。授权版。纽约：诺顿，2004年。

内勒，肖恩·D。“眼镜蛇行动：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如何训练一个特工网络，他们在古巴找到了苏联导弹的鲜为人知的故事。”雅虎新闻，2019年1月23日。

奥康纳，杰克。《洞察秘密与培养领导者：国家摄影判读中心文化史》. 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Acumensa Solutions，2015年。

奥德，弗雷德里克。六边形的故事。弗吉尼亚州尚蒂伊：国家侦察研究中心，2012年。

奥尔登齐尔，露丝。“岛屿：作为网络帝国的美国。” 在纠缠的地理：全球冷战中的帝国与技术政治，由加布里埃尔·赫克特编辑，31–41。马萨诸塞州剑桥市：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11年。

皮克，海登·B.，和塞缪尔·哈尔彭，编。《以情报之名：纪念沃尔特·普福尔茨海默论文集》中. 华盛顿特区：NIBC出版社，1995年。

Pedlow, Gregory W.，和 Donald E.韦尔岑巴赫。中央情报局与高空侦察：U-2 和 OXCCART 计划，1954–1974. 纽约：天马出版社，2016 年。

皮布尔斯，柯蒂斯。科罗娜计划：美国的第一颗间谍卫星. 安纳波利斯，马里兰州：海军学院出版社，1997 年。

菲尔比，金。我的沉默战争：一个间谍的自传. 纽约：现代图书馆，[1968] 2002 年。

普洛基，谢尔希。毒枪人：冷战间谍故事. 纽约：基础图书，2016 年。

波科克，克里斯。龙女：U-2 侦察机的历史. 奥西奥拉，威斯康星州：汽车书籍国际出版社，1989 年。

———.U-2 侦察机，走向未知：早期历史的新篇章. 阿特格伦，宾夕法尼亚州：希弗军事历史出版社，2000 年。

波尔马，诺曼，和迈克尔·怀特。阿佐里安计划：中央情报局与 K-129 的打捞. 安纳波利斯，马里兰州：海军学院出版社，2010 年。

鲍尔斯，托马斯。保守秘密的人: 理查德·赫尔姆斯与中央情报局纽约：克诺夫出版社，1979年。

Priest, Dana, 和 William M.Arkin.绝密美国：美国新安全国家的崛起. 纽约：Little, Brown, 2011。

Ranelagh, John.中央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兴衰. 纽约：Simon & Schuster, 1987。

Rawnsley, Adam.“中央情报局无人机瞄准技术曝光，基地组织宣称。”连线, 2009年8月7日。

里德，W.克雷格。红色十一月：美国与苏联潜艇秘密战争内幕。纽约：哈珀出版社，2011年。

里奇，本·R.，和利奥·亚诺斯。臭鼬工厂：我在洛克希德公司工作期间的个人回忆录纽约：小布朗公司，1994年。

Richelson，杰弗里。间谍的世纪：二十世纪的情报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

———.兰利巫师：走进中央情报局科技理事会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Westview Press，2001年。

Richelson, Jeffrey T.，和 Desmond Ball。维系纽带：UKUSA 国家（英国、美利坚合众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情报合作。. 波士顿：Allen & Unwin，1985年。

Robertson, Ken G.，和 Michael R.D.Foot，编。战争、抵抗与情报：纪念 M. 的论文集R.D.Foot.巴恩斯利：Cooper，1999年。

Rositzke, Harry.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间谍活动、反间谍活动和秘密行动。纽约：读者文摘，1977年。

拉夫纳，凯文·C。“冷战盟友：中央情报局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关系的起源。”情报研究（1998）：19–43。

伦佩尔梅耶，J。J.“古巴导弹危机。”情报研究8（1964年秋）：87–92。

萨尔维蒂，劳埃德。“对国家安全局局长中尉的采访。根将军。迈克尔·V。海登。”情报研究44号，无。1（2000年1月5日）：1-12。

桑德，彼得·H.美国和英国在迪戈加西亚岛：一个有争议的基地的未来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09年。

施莱辛格，小阿瑟·M.“美利坚帝国？”没那么快。”世界政策杂志22，编号。1 (2005年春季): 43–46。

———.《美国历史的周期》. 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出版社，1999年。

沙克利，特德。《间谍大师：我在中央情报局的生活》. 杜勒斯，弗吉尼亚州：波托马克图书公司，2005年。

夏普，大卫·H。《中央情报局最伟大的秘密行动：深入大胆的任务，以找回一艘携带核武器的苏联潜艇》. 劳伦斯：堪萨斯大学出版社，2012年。

史密斯，德里菲尔德·N。“长着玻璃眼的玛塔·哈里。”空军新闻信24，第15（1941年9月）：1–4。

史密斯，理查德·哈里斯。“第一个莫斯科站：冷战历史中的间谍脚注。”国际情报与反情报杂志3，第3 (1989): 333–46。

桑塔格，雪莉，和克里斯托弗·德鲁。盲人摸象：美国潜艇间谍活动的秘史。纽约：哈珀平装本，1998年。

斯塔福德，大卫。柏林之下的间谍. 伍德斯托克，纽约：Overlook出版社，2002年。

斯坦纳，苏，罗宾·利斯顿，理查德·格伦迪和迈克·亨特利。圣赫勒拿岛：阿森松岛，特里斯坦-达库尼亚.查尔方特街。彼得：布拉特旅游指南，2007年。

斯特里克兰，弗兰克。“掠食者无人机的早期演变。”情报研究57，no.1（2013年3月）：1–6。

陶布曼，菲利普。秘密帝国：艾森豪威尔、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太空间谍活动的隐秘故事.纽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2003年。

特尼特，乔治，与比尔·哈洛。风暴中心：美国危机时期的中央情报局. 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2007年。

托马斯，戈登。秘密与谎言：中央情报局精神控制和细菌战的历史》. 老赛布鲁克，康涅狄格州：奥克塔沃出版社，2007年。

特纳，斯坦斯菲尔德。“新世界秩序的情报。”外交事务70，第4（1991年秋季）：150–66。

———.保密与民主：转型中的中央情报局. 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出版社，1985年。

Turse, Nick, 和 Tom Engelhardt。终结者星球：无人机战争的首次历史，2001–2050. n.p.: Dispatch Books, 2012.

美国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关于酷刑的报告：中央情报局拘留和审讯计划的委员会研究. 布鲁克林，纽约：梅尔维尔出版社，2014。

Vine, David。基地国家：美国如何海外军事基地危害美国和世界. 纽约：亨利·霍尔特，2015年。

———.羞耻之岛：美国的秘密历史迪戈加西亚岛上的军事基地.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9年。

沃格尔，史蒂夫。柏林背叛：冷战时期最大胆的间谍行动的真实故事. 纽约：海关大楼，2019年。

沃格勒，罗伯特。我曾是斯大林的囚犯。纽约：哈考特，布雷斯，1952年。

小约翰·A·沃克。我作为间谍的生活. 纽约：普罗米修斯出版社，2008年。

华莱士，罗伯特，H.基思·梅尔顿和亨利·R。施莱辛格。《华盛顿特区间谍地点：首都地区秘密历史指南》. 华盛顿特区：乔治城大学出版社，2017年。

沃尔顿，考尔德。《秘密帝国：英国情报、冷战与帝国的黄昏》. 伦敦：哈珀出版社，2013年。

华纳，迈克尔。情报的兴衰：国际安全史. 华盛顿特区：乔治城大学出版社，2014年。

韦纳，蒂姆。《灰烬的遗产：中情局的历史》. 纽约：道布尔戴出版社，2007年。

韦尔岑巴赫，唐纳德·E.“科学技术：理事会的起源。”情报研究30，第2 (1986): 13–26。

惠特尔，理查德。捕食者：无人机革命的秘密起源。纽约：亨利·霍尔特，2014。

维纳，乔恩。我们如何忘记冷战：穿越美国的历史之旅。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12。

温切斯特，西蒙。前哨：前往大英帝国幸存遗迹的旅程。纽约：哈珀常青出版社，[1985] 2003年。

沃尔斯泰特，罗伯塔。“古巴和珍珠港：后见之明和先见之明。”外交事务43，编号。4（1965年7月）：691–707。

伍德沃德，鲍勃。奥巴马的战争。纽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2010年。

泽加特，艾米·B。间谍、谎言和算法：美国情报的历史和未来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22年。

齐默尔曼，大卫。最高机密交流：蒂扎德使命和科学战争。多伦多：麦吉尔-女王大学出版社，1996年。





索引

注意：插图用斜体页码表示。

阿布舍尔，肯尼斯·迈克尔，100

阿富汗之眼，222

阿富汗，33, 70–71, 222, 227–29

非洲安全部队协会。参见 美国军队安全局（AFSA）

人工智能。参见 人工智能（AI）

艾德，马修，149

阿尔巴尼亚，18

奥尔德里奇，理查德，151

亚历山大，基思，161–62

艾伦，查理，221–24

艾伦，莫尔斯，58–59, 61

艾利森，格雷厄姆·T.，98

基地组织，69, 160, 221–223, 228–229

AMBANTY-1，89

琥珀，219

AMCOBRA，89

美国军队安全局（AFSA），149

AMPEX，53

安德森，杰克，123, 125–26

安德森，鲁道夫，十二, 96–97, 214

安格尔顿，詹姆斯·耶稣，19–20

阿奎利内，216

阿以战争，134

阿尔戈（电影），136

阿金，威廉·M.，xviii

陆军化学兵团，63

陆军野战手册，75

朝鲜蓟计划，59–63

人工智能（AI），238

阿森松岛，156–57, 157

澳大利亚，34, 163–66

阿伊奥斯·尼古拉斯，151

贝尔，罗伯特，136–37

贝克，詹姆斯·G.25–26

贝克，威廉28

鲍尔，德斯蒙德165

班德拉，斯捷潘19

巴伯，斯图尔特153

猪湾87, 89–90

Begin，梅纳赫姆，185

Bentley，伊丽莎白，41

柏林，40–41

柏林隧道，3, 35, 40–54, 51, 183, 237

本·拉登，奥萨马，73, 221–23

宾尼，比尔，233

生物技术。参见 英属印度洋领地（BIOT）

伯德，肯尼斯·L.,158

伯德1, 163

比塞尔，理查德·M.,27–29, 32, 53, 235

布莱克，科弗，221, 223–24

黑色艺术，The（艾伦），59

“黑色星期五，”41–42

布莱克，乔治，44–47, 52

布劳尔，哈罗德，63

盲人摸象（桑塔格和德鲁），120

蓝鸟计划，58–60, 63

BND。参见 西德联邦情报局（Bundesnachrichtendienst [BND]）

无限线人，7, 174

博伊斯，克里斯托弗，163, 165

博伊尔，威拉德，195

小詹姆斯·F·布拉德利，115, 119–21

弗兰克·布里利亚，216

英国合成信号组织，157

英属印度洋领地（BIOT），153, 155

迪诺·布鲁吉奥尼，193, 196

布鲁萨，147–48, 176

布热津斯基，兹比格涅夫，134–35

比勒，汉斯，186

布尔，约翰，2

靶心，155

伯吉斯，盖伊，53

伯罗斯，威廉，200–201

布什，乔治·W.，68, 75, 225

CAC。参见 加勒比招生中心 (CAC)

坎贝尔，邓肯，168–69

戴维营协议，185

金营59–60

加拿大34, 148–49

加勒比招生中心 (CAC)88

卡特，吉米129–30, 131, 135, 185, 190, 195–96

凯西，威廉，217–19

卡斯特罗，菲德尔，83, 87

猫山，157

中央情报局（CIA）：阿奎莱恩和，216；柏林隧道和，45, 48, 53；本·拉登和，222–23; 反恐中心,68; Crypto AG 和,183–87; 古巴和,83–97, 100–101; 无人机和,212–13, 224–26; 成立,6；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和，74; 军事化和，7–8; MKULTRA 和，56–76; 特别行动办公室，17; 技术服务办公室，136; 摄影和，85–86; 松树峡和，163–66; 阿佐里安计划和，121; 心理学家，69–70; 苏联潜艇和，117–20; 人造卫星和，31; Tagboard 和，213–16; 定点清除，212–13; 技术和，130; 乌克兰和，15–18, 20; 维也纳隧道和，42

《中央情报局法案》，17

锡兰，143–44, 150

查戈斯群岛，153

中国，66, 69, 95, 149, 160, 166, 190, 214, 238

克里斯特，大卫·L.216

丘奇，弗兰克57

丘奇委员会62–63, 65, 68, 130–31

丘吉尔，温斯顿21

中央情报局。参见 中央情报局（CIA）

克拉克，亚瑟·C.163

克拉克，理查德，221, 223

克拉里奇，杜安“杜威”R.217–19

经典巫师155

克利福德，克里夫28

克林顿，比尔201, 219–20, 224

克劳德，约翰193

CNE.参见 计算机网络渗透（CNE）

钴站点，70–71, 73, 75

眼镜蛇鞋，151–52

科尔比，威廉·E.，123, 125, 152

冷战，5–6, 16–17, 22–23, 34, 110, 155, 176, 201

科尔, 美国海军军舰212, 221

柯勒律治，塞缪尔·泰勒202

科尔，史蒂夫218

计算机网络渗透（CNE）172

科罗娜间谍卫星30–33, 188, 191–93

科尔蒂纳·加西亚，何塞·曼努埃尔，83

宇宙俱乐部，131, 184

总统顾问（克利福德），28

克雷文，约翰·P.，116–17, 119

Crypto AG,135, 183–87, 238

古巴，十一至十三, 十三, 十四, 十五, 83–86, 86, 87–103, 137, 200, 217

塞浦路斯，20, 150–53

黑暗监狱，70

DARPA。参见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

数据挖掘，6–7

DCI。参见 中央情报局局长（DCI）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DARPA)219

国防情报局（DIA），199

国防测绘局（DMA），194

国防科学顾问委员会，23

DIA。参见 国防情报局（DIA）

迪戈加西亚，153–56, 154

数字网络情报（DNI）160, 174

数字号码识别（DNR）174

迪尔，约翰146

中央情报局局长（DCI）21, 27

脏弹阴谋72

迪特默，贾森146

DMA。参见 国防测绘局（DMA）

DNI。参见 数字网络智能 (DNI)

DNR。参见 数字网络智能 (DNI)

杜立特，吉米，21–22

杜立特报告，21–22

双重间谍系统，34

道尔，大卫，192

德鲁，克里斯托弗，120

无人机，212–15, 217, 219–20, 224–27

杜布里奇，李，23

达克特，卡尔，118–19, 163

杜勒斯，艾伦，6, 21–22, 27, 29, 43–44, 53, 65, 67, 87, 132

厄尔曼，约翰·S.，64–65, 101, 234–35

伊斯曼，保罗，121窃听，33–35

梯队系统，168–71

艾登，安东尼，150

爱德华兹，谢菲尔德，58, 61

埃及，150

艾森豪威尔，德怀特·D.21–23, 26, 28–30, 96, 142, 189

EITs。参见 强化审讯技术（EITs）

电子情报（ELINT），165

优雅的混乱，161

ELINT。参见 电子情报（ELINT）

标志，7, 7

帝国，美国作为，3–4

恩格尔哈特，汤姆，十七

强化审讯技术（EITs），72–75

恩尼格玛密码机代码，21, 34, 43, 64, 146

决策的本质：解释古巴导弹危机（艾利森和泽利科夫），98

爱沙尼亚，18

费尔维尤，173

联邦调查局（FBI），43, 137

费尔费，海因茨，47

弗格森，尼尔，4

光纤，152, 159–60, 171–72

五眼联盟，二十三, 34, 148–49, 155, 169

福特，杰拉尔德，125, 224

坚韧，21

弗兰克尔，马克斯，234

弗里德曼，威廉·F.，146–48, 184

糖霜，169–70

富比尼，尤金，214

富勒，克里斯托弗，219

加迪斯，约翰·刘易斯，99

加德纳，梅雷迪思，41

加德纳，特雷弗·N.，23, 26–27

加温，理查德·L.，25

GCHQ。参见 政府通信总部（GCHQ）

盖伦组织，16, 20

盖伦，莱因哈德，20

幽灵猎人，160

吉福德，伊莱恩·A.193

格莱肖夫，贾斯汀·F.87–88

全球海运122

全球反恐战争3, 221–22

GNAT220

戈莱涅夫斯基，米哈尔47

古德帕斯特，安德鲁·J.29

戈登，约翰·A.222

戈尔-布思，保罗154–55

戈特利布，西德尼62–65

政府通信总部（GCHQ）9, 144, 148, 151–53, 157, 162

格林，格雷厄姆，95

格林伍德，安东尼，153

关岛，3, 175

盖伊，杰夫，222

哈格林，鲍里斯，184

海格，尼基，xxi, xxi–xxii, 167

大比目鱼, 美国海军军舰108–9, 115–17, 120–21

霍尔，基思，189, 203–4

万圣节大屠杀，130–32

哈尔彭，塞缪尔，83

哈雷蒂，卡伊德·萨利姆·西楠·艾尔-，212

哈里，玛塔，32–33

哈曼，简，76

哈维，威廉，43, 50

霍金斯，查理，218

海登，迈克尔，162

赫尔姆斯，理查德，6, 27, 53, 89, 108–9, 119–20, 235

赫什，西摩，123

休伊特，汤姆，89, 93, 101

六边形卫星，194–95, 200–201

海瑟，理查德·S.84

希伦科特，罗斯科58

希尔斯曼，罗杰99

辛克尔，劳伦斯65

欣斯利，哈里144, 147

香港144

霍顿，文斯215

哈伯德，柯克·M，69

休斯，霍华德，122

人工情报（HUMINT），5–6, 74–75, 102–3, 132, 221–22, 227–29

匈牙利，57–58

亨特，约翰，152

伊默瓦尔，丹尼尔，175

印度，143–44

英曼，博比·雷，185–87

审讯，57–62, 69, 72–75, 88

伊朗革命，134–37, 185

常春藤钟声，109, 120–21, 124, 126

詹妮弗安全系统，121–22

杰森，布鲁斯，70

JMWAVE，88–89

约翰逊，查尔莫斯，4, 8, 175

约翰逊，克拉伦斯“凯利”，26, 203, 214

约翰逊，林登·B.，188, 216

詹珀，约翰·P.，223

卡卢金，奥列格，111–13

卡雷姆，亚伯拉罕，219

肯尼迪，约翰·F.，习近平, 103, 129–30, 137, 190, 197

肯特，谢尔曼，93–94

霍梅尼，阿亚图拉·鲁霍拉，135, 185

赫鲁晓夫，尼基塔，28, 90, 96, 213

基利安，詹姆斯·R，23–26, 32, 101

基辛格，亨利，120, 124–25, 152

基斯蒂亚科夫斯基，乔治，32

KL-47，110

克诺赫，E.亨利，195–96

孔德拉舍夫，谢尔盖，46–47

朝鲜战争，149

科丘巴，伊万，50

库巴克反情报审讯手册，67–69

《忽必烈汗》（柯勒律治），202

KW-7，111

兰菲尔，罗伯特，43

兰德，埃德温“丁”C.，24–28





拉什布鲁克，罗伯特·V.56, 62

拉脱维亚，18

劳德代尔，劳埃德·K.163

列别德，米科拉17

勒卡雷，约翰65

莱霍恩，理查德30–31

李梅，柯蒂斯·E.26, 220

利比，谢赫·阿布·叶海亚·艾228–29

利比亚185–86, 217–18

测谎仪，58

林科夫，尤里，111

立陶宛，18

利特尔，亚瑟·D.，25

洛尼斯，克莱夫，144

标志地图，4

标志，1, 3, 6–7, 7, 190, 202–5

迷幻药，56–69, 76, 130

伦达尔，亚瑟，32, 85, 190–91, 196–97, 200

伦恩，彼得，42, 44

麦克唐纳，唐纳德，166–67

麦克唐纳，乔尼，166–67

麦克林，唐纳德，53

曼哈顿计划，44

地图，标志，美国，4

地图与制图研究实验室 (MCRL),194

马歇尔，乔治，146

马斯里，艾哈迈德·哈桑·阿布·海尔·阿尔-229

马瑟姆斯，罗伯特，163

麦科恩，约翰，91, 101

麦康奈尔，迈克，228

麦克马纳斯，乔治，87

麦克米伦，布罗克韦，202–3

麦克尼什，“微笑的杰克”120–21

MCRL。参见 地图与制图研究实验室 (MCRL)

门德斯，托尼，136

门威斯山站，158–62, 169

默克尔，安格拉，236

麦司卡林，63

梅岑鲍姆，霍华德，202

军情五处34, 47

军情六处16, 19–20, 95

中东134–37

情报军事化7–8

明德斯岑蒂，约瑟夫枢机主教57

密涅瓦184

3101行动85

米切尔，詹姆斯·埃尔默69–70

MKULTRA计划56–69, 76

穆罕默德，哈立德·谢赫71–74

蒙哥马利，休，52

莫兰，迈克尔，176

莫里纳斯，克劳迪奥，83

马尔霍兰，约翰，59

谋杀委员会，20

NACA。参见 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NACA）

纳赛尔，阿卜杜勒，150

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NACA），28–29

国家商业园 (NBP),185

国家秘密行动处,237

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 (NGA),十四–十八, 7, 206–7

国家影像与地图局 (NIMA),十六, 194

国家摄影判读中心 (NPIC),十六, 85, 192–94, 196–201, 199

国家侦察局（NRO），十四, 208n2；建筑，201–2；解密，201；肯尼迪和，189–90；标志，1, 3, 6, 190, 202–3；卫星和，189；作为秘密，190；9月11日和，5

国家安全局（NSA）xviii；创建149；使用的标志7, 7；扩张149–50；门威斯山站和158–59; 松树峡和，165–66；9月11日和，5；苏联潜艇和121；特殊来源行动7, 7, 172–73; Weisband 和，42; XKEYSCORE 和，174–75

国家水下侦察局 (NURO)，119–21

内勒，肖恩·D.，101

NBP。参见 国家商业园 (NBP)

纳尔逊，杰里，196

纽瑟姆，玛格丽特，169

新西兰，十八–二十三, 34, 148–49, 166–68

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参见 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NGA）

国家影像与测绘局。参见 国家影像与测绘局（NIMA）

9/11袭击，xviii, 二十二, 4–5, 68, 73, 235

尼克松，理查德，120, 125

朝鲜，112

Novo, Esteban Márquez,83, 87, 89, 93, 95, 101

国家照相判读中心。参见 国家照相判读中心 (NPIC)

国家侦察局。参见 国家侦察局 (NRO)

核武器,90–95, 101, 133

Nummermädchen (数字女孩),42–43

NURO。参见 国家水下侦察局 (NURO)

奥巴马，贝拉克，206, 235–36

奥康纳，杰克，200

章鱼，1, 2, 3, 6, 204–5

战略情报局 (OSS)，16

技术服务办公室（OTS）136

奥尔森，埃里克，62–63

奥尔森，弗兰克·R.，56–57, 60, 62–63

开放天空，28

常春藤钟行动，109, 120–21, 124, 126

猫鼬行动，88–90, 102

卢比肯行动，186–87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OUN），18–19

OSS。参见 战略情报局（OSS）

OTS。参见 技术服务办公室（OTS）

OUN。参见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OUN）

我们在哈瓦那的人（格林），95

帕卡德，大卫，117–18

帕迪利亚，何塞，72

巴基斯坦73–74

巴拿马运河44

帕兰戈斯基，约翰118–20

帕克，比尔215

帕斯托雷，阿曼德56

PBJOINTLY49

珍珠港94–95

佩尔顿，罗纳德，126

彭科夫斯基，奥列格，86–87

PFIAB。参见 总统外国情报咨询委员会 (PFIAB)

菲尔比，哈罗德·阿德里安·拉塞尔 “金”19–20, 47

菲律宾，3

菲利普斯，塞西尔，41

照片判读单位，21

皮克林，托马斯，221

派克，奥的斯·G，123

松树峡163–66

波科克，克里斯99

波兰17

测谎仪58

波蒂亚特，吉恩119–20

鲍尔斯，加里31–32, 213

捕食者212, 218, 220, 222–25, 227

总统外国情报顾问委员会 (PFIAB)28, 101–2

普里斯特，达纳xviii

亚速尔群岛工程108–9, 118–19, 121–26

乡村商店计划162

凤凰计划162

桑德拉计划151–52

波多黎各3

珀塞尔，爱德华25–26

紫色密码，43, 146

卡扎菲，穆阿迈尔，218

拉赫曼，古尔，70–73, 76

情报界的范围，6–7

里根，罗纳德，185–86, 224

难民审讯中心，88

流纹岩，163

赖斯，康多莉扎，225

里奇，本，214

里佐，约翰，71

Robarge, David,86

Rodin, Nikolai,46

Rogers, Bernard W.,130

Rositzke, Harry,16–17

Rowlett, Frank,43

Rumsfeld, Donald,225

Rushbrooke, E.G.N.,144

萨达特, 安瓦尔,185

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参见 战略武器限制谈判（SALT I）

盐坑，70, 73, 75

卫星：科罗娜间谍卫星，30–33, 188, 191–93；被否认的领土和，188–89；光纤vs., 152, 159–60, 171–72；六角，194–95, 200–201；国家摄影判读中心和，192–94, 196–201, 199；来自...的实时数据，195–96；人造卫星，31, 188

赛义夫，阿布，160–61

沙夫，沃尔特，44

施莱辛格，阿瑟，4

施莱辛格，詹姆斯·R.，125, 152

SCIF。参见 敏感信息隔离设施（SCIF）

莨菪碱，59

斯科维尔，赫伯特，214

海豹突击队。参见 标识

秘密情报局（SIS）18–19, 41, 44, 46–48

秘密力量（黑格）xxi

Y区46

塞利格曼，马丁·E.P.69

敏感信息隔离设施（SCIF）86

九一一袭击事件xviii, 二十二, 4–5, 68, 73, 235

沙克利，特德88–89, 100–101

夏普，大卫119, 125

信号情报（SIGINT）xviii, 二十二, 21, 34, 121, 141–44, 143, 151–53, 162, 165, 172–73, 176

新加坡144

新加坡安全情报局（SIS）参见 秘密情报局（SIS）

六日战争193

史密斯，德里菲尔德·N.32

史密斯，爱德华·埃利斯22

史密斯，乔治·E.195

斯诺登，爱德华，二十二, 1, 6–7, 141–42, 152, 160, 169–70, 205, 235–36

索洛马京，鲍里斯，108, 111

索南费尔特，赫尔穆特，124

桑塔格，雪莉，120

索伦森，西奥多，129–30

水声监视系统（SOSUS），115–16

苏联，17；柏林隧道和，48–50; 日冕卫星和，192–93; 古巴和,89–92, 98–99; 失踪潜艇，115–26; LSD和，65; 开放天空和，28; 松树峡和，165–66; 阿佐里安计划和，108–9; 人造卫星发射，31, 188；突袭，22–30; 乌克兰和，15–20

特殊来源行动（SSO），7, 7, 172–73

卫星，31, 188

从寒冷中归来的间谍（勒卡雷），65

斯里兰卡，143–44, 150

SSO。参见 特殊来源行动（SSO）

斯塔辛斯基，博格丹，19

史蒂文森，阿德莱习近平

斯托尔茨，霍华德100

斯特姆布鲁173

战略武器限制谈判（SALT I）133

战略岛屿概念153–54

斯特朗，乔治147

苏伊士运河危机150

乌克兰解放最高委员会15

突袭小组24

监视，1, 6–7, 168–71. 另请参阅 斯诺登，爱德华

斯旺森，斯科特222, 225

Tagboard213–16

坦特，理查德165

技术情报（TECHINT）5–6, 221–22

技术能力小组（TCP）24

电报网络171–75, 173

信条，乔治，71, 224–25

领土扩张，3–4

恐怖主义，3–4, 185–86, 212–13, 217–18, 221–22. 另请参阅 9·11袭击

托马斯，戈登，60

蒂扎德，亨利，145

托尔卡切夫，阿道夫，86–87

托里克，雷，215

酷刑，68–74

特拉维斯，爱德华，141, 142, 147–48

特鲁多，亚瑟，44

杜鲁门，哈里，34, 149

特朗普，唐纳德，238

特拉斯科特，卢西安，18

吐真剂，59

TRW 航空航天公司，163–64

塔奇曼，巴巴拉，85

图灵，艾伦，146

土耳其，103

特纳，斯坦斯菲尔德，129–37, 131

特威滕，托马斯·A.，220

U-2 间谍飞机，3, 25–32, 85, 95–99, 118, 126, 190–91, 213–14, 229, 234–35

乌克兰，15–20

UKUSA协议，34, 142, 144–49, 168–70, 172, 176, 238

Ultra计划，34, 43, 64, 147

犹他州数据中心，xviii, 171, 233

万斯，赛勒斯，216

维诺那计划，41

维也纳隧道，42, 46

越南战争，130, 217

沃格勒，罗伯特，58

怀霍派谷，166–68

沃克，约翰，108–21, 124, 156

沃尔顿，考尔德，34

反恐战争，3, 221–22. 另请参阅 全球反恐战争

韦伯斯特，威廉，97

韦纳，蒂姆，27

韦尔，加里·E.38n69

韦斯班德，威廉41–42, 52

温特，G.理查德60

西德联邦情报局 (Bundesnachrichtendienst [BND])20

惠伦，巴德163

怀特，西奥多·H.24

白云201

惠特沃思，杰里114, 156

维纳，乔恩，99

温切斯特，西蒙，154–56

沃尔斯特特，罗伯塔，94

沃尔夫，哈罗德，65

伍尔西，R.詹姆斯，220

第二次世界大战，16–17, 21, 43, 94–95, 150

WS-117，31

怀曼，威拉德·G，17

XKEYSCORE174–75

也门212

尤尔琴科，维塔利114

泽利科夫，菲利普98

祖拜达，阿布71–73





关于作者

Kristie Macrakis是七本书的作者或编辑，曾是佐治亚理工学院历史与社会学学院的历史学教授。她是技术史、科学史和间谍史学家。她的其他著作包括《在纳粹标志下生存：纳粹德国的科学研究》（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被秘密诱惑：走进斯塔西的间谍技术世界》（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年），以及《囚犯、爱人和间谍：从希罗多德到基地组织的隐形墨水的故事》（耶鲁大学出版社，2014年）。她在本书出版前不久去世。www.kristiemacrakis.com.



OPS/images/cover.jpg
KRISTIE MACRAKIS

AMERICA'S TECHND-SPY EMPIRE

&

I

" S\\\\\\\\\\\\\\\\\\

/
i





OPS/images/fig2_1.jpg
ZEFYS Zeitungeportal / DDR-Presse » Neues Deutschland, Mi. 25. Aprl 1956, Jahrgang 11 /
fte

Alicgabe 1007

«24.04.1956

26.04.1956» « ND o BZ o NZ

Nicht in fremdon Garton wilhlon!

gehe zu Seite {64

NEUES DEUTSCHLAND

5. April 1056 / Nr. 100 / Selte s

Zechmang: Bors

Gebriider Saf} auf amerikanisch

Bel den Berlinern fiel gestern
eine Klappe — wie man so sagt.
.Genau wie damals die Gebrider
Sab!* — So riefen uns mehrere an,
als die Spionageaffire Altglienicke
belannt wurde. Kuo mus man

vor_etwa 30 Jahren
T belien Braderein. borben:
tigtes Geldschrankknacker - Paar
‘war, das seinen, wenn auch trau-
rigen Weltrut ‘damit belundete,
da es durch einen 280 Meter lan-
gen Stollen unterm Wittenberg-
platz_elnen tolldreisten Einbruch
veriibte. Ist es nicht bezeichnend,
da bei den Berlinern automatisch
diese  Gedankenverbindung zu-
stande kam, als das neue, bisher in
der Tat unibertroftene ‘Gangster-
stiick des US-Geheimdienstes be-
Kannt wurde? Automatisch _setzt
man _diese neuen uniformierten
Spione gleich jenen alten Berufs-
verbrechern, Bankriubern und
ssozialen_ Efementen, und genauso
sind diese Gangster auch einzu-
schiitzen, die drauen in Altglle-
nicke ein Stock lieferten, wie es
unter zivilislerten Staaten bhhu
‘wohl einmalig ist.

lich, so umfangreich und auch so
Kostbar wie an der Schonefelder
Chaussee st uns noch kelner in
die Hinde gefallen. Hier wurde
manche  Million der _sagenhaften
Marshallplanhilfe _investiert, wie
der Augenschein ergibt.

Wieder Westberlin sagten_wir.
Hat Westberlin aber nicat einen
Senat, der verantwortlich ist 10
das, was suf seinem Territorium

teht? Wubte er das, was sich
a_draufien an_der Schonefelder
Chaussee abspielte? Das wire doch
cine  Avgelegenhelt, die  Franz
Neumann, den Vorsitzenden des
westberliner - Polizelausschusses,
brennend interessieren muBte.

Nicht nur der Schutz der Ber-
liser, sondern auch das Rocht in
Berlin mu8 gewkhrleistetsein",
heldt es in einer Erilirung, die
der westberliner Senat erst gestern
wegen _irgendeiner  Riuberpistole
von sich gab. Hier, in diesem in der
Geschichte _des_Volkerrechts un-
erhtrten Fall ,Spionagetunnel Alt-
glicnicke* hat der westberliner Se-
nat die beste Mogliciket, diese
#eine Worts 1 dla Tat umzisetzen.

QBE®

Startseite DDR-Prosse
Kalenderfunktion
Volitextsuche
Waitere Funktionen

Elfenbeln.

Das Internationale Ausitellungs-
zentrum der Gesellschat fdr kul-

Deutschland _ erstmalig _veranstal-
teto Schau_indischerVolkskunst
mit gleichzeitigem Verksuf wird
dort am Donnerstag erdtinet. Um
e vorwegzunehmen: Sie wird
keln Nachbild der den Berliner
Messebesuchern schon bekarmien

Tichder indischen Volkskunst ver-
mitteln,
hingus einen_aligemeinen Uber-

Bahmen_der slgenticien Volke-

Seide u

Pressegeschichte (1)

Die etwa 2000 ver
Ausstellumgestiicke, von |
fere 34000 im Lager
sind, werden n Vitrines
Tell'in die Wande eingel
und auf grolen, zehn M¢
Tischen geseigt. Durch &
Arrangements erhalt de
ein snschauliches Blld v
Junstschatfen in den ver
Staaten und Provinzen 1
Ben sidostasiatischen Li
So ertahrt man, da0
malereien und Basterseu
Holmat I Grissa haben,
, Kannen und Zierg,
s gotrisbenem und
Kupfer dagegen im G
Neu Delni. Die Hols- v
beinschnitzercien, meiste
aus dem religitsen und d
leben  darstellend, stan
allem aus Bengalen. D
handwerker im. gebirgig
mir_schickten wunder
Tarkls-Mosalk besetate ¢
Gegenstinde aus ziseliert
‘Schmuckkistchen _aus.
‘Sandelholz kommen aus
‘Ledergiiriel und -taschen
bay, Messingarbeiten -
gegenstinde sus Silbert
Haldarabad.

8-Millionen-Defizit z:

200000 DM Einsparungen noch in diesem Jahr / Ersto U

Rund 200000 DM _wollen dié
Werktatigen des Betriebstelles.
Omnibus der BVG noch in diesem
Jahr _einsparen. Dies beschlossen
o wut

cenkung. wettmachen,

exhohten Beanspruching der Fahr-
zZeuge wihrend der sirengen Frost.
periode des vergangenen Winters
entstanden sind.

Mt verbesserten Reparatur-
methoden in_den Omnibushbfen
erden die BVGer dem Defizit
ihres Betricbes v

das__ausschlies] P
i R
Leibe rlcken  Wikipedi
Wartung der Rel

onen (5)

GND (21) [

26t der Pneus wm zsh

liner Tierpark nach Frie
‘verkehren lassen, um dia
tit zu erhohen.

In der Diskussion teilt
diente Aktivist und Ko
des DO 54" Goltz mit, d:
Jahre 1960 durch Erne:

o

TIPS





OPS/images/fig6_1.jpg





OPS/images/fig4_1.jpg
§ MRBM FIELD LAUNCH SITE §
SAN CRISTOBAL NO 1

14 0CTOBER 1962






OPS/images/fig7_2.jpg
=L 1o FVEY

Driver 1: Worldwide SIGINT/Defense Cryptologic
= Platform

STELLR oA
IRONSAND
IACRRNIFE|

cansov
20 Acces Programs Y TMBERLN
Warkbvide Lo || Uaoviove €

£50.00 Worc-wido Imploes

LARGE CABLE

Top sect

Je





OPS/images/fig7_1.jpg





OPS/images/fig7_4.jpg





OPS/images/fig7_3.jpg





OPS/images/fig7_6.jpg
EASTERN TELEGRAPH C%% SYSTEM AND I'T'S GENERAL CONNECTIONS.






OPS/images/fig7_5.jpg





OPS/images/fig9_1.jpg





OPS/images/fig9_2.jpg





OPS/images/figP_1.jpg





OPS/images/figP_2.jpg





OPS/images/figP_3.jpg
4 EI Puchlo CusAne
vivira siempre con






OPS/images/figP_4.jpg
NATIONAL GEOSP






OPS/images/figP_5.jpg





OPS/images/figI_1.jpg
SV ~

THE DEVILFISH IN EGYPTIAN WATERS.





OPS/images/figI_2.jpg





OPS/images/figI_3.jpg





storytel_metadata.json
{"fileStats":[{"fileName":"OPS/cover.xhtml","charCount":117,"wordCount":26},{"fileName":"OPS/half_title.xhtml","charCount":27,"wordCount":5},{"fileName":"OPS/title_page.xhtml","charCount":118,"wordCount":16},{"fileName":"OPS/copyright.xhtml","charCount":1584,"wordCount":209},{"fileName":"OPS/contents.xhtml","charCount":450,"wordCount":77},{"fileName":"OPS/illustrations.xhtml","charCount":976,"wordCount":153},{"fileName":"OPS/acknowledgments.xhtml","charCount":2864,"wordCount":446},{"fileName":"OPS/preface.xhtml","charCount":27946,"wordCount":4585},{"fileName":"OPS/introduction.xhtml","charCount":21776,"wordCount":3376},{"fileName":"OPS/part_01.xhtml","charCount":13,"wordCount":2},{"fileName":"OPS/chapter_01_split_000.xhtml","charCount":33431,"wordCount":5389},{"fileName":"OPS/chapter_01_split_001.xhtml","charCount":28031,"wordCount":4409},{"fileName":"OPS/chapter_02.xhtml","charCount":37738,"wordCount":6278},{"fileName":"OPS/chapter_03_split_000.xhtml","charCount":30603,"wordCount":4918},{"fileName":"OPS/chapter_03_split_001.xhtml","charCount":26546,"wordCount":4164},{"fileName":"OPS/part_02.xhtml","charCount":16,"wordCount":3},{"fileName":"OPS/chapter_04_split_000.xhtml","charCount":21755,"wordCount":3594},{"fileName":"OPS/chapter_04_split_001.xhtml","charCount":38000,"wordCount":6006},{"fileName":"OPS/chapter_05_split_000.xhtml","charCount":24386,"wordCount":4170},{"fileName":"OPS/chapter_05_split_001.xhtml","charCount":26412,"wordCount":4301},{"fileName":"OPS/chapter_06.xhtml","charCount":21600,"wordCount":3521},{"fileName":"OPS/part_03.xhtml","charCount":17,"wordCount":3},{"fileName":"OPS/chapter_07_split_000.xhtml","charCount":31985,"wordCount":5114},{"fileName":"OPS/chapter_07_split_001.xhtml","charCount":30438,"wordCount":4962},{"fileName":"OPS/chapter_07_split_002.xhtml","charCount":33775,"wordCount":4835},{"fileName":"OPS/chapter_08.xhtml","charCount":11800,"wordCount":1879},{"fileName":"OPS/chapter_09_split_000.xhtml","charCount":15671,"wordCount":2503},{"fileName":"OPS/chapter_09_split_001.xhtml","charCount":40658,"wordCount":6218},{"fileName":"OPS/chapter_10_split_000.xhtml","charCount":21653,"wordCount":3605},{"fileName":"OPS/chapter_10_split_001.xhtml","charCount":28171,"wordCount":4615},{"fileName":"OPS/conclusion.xhtml","charCount":17187,"wordCount":2681},{"fileName":"OPS/bibliography.xhtml","charCount":24677,"wordCount":3778},{"fileName":"OPS/index_split_000.xhtml","charCount":7943,"wordCount":1402},{"fileName":"OPS/index_split_001.xhtml","charCount":8393,"wordCount":1455},{"fileName":"OPS/about_the_author.xhtml","charCount":630,"wordCount":96}],"totalCharacterCount":617387,"totalWordCount":98794}



